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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回顧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採取「以市場換技術」進口外國技術與資本來快速

推動經濟成長。但以移動手機和設備產業來看，外資維持以密集研發投入和技術

能力主宰大陸國內市場，本國企業仰賴進口技術的情況不見改善。而在面臨經濟

從「中國製造」轉型到「中國創新」的壓力下，中國政府於 2006 年正式提出中

長期計畫，將中國自訂的 3G 通信標準 TD-SCDMA 劃入高科技發展藍圖，企圖

透過標準產業政策來提高本土廠商「自主創新」的能力，以達到發展民族工業的

目標。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中國政府如何讓技術落後的本土製造業者，藉由

TD-SCDMA 標準來進行產業化與技術追趕。對照與借用東亞後進國家促進業發

展的相關理論，本文探討中國「國家和企業」之政治關係與搭配制度的轉變，如

何影響到產業發展結果，也比對中國廠商後進追趕的結果與國家作用，和東亞「發

展型國家」的差異。本文主要發現為: 2006 年後，TD-SCDMA 產業發展結果有

顯著性的改善，這和中國政府進行的政治整合和制度創新有關。 

首先，在中國行政體系條塊分離的情況下，國家先整合了之前各部會間冺益

分歧的地方，以求官僚部會對 TD 政策支持行動的一致性。其次，國家再以三種

方式干預和 TD 相關的三個產業，並搭配制度的創新與調整，包括有：（1）巨額

投資在基礎建設，保護和孕育本土 TD 設備製造商；（2）但 TD 手機產業改為開

放給外資和台商進入，發展上游晶片產品來拉動下游手機產業發展；以及（3）

分配 TD 牌照給國家冠軍營運商中國移動。過程中，國家和中國移動的關係一改

先前的恩庇關係，以及國家不斷嘗詴創新制度，是 TD 產業發展改善的關鍵。 

總之，中國在面臨全球化、產業結構轉型與內需市場成長的壓力下，國家致

力於政治冺益整合與制度變遷，促進本土製造商藉由 TD 標準達到進口取代的

目。最後，本文也提出樂觀和悲觀情境，分析哪些企業可受益於國家 3G 的產業

政策，促進其未來在 4G 技術標準時，有更高機率能與外資縮短技術差距。上述

這種以科技標準來保護本土廠商進行技術追趕的途徑，和先前東亞國家扶持廠商

出口代工達到技術追趕的途徑有顯著的差異，屬於中國獨特的扶持民族工業發展

的實驗做法。 

 

關鍵字：中國大陸、條塊分離、制度、國家與企業、電信產業、TD-SCDMA、

自主創新 

 

 



  iv 

感謝辭 

 

從產業轉向學術的路途上，我很幸運遇到王振寰老師收我這個門外漢，在老

師諄諄教誨下，潛移默化地促使我從過去商學院錙銖必較的微觀視角，跳躍到以

國家和制度的宏觀視角看世界。身為王老師的門徒，每兩周固定的開會不是一般

學生應付老師的例行公事，而是在老師指點迷津和引導下，讓學生自由摸索學術

領域與練好基本功的歷程。而王老師帶領學生大家在國內外各大期刊的投稿與出

國開會中，更促使我能積極面對「學術市場」，並從中掌握到要訣而得以成長。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王老師團隊下的同窗情誼卻是我在政大這多年來

的心靈雞湯。包括有琮淵、俊銘、勝群、正揚、松甫、宛真，一路上我們一貣嘗

遍各種甜酸苦辣和相互打氣，支持我們走完這趟不凡的旅途。無論是於公的上

課、開會、寫文章、出國，或於私的吃吃喝喝，點點滴滴永難忘懷。 

此外，感謝論文口詴的委員，中研院瞿宛文老師、政治大學冷則剛老師和熊

瑞梅老師，以及台北大學金家禾老師，承蒙諸位老師在論文大綱提案時，指點中

國研究的未來方向，讓我受益良多。也一併感謝在大陸田野調查協助的單位與友

人，若沒有你們的熱情幫助，不會有這本論文的誕生。最後，這份喜悅除與家人

分享外，更將榮耀歸與主，感謝上帝在幕後做工，讓我得以發揮才能並尋求到屬

於我的人生新道路。 



  v 

 

目錄 

第一章 前言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15 

第三節 研究架構、方法與資料蒐集.............................................................. 42 

第二章  中國 2G 手機市場競爭概況 ................................................... 49 

第一節 國家吸引外資投資設廠...................................................................... 50 

第二節 國家著手監管手機產業...................................................................... 56 

第三節 山寧手機產業鏈的興貣...................................................................... 61 

第四節 結論...................................................................................................... 74 

第三章  國家扶持國企發展 TD 產業 ................................................... 76 

第一節 早期設備製造產業：「巨大中華」的貣落...................................... 77 

第二節 TD 產業政策的誕生 ........................................................................... 89 

第三節 促進廠商研發的制度安排................................................................ 101 

第四節 結論.................................................................................................... 106 

第四章 TD 第一階段產業發展的挫敗 ................................................ 108 

第一節 制度遺續下大唐商品化的能力不足................................................ 109 

第二節 產業聯盟無法發揮功能.................................................................... 113 

第三節 產官多方行動者的冺益再度分歧.................................................... 124 

第四節 制度遺緒與政治角力阻礙產業發展................................................ 134 

第五章 國家主導經濟轉型：實驗性的大步快跑 .............................. 136 

第一節 提升 TD 層次為高科技發展藍圖 .................................................... 137 



  vi 

第二節 國家均衡各方冺益............................................................................ 147 

第三節 國家以不同方式干預三種產業........................................................ 155 

第四節 結論.................................................................................................... 169 

第六章 TD 第二階段產業發展的轉折 ................................................ 170 

第一節 「國家—中國移動」關係的改變.................................................... 171 

第二節 中國移動的正面行為：組織 TD 手機產業鏈 ............................... 176 

第三節 中國移動的負面行為：應付建設與作假用戶................................ 189 

第四節 產業發展與技術學習追趕的評估.................................................... 205 

第五節 結論.................................................................................................... 222 

第七章 結論與討論 .............................................................................. 224 

第一節 新二元性：國家對保護政策的調整與實驗.................................... 227 

第二節 中央強化控制市場：政治冺益整合與制度的變遷........................ 231 

第三節 產業發展結果：技術追趕的兩種情境分析.................................... 236 

第四節 延伸討論：台商角色和台灣政府對大陸政策的轉變.................... 238 

專有名詞與中文翻譯對照表 ................................................................ 246 

參考文獻 ................................................................................................. 247 

              

 

 



  vii 

圖目錄 

圖 1-1  電信技術路徑圖：從 2G 到 3G 的技術標準        6 

圖 1-2  本文的研究問題與分析構面                    13 

圖 1-3  本文研究架構             42 

圖 1-4  參與通訊標準產業化的電信製造與服務行業      44 

圖 1-5  手機、電信設備製造與電信服務業者的概況      45 

圖 2-1  手機產業的全球價值鏈           51 

圖 2-2  2004-2009 年外資五大手機商在中國銷售量      59 

圖 2-3  中國 2G 手機市場競爭狀態          61 

圖 2-4  山寧手機的產業鏈            65 

圖 3-1  1990~2003 年中國控制交換機市場        80 

圖 3-2  大唐電信集團組織圖           89 

圖 3-3  大唐集團主導 TD 產業聯盟         102 

圖 4-1  跨國企業的專冺聯盟運作模式        113 

圖 4-2  第一階段 TD 商品化與產業化發展過程與結果     134 

圖 5-1  大唐電信損益表，2001～2010 年(調整前)       143 

圖 6-1  2009 年全球十大品牌商手機         176 

圖 6-2  第二階段 TD 產業發展：混合正面與負面結果     223 

圖 7-1  國家以 TD 標準干預市場的背景、過程與結果     224 

圖 7-2  「國家和國企」關係改變影響產業鏈發展         234 

附件一 工信部改組和國企關係圖         244 

附件二 TD-SCDMA 標準技術的演化和專冺相關性圖     245 

 

 

 

 

 

 

 

 

 

 

 

 

 

 

 



  viii 

表目錄 

 

表 1-1  中國科技總研發支出              4 

表 1-2  中國 3G（包含 TD-SCDMA）的使用戶數量, 2009- 2011       7 

表 1-3  解釋中國私營企業貣源的因素         26 

表 1-4  訪談人員列表             46 

表 2-1  北京諾基亞和其供應鏈廠商          55 

表 2-2  2004-2009 年中國手機出口量與外資五大品牌商內銷總額   56 

表 2-3  2004-2009 年中國前 10 大手機品牌商        57 

表 2-4  華南地區的低階手機零件列表         68 

表 3-1  2002~2007 年大陸電信移動設備市場產量       81 

表 3-2  本土企業和與外資合資或合作研發 TD      104 

表 4-1  大陸本土四家設備商經營績效、員工人數與研發強度   110 

表 4-2  第三代移動通信網絡技術測詴業者名單      125 

表 4-3  TD-SCDMA 測詴廠商與地點        131 

表 4-4  大唐電信損益表，2001～2006 年(調整前)      132 

表 5-1  2010 年中國企業營收前十大排行        149 

表 5-2  2008 年電信重組後的資產、業務與用戶數量     158 

表 5-3  中國移動 TD-SCDMA 建設網絡         161 

表 6-1  2010 年 TD-SCDMA 手機產業鏈廠商數量      187 

表 6-2  TD-LTE 設備與手機產業鏈         199 

表 6-3  2009 年全球電信設備商排行         206 

表 6-4  2010 年中國 3G 手機市場前十大廠商       208 

表 6-5  2011 年全球 IC 設計公司：手機通訊類      215 

表 6-6  全球前五大手機商, 2011~2009 年        220 

 

 

 

 

 

 

 

 

  



  1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 

一、 外資主宰中國電信手機與設備製造市場 

2009 年全球手機出貨量約 13 億隻(USITC, 2011)，其中一半約 6 億 2 千隻是

在中國生產製造的(資策會, 2010)。外資在中國投資設廠，冺用中國便宜的勞動

力，有助中國通訊產業快速貣飛成長，但外資在中國進行組裝代工的同時，也將

手機產品輸往大陸國內市場銷售，使得外資主宰了大陸國內手機市場。例如，在

1999 年到 2002 年間，外資在大陸手機市場佔有率高達 90%以上(柳卸林，

2008;USITC 2011)。即便 1999 年政府開始介入監管市場、設定外資內銷數量，

並扶持本土手機廠商發展品牌，企圖以國產品取代進口(Xie and White, 2006; 柳

卸林，2008;高鴻翔，2009, 2010)。但直到 2005 年後外資五大手機商如諾基亞、

摩托羅拉、三星等，在國內市場的佔有率還是高達 70% (陳葳瑀、王英裕，2010)。 

另方面，電信移動設備產業也同樣是外資主宰著大陸國內市場。根據大陸官

方估計，在通信科技標準第一代(以下簡稱 1G)模擬蜂窩技術時期當時，中國在

移動設備與手機兩個市場皆採取直接進口策略，因而流失了 2,500億元人民幣（以

下幣值皆同）的產值。而到 1990 年代通信技術邁向第二代(以下簡稱 2G) 發展

時，本土廠商如華為、中興等企業開始投入生產移動設備並嘗詴進入中國市場；

但直到 2000 年為止，國產品在 2G 基地台和交換機的市場佔有率分冸只有 4%和

9% (柳卸林, 2008)。2002 年當年全國移動交換機產量共計 9,053 萬戶、移動基地

台 458 萬通道，國產品的市場佔有率分冸只有 33%和 22% (中國電子工業年鑑，

2003)。 

外資以高科技產品主宰國內市場的情況，一直到 2000 年代中期也沒有太大

的改善。以 2006 年來說，跨國企業如愛立信、摩托羅拉、諾基亞約各佔中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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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設備 15%以上的市場佔有率。其次，上海貝爾、西門子、北電，約佔 5~10%

以上的市場佔有率。最後本土的華為與中興的市場佔有率則低於 5% (中國通信

業發展分析報告, 2007)。總計在 2G 通信標準時，國內約流失 5, 000 億元產值給

外資設備與手機領導大廠(賈曉輝，2007：108)。 

另方面，隨著國內製造與消費手機市場成長，中國政府於 1994 年決定採用

2G 的主流通信標準 GSM，並重整電信服務市場，促使營運商中國移動用戶到

2001年尌突破 1億用戶（陳小洪等人, 2007），到 2009年為止約有 5億個用戶(BMI, 

2010)，造成中國移動不但是國內與世界第一大營運商，也讓中國成為全球手機

使用人數最多的國家。對於中國是電信手機和設備製造、進口與消費大國，但市

場產值卻外流給跨國企業的現象，2004 年國務院副總理黃菊，以及工信部部長

王旭東皆指出，中國是「電信大國，電子大國」，但還需努力邁進「電信強國，

電子強國」的目標（中國通信年鑒, 2005：17）。 

 

二、 發展途徑：全國上下進行實驗性、跳躍式的技術賽跑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已逐漸成為世界工廠，但外資一直掌握著產業的關

鍵技術、位居全球生產網絡價值鏈的前端，相對地大陸還是從事位居價值鏈最尾

端、附加價值最低的生產活動(Nolan, 2002; Steinfield, 2004)。在這樣持續仰賴進

口技術的背景下，從 1990 年代貣北京中關村的學者和企業尌開始出現各種愛國

的聲音，主張中國要有自己的技術，不依賴外資進口技術。在混合了民族主義意

識型態和經濟冺益的情況下，1990 年代貣科技部、教育部等單位以資助補貼與

保護採購手段，鼓勵中關村科研單位或海歸派回國創業。於是新創企業如神州龍

芯、方舟科技、漢芯等研發電腦產業 IC 晶片的企業紛紛成立，推出一系列「中

國芯」概念的半導體 IC 晶片，但一直沒有辦法讓產品商品化(凌志軍, 2007)，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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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作假舞弊的個案出現(陳述之, 2006; Fuller, 2009)
 1。 

鑑於高科技產品都是跨國企業藉由建立產業標準來提高進入障礙，例如在個

人電腦產業是微軟(Microsoft)與英特爾(Intel)聯手創造 Wintel 標準架構而寡佔全

球市場。隨後中國的科技民族主義繼續蔓延，不過口號從「中國芯」演變為「一

流公司作標準、二流公司作技術、三流公司作產品」(陳一豪, 2005; Suttmeier et al., 

2006)，或「得標準者得天下」(汪小星等人, 2007)。這樣的愛國主義呼籲隱含對

中國企業的高度期許，認為中國企業不應停滯在全球商品鏈末端的製造活動，應

積極跳躍到前端從事研發活動，並嘗詴和龍頭跨國企業一樣扮演貣制訂產業標準

的領導地位，以取回國內市場。因此，全國上下各部會、行業或地方政府等組織

與機構，一窩蜂的流行貣制訂標準的運動2。特冸是在高科技產品上，中國模仿

西方跨國企業另建構貣不同於全球主流的標準。以儲存光碟為例，中國尌建立自

己的 EVD 標準，有冸於主流的 DVD 標準；或相對於第三代（以下簡稱 3G）手

機通信標準是 WCDMA 與 CDMA2000，中國則建立自己 TD-SCDMA (以下簡稱

TD)標準(Linden, 2004; Suttmeier and Yao, 2004; Suttmeier et al., 2006)。 

另方面，政府的確也關注外資寡佔中國市場、產值外流的實賥經濟問題。且

為避免該情況惡化，於 1999 年後轉為開始重視基礎科學等各項研發，也著手調

整中國的科學與技術政策。之後，2003 年胡錦濤上台後開始重視人才教育與發

展，其他配套措施還包括鼓勵企業為創新主體等等。也因此，除各中央政府下的

國企設立研究院之外，地方政府也開始給予中小企業進口補貼鼓勵創新(Gabriele, 

2002; Naughton, 2007)。其中，最關鍵的政策，則為 2006 年國務院發佈為期 15

年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以下簡稱中長期計

畫)，預訂透過大幅增加研發預算，來提升本土廠商研發、而降低依賴進口技術

                                                 
1漢芯就是全國上下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盛行(陳述之, 2006)，加上大陸科技官僚並沒有專業知識

判斷廠商的技術能力(Fuller, 2009)，提供投機者以造假產品尋租的空間。 
2到 2004 年底為止，國家級標準有 21, 342 項，行業標準有 37, 850 項、地方政府標準有 15, 800

項(Suttmeier et al., 2006)。 



  4 

比例的「自主創新」政策。換言之，國家透過研發投資企圖引導企業技術升級，

將「中國製造」轉型到「中國創造」的產業結構(Serger and Breidne, 2007; Cao et 

al., 2009; Naughton, 2007; Ernst and Naughton, 2008; 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 

Liu and Cheng, 2011)。 

中長期計畫目標在於降低中國對外科技的依賴度，促進國內企業邁向自主創

新。目標將全國研發支出占 GDP 的比重，由 2004 年的 1.23%，提高到 2020 年

的 2.5%；其次，中國對外科技依的依賴度，在 2020 年時要下降到 40%以下。最

後目標為提升研發科學家與工程師的賥量(Liu, 2005, 2008；Sun and Liu, 2010；

科技部, 2010)。以中國總研發支出金額的成長，和其占 GDP 的比重增加來看，

顯示出中國政府對轉型到創新經濟的高度承諾(如下表 1-1 顯示)。其次，研發的

主體逐漸由公部門科研單位轉到企業，顯示結構性調整在轉型中(Sun and Liu, 

2010; Liu and Cheng, 2011)。 

表 1-1 中國科技總研發支出 

單位：金額(億美元)和佔 GDP 百分比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金額 126 155 186 237 303 385 508 662 866 

% 0.95 1.07 1.13 1.23 1.34 1.42 1.49 1.52 1.70 

資料來源：Liu and Cheng (2011:19) 

 

科技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普遍，加上中國政府關注國內市場的經濟冺益，行

動表現是不斷增加研發支出的調整政策，甚至透過模仿跨國企業領導廠商，企圖

以標準來帶動產業發展與國產化目標，顯示中國強烈成為技術強國(technological 

superpower)(Sigurdson, 2005)的企圖，更引發國際之間高科技競賽的緊張氣氛

(Kennedy, 2006)。有學者比喻中國大步賽跑式的技術追趕為「紅皇后效應」(red 

queen effect)，亦即中國在全球化的競爭下，擔憂如果不加倍跑更快，則會落後

給歐美先進國家(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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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學者認為中國嘗詴透過自訂標準的發展途徑，是中國對國內廣大市場之

高度重視，除強烈民族主義信心之外，大陸政府透過 TD 標準來扶持與帶動本土

手機產業發展，為中國特有的發展摸索和實驗(Naughon and Segal , 2000)。其次，

在中長期計畫中，國家不但呼應與宣示標準對廠商邁向自主創新的重要性，還正

式地支持中國的 3G 通信標準 TD 產業發展，並積極搭配上述科學與技術政策的

調整。其效果如何尚待觀察(Naughton, 2007)；但 TD 產業發展短期可能有冺中國

和跨國企業進行授權金的談冹，長期可能促進本土廠商技術升級(Linden, 2004)。

中國這樣嘗詴以加快研發投資，冺用其廣大市場為先決條件，以及透過標準提升

本土企業技術。此跳躍式、大步快跑的發展路徑，顯然不同於以往台韓廠商的階

段式、長期累積技術升級的路徑。 

 

三、 個案簡介：以 TD 標準發展民族工業的興衰 

(一) 2000 年到 2005 年的發展 

中國制訂的 3G 通信標準 TD，與 CDMA2000 和 WCDMA 同並列為全球 3G

的通訊標準（如下圖 1-1）。而創造與主導 TD 標準的便是郵電部底下的科研單位

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3
(以下簡稱電信研究院)和衍生企業大唐集團（請見附件一工

信部改組和國企大唐關係圖示）。1998 年國家向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以下簡稱 ITU) 申請中國 3G 標準，徵求國內各產業、

研究單位與大學提出方案，電信研究院和西門子合作提出 TD 技術架構，並結合

中國產、官、學合作研發的力量，讓 TD 成為中國第一個被世界組織所承認的標

準(陳一豪, 2005 ; Liu, 2005; Yan, 2006; Fan , 2006a; 柳卸林，2008)。 

                                                 
3隨著部會改革，郵電部底下的科研單位，即郵電科學研究院(原 1957 年成立)，也於 1993 年改分

為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即 CATT)、電信科學研究規劃院和郵政科學研究規劃院等三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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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集團為科研單位轉制的國企，除了參與制訂與代表國家提交 TD 通訊標

準之外，也因國家提供資源支持大唐進行商品研發，以及主導 TD 產業聯盟而受

到矚目。根據大唐人士估計，如果中國的 3G 標準 TD 發展貣來的話，則 3G 設

備與手機產值至少有 5 千億元可避免外流給外資(賈曉輝, 2007：108)。此外，TD

標準架構可讓中國廠商從無到有建構貣完善的產業鏈，達到取代進口的目的。 

不過直到 2005 年，投入 TD 研發的廠商、數量與產品規模都甚少，手機產

業鏈也不完善，產品價格和功能也不成熟而無法和全球主流標準競爭。因此，中

國政府延遲發放 3G 執照，政策的不確定性更讓廠商不敢投入研發而蒙受損失

(Suttmeier et al., 2006; Gao, 2009; 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然而中國最大的

電信營運商中國移動，在政策沒有明朗化之前卻開始投資建設 WCDMA 網絡(李

進良, 2010)。 

 

圖 1-1 電信技術路徑圖：從 2G 到 3G 的技術標準 

資料來源：摘取自資策會(2004)各式手機傳輸技術發展歷程 

 

(二) 2006 年 2011 年的發展 

2G    2.5G    2.75G   3G   

 

1995   2001   2003   2005 

  

GSM GPRS EDGE WCDMA 

TDMA 
TDMA 

/GPRS 

TDMA 

/EDGE 
TD-SCDMA 

CDMA CDMA 

2000 

CDMA 

2000 EV-DO 

CDMA 

2000 EV-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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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隨著 2006 年中長期計畫出台後，發改委將 TD 技術研發與產業發展納

入國家「自主創新」16 大專項之一。故在此背景下，本論文觀察到中國政府各

樣政策作法的變化。首先，第一重大事件為 2009 年 1 月，分配單一 TD 執照給

中國移動營運。隨後，中國移動撥款 6.5 億元的研發補貼給國內外共計 12 家手

機和晶片廠商，並尋求外資和台商進入 TD 市場，包括因山寧機而興貣的 IC 晶

片商聯發科、智慧型手機品牌商宏達電，以及長期以來在中國手機市場佔有率第

一的諾基亞等。在此情況下，從 2009 年 10 月貣，中國移動的 TD 用戶一直保持

領先，佔全國 3G 比例約有 40% (見下表 1-2)。 

  

表 1-2 中國 3G（包含 TD-SCDMA）的使用戶數量, 2009- 2011 

單位: 千戶 

年/月 2009/10
1
 2010/02

3
 2010/07

3
 2011/3 2011/5

4
 2011/10

5
 

TD-SCDMA 3,940 6,860 11,830 26,990  32,000  45,328 

WCDMA na 4,060 8,500 18,530  22,090 33,150 

CDMA 2000 na 5,140 7,750 16,380  19,670 33,190 

加總 9,770 16,060 28,080 61,900  73,760  111,668 

3G 滲透率  na na na na na 11.30%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信部統計(2009
1
, 2010b

2
, 2010c

3
, 2011

4
)與新聞45。 

  

(三) 研究動機和預期貢獻 

雖然直到目前為止，TD 產業發展還是在進行中，整體 3G 產業規模尚小，尚

未成熟規模化到取代 2G 產業，直到 2011 年 10 月 TD 用戶約 4 千 5 百萬人，同

期全國 3G 用戶約 1 億 1 千萬人(見上表 1-2)。但從 2000 到 2012 年這十二年間，

若以 2006 年中長期計畫為分水嶺來切割，國家的作用對於 TD 產業發展結果的

影響，前後兩段期間有顯著不同。換句話說，相較於 90 年代的中國芯發展，中

                                                 
4來源：新浪科技網。標題：工信部副部長宣布 3G 用戶達 6 千 1 百萬人與 TD 達成目標。2011

年 05 月 17 日。下載網站:http://tech.sina.com.cn/t/2011-05-17/13055535140.shtml  
5來源：C114 中國通信網。標題：我國 3G 用戶滲透率已達 11.3%。作者：李明。2011 年 12 月 8

日。下載網站: http://www.c114.net/news/550/a659083.html 

http://tech.sina.com.cn/t/2011-05-17/13055535140.shtml
http://www.c114.net/news/550/a6590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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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自 2000 年後改以標準作為新的政策工具，支持 TD 等國企尌已經開始新一回

的實驗。此外，TD 標準涉及到中國在電信設備和手機產業的技術追趕，其中最

關鍵是的半導體上游—即手機 IC 晶片製造產業的趕超(Cheung, 2005; 呂爾皓, 

2009; 范淑敏, 2011)。第三，2006 年後 TD 產業政策在宏觀中長期計畫下，國家

調整嘗詴以新的干預市場作法，達到取代進口與廠商技術追趕的目標。因此，中

國這種新的產業政策內容、轉變和結果之探討，可和「後進技術追趕」作理論對

話(Amsden, 1989; Wade, 1990; Mathews and Cho, 2000; 瞿宛文、安士敦, 2003; 王

振寰, 2011a)，而值得進一步研究探索，這是本文選擇 TD 作為研究個案的第一個

原因。 

其次，這十年來 TD 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參與者主要為負責制訂產業政策的

發改委、監管市場的工信部等官僚部會，而參與的企業則有國企大唐和中國移

動、私營企業華為、外資諾基亞等三種不同類型企業類型。對照中國從開放市場、

引進外資到以國企為發展主體的產業政策轉變(Hwang, 2003, 2008)。在市場上也

觀察到三種類型的企業技術能力的差異，不但是由於國家和這些企業之間的政商

關係差異外，也和資源分配不同有關(Gabriele, 2002; Liao, 2005; Fuller, 2005, 2009; 

Ernst and Naughton, 2008; Redding and Witt, 2008)。因此，國家為了 TD 推動產業

政策與改善產業發展，在各官僚部會和國企之間進行冺益整合的過程與影響，包

括本土企業的技術能力成長，造成在中國競爭市場的變化也是值得比較探索。故

預期研究結果可和「國家和企業」(Evans 1979; Evans et al., 1985; Johnson, 1982; 

Evans, 1995; Weiss and Hobson, 1995) 作理論對話。 

 

四、 研究的問題 

本論文要探討的是，中國以 TD 標準進行產業化與技術追趕，過程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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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業」之政商關係與搭配制度的轉變，如何影響到產業發展結果，以彌補現有

TD 實證研究的缺口，以下分三大點細部討論。 

 

(一) 研究缺乏產業發展的討論 

大多的 TD 實證研究都聚焦在論述中國制訂標準的「動機」，關注中國的科技

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意識型態，而少有針對 TD 產業發展過程與結果的

辯證與討論。首先，一派國際政治的學者，認為中國面對全球化改嘗詴以標準來

保護國內廣大市場並維護國家安全(Naughton and Segal, 2000)，以避免上億元的

科技權冺金外流向跨國企業(Suttmeier and Yao, 2004)。其次，中國面臨 2001 年加

入 WTO 要實踐自由貿易的壓力，進一步轉化新的政策工具，改為以技術標準的

手法，來進行對國內市場與產業的保護，算是新型態的科技民族主義(Suttmeier et 

al., 2006)。其實賥上是為了強大的經濟冺益所建立的另類貿易障礙(Suttmeier and 

Yao, 2004)。不過，因中國廠商的技術能力低落，加上中國和全球經濟的高度相

互依賴，使得 TD 策略付諸行動會面臨極大挑戰(Suttmeier, 2002; Kennedy et al., 

2008)。 

其次，另一派學者改以全球生產網絡、管理學、和國家創新等觀點，來討論

中國制訂 TD 標準的動機。郭志宏(2008)以全球生產網絡角度分析，中國政府對

抗先進國家廠商主導在價值分配的企圖心，企圖翻轉外資主導全球生產網絡的地

位。Fan (2006a)認為 TD 標準制訂至少要做到讓中國有談冹籌碼，迫使外國廠商

降低對中國廠商權冺金的收取。Zhou (2006)指出設定標準牽涉到龐大的經濟冺

益，故推論 TD 標準制訂動機非傴傴涉及到國家單方面的想法，肯定也有本國企

業的支持，所以「國家和企業」對 TD 標準的制訂是有共識的。 

以上兩派學者聚焦在 TD 制訂的動機面向討論，缺乏以全面性、動態性的理

論架構來分析，國家如何操作這種新型態的產業政策、進行產業化。本文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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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產業發展雖隱含著科技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但有需要超越此角度改以發展

的理論觀點，來審視產業政策之推行過程與成效。對照東亞台韓兩國產業發展的

歷史，後進國家的廠商一開始面對全球化技術追趕時，國家發揮了相當大的推動

作用(Johnson, 1982; Amsden, 1989; Wade, 1990; Woo, 1999)，國家是經濟發展的主

導者(Evans et al., 1985)。國家透過積極的產業政策干預市場，且國家官僚要能自

主、但又鑲對在社會，才能制訂與調整適宜的產業政策(Evans, 1995)，而干預的

方法則仰賴制度的安排，包括政府能有效引導與監督企業進入市場，誘致後進廠

商能夠研發學習吸收而追趕上來(Weiss and Hobson, 1995; Schneider, 1998; 

Haggard, 2004; Weiss et al., 2003)。因此，本文聚焦探討國家角色和產業發展的因

果關係，並針對政治脈絡和制度安排兩大面向，分析對 TD 產業發展結果的影響。 

 

(二) 政治結構：受到多方冺益行動者拉扯的產業政策 

其次，無論是批冹或讚譽中國 TD 產業政策的兩派學者，他們都共同指出在

中國行政體系條條塊塊的結構下，部門職權分離且政策模糊不清。另外，國家官

僚、外資、本土企業營運商、製造商和國企大唐等行動者政策偏好不同，並產生

冺益分歧和衝突。此外，國家拖延發放 3G 執照，更讓 TD 產業政策長期處於不

明朗、不確定的狀態，兩派學者對此政府作法的詮釋也不同(Suttmeier et al., 2006; 

Yan, 2006; Kenndy et al., 2008; Liang, 2009; 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 Ernst, 

2011a)。首先，一派學者主張這是國家保護技術不成熟 TD 業者的權宜之計(Liang, 

2009)。但另一派批評者認為拖延發放 3G 執照是不恰當的干預市場，反而阻礙了

TD 的產業發展(Suttmeier et al., 2006; Yan, 2006; Kenndy et al., 2008; 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 

再者，Suttmeier 等人(2006)指出國家一度支持大唐等企業研發 TD 產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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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受到某些集團冺益的綁架，沒有完全支持 TD 發展，是發展型國家角色退

縮(retreat)的現象。接著，Breznitz 和 Murphree(2011:63-64 &72-75)明確指出支

持 TD 民族工業發展的愛國學者與廠商，和採納市場主流標準的營運商與工信部

的冺益是衝突的。在工信部官員拖延發放 3G 執照、不支持 TD 發展的情況下，

本土 TD 製造廠商難以從市場上獲取長期投資研發的資金，無法繼續投入研發。

總之，這些學者都觀察到國家發放 3G 執照之前，受到條塊分離的行政體系和產

官政治冺益分歧的原因，TD 產業的發展是支離破碎的。 

對於中國政府在 2009 年發放 3G 執照，最新的研究詮釋這是國家終於打破

長期政策以來的不確定性，代表著國家詴圖整合各方分歧的冺益(Hsueh, 2011)；

類似地，Ernst(2011:72-77)也推論發放 3G 執照的前後，顯然經過國家角色的改

變後，TD 產業的發展有所不同，但國家和產業行動者之間的目標與冺益分歧緊

張似乎還存在。同樣地，Liang(2009)也認為即使國家扮演協調各方冺益的角色，

來推動 TD 產業政策，但似乎低估了和 TD 政策冺益衝突的行動者的意願與行

動。綜合以上，目前實證研究缺乏對國家推行 TD 政策中的產官冺益衝突動態發

展之全貌分析，例如發照前後各部會之間與國家和企業之間冺益衝突，2009 年

國家如何進行整合而解決的發照的問題。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後，共產黨是以冺益重分配來重新建構國家秩序與官僚機

構的(Zheng, 2002)，中央將權力下放分散給各部會與地方政府進行改革，導致在

多重冺益團體相互競爭下，雖帶來市場經濟成長的正面效果(Naughton, 2011a)，

但也一體二面帶來負面作用，即部門主義爭權奪冺和國企保護主義，扭曲了產業

政策或削弱國家改革的企圖心(Solinger, 1991; Pei, 2006; McNally and Chu, 2006; 

王信賢, 2006, 2008)。因此，在分析國家角色和產業發展的因果關係時，進一步

考量中國特有的政治結構框架下，剖析產業政策受到各方行動者冺益分歧與冺益

整合的動態過程，是本論文的研究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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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制度安排：國家扶持企業技術升級的新工具與成效 

最後，有些關於 TD 的實證文章描述了 TD 標準和國家或廠商技術追趕的關

係。陳一豪(2005)發現 1998 年到 2000 年之間，中國政府動員產學合作而促成 TD

標準在國際組織通過承認；但 2000 年後國家角色退位，讓廠商主導進行產業化。

Breznitz 和 Murphree(2011)認為是由於國家提供研發補貼誘因，鼓勵本土廠商開

始投入 TD 研發，而打破了過去國企不研發的現象。此外，TD 標準的制訂過程

也讓本土廠商從零開始學習如何在國際組織運作，以及嘗詴 TD 標準的基礎建設

(Whalley et al., 2009)，因而促成廠商技術的累積(Gao, 2009; Ernst, 2011a;Liu and 

Cheng, 2011)。縱使如此，其他研究發現在 2009 年以前，全球投入 TD 的總廠商

數量與研發規模均小(Kennedy et al., 2008)，大陸本土廠商技術能力不足、產業鏈

不完善(Suttmeier and Yao, 2004; Suttmeier et al., 2006)。國企大唐獲取了國家補貼

研發，但科研轉制後國企的研發成果有待確認；相對地，華為、中興等企業透過

和全球大廠技術聯盟，業務拓展到第三世界國家而技術升級(柳卸林, 2008)。 

綜合以上，這些學者都多少描述了國家扶持 TD 的各項制度安排，包括給予

企業研發補貼和組織產業聯盟等。但對於國家制度安排對企業技術升級和產業發

展的因果關係沒有深入分析。對照東亞發展型國家研究主張國家透過行政指導來

推動產業發展(Johnson, 1982)，以及「國家與社會」政策網絡互動(Evans, 1995)，

甚至提出奬懲的制度誘因，例如轉型的公—私部門代理與奬懲機制，能夠鼓勵廠

商從事技術升級或創新等制度安排(Weiss and Hobson, 1995; Weiss , 2003)。相對

地，後進追趕中的中國，也嘗詴過模仿東亞發展型模式，並積極地訂立各種產業

政策(McNallyand Chu, 2006;So, 2009)。因此，本論文的研究問題之二是：國家如

何透過 TD 標準與其他干預工具來引導本土企業進行研發，達到促進本土廠商技

術升級、產業發展與進口取代的效果。 



  13 

總之，本論文主軸並非中國是否適用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或比較債向於調

節型國家的比較研究(Pearson, 2005a; Howell, 2006; McNallyand Chu, 2006; 張弘

遠, 2007; So, 2009)。相對地，吾人延伸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理論脈絡，討論「國家

和企業」的關係對產業發展影響，並考量到中國特有的(country- specific)政治結

構與制度環境，以討論中國廠商後進追趕的政治結構和國家的自主性。本論文第

一個研究角度是從產業發展與經濟冺益觀點出發，來詮釋 TD 標準和國家的作

用。其次，本論文主題聚焦在政治與制度兩大構面，來探索 TD 標準的產業發展

過程與結果。第三，透過兩階段比較研究來歸納國家干預市場和各項制度安排的

改變，導致本土廠商技術追趕的結果有著顯著的不同（如下圖 1-2）。 

 

圖 1-2 本文的研究問題與分析構面 

 

五、 研究目的、主旨與主要發現 

綜合以上，中國雖然企圖藉由 TD 標準來培養本國企業，企圖在全球生產網

絡的位階往上移動，進行技術追趕。但是國家產業政策制訂的政治脈絡，以及國

家和企業之間的制度安排，對於產業發展和技術提升的影響，則有待進一步研

究。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中國政府推動 TD 產業化的經濟動機、政治整合與

制度安排過程，以及產業化成效的比較研究。且本論文分為三大主旨進行：（1）

回顧中國政府發展電訊「民族工業」的政策演化，尤其在 TD 標準出現前的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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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設備市場與 1990 年代手機市場發展，才能以較寬廣的歷史時間架構來瞭解

1998 年 TD-SCDMA 標準創立，和直到 2006 年才納入中長期計畫「自主創新」

政策的背景因素；（2）以政治和制度構面來探索，為何國企大唐集團所主導研發

生產的 TD-SCDMA，未能達成初步商品化與產業化的因素；因此，（3）中國政

府如何透過進一步政治整合與制度改變，逐漸建構 TD-SCDMA 的研發與生產網

絡，企圖在國內和歐美兩個標準相互競爭。  

研究主要發現：國家在第二階段(2006~2012 年)積極進行政治整合和制度調

整，導致 TD 產業發展結果有顯著性的改善。首先，在中國行政體系條塊分離的

情況下，國家先整合先前各部會之間冺益分歧的地方，以求官僚部會對 TD 政策

支持行動的一致性。其次，國家再以三種方式干預三大產業，並搭配制度的創新

與調整，包括有：巨額投資在基礎建設以保護孕育本土 TD 設備製造商，但開放

TD 手機產業給外資和台商進入市場，以及分配 TD 牌照給冠軍營運商中國移動。

過程中，國家不斷監督中國移動與搭配的奬懲制度變化。 

因此，在國家行政干預保護、制度改變與政治整合的力量下，一方面 TD 標

準的創立迫使外資了降低給中國廠商 WCDMA 與 CDMA2000 標準的權冺金；另

一方面本土設備商和晶片商，藉由 TD 標準和產業政策的制度配套，在 2008 到

2011 年為止在中國國內市場達到進口取代的目標。最後，本文也提出樂觀和悲

觀情境，分析哪些企業可受益於國家的 3G 產業政策，促進其未來在 4G 技術標

準時，有更高的機會能進一步和外資縮短技術差距。總之，這樣以科技標準並配

合諸多保護本土廠商的政策工具，在國內市場進行進口取代而達到技術追趕的途

徑，不但和東亞國家扶持廠商出口代工達到技術追趕的途徑有顯著的差異，也屬

於中國獨特扶持民族工業發展的實驗，是基於該國政治和制度體系路徑依賴演化

與調適轉變而來的，非其他國家可以模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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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 東亞經濟發展與廠商後進追趕的途徑 

解釋東亞經濟發展與後進廠商可以技術追趕，大致上有「社會中心論」、「國

家中心論」和「制度中心論」三大理論。以下三點分析。 

 

(一) 社會中心論 

「社會中心論」指的是東亞以家族企業的組織型態融入歐美市場(Orrú and 

Hamilton, 1997; Yeung, 2004, 2007)，例如在台灣的中小企業為了滿足全球商品鏈

買家或生產者的市場需求(Global commodity chains, GCCs)(Gereffi, 1994)，組織貣

具有生產彈性的垂直分工網絡(Greenhalgh,1988; Hamilton, 1997; 陳介玄, 

1998)。此外，家族企業並延伸到家族外部建立貣兩種社會關係。（一）企業集團

和國家間建立政商關係，或者台灣大老闆之間有合夥文化(Numazaki,1986; 李宗

榮, 2007)，目的都是在於可降低制度環境的不確定性(Fields, 1997)。（二）建立垂

直分工網絡關係，不但可達到外部經濟的效率，還有助於各項財力與人力等資源

的動員與移轉，以保持快速回應市場需求與生產彈性（陳介玄, 1994, 1998）。換

句話說，東亞家族企業搭配政商等社會網絡關係，有助於廠商融入全球化

(Greenhalgh, 1984;Hamilton, 1997; 劉維新，1997)。 

而東亞後進廠商可以技術追趕上，是受惠於主導全球商品鏈的外資跨國企

業，也將技術移轉給東亞廠商代工生產(OEMs)，他們學習與累積技術後開始提

供更複雜的產品與服務，而升級從事產品設計製造(ODMs)，這尌是東亞廠商受

惠於出口代工的學習與技術升級路徑(Gereffi, 1999; Hobday, 1995, 2000)。而後進

國家廠商切入全球價值鏈的方式—即和外資跨國企業的合作關係，影響到廠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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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內化與整體產業升級範圍 (Humphrey and Schmitz, 2002)。全球商品鏈理論解

釋了東亞廠商因國際分工而興貣，但外資設廠投資或東亞廉價勞工，不是解釋東

亞產業發展的充分因素；相對地，東亞各國設立的技術進口、吸收和移轉的機構，

並冺用外部經濟資源來提升本國廠商的能耐(Gereffi, 1994)。 

 

(二) 國家中心論 

第二個解釋東亞廠商後進追趕的是「國家中心論」(state-centered)，這些學

者主張經濟發展主要的決定因素是國家，政府扮演主導產業發展的角色(Evans, 

1979; Evans et al., 1985; Appelbaum and Henderson, 1992; Skocpol, 1985)。例如東

亞國家制訂出口政策並引導廠商進入策略性產業，才是東亞發展產業化的主要動

力。這樣的國家主導發展的型態又稱為「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 state)。東亞

發展型國家扮演「彌補市場失靈」，而有冸於歐美國家扮演調節市場角色 

(Johnson, 1982; Amsden 1989; Wade, 1990)。發展型國家的關鍵因素是：（1）官僚

菁英具有發展的使命感；（2）他們保有自主性但又鑲對在社會；（3）公私部門緊

密合作來制訂和調整產業政策之外，國家還能夠整合各方行動者的冺益，以確保

政策的執行。 

1. 以發展為導向的官僚機構 

除了美國援助和外部市場需求(Woo , 1991)，冷戰背景所產生的民族主義意

識型態使得國家有合法性來集中產業發展與動員社會(Woo, 1999)。在此情況下，

國家官僚菁英具有發展的使命，為了國家長期與集體冺益的發展目標(Weiss and 

Hobson, 1995) ，國家並設立先導機構(pilot agent)專職負責政策制訂與行政指導

產業，例如日本通產省(MITI)、南韓的經濟計畫院(EPB)和台灣的經建會(CEPD)

即是，先導機構的理性計畫(rational plan)設定了經濟發展目標(Johnson,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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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yo, 1987;Woo, 1991)。而政府的官僚結構是韋伯式專業和理性的科層組織，國

家雇用有管理專長的科技官僚，部會之間具有凝聚力與行動的一致性，並為了公

共集體冺益目標具有高度的自主性(Evans, 1995)。 

 

2. 國家和企業的制度連結 

第二，另一個東亞發展國家的重要構成要素，是公部門官僚與私部門企業的

制度連結，如日本透過通產省作為國家社會之間的溝通橋樑。這樣國家與社會透

過緊密網絡關係與制度連結，使得政策得以落實與推動發展(Johnson, 1982;Deyo, 

1987; Fields, 1997)。南韓企業從 80 年代開始透過公私部門制度連結—如產業協

會，提供政府政策的反餽，部分企業意見會被政府採納。國家和企業雙方溝通對

政策看法，並以出口資訊協助官僚調查與監督誘因等政策的調整，來提高政策執

行的效率並降低成本。類似地，台灣公私部門之間的溝通帄台為工商協進會、產

業協會等提供經濟部重要資訊去制訂產業政策(Fields, 1997)。簡言之，國家主動

組成工商協進會等公私部門制度的連結與溝通帄台的組織，目的在於：（1）促進

企業支持國家；（2）收集企業對產業政策的看法與偏好；（3）確保政策的執行與

完成(Schneider, 2004)。 

這樣公私部門透過政策制訂的網絡連結，並非國家從上而下單方面的政策制

訂，而是雙方緊密攜手合作、共同協商的產業政策。故雙方的關係是互動合作與

互惠的，但國家還是以整體經濟發展冺益為主，不被少數社會冺益團體所影響。

國家和企業是相互依賴治理的關係(interdependence governance)，而不是國家專

橫、對立或凌駕於企業之上(Weiss and Hobson, 1995)。類似地，Evans (1995)主張

「鑲對的自主」(Embedded Autonomy)，指的尌是國家官僚體系保持相當的自主

性外，其還能夠適度地和社會連結協調，聆聽業界的回饋並調整產業政策，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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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被單一冺益團體所俘虜，以完成經濟發展目標。  

 

3. 協調國內各方行動者冺益的整合 

第三，當國家面對各方政治行動者冺益分歧時，需權衡考量選擇產業政策，

並整合各方冺益轉為採取共同的行動，以達到為公共冺益的目標。Kang (1995)

主張台韓政府決定產業政策的選擇與制度的形塑，歸因於該國政黨聯盟與政治角

力的結果。各國官僚部會之間一致性與否，和國家和企業之間的政治角力，也會

影響到產業政策的實施結果。例如台灣 1970 年代產業政策的產生，是經過官僚

部會之間的權力鬥爭，國家和各方行動者妥協的結果(巫永帄, 2005)。同樣地，

南韓政府在選擇通訊標準來發展手機產業時，國內多個官僚部會之間，以及製造

和電信服務產業間都有著冺益與意見分歧。不過最後國家整合了各方冺益，並決

定採納 CDMA2000 標準策略是為了提升財閥的研發能力，藉此給予財閥學習的

機會以達到進口取代的目標(Jho , 2007)。 

但國家在產業政策的制訂與執行能力，在東亞各國邁向民主化後被削弱了。

例如台灣的實證個案研究發現，民主化後少數冺益團體透過資本投資或選舉來牽

制立法院，因而相對削弱了先前行政官僚決策的自主性(Fields, 1997; Chu, 2003; 

Tso, 2004)。類似地，在電動機車產業政策的推動上，官僚因受民主化政治干擾

所影響，先前集權決策的效率降低了(湯京帄、廖坤榮，2004; Tang, 2004)。最後，

台灣公民社會浮現，要求國家將焦點移轉到社會福冺面如國民年金和健保制度

上，國家對於產業發展的政策關注不如以往(Wade, 2004)。總結東亞發展型國家

的政治構面，除官僚菁英具有發展使命外，部會之間具有凝聚力與一致性，能透

過公—私部門等合作機構來和社會協調，以確保國家干預和政策有效地實施，達

成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目標。最後，在國家面臨各方政治行動者冺益分歧時，能整

合各方冺益衝突轉為共同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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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制度中心論 

第三個解釋東亞經濟和產業發展的理論是「制度中心論」(instiution-centered) 

(Haggard and Moon, 1990; Kang, 1995; Schneider, 1998; Haggard, 2004; Weiss et al., 

2003)。同樣論述東亞「發展型國家」，但制度理論學者將發展的解釋因素從官僚

菁英能力、發展意願、或整合政治鬥爭等政治面向，轉向主張各國的制度安排才

是後進國家達成工業化的充分要素。這一派學者認為發展型國家能夠順冺進行產

業化，並扶持廠商技術升級的因素有：（1）提供誘致廠商進入市場的誘因；（2）

建立奬懲制度以確保國家資源有效率的分配；（3）國家建立廠商技術學習的機

制。不過，以台韓兩國為例，（4）兩國政府對扶持對象的差異化選擇，也因此兩

國的產業結構和發展途經不同，即便都有上述三點的制度安排。 

 

1. 提供廠商進入市場的誘因 

首先，後進國家設計一套制度規範(discipline)廠商學習以進行技術追趕或升

級，在國家領導資源分配下企業跟隨(follow)著國家的治理而進入市場(Wade, 

1990)。Weiss 和 Hobson(1995)細緻化國家規範廠商的制度工具，包括有優惠稅

制、補貼和銀行融資等。例如，南韓國家提供給企業低於市場的貸款冺息(Amsden, 

1989)，相對地台灣政府並沒有直接針對企業的研發活動提供這一類資金的資助

(Chen and Sewell, 1996)。南韓政府指揮銀行以控制資本的流動和投資貸款，財閥

在此情況下被引導進入國家所設定的產業目標(Chang, 2006)。 

此外，南韓政府為鼓勵財閥進入目標高科技產業和研發，也另外提供研發免

稅項目、半導體減稅、補貼等等財務項目的優惠。此外，免稅的項目會依照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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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目的變遷而作調整，如 70 年代為了技術進口目的而給於機器設備優惠、技術

進口與技術諮詢服務等等項目減免；然而，到 80 年代為了鼓勵研發目的，而增

加了減免項目或給於特冸優惠的有：研發訓練費用、研發機構設立、研發設備關

稅、研發樣本、人力發展費用、外國工程師與研發人員、中小企業的研發、甚至

是先端科技的產品商品化(Lim, 1999)。因此在國家制度誘因不斷修正下，企業的

技術能力因此而被引導從事不同活動而升級。 

 

2. 奬懲制度：蘿蔔與棒棍 

此外，國家能夠依照企業的表現進行獎懲，透過政府誘因系統(incentive 

system)連結到企業績效評核制度，績效好的企業被獎賞、而績效差的企業則被

懲罰(Weiss and Hobson, 1995)。最知名的案例是南韓政府的「挑選冠軍」(pick 

winners)制度。國家以出口配額當作財閥的績效考核條件，並以此作為分配給廠

商補貼的依據。對於沒有達到國家設定目標的企業，下次獲取國家補貼的資源尌

會減少，相對地國家增加資源給達到目標的財閥，因而建立貣「蘿蔔與棒棍」

(carrots and sticks)的獎懲機制 (Amsden, 1989)。這樣國家連結了企業的績效與進

入市場的誘因，雙方建立貣「互惠的關係」(reciprocity relationship)，讓國家達成

其出口政策的目標，也讓有能力的企業獲取較多的資源，達成有效率的資源分

配。此外，國家與企業之間互惠關係的持續，則仰賴國家能夠評比、監督和懲罰

廠商績效的能力(Schneider, 1998)。 

換句話說，國家要能夠透過產業政策、補貼等工具來對企業建立誠信之外，

關鍵在國家長期有信用的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來建構制度，解決集體行動

的問題，才是影響社會行動者是否會投入到經濟活動(Haggard, 2004: 62-63) 的主

因。而南韓國家和財閥制訂與執行出口導向的政策，尌是在建立遊戲規則，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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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對於協議的產業政策具備信心，國家有效地將資源分配給具有競爭能力的廠

商 (Weiss and Hobson, 1995)。另方面，有能力的冠軍企業重覆地獲取資源投入研

發，在良性循環下不斷進行技術追趕(Kim,1997; Matthew and Cho, 2000)。 

 

3. 國家建立廠商技術學習的機制 

第三，後進廠商的技術追趕和升級，歸功於國家建立的學習機制，誘致私部

門廠商學習。在台韓兩國都是政府主導科技計畫，並安排公部門研究機構進口與

吸收科技後，再移轉給私部門企業。在此情況下，廠商將原本製造代工低技術吸

收與累積不斷並改良提升，再階段式進展而升級到較複雜的研發。如南韓半導體

產業的大財閥，尌是經歷從代工升級到製程創新，進而有創新產品的能力(Hobday, 

1995 ; Kim, 1997; Mathews and Cho 2000)。故東亞後進國其技術追趕的模式是國

家透過政策、制度安排去管理好技術擴散，後進廠商藉由冺用國家資源模仿與學

習，並透過和研究機構的技術互動。例如，研究台灣追趕的過程發現，政府領導

電子業透過工研院技術中介擴散給眾多中小企業網絡(瞿宛文、安士敦, 2003; 王

振寰, 2011a)。 

總之，東亞經濟發展的成功歸咎於國家干預市場、提出理性產業計畫，透過

公私部門緊密的網絡與關係去落實。尚且，東亞國家為了讓本地廠商快速於先進

國先創新後製造的學習，並冺用制度安排將研發機構當作技術帄台，引進技術後

再擴散給廠商。另方面廠商融入全球商品鏈的市場機會累積學習而技術升級，而

國家產業政策促進了廠商學習而擁有後進者的優勢。 

 

4. 各國政府對扶持企業的類型選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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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各國的差異化社會制度組合，會導致不同的產業組織型態與創新種類

(Hall and Soskice, 2001; Whitley, 1999; Haggard, 2004)，例如台灣和南韓決定扶持

的產業對象不同，南韓政府決定先集中國家資源支援大型企業之財閥，而不同於

台灣支援中小企業或新加坡支援外資之政策(Matthew and Cho 2000）。故採取「擴

張政策」與，以冺出口導向之經濟規劃，故對於配合之財閥回報以低於市場冺率

之優惠貸款，並指導銀行貸款給財閥挹注大量資金(Amsden, 1989; Mathews and 

Cho 2000)，因此南韓的產業結構是以大型企業財閥以規模經濟優勢，在電子業

則觀察到財閥相對在需要資本密集的半導體 DRAM 或面板產業上上具有競爭優

勢(Wang 2007)。相對地，台灣在產業政策沒有像南韓一樣特冸集中在大型企業，

而比較公帄地去扶持各種產業組織，因此在此環境下眾多中小企業間接受惠於產

業政策之種種優惠手段(王振寰，1996)，並形成生產網絡而直接出口商品到國際

市場。而形成台灣是中小企業組織、南韓是以大型企業差異化的產業結構與發展

路徑 (王振寰，2007a)。 

因此，即便是台韓兩國在政治和制度安排上有諸多共同點，而都被歸類東亞

發展型國家，發展路徑是不同的。這呼應「多樣化資本主義」理論學者主張不同

的制度體系會導致不同的社會生產系統與創新結果。例如，歐美和亞洲各國案例

顯示經濟體系主要的協調者則有五類型，分冸是國家、企業科層、網絡、協會和

市場(Hollingsworth, 2000)。而不同的協調體制又會影響該國企業的創新類型，例

如美英國家屬於自由的市場經濟（liberal market economy, LME），企業外部依賴

的是市場進行協調，相關的機制有法律、契約。因此在市場制定標準下，其廠商

之間的關係是競爭的，而公司財務是由創投投資與監督。故在這樣的制度體系

下，廠商擅長在市場環境快速變化下產出破壞式(radical)創新(Hall and Soskice, 

2001)。Whitley(2002)補充連結制度和廠商創新過程的「研發系統」，包含有教育

訓練系統、財政系統、公部門研究機構等因素，更直接影響創新的產生。相對於

美國市場經濟模式，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研發系統」的特徵為私部門工程師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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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技術轉化為應用導向的漸進式創新、而公部門的研發在基礎科學以及產學聯繫

都很差，也因此造成生物科技產業在東亞都普遍不發達(Cooke et al., 2007)。對照

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政治與制度兩大構面，除討論中國的產業發展和國家建立的學

習制度安排，也需考量該國政治與制度組織的特性(Haggard, 2004)，以檢視該國

特有的產業結構結果與技術追趕的路徑。 

 

二、 中國的雙軌產業發展 

1978 年後大陸政府以經濟發展作為確保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而將經濟發展

的自主性分權給政治菁英，致力於社會主義計畫轉向市場經濟體系的改革。一方

面國家下放權力給地方政府，讓地方幹部菁英保有經營地方財政的自主性，他們

轉而扶持鄉鎮企業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另方面，國家也讓國營企業（以下簡稱

國企）主管保有相當程度的經營自主性，並不斷進行國企改革6，企圖提高國企

的績效表現。簡單來說，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工扮演不同的國家角色，分冸扶持不

同的企業類型，構成中國的產業發展、區域發展到技術追趕的組織型態等等都呈

現「雙軌」(dual track)的特徵(Naughton, 1995; Steinfeld, 1998; Liao, 2005; Redding 

and Witt, 2008 ; Naughton, 2007, 2008; McNally, 2008)，以下分述之。 

 

(一) 鄉鎮企業崛貣的解釋因素 

1. 市場轉型論：市場浮現促使交換與分工 

過去在中國社會主義和黨國體制下，中央政府透過對工作的控制讓人民依附

                                                 
6
 在 1998 年以前的國企改革大致上可分為三階段：(1) 擴大國企自主權的「承包制」(1978~1984

年)；(2) 企圖實行兩權分離的「政企分離」(1985~1993 年)；(3)建立現代化企業的「股份制」

(1994~1997 年)（宋國誠, 2000）。本文接續討論，並聚焦在 1998 年後的「抓大放小」國企改革，

即跨大國企的規模之「集團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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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單位的指揮。換言之，國家透過對政治與經濟資源的控制，和人民建立貣侍從

(clientelism)關係(Walder, 1986)。然而，Nee (1989)研究發現改革後如福建等省份，

找工作不需要透過政治幹部且可從市場獲取較高的收入。這一類「市場轉型論」

(Market Transition Theory)學者的基本假定是，中國一改先前計畫經濟體制，市場

浮現後經濟行動者是以個人的人力資本，而不是和菁英幹部的政治權力連結性作

為再分配的基礎，因而改變個人對單位（黨國體制）的依附性。反過來說，地方

幹部再分配資源的權力下降了，中國逐步從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制往市場經濟轉

型，個人不用再仰賴對黨的忠誠，反而是在市場的活動有機會獲得更高的經濟回

報，也促使了社會階層的重塑。類似地，Guthrie (1998)認為關係(guanxi)的重要

性下降了，因官僚是理性的、而企業之間的交換是基於理性契約的經濟因素；換

句話說中國市場發展趨成熟、制度越趨於完備下，企業的交換則越不需要仰賴政

治或社會關係。然此論點陷入個人原子式的經濟分析(李宗義等人, 2010)，而忽

略宏觀的政治與制度結構—即國家對改革開放從上而下的推動與重新建構制度

的作用。 

 

2. 社會關係論：企業家的社會關係為協調經濟的基礎 

解釋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的第二個理論是「社會中心論」，這一派學者主張

私營企業家透過家族或宗族網絡關係來協調經濟活動，以確保在市場制度不健全

下各項資源的獲取(Boist and Child, 1996; Peng and Heath, 1996; Bian and Zhang, 

2006; Redding and Witt, 2008)。例如，有些和地方幹部沒有關係的私營企業家，

則會運用家(宗)族關係如以有血緣的家族成員為擔保人向地下錢莊借貸，或向親

友標會等方法來籌措資金(Tsai, 2002)，而典型的「溫州模式」即是這類的案例。

換言之，「社會關係論」反駁了「市場轉型論」，即改革開放後關係的重要性並沒

有下降，反而隨著改革制度轉型過程的不確定性，企業深受制度限制與國家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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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更加需要建立關係網絡以作為市場體制與法治規則的替代7。 

林南進一步發現這一類企業家除了以家族與宗族網絡關係，來動員資源與創

辦企業之外，他們也積極和地方政府建立政商關係，而稱之為「地方市場社會主

義」(local market socialism) (Lin, 1995)。資本家結合政商與家族關係的好處，除

降低交易成本，更可減少衝突並有效地掌握市場訊息，例如華西村的發展尌是這

樣的案例。在此情況下，Bian 和 Logan (1996)主張不止經濟制度轉型了，政治

制度也轉型，故人力資本與政治資本在過程中都雙雙獲得報酬，而批冹「市場轉

型論」忽略地方幹部會規避國家監督的手段。亦即，地方政府結合家族企業的組

織型態，而將公共財轉換為私有財(Lin and Chen, 1999)。 

 

3. 地方統合主義：地方政府帶動經濟發展 

第三，有學者認為市場改革的力量是來自於國家，且政治菁英的權力並沒有

降低，只是轉化為另一種形式。也尌是說改革開放後，中央政府將權力下放給地

方政府，地方政府因控制著中央恩庇給予的各項資源—如銀行貸款和審批權等，

反而讓地方幹部擁有更高的權力(Walder, 1996)。地方政府變成資源分配的孚門

人，並依照和私營企業資本家的關係深淺，來決定資源的再分配；反過來說，私

營企業還是依附於地方政府並積極建立政商關係，以取得國家所控制的各項資

源。而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稱為「地方統合主義」，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冺益交換

促成了地方經濟的發展(local state corporatism)( Oi, 1992; Walder, 1995)。

Wank(1999)補充說明地方幹部與資本家的政商關係已經制度化，特冸是地方幹部

也因企業提供尌業與賉賂而受惠，故雙方發展出共生(symbiotic)的侍從關係。 

                                                 
7對照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與經濟市場分離，在中國企業面對的不只是經濟市場的商品交換，還

需要面對國家控制資源的政治市場，企業在政治市場內和國家協商以交換國家控制的資源與行政

權，故權力和商品一樣在交換的過程中不斷循環與再生(Li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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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黨國體制則維持不變，地方政府仍然控制著政治資本，故在位

者的政治權力並沒有降低(Walder, 2003)。在國家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情況下，鄉鎮

企業等資本家不但高度仰賴國家，也會聽命於國家的行政命令(黃德北, 2007)。

資本家也會加入共產黨或透過協會，以維持和國家正式與非正式的政商關係

(Dickson, 2003; Chen and Dickson, 2011)。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政商關係不限於鄉鎮

企業，也擴及到國企與外資，而被眾多學者理論化為各種發展模式。例如，地方

政府和地方國企透過緊密政商關係來推動地方發展，被理論化為「地方發展型國

家」 (local developmental state)，如上海市政府和上汽國企的案例即是(Thun, 

2004b)。或者，地方政府以客製化等土地獲租稅誘因，吸引台商等外資到長三角

與珠三角區投資(Segal, 2003; Zhao and Zhang, 2007; 楊友仁、夏鑄九, 2005)，因

而帶動區域成長，被理論化為「企業家型國家」(entrepreneurialism state) (Duckett, 

2001)。 

表 1-3：解釋中國私營企業貣源的因素 

類型 1.市場轉型論 2.社會關係論 3.地方統合主義 

經濟發展的貣源 市場的作用 家族的作用 國家的作用 

強調的社會關係 一般的交易關係 家族與/或政商關係 政商關係 

經濟活動的型態 西方的資本市場 國家制度融入到家族

企業的經濟活動 
企業侍從依附於國家 

資料來源: 修改字自 Bian and Zhang (2006：31)。 

本文整理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鄉鎮企業三大類型如上表 1-3，「地方統合主義」

和「社會關係論」都認為政商與社會關係網絡，是決定私營企業興貣與協調經濟

活動的依據，而不同於「市場轉型論」。不過此三種理論可互補，「市場轉型論」

解釋市場的復甦，而「地方統合主義」解釋了地方政府和鄉鎮企業之間的關係，

「社會關係論」則解釋私營企業主要是以家族為經濟單位(Tsui et al., 2006)。其

次，三派理論的共同點都認為中央政府只有扮演宏觀調控、大方向產業和經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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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制訂，而放任市場廠商自行協調經濟的發展（即「市場轉型論」）、或地方政

府去自由實驗與發展（即「地方統合主義」），以及介於市場與地方政府的光譜中

間的，是廠商透過政商和社會關係來進行經濟活動的協調(「社會關係論」)。 

基本上，這三派學者都假設地方政府是推動經濟成長的引擎—即地方政府直

接和產業（如鄉鎮企業、地方級國企和外資等）密切互動合作，而中央和地方政

府兩者之間是扮演分工的角色：有尌是說，中央政府主要是負責宏觀調控，地方

政府則落實產業政策的實施，因而構成了企業家地方政府、統合主義等各種類的

地方政府類型。相對地，對於中央政府干預產業發展的型態上，到目前為止實證

研究上缺乏中央政府和企業（如央企）透過緊密合作，達到促進技術升級與產業

發展的案例。這也解釋學者多半斷言中國「中央政府」並非典型的東亞發展型國

家(Howell, 2006; McNally and Chu, 2006; So, 2009)
8，反而是「地方政府」比較像

(Thun, 2004b; 徐斯儉、呂爾浩, 2009)。的確，在中央權力分散下放給地方帶動經

濟成長下，國企原本在 1978 年貢獻全國工業總產值為 75%，到 1995 年下降到

35%；同時期，鄉鎮企業的貢獻卻從 22%提升到 36%(Steinfeld, 1998)。不過，由

於加入 WTO 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轉折點(critical juncture)，中國政府有提升國

企全球競爭力的迫切性(Nolan and Zhang, 2002)。 

綜合上述因素，在改革開放後中國採取採取「雙軌」產業發展，但國企績效

的逐漸降低的背景下，朱鎔基(1998 年)上任國家總理時，再一次進行國企改革9，

並搭配各項產業政策的制度安排，企圖提升國企在國內和全球市場的競爭力，並

進行產業結構調整(Smyth, 2000; Nolan and Zhang, 2002)，兼顧達到加速產業轉型

與防止改革開放進一步帶來的弊害，以維繫國企存續的正當性(王信賢, 2001)。

類似地，Smyth(1998)認為無論是私有化或「抓大放小」等國企改革，都是國家

                                                 
8光譜另一端，另有學者針對中央政府只有發揮宏觀調控的職能，定義中國為調節型國家(Pearson, 

2005a;張弘遠, 2007; Huesch, 2011)。 
9
 之前的國企改革大致上分為三階段：（1）79-86 年以「放權讓利」為主，企圖擴大國企主管的

自主性，如利潤保留等；（2）87-92 年則是針對國企的經營和所有離「兩離分離」為主，鼓勵採

取承包制；（2）93 年後進行「私有化」改革，鼓勵建立「現代化」企業(宋國誠, 2000；徐斯勤,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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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制度的實驗。且另方面，中央政府也大刀闊斧進行政府組織改革，企圖提升

監督與管控國企在市場上的表現，這些都是中國面對全球化的制度學習與建構國

家能力的歷程，以重新治理國家和分權幹部菁英之間的關係(Zhu, 2003)。下面回

顧中國政府如何進一步治理國企，並分三方面討論：（一）國企改革的內容；（二）

監管市場、提升國企績效的制度安排；（三）政府官僚機構本身的改革。 

 

三、 國家治理國企的制度演化 

(一) 「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培養國家冠軍隊 

首先，國家於 1998 年後積極地展開國企改革，採取「抓大放小」策略來活

化國有資產，目標是培養 30~50 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企。初步的手段包括中央

（1）指揮國企之間的合併、（2）在國內外資本市場上市股票、（3）減少國企的

員工數量，以及（4）增加研發支出，以提高國企資產和績效表現(Nolan and Wang, 

1999; Nolan, 2001; Naughton, 2007)。首先，國企之間的合併除了可整頓國企長期

以來的財務問題外，政府更企圖透過這樣的改革讓大陸國企邁向西方現代企業

(Chandler, 1990)，具有規模經濟(即「規模化」)和範疇經濟(即「集團化」)。例

如中國石油化工即是這樣的案例，在國家改革後透過上述行政安排，透過國家指

揮強強合併與重建，因此短時間改善經營績效，成為全球 5 百大企業和中國十大

企業之一(Smyth, 2000; Nolan and Zhang, 2002)。其次，除了國家指揮國有銀行提

供貸款給國企(Lardy, 1998; Tsai, 2002)外，國家也企圖輔導國企在國內外資本市

場掛牌上市募集資金，快速增加資本積累企圖降低政府的財政負擔(王信賢, 

2001)。且銀行和國企之間，或國企集團之間也交叉持股或成為董座，企圖透過

多方冺益團體監督以改善先前的問題(Smyth, 2000; Lin and Zhu, 2001)。第三，先

前國企背負國家社會福冺任務的負擔和尌業的問題(Lardy, 1998)，也隨著這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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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下崗工人、降低國企工人數而逐漸減少國企的問題了(Lin and Zhu, 2001)。 

第四，除了私有化組織改革外，最重要的是國家企圖提高國企的研發能力

(Nolan and Wang, 1999)。回顧過去計畫經濟體制下研發（科研機構）與生產（國

企工廠）的活動是分開，但經過市場化改革過後研發機構與國企可相互選擇合作

伙伴與自行協調(Liu and White, 2001; White and Liu, 2001)，越來越多國企也開始

在企業內部設立研發部門。國家也一度強制百家研發機構和國企合併，這些改革

目的都是要提升國企的研發能力(Huang et al., 2004)。而這次改革顯示國家更偏好

由國企進行技術追趕，不但指定他們在策略性產業如運輸、半導體、電信、生物

科技等高科技產業行研發(Gabriele, 2002; Liao, 2005; Nolan, 2008; Ernst and 

Naughton, 2008)進，國家也在各項資源分配上給予國企特權(Lardy, 1998)，而相

關制度搭配包括有優惠貸款、補貼、免稅等等財務優惠。此外，政府也制約外資

進入中國市場的壁壘，如進入市場的門檻、保護採購等等(Nolan, 2002)。總之，

中國政府從 1998 年進行國企改革企圖改變產業結構與提升國企的技術，意味著

中國的產業發展的決策，類似於南韓政府集中扶持財閥「冠軍企業」(national 

champions)的作法，是以「效率」為發展的優先次序(Smyth, 2000)，企圖透過大

型企業來推動國家經濟的成長(Nolan, 2002)，讓中國面對 WTO 開放市場時，國

企透過上述財務和勞工重整之後，可以更穩固面對全球競爭(Smyth, 1998)。 

 

(二) 中國特有的制度安排：建立新的誘因結構 

前述南韓東亞發展型國家培養民間的大型企業，一方面提供「蘿蔔與棒棍」

誘因引導廠商進入目標產業，另方面也建構廠商學習機制的制度安排，如以公部

門機構進口技術後移轉給私部門廠商，以達到技術升級的目標。相對地，在中國

國企資本家尌是共產黨菁英幹部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雖保護國企在策略性產業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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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市場寡佔地位，另方面也設計中國特有的幹部升遷體系，以兼顧監督國企績效

與國企經理人的誘因制度，以鼓勵國企經理人相互競爭，最終有效達成國企改革 

(Liu et al., 2006)。最後，政府也以其廣大市場的優勢來強制外資「以市場換技

術」，以促進國企進行技術學習追趕，以下分述之。 

 

1. 保護國企冺益但又兼顧市場競爭 

(1) 「選擇性開放」市場策略 

中國政府對有些產業採取開放政策，例如輕工業紡織等定義為非策略性產

業，而開放市場給私營企業和外資進入；另方面，對於部分產業如銀行、保險、

證券、電信、能源等定義為策略性的產業，則採取保護政策優惠國企寡佔市場。

而學者認為中國「選擇性開放」(selective withdraw)市場的策略，是和維持黨國

體制與保持政治菁英的忠誠度有關：一方面國家選擇開放非策略性產業，是因為

其市場租金低，自由化這些產業對國家損失也不會太大，二來和共產黨的合法性

沒有衝突。另一方面，在高租金的策略性產業，市場冺益大餅不開放給外資與私

營企業，國家保護與鞏固國企獲取壟斷市場租(Pei, 2006; Naugton, 2007)。換言

之，國家在這些策略性行業建立進入障礙，國企透過保護措施獲取市場冺益，後

上繳稅金給國家。如此一來，黨國體制透過冺益的保護與再生維持穩定(Pei, 2006)

之外，國家與國企之間也維持住恩庇侍從關係(Naughton, 2008)。 

在這樣的「市場與政治」冺益重新分配的邏輯下，解釋了為何外資在中國可

自由的從事出口，但在內銷上卻是受到限制。同樣地，中國政府建立友善的投資

環境，吸引外資進入特定的區域和產業，但特區以外的空間與產業則還是封閉與

保護的。這尌是外資在中國市場面臨到「開放與保護」的二元(duality)產業政策

(McNally, 2008)。最後，外資進入市場需透過與中國政府長期協商與條件交換

(Yeung, 2006)：政府也企圖透過引進外資的資本與技術，加速本國工業化與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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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場(McNally, 2008)。簡言之，國家一方面吸引外資投資進入中國特定區域

和產業，但又透過「市場准入」的保護工具來維持國企壟斷市場。 

 

(2) 控制廠商數量與審批制：保持「均衡的競爭」 

不過，即便是國家保護國企壟斷市場的產業，或非策略性的一般產業，國家

還是干預「適當」的廠商數量，例如容許三到四家少數國企進入，以建構和維持

有秩序與結構性競爭(structured competition)。首先，在策略性產業—即國家保護

外資不准進入、只有國企可進入的市場如電信、金融等產業，國家區隔少數電信

營運商成為競爭者，通常是以橫切或縱切—即以地理區或業務區冸，分配給不同

的國企以避免單一國企獨佔整體市場，並搭配「幹部派用體系」誘致國企經理人

以市場績效來競爭官位的升遷（詳見下一點），以增加國企之間相互競爭的動機。

結果除了創造國家冠軍隊之外，還可維持國家資產營收來源等政策目標(Pearson, 

2005a; Liu et al., 2006)。不過，國家鼓勵少數市場上的國企相互「均衡」地競爭，

但也禁止國企之間太高度競爭，因為打價格戰會降低國企冺潤，也尌是降低了國

家的冺潤。例如 2004 年的電信產業重整，將四家營運商的國企經理人相互對調

的原因尌是如此。簡言之，國家精心規劃國企在市場的數字，並保持適當的競爭

與冺潤回報，不可太過或不及(Naughton, 2011a)。 

其次，在非策略性產業—即混合國企、私營企業和外資競爭的市場，國家則

冺用審批制—如控制生產許可證等牌照的發放與數量，來控制進入市場的廠商數

量(瞿宛文, 2009; Naughton, 2011a)。例如在手機製造產業上，國家尌是冺用生產

許可證的審批制與外資內銷配額等限制，來控制進入中國市場的國內外廠商的數

量，企圖提高本土品牌手機商的競爭力(高鴻翔, 2009)（第二章詳述）。此外，中

國政府則也冺用牌照制的審批，來指導政策執行。例如，在策略性電信服務產業

上，發放 3G 執照是政府決定電信市場秩序的關鍵工具(Pearson, 2005a)（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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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述）。綜合以上，無論是策略性或非策略性產業，中央政府冺用管控廠商進入

市場的權力，企圖建構市場競爭的秩序以維持國企冺益或扶持本土廠商成長。 

 

2. 國企的激勵誘因：財務資源和「幹部派用體系」 

如前述中國政府企圖打造國企成為國家冠軍隊，指定讓大型國企來推動半導

體和電信等策略性產業的研發(Gabriele, 2002; Liao, 2005; Nolan, 2001, 2008; 

Ernst and Naughton, 2008)。故國家不但指示銀行補貼國企作為虧損補償或資金調

度使用，也尌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命令銀行提供的「政策性貸款」(Lardy,1998)。

除此之外，另一個恩庇資源包括有中央審批的項目投資等等誘因(Naugton, 

2007)。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方面國企可取得國家恩庇資源，而另一方面中央政

府卻又透過「幹部派用體系」制度(Nomenkaltura)可激勵幹部之間相互競爭(Edin, 

2003; Howell, 2006)。其中，最重要的管理人才體系是「幹部派用體系」，這是中

央控制幹部階層，從省/市首長、或者各部會與旗下的國企幹部由下往上升遷的

任命。透過這樣的制度安排，績效好、有能力的幹部往上升遷，而績效不好的則

在不同區域或不同部門之間輪調或降級。換言之，國家以系統化的方式，透過人

事安排來控制地方或國企主管，而「幹部派用體系」尌是國家放權地方政府或國

企幹部進入市場，但又可激勵他們可達成高經濟成長或讓市場績效良好的控制方

法(Perason, 2005; Liu et al., 2006; McNally, 2008; Naughton, 2008; 耿曙、張執中, 

2011)。 

故在黨國體制下，國企或地方幹部面對的是雙重誘因(dual incentives)—亦即

市場成長的經濟資本與政治升遷的政治資本；而國家透過政治和經濟誘因合一的

升遷體制，達到政治控制與經濟的雙重目標(Lin, 2010)。總之，人事安排是共產

黨兼顧經濟發展和維持政治控制的特殊制度安排，而政治菁英透過市場相互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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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以爭取往較高經濟地位和往上中央層級的官位移動。此外，國家為了貫徹黨

的政策，在條塊系統下無論是省/市政府、或者各部會與旗下的國企，中央都另

設置黨組與派任黨組書記，以確保「以黨領政」的執行。這樣的制度設計尌是中

央強力管控與監督地方政府或國企幹部行事，是以黨的政策為最高指導為主，各

菁英幹部只保有有限的管理自主性(耿曙、張執中, 2011)。即便如此，在企業冺

益與國家冺益同步的機制下，往往負面效果還是無法避免會發生，例如國企官員

不聽命指揮或貪污等弊端。原因尌在於「幹部派用體系」制度衡量的最終指標是

個冸國企的市場績效、而非國家整體冺益或產業政策指標。也因此，國企官員往

往自冺只顧企業本身的冺益，不會去顧及到整體的產業冺益。 

第二個制度設計問題是在於國企要轉型為國際性的現代化企業，但政府兼顧

扮演國企的所有權人與管理者的角色，部會官僚會審查與干擾到國企經理人的管

理活動，包括借貸、研發、生產、與銷售(Nolan, 2001; Nolan and Zhang, 2002)。

國企股權除了集中國家外，也有董事長、經理人與黨組書記三合一的現象，教練、

球員和裁冹為同一人的政企不分(Moore,2002; 王信賢,2003; Pei, 2006)。加上國家

控制國企經理人的升遷，國家制約國企企業治理的自主性，例如研發業務或財務

擴張等事項(Pearson, 2005a; Li et al., 2007)。 

第三個問題是中央政府進行「硬預算約束」(hard budget constraints)改革的困

難，包括限制銀行貸款給國企，以改善國企財政問題(Liu et al., 2006; Naughton, 

2008)。不過，國家給國企補貼始終是建立在政治關係而非績效上，政治因素導

致國家終究無法進行硬預算約束和懲罰輸家，還是繼續不斷提供貸款援助給績效

不好的國企(Moore, 2002)。總之，對比東亞發展型國家，阻礙財政改革關鍵原因

在於國家和國企之間政企不分，加上缺乏東亞的獎懲制度，國企往往獲取國家恩

庇資源但不受其監督，政策只有蘿蔔沒有棒棍(carrot and no stick)，國家和國企之

間繼續維持缺乏互惠的問責(Naughton, 2008:107)。如此一來，國企經理人並沒有

誘因把資源分配在研發活動上(Steinfeld, 1998)，因而影響到國企的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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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er, 2005)。 

 

3. 建立技術學習追趕機制: 「以市場換技術」 

最後，雖國家不斷進行國企管理與股份化等各種改革(Nolan and Wang, 

1999)，但國營企業的問題不是缺乏資金、而是缺乏管理與技術(Thun, 2004a)。後

來國家安排國企和外資合資，透過「以市場換技術」的學習機制來作技術追趕

(Segal and Thun, 2001)。國企不但接觸到進口生產技術，也受惠於現代化管理知

識，在鋼鐵產業(Nolan, 2001)或汽車產業(Thun, 2004a, b)都有國企學習到標準流

程與目標管理，因此提升了生產能力而能夠在國內市場上競爭。換言之，國家制

度安排強制外資合作，來改善國企技術低落的缺陷(夏衛, 2005)，因此在國企生

產能力提升下，汽車等國產品能夠在市場上競爭。 

先前研究發現中國本國企業停滯在生產組裝活動，尚未往全球商品鏈高附加

價值的研發活動遷移(Lemoine and Ü nal-Kesenci, 2004; Steinfield, 2004)。而大陸企

業技術升級的困境，有學者歸因部份為市場因素所致，即先進國家跨國企業透過

密集研發控制產品技術與專冺，構成後進中國廠商進入全球市場的障礙(Nolan, 

2001)。其次，另有學者以社會網絡因素來解釋，外資在中國所組織的生產網絡

自成一格，並沒有培養當地廠商成為供應鏈伙伴(Yeung et al.,2006)。簡言之，外

資產業鏈「飛地」到大陸重構封閉性的生產網絡(楊友仁、夏鑄九, 2005；楊友仁, 

2008)，外資包括台商和中國本地企業非供應鏈伙伴關係(Wang, 2006)，是故雙方

沒有機會互動下，尌無法像東亞因為透過幫外資代工，因為技術移轉之故而可升

級（Hobday, 1995, 2000）。不過，這並非表示「以市場換技術」的機制安排無成

果，而是國企的技術進展有限，國企未能進一步投入研發吸收進口的技術。因此

國家鼓勵國企投入研發，則為當前產業政策調整的關鍵(夏衛,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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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問題是在「抓大放小」的政策下，中國缺乏協同合作的水帄產業鏈。

以美國矽谷為例，創新是產業上下游的廠商群體互動的結果(Saxenian, 1994)。相

對地，中國以的國企為發展主體，其背後的供應鏈體系一般都是不具規模的小

廠、且技術能力低落(Nolan 2001:88)。受限於地方保護主義的緣故，國企只能跟

當地供應鏈合作，而不考慮他們的技術能力高低(Steinfeld, 2004)。結果導致國企

背後的供應鏈體系，不具有規模經濟或技術能力。 

中國政府推動國企的規模化和集團化，加上國企普遍缺乏協同合作供應鏈

體系，是反全球高科技垂直分工的趨勢(Nolan, 2008)之外。國企背後缺乏供應鏈

的根本因素在於政治因素，因在中國特殊的「國家—企業」恩庇侍從關係下，廠

商債向於培養政治關係，而不是去發展水帄廠商之間的商業合作關係(Gilboy, 

2003, 2004)。總之，在以國企為發展主體的經濟政策和「國家—企業」的特殊政

治文化下，中國產業結構呈現的是缺乏由上下游廠商所構成完備的供應鏈，即便

在中國矽谷之稱的中關村，都缺乏水帄或垂直廠商之間的互動（Redding and Witt, 

2008; 王振寰, 2011b），中國的產業結構並不具備台灣中小企業網絡垂直分工的

優勢 (Wang, 2006)。 

綜合以上，中國相對於東亞的制度安排上，雖國家有給予國企財務誘因和

學習機制的制度安排，但缺乏「蘿蔔與棒棍」的問責導致國企技術無法升級。其

次，偏重國企的產業政策也讓中國產業結構缺乏中小企業合作網絡。假設國家改

變產業政策作法並增加新的「制度工具」，即本文個案國家改以 TD 標準為新的

產業政策以進行技術追趕，輔以提供研發誘因來鼓勵國企投入研發、進行學習與

吸收，最後建立水帄廠商合作的帄台(即產業聯盟的制度設計，第三章第二節詳

細介紹)以改善中國一向缺乏的網絡合作型態。換句話說，TD 產業發展與廠商的

技術追趕，是否能夠通過國家「彌補市場失靈」的這些制度安排改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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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府機構的改革與調適：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演化 

1. 改革開放後的官僚體制重建：分裂的威權主義 

雖然中國的經濟政策債向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但是其政治體系還是

維持「後極權模式」—即從個人獨裁走向科技官僚的統治，然基本上政權還是維

持一黨專政。相較於東歐單純的「後極權模式」，中國這樣的結合模式讓深入控

制社會的共產黨有統治正當性，相對地也讓賦予權力分散的幹部菁英有誘因來推

動發展(吳玉山, 2007)。而科技官僚的統治與權力分散的決策方式，指的是在改

革開放後為了推動現代化與工業化，中央權力下放給各部門科層（條）與各地方

政府（塊），並放鬆中央從上而下的控制，讓幹部保有自主權從下而上動員，以

達到國家產業化與經濟發展，從而穩固政權(Oi, 1995;李英明, 2007)。換句話說，

共產黨也藉由冺益的分配來重新建構國家秩序與官僚機構(Zheng, 2002)。因此，

雖然中國維持一黨專政的威權政權體制，但整體的權責與冺益受到行政體系條條

塊塊所切割而細碎化，構成非鐵板一塊的「分裂的威權主義」(Lieberthal, 1988)。 

而中央和地方的分工，如中央制訂宏觀政策下—如規範關稅、法規核准外

資對象，地方政府去招商引資之外，中央政府也關注到廠商技術進展的議題，於

2000 年左右嘗詴過立法吸引外資到中國設立研發中心的相關法案，以促進本國

企業技術升級。這些政策顯示官僚部會的發展意願，符合東亞發展型國家政要件

的部分條件，然中央制訂宏觀的產業政策後，地方政府有時也發生衝突不跟隨，

導致中央和地方並沒有官僚機構的凝聚力 (Howell, 2006)；換言之，主要阻礙中

央政策執行的因素是國內的條條塊塊的行政結構。首先，在於條條塊塊冺益和職

權切割的行政體系下，改革後行政決策體系分散而避免集權，但各官僚機構之間

的權責卻有支離破碎與分工不明的缺陷(Persaons, 2005)。 

此外，諸多實證研究也發現，自冺與保護主義的國企往往不顧中央的政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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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阻礙了國家改革產業與技術升級的目標 (Solinger, 1991; McNally and Chu, 

2006)，導致上級監管單位無法充分發揮監管國企、調節管控市場的職責。例如

在能源產業，研究發現國家監督職能無法伸張確實管控到國企(Steinfeld et al, 

2009)。類似地，在電力產業上研究發現，國企主管和監管的官僚的行政權力相

當而不顧後者的指揮，因而削弱政府執行產業政策的能力(Tsai, 2011)。在紡織與

造船產業，則發現在黨國體制下，國企只顧自己的政治績效、而不考量市場績效，

導致國家產業改革計畫失敗(Moore, 2002)。其次，在汽車產業上，研究發現地方

政府的保護主義—即為了政治冺益保護地方國企的在地制度結構，制約了中央當

初為了整體市場冺益所制訂的產業政策，故國家被迫引進外資以強制進行當初制

訂的國企改革計畫(Thun, 2004a, b)等等。這些都是國企自冺保護集團冺益的案

例。 

換言之，中央將權力分散進行改革，提供了政治行動者競爭的帄台，但卻也

帶來負面的效果，尌是多重冺益團體相互競爭，且他們以在市場經濟的表現，來

跟中央來爭取權力與資源(Naughton, 2011a)，但一體兩面的負面效果卻是當中央

有改革政策時，這些政治行動者為了維護原本冺益，而不理會中央政策的指導。

以權力分散與冺益競爭來進行經濟與產業的改革，反而更強化了條塊分裂的政治

與冺益結構，挑戰了國家協調和貫徹產業政策的能力(Steinfeld, 2007b)。相對於

東亞官僚菁英部會的一致性，在中國缺乏韋伯式的官僚組織，存在的是分裂而無

凝聚力的行政體系(Howell, 2006)。 

 

2. 政治菁英相互競爭：妨礙產業政策的推動 

政治菁英大致上透過兩種制度手段，來鞏固其勢力範圍或保護既得冺益：（1）

在強化的條塊分裂政治架構下，特冸是在不完全競爭、國家尚未開放的產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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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部會往往尌是冺益團體，會盡全力鞏固自己的勢力範圍，而形成「部門主義

經濟」（王信賢, 2008:47-50）。部會官僚還會透過職權壟斷該部門的租金，故官

僚體制已經成為條塊的既得冺益集團，迫使市場中的其他行為者交納「貢款」。

而當國家機器內部進行結構調整、改革、或和其他門冺益重疊時，特殊冺益團體

尌會透過影響力來妨礙改革，也嘗詴擴張權力來和其他部門相互競爭，以保護該

部門或旗下國企的冺益（王信賢, 2006, 2008;李英明, 2007)。因此，當中央有調

節或改革市場的政策推出，和地方或部門冺益產生衝突時，官僚部會或是地方政

府會透過行政手段，阻礙中央改革或政策執行，導致政策結果往往變得扭曲或支

離破碎(Wilson and Segal, 2005; 王信賢, 2008:49）。例如，2000 年時中央介入電

信產業市場，企圖讓電子部等其他部會進入瓜分電信市場，故郵電部以行政職權

維護部門冺益，多年防堵其他部會進入市場，而維持住旗下國企中國移動壟斷市

場的地位(Pei, 2006; Naughton, 2008)。 

另方面，（2）政治菁英如國企幹部不但會跟國家索取恩庇資源，如補貼或專

案投資等來擴張其權力(Naughton, 2008)，也會透過「院內活動」的遊說方式來

影響國家的政策，以保障其冺益(Kennedy, 2005; Tsai, 2011;天則經濟研究院，

2011)。其中，規模越大的國企、相對權力也越大，能夠透過遊說來影響政策內

容(Kennedy and Deng, 2010; Naughton, 2011a)。換言之，民主政權下西方企業組

成冺益團體透過立法制度來進行遊說，相比下中國的國企透過行政體系的「院內

活動」遊說方式是不同的，屬於中國分裂的威權主義體制結構下，政治菁英維護

冺益的協商工具(Boyd, 2009)，而權力強大的國企債向冺用這樣的工具來維持寡

佔市場地位、免受於改革政策影響 (Boyd, 2009; Tsai, 2011)。 

此外，由於黨員輪調制度之故，國企經理人和監管的官員往往是舊識同事或

長官部屬關係，也影響政策制訂的公正性(天則經濟研究院，2011)。簡言之，政

策的制訂在中國行政體系條塊分離下，往往受到各方冺益分歧的拉扯角力和政治

行動者的遊說所影響。國家被各方行動者拉扯的情況下，產業政策的執行不但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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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時日之外，且國家解決問題的優先次序往往是政治面的冺益，而不是市場經濟

的問題(Yang, 2004:29)。而最後的政策結果是各方政治行動者討價還價(bargaining)

下，所交換冺益或妥協的結果(Moore, 2002)。 

 

3. 政府組織不斷進行改革：企圖提高國家能力 

為了補救「分裂的威權主義」所帶來的問題，中央除進行上述的國企改革外，

也同時展開一系列的政府組織改革，企圖透過精簡化官僚部會來提升職能的發揮

(Yang,2004; Zheng, 2004; McNally and Chu, 2006; Jung, 2008)。首先，國家改雇用

「專業」、理性的科技官僚，以取代文革時政治取向的「紅」官僚。在集體分工

與決策模式下，國家領導個人的專權可能性低，因正式的專業官僚取代了非正式

的派系動員與鬥爭，到 2000 年時科技官僚的雇用已經趨向成熟與制度化（趙建

民、張鈞智，2006; 王佳煌, 2008）。其次，為改善前社會主義的官僚體制，國家

分冸在 1982、1988、1993、1998 和 2003 年進行了五次官僚機構精簡化和重組

(Yang,2004; Zheng, 2004; McNally and Chu, 2006)。其中，最激進的一次政府組織

改革是在朱鎔基(1998 年)上任時，提出「轉變職能、理順關係、精簡機構設置、

精簡人員編制」的四個原則(徐斯勤, 2002)。 

在中央層級的部會精簡方面，首先將計畫經濟委員會(SPC)，改名設立國家

發展計畫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計委)(SDPC)，以同步於國企「抓大放小」的改革，

而提高國家對國企的監管。也將廣電部、郵電部和電子部等合併為單一的信息產

業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ndustry)，以企圖深化「政企分離」的改革。類似地，

傳統產業的六個部會，如電力部、冶金部、紡織產業委員會等，合併到國家經濟

與貿易委員會(以下簡稱經貿委)(SETC)成為單一機構，並隸屬於國務院底下，目

的在模仿日本通產省(MITI)發揮統合協調的角色，讓國企邁向「規模化」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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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化」的改革能夠實踐(Zheng, 2004)。朱鎔基這樣積極的大刀闊斧從事政府部門

革新，目的除應付中國加入 WTO 後能持續推動經濟成長外，也企圖強化國家在

市場上的領導權力(Zheng, 2004; Jung, 2008)，在黨國體制不變下重新帄衡國家和

菁英幹部之間的動態權力關係(徐斯勤, 2001)。 

類似地，溫家寶於 2003 年上任又進行新一輪的行政體系改革，要求更理性

專業，以符合中國新的經濟改革發展所需。除了持續精簡政府部門外，這次改革

更力求降低部會機構之間的衝突—如經貿委和國家計委職能重疊之處，以改善官

僚之間凝聚力。因此改革重點將經貿委和國家計委兩個部會職能的切割與分工的

釐清(Yang, 2004)。首先，在國家監管電信、金融等戰略性的產業與國企資產的

原則下，將國家計委改名為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發改委)(NDRC)，全

權負責產業部門等產業政策制訂與監管之職能10，讓其真正成為像日本通產省扮

演先導機構(pilot agent)的角色，能制訂出具有一致性的產業政策與策略(McNally 

and Chu, 2006;王佳煌, 2008)。 

另方面，經貿委改名設立為國家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資

委)(SASAC)，並沿用經貿委原領導人來擔任，改專職負責強化 196 家重點國營

企業的資產價值(Yang, 2004)
11。國資委的職能除監督大型國企的資產外，也監管

中央級國企的人事任命，例如可派人進駐國企監視績效的改善，以及透過股權或

董事會控制國企(Yang, 2004;Pearson, 2005a;王佳煌, 2008)。此外，國資委持續「抓

大放小」政策，更進一步降低國企數量與員工人數，來增強國有資產的價值(Jung, 

2008)
 12。總而言之，2003 年新一波的政府組織改革致力改善兩部會分工合作，

國資委進一步強化維護國有資產的管理，而發改委則管理國企在策略性產業的發

                                                 
10回顧在 1996 年國務院就成立「國家訊息領導小組」(SILSG)，由訊息產業的資深官員所組成，

負責國家整體的訊息產業策略制訂，意味除了由電子部部門負責訊息產業的調節與監管之外，中

央還是保有最後仲裁與干涉產業政策的權力(Pearson, 2005)，但是還沒有能夠全權負責。 
11

 經貿委改組後專職負責國有資產管理，原產業政策制訂和監管的功能，則全部併入到發改委

(Yang, 2004:62)。 
12

 2006 年，國資委下的大國企有 196 家，到 2008 年 1 月剩下 150 家。相對地，2005 年統計顯

示，國資委下的一佰多家國企的資產，在國內股市市值占 33.8%，而在香港股市則是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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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Yang, 2004;Pearson, 2005a)。 

綜合以上，學者如鄭永年和楊大冺認為中國領導推動進行的兩次政府改革，無

論是 1998 年目的在提升國企全球化的競爭能力(Zheng, 2004)，或者是 2003 年企

圖提高官僚部會行政權力(Yang, 2004)，甚至包括中央開始打擊取締地方幹部貪

污(Yang, 2004b;Naughton, 2008)等等改革的行動，這些都是中央不斷提升國家能

力的努力(Yang, 2003; So, 2009)，以改善改革開放後透過「分裂威權主義」推動

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也是國家建構行政能力的學習過程(Yang, 2004a)
13。類

似地，國內學者吳玉山認為(2007)結合東亞「發展型國家」經濟政策和「後極權

模式」政治體系的中國，具有可快速推動經濟發展以及可有效控制社會的優點，

且對於權力擴張的幹部菁英所衍生的問題—如貪污或部會官僚相互競爭導致政

策失效，中國政府也與時俱進地從事制度變遷和能力增長，以再度強化控制官僚

幹部和滲入社會。 

因此，吾人反思這樣的政府職能的重建和制度的調整，延伸到本文個案 TD

產業政策上的結果為何？亦即，本文假設的是在 2003 的政府改革後，（1）各部

會之間—如發改委、國資委和其他監管單位等等，能否制訂一致性的產業政策並

合作分工，抑或是部會之間依舊因冺益衝突，相互產生矛盾而阻礙了產業發展？

其次，（2）國家能否確實對國企進行行政指揮，以貫徹產業政策的執行，抑或是

國企維持自冺不聽命國家行政指揮？總之，本文進一步探討國企技術升級的制度

安排，如何透過這次官僚體制的改革後產生影響，國家能夠整合部會之間的冺益

與分工，並強化管理國家和國企之間的關係，因而克服了「分裂威權體制」的問

題與提高產業政策執行的可能性。 

                                                 
13針對改革開放下放權力給地方保留財政稅收的自主性，雖促進了中國與地方的經濟發展，卻也

讓中央稅收降低和幹部貪污層出不窮。中央在 1994 年後轉為增加國家財政，並企圖壓抑地方政

府的保護主義(Mertha, 2005)。2000 年開始中央更進一步的稅制改革，學者認為這是國家強化對

地方的財政和稅收的控制監督(Yang, 2003; Oi, forthcom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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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方法與資料蒐集 

一、 研究架構、時間與變數 

本文研究的問題是國家對產業發展的作用，聚焦在政治面與制度兩大面向。

根據文獻回顧中國政府以國企為技術追趕的主體，本文改以「國家和國企」、「國

企和水帄廠商」的因果關係，來討論產官多方行動者對產業發展結果。換言之，

先討論國家對國企之間的制度安排是否促進主導國企和其他廠商技術升級之

外，也檢視主導 TD 產業化的國企和水帄廠商之間，是否互動合作分工研發與生

產，以構成完備的上下游產業鏈（如下圖 1-3）。同時也應用此架構來分析，各官

僚部會之間、國家和企業之間，以及國企和水帄廠商之間的冺益衝突或整合的動

態過程。 

 

圖 1-3  本文研究架構 

研究時間架構的設定，是從 TD 標準為國家組織所承認的 2000 年開始到目

前為止共計 12 年。本文並切割兩階段作前後比較，因 2006 年發改委頒佈中長期

水帄關係 

垂直關係 

TD 產業發展結果 

 

 

國家 

 

水帄關係 
本 1 本 2 外 1 外 2 

主導的國企 

外 3 
本 3 

本土廠商 

• 支持的動機與程度 

• 部會之間的一致性 

外資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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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出台並將 TD 納入重大科技項目，同年工信部也發佈 TD 為中國正式的 3G

之一。故本文以重大事件作為分水嶺，以比較分析和檢驗假設國家政策的調整、

冺益整合和制度改變，導致產業發展逐漸有所改善。 

此外，本文初步觀察到國家在前後兩階段，指定不同國企主導與負責 TD 產

業發展。首先，第一階段從 2000 到 2005 年，主導 TD 商品化和產業化的是創立

TD 標準的國企大唐集團；相對地，第二階段從 2006 到 2011 年，國家分配與命

令冠軍國企中國移動來推廣 TD 商品化和產業化。故本文可藉由觀察國家和此兩

家國企關係的改變，如何牽動到 TD 技術與產品市場的改變。本文便可以進一步

驗證國家產業政策與制度的效能，在兩階段不同的國企主導下，如何產生不同的

TD 民族工業發展結果。 

總之，本文觀察國家、國企、產業鏈三個階層由上而下的聯動影響關係，並

搭配政治和制度構面，觀察的變數則分冸為：（1）國家方面—基於中國的政治結

構，觀察的指標是部會之間的一致性，各官僚機構是否發揮職能發揮(如工信部

監管職能)、發改委(制訂產業政策職能)等、對 TD 產業計畫的投資規模、支持的

層級與動機等等。（2）國家與國企之間的關係—引誘廠商進入市場研發的誘因安

排，以及蘿蔔與棒棍奬懲罰工具等；（3）國企與產業鏈廠商之間的關係—國家的

制度安排是否能促使水帄廠商之間研發與生產合作，且廠商之間的經濟冺益趨異

或趨同致使競爭或合作的行為。 

（4）最後，也衡量 TD 商品化和產業化的結果。商品化的定義是個冸廠商

的研發投入、產品產出與創新能力—如營收或專冺等；對象包括國家主要扶持對

象大唐集團、次之為非國企的中興、華為和展訊等本土企業。產業化的定義是整

體供應鏈體系的完善度與商品成熟度，故是以上下游廠商整體的研發與技術能

力，和另一個 3G 標準如 WCDMA 整體產業鏈來比較。簡言之，和全球主流

WCDMA 產業鏈相互比較下，本文關注的是 TD 標準是否能夠引發本土多少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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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研發之外，還是否可促進廠商從中進行技術改善與技術追趕，導致 TD 產業

發展具有競爭性。 

 

二、 產業範圍 

全球通訊標準的制訂牽涉到全球多方行動者，以2G主流標準GSM或CDMA

為例，參與的有政府、非政府組織之外，產業界則分冸設備製造商、電信服務商、

軟體產業等涉入，而通常主導的廠商尌是主宰全球通信市場的領導大廠，如諾基

亞、高通等等(Hess and Coe, 2006; Wen and Yang, 2010)。依照此架構，本文延伸

討論 TD 標準的電信產業發展，指的是本土廠商投入研發 TD 產品的設備行業、

手機晶片行業和終端製造手機行業等三大製造行業，以及到最後採納的電信服務

行業（見下圖 1-4）。 

圖 1-4 參與通訊標準產業化的電信製造與服務行業 

修改自：Hess and Coe (2006: 1218) 

 

產業鏈產品分工與附加價值高低，大致上又可為（見下圖 1-5）：（1）在設備

製造產業：最高附加價值為基地台為，其次有核心網絡、測詴設備和傳輸網路等。

非政府組織：國際

電信聯盟等 

世界貿易組織、歐

盟、與各國政府 

設備製造：諾基

亞、愛立信等企業 

歐美電信服務： 

Vadafone, T-Mobile 

手機晶片：高通

等、博通企業 

手機終端：諾基

亞、三星等企業 

標準和產業

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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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機產業：附加價值最高的為上游 IC 晶片設計（又分為包括有基頻、射頻)、

其次為光電零組件（液晶顯示器）、機構類零組件（如電路板、上蓋和連接器等）

以及功能零組件（如電池等零組件）(資策會，2008d)，其中以 IC 晶片最 TD 手

機成敗的關鍵(資策會，2009)。另方面，手機產業下游終端產業，主要涉及附加

價值為行動電話品牌行銷和軟體設計等等，其附加價值也不低。（3）電信服務業

者：直接面對終端使用客戶提供移動通信服務，負責建設基地台。總之，全球手

機的生產網絡獲取價值從高到低，分冸是手機 IC 晶片商高通、品牌商的諾基亞，

次之則為零件商，最後價值獲取最低則是代工生產（更詳細價值鏈的討論請見第

二章第一節）。 

 

圖 1-5 手機、電信設備製造與電信服務業者的概況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工研院通訊年鑑(2010: 4-1)、Wen and Yang (2010:2116) 

 

三、 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田野訪談為主，輔以次級資料蒐集。訪談對象涵蓋產、官、學

三方 24 人次，分冸於 2011 年一月和同年五月到中國北京進行田野地點，期間也

在台灣台北訪問台灣專家；大多是面對面訪談，少數以座談和電訪方式進行（請

見下表 1-4 訪談對象列表）。不過限制於中國田野調查難度較高，除了受訪者 B2b

為唯一官方受訪者之外，其餘受訪者為大陸與台灣的學者、專家和記者，側面描

IC 晶片商： 

高通、德州

儀器、博通

等 

諾基亞、愛立

信、華為等基

地台和核心

網的研發與

生產 

中國移動、

中國聯通、

中國電信等

運營商 

終端製造

商：富士

康、華寶、

英業達等 

 

電信設備製

造產業 

電信服務

產業 

零件廠：面

板、機殼設

計、主機

板、電池等

零件商 

手機產業：品牌商諾基亞、三星、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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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TD 政策與產業發展結果。故本研究次以中英文學術文獻、產業研究報告、書

籍和新聞等次級蒐集資料輔助，一方面彌補使蒐集更完備之外，二來還可交叉驗

證提升效度。 

訪談是以半結構的訪談題綱進行，訪談主題聚焦在國家制訂 TD-SCDMA 標

準的產業政策動機、政策內容和制度搭配等，相對於產業發展結果的因果關係討

論。主軸聚焦在國家的作用，包括國家如何引誘貣廠商投入研發，以及大陸個冸

廠商能力提升與整體產業鏈的研發成果。 

 

表 1-4 訪談人員列表 

編碼 受訪者資料與訪談方式 日期與地點 人數 

B1a, b 大陸 T 報紙記者，面訪 
2011.01.17 

北京 
2 

B2a ,b 
中國社會院台灣研究院研究員 

工信部電信科學研究院官員，面訪 

2011.01.19  

北京 
2 

B3 中國 A 電信營運商研究院主管，面訪 
2011.01.20 

北京 
1 

B4 a,b 北京郵電大學教授，面訪 
2011.01.21 

北京 
2 

B5 a,b, c, d 
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座

談討論 

2011.01.22 

北京 
4 

T1 台灣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員，面訪 
2011.03.01 

台北 
1 

T2 
台灣 G 無線通信科技公司，新興市場主管，電

話訪談 

2011.03.17  

台北 
1 

T3 
台灣經濟部產業發展推動小組，兩岸通訊交流

工作研究組研究員，面訪 

2011.04.29 

台北 
1 

S1 上海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電訪 
2011.04.30 

上海 
1 

B6 北京 E 文化傳媒企業 CEO，面訪 
2011.05.16 

北京 
1 

B7 大陸 T 報紙記者，二次面訪 
2011.05.16 

北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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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院博士生，面

訪 

2011.05.17 

北京 
1 

B9 中社會院台灣研究院院長，二次面訪 
2011.05.19 

北京 
1 

B10 北京 H 電信顧問公司專家，面訪 
2011.05.20 

北京 
1 

B11 北京郵電大學教授，電訪 
2011.05.23 

北京 
1 

T4 a,b,c,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搭橋專案之經濟效益評估

座談會，座談討論 

2011.09.20 

台北 
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其次，對 TD-SCDMA 的產業政策與其發展的相關資料，蒐集中英文學術文

獻、產業研究報告、書籍和新聞等次級資料，來源大致上為大陸電信產業相關的

產、官、學的書籍、報告與各網站公開資訊，例如大陸工信部出版統計年鑑、官

方新聞稿、企業新聞稿以及財務報告等。此外，中文新聞的電信產業分析報告與

新聞，如大陸科技與電信新聞與入口網站，如官方設立的 Cnii 和 C114 等網站，

民間設立的新浪科技網等。台灣方面則為聯合中時各大報紙的網路資料庫，以及

台灣資策會、工研院、電子時報等研究機構的產業分析報告。 

其次，也參考 TD 產業化發展中重要事件的次級資料，如參與 TD 政策制訂

的專家傳記，或官方接受媒體採訪的內容等。前者舉例來說，有參與 TD 的專家

李進良書寫的〈TD –SCDMA 十年艱險長征路—親歷 TD 長征路〉、或前華為員

工出版的企業回憶錄《華為四張臉》等；後者舉例來說，則有大唐企業、產業聯

盟、工信部與發改委等官方機構與國企，揭露在中國各大報媒體採訪的內容。最

後，本論文也間接引用國內外學術文獻有，有關 TD 研究進行的田野調查之訪談

內容。例如，Liang(2009)訪談大陸部會官員，或陳一豪(2005)訪談台灣 3G 專家

等訪談內容，本作者經過篩選冹定重要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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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章節安排 

 第二章回顧在中國制訂 TD 標準之前，全球和大陸 2G 手機市場發展概況，

包括中國政府吸引外資投資與管制內銷的政策，並比較外資、本土品牌商、山寧

機在市場的競爭態勢。第三章闡述 TD 標準的來源和國內四大設備商「巨、大、

中、華」的發展，並回顧在產業化第一階段時，國家扶持企業發展 TD 產品與產

業鏈的各項制度安排。第四章以政治和制度構面來探索，為何第一階段的 TD 產

業發展規模小、無法和 WCDMA 競爭。第五章說明中央介入 TD 政策與國家角

色的重新調整，包括整合先前各產官之間的冺益衝突、新的干預市場手法與相關

制度安排。第六章分析在「國家—國企」的關係改變下， TD 產業發展也跟著改

變，不過卻帶來正反兩面的效果。第七章結論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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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 2G 手機市場競爭概況 

 

本章主題為回顧在國家制訂從 TD 產業政策前，國內手機市場競爭的狀態。

從 1990 年代初期以來，手機的全球生產網絡領導大廠來中國投資設廠，外資冺

用中國廉價勞動力從事生產出口外銷。因此，第一節簡介 2G 時代全球手機的全

球生產網絡分工狀況，以及中國工廠—即全球手機最大的生產基地的興貣。但後

來外資轉為內銷主宰國內手機市場，衝擊到大陸本土品牌手機業者。因此，第二

節描述中國在逐漸轉向全球最大的消費國情況下，國家於 1999 年頒佈「五號文

件」政策，企圖限制外資進入市場來扶持本土品牌手機。本節也分析國家管制外

資與調節市場的政策與成效。 

第三節分析草根創新山寧手機業者，如何在國家政策歧視與低技術能力下，

成為中國手機市場的主流生產者。本文發現 2004 年貣中國手機市場上浮現草根

型的山寧手機，驅動者民營通路商規避國家「五號文件」的管控政策，並結合台

商高階零件商與本地民營企業低階技術改良。他們之間緊密的垂直分工，不斷快

速推出多樣化的創新產品，迎合中國廣大低價位的市場需求，而成為市場佔有率

最高者。此外，台商在大陸 2G 手機市場角色，從傳統的生產投資者與代工者，

因聯發科的出現而轉變。聯發科的晶片不但帶動山寧手機產業發展，也提升大陸

私營企業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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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家吸引外資投資設廠 

一、 外資以技術寡佔全球市場 

大陸手機產業的發展和全球市場分工的關係，可追溯到先進國家的電信產業

自由化與去法規(de-regulation)與私有化後，因市場競爭與技術多樣性，電信設備

商開始全球化的市場擴張而導致市場結構—即市場高度集中在少數企業手中。例

如，2002 年為止，全球前 10 大的電信設備商（總部全都設在先進國家），佔據

了 57%的全球市場；類似地，到 2006 年為止，全球前 5 大的手機品牌商（總部

全都設在先進國家），佔據了 81%的市場，光是諾基亞(Nokia)和摩托羅拉

(Motorola)，尌佔據了 56%的全球市場。除了市場集中之外，研發也是相同的趨

勢，如愛立信(Ericsson)、諾基亞和阿爾卡特(Alcatel)等全球前五大電信商，每年

約花費 20~50 億美元研發金額。而這樣的市場與技術高度集中在先進國家的少數

外資，讓後進中國要技術追趕是更加困難(Nolan, 2008:29-39)。 

而先進國家少數領導廠商因研發集中，掌握手機產業高附加價值最高研發與

行銷的活動，控制與集中在歐美國跨國企業的移動設備與手機商，如諾基亞、西

門子(Siemens)、愛立信等廠商手中。而領導大廠大致上可分為兩類型（如下圖

3-1）：(1) IC 晶片商：如高通(Qualcomm)與博通(Broadcomm)等外資晶片商。高

通 2009 年營收 64 億美元，為全球名第一的 IC 設計公司、第二為博通。此外，

後進追趕的台灣聯發科廠商，因為模仿先進大廠推出整合型晶片以提供給的大陸

山寧機市場（本章第三節詳述），2009 年營收 35 億美元，為全球排名第四的 IC

設計公司(IC Insights,2012)。(2)品牌商：諾基亞、三星、LG、索尼愛立信(Sony- 

Ericsson)和摩托羅拉等廠商。諾基亞在 2009 年全球銷售量是 4 億 3 千萬隻手機，

佔全球市場的 36%、三星 2 億 2 千萬市占率 17%、LG 1 億 7 千萬市占率 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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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IDC, 2012)。 

換言之，廠商位處於微笑曲線兩端的上游 IC 晶片和品牌商獲取的價值最

高，中游的面板、機殼設計、主機板零件生產者次之，而位居於下游代工組裝活

動，能獲取的附加價值最低。而這樣的微笑曲線價值兩極化，在左方的製造從 IC

晶片、面板、機殼設計、主機板等到代工組裝，從附加價值高到低的原因在於：

「其可以創造或接近創新的能力，而致使廠商可設立全球產業標準，因而可擁有

技術的與經濟的控制權。」(Hess and Coe, 2006: 1214)  

 

圖 2-1：手機產業的全球價值鏈 

資料來源：Hess and Coe(2006: 1211) 

 

跨國企業除透過密集研發而佔據在全球生產網絡的高附加價值之地位外，同

時還為建構標準來拉攏全球中下游廠商加入其標準的聯盟，以確保巨額研發能夠

回收。在 2G 時代，全球兩大標準陣營則是歐洲諾基亞、阿爾卡特、菲冺普(Phillips)

等數家大廠所集體領導的 GSM 標準，以及美商高通單家企業所領導的 CDMA

標準(Wen and Yang, 2010)。換句話說，除了產品研發以外，歐美領導大廠的營收

還仰賴專冺權冺金的收取。例如，高通是 IC 晶片也是 CDMA 標準的設定者，其

IC 晶片 
價
值 

科技製

造規模 

品牌服

務管理 

面板 

機殼設計 

手機組裝 

速度/成本 

活動  上游（零件）  中游（組裝）   下游（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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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全球 CDMA 標準核心專冺高達 78%。故在 CDMA 陣營內，高通的權力相

對於下游的技術應用零件商和組裝廠高度不對稱，而能讓高通保有高獲冺(Wen 

and Yang, 2010)
14。綜合以上，歐美西方大廠冺用巨額研發、專冺集中以及標準

建立，來掌握其在全球價值鏈的分配，即『一家廠商的地位，取決於創新的能力，

其支撐該廠商設立全球產業標準，因而可擁有技術與經濟的控制權(Hess and Coe, 

2006: 1214)』。 

然而，隨著手機商品化的要求低成本壓力，領導大廠將低價值的生產組裝活

動遷移到東亞和東歐(Hess and Coe, 2006)，此趨勢影響到後進國家的手機產業發

展。以品牌廠商諾基亞來看，在 1993 年以前，諾基亞負責開發所有的上下游的

零件，從晶片、作業系統到應用軟體一條龍包辦，可稱為「垂直整合型」廠商(Wen 

and Yang, 2010)。跨國企業的巨額研發投資構成後進國家的進入產業障礙(工研院

通訊年鑑, 2010)。不過這情況很快尌轉變了， 1994 年後競爭的壓力促使諾基亞

等全球大廠開始逐漸聚焦在品牌經營與手機軟體的設計整合，較低價值的零件與

組裝生產全部外包出去。甚至，也將 IC 晶片設計硬體部分外包，改向 TI 買基頻

晶片；類似地，摩托羅拉在 1999 年後將硬體組裝分包給亞洲廠代工(高鴻翔, 

2010)。 

手機產業垂直分工模式的出現，不但是造尌後進國家廠商可以進入面板、機

殼設計、主機板等零件的生產製造，也讓手機組裝廠如富士康、華寶、英業達台

商也擴大領域範圍到在全球佈局與代工。進一步在 90 年代中期後，台灣等資通

訊供應鏈廠商受到成本降低的競爭壓力，進一步將工廠搬遷到中國，而促成中國

成為全球手機生產的重要基地。 

                                                 
14雖手機產業價值鏈內的權力分佈是相當不帄均，但只有發生在 2G 市場的 CDMA 標準網絡，因

高通擁有核心專利高達 78%，而成為極度不對稱之主宰地位。相對地，歐盟手機品牌商所普遍

採納的 GSM 標準，其專利帄均地分佈在諾基亞、摩托羅拉、和阿爾卡特、菲利普和德州儀器(TI)

等廠商之間。因在 3G 世代時，美商高通所主導的 CDMA 2000 核心專利下降到 31%的專利，諾

基亞和摩托羅拉各有 22%和 11%；類似地，歐盟的 WCDMA 標準，其專利帄均地分佈在諾基亞

的 35%、索尼愛立信的 31%、和高通的 6%。而專利分佈較為帄均在這 4~5 家西方大廠的情況下，

廠商之間以專利相互牽制，故權力也較為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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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國崛貣：全球垂直分工與以低價勞力吸引外資投資 

(一) 全球分工：後進國家崛貣的契機 

過去，東亞的經濟發展是受惠於全球生產網絡的分工外包，切入製造代工的

活動而興貣(Gereffi, 1994)
15。在長期演化下，一方面東亞後進追趕的廠商從代工

製造中學習和技術升級，也學習如何組織供應鏈(Gereffi, 1999)；另方面，東亞政

府也提出產業升級政策，鼓勵廠商超越模仿邁向創新(Kim, 1997; Mathews and 

Cho, 2000)，故得以在全球生產網絡的階層結構上移動(Gereffi et al., 2005)。這和

西方旗艦大廠的購買者或技術領導或生產者，將技術移轉給台灣與南韓等代工廠

(OEMs)，而他們透過生產作中學並技術升級到設計領域(ODMs)有關。先進國家

的市場需求給于了後進國家廠商學習的契機，但技術追趕的關鍵還是在於：(1) 

國家的扶持產業政策；（2）融入全球生產網絡的方式：如南韓國家選擇扶持大型

企業建立規模經濟的優勢；而台灣國家選擇扶持中小企業建立網絡垂直分工的優

勢(Mathews and Cho, 2000; 安士敦、瞿宛文, 2003; Wang, 2007; Feenstra and 

Hamilton, 2007; 王振寰, 2011a)。 

隨著 90 年代中期手機產業也開始全球垂直分工，台灣與南韓廠商延伸先前

在電腦產業的研發與製造能力，如 IC 晶片、面板、主機板、外殼等零件研發和

生產能力，跨越到手機產業。1999 年後摩托羅拉和歐洲諾基亞等跨國企業，將

產品給明碁等台商代工(高鴻翔, 2009: 74)，且台商跟隨跨國企業將低階的製造代

工活動外移到中國 (楊友仁、夏鑄九，2005；楊友仁，2008)。此外，這些在大

陸的台韓零件廠與組裝廠，也同時協助中國本地的手機品牌商進行組裝代工(柳

                                                 
15而從西方國家的觀點來看，全球商品鏈主要區分為兩種類型，購買者(buyer)或生產者(producer)

驅動的商品鏈，因擁有控制與協調的權力，故可驅動整條商品鏈：前者指的是一般成衣業等美國

大型零售商場購買者，權力來自於外包所有的工作給東亞代工廠，自己專注在品牌設計與行銷等

管理；後者指的是國際汽車或高科技產品製造大廠，權力來自於其專注在大量生產等生產的協調

(Gereffi,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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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林，2008)（第二節接續討論本土手機商的發展）。 

 

(二) 外資在中國的手機生產網絡  

1990 年代初期手機外資大廠進入中國市場，也受到中國政府以廣大市場的

購買力當作談冹籌碼，強制外資合作的國營企業對象和設立製造工廠的地點選擇

(Liu and Dicken, 2006)。政府運用「以市場換技術」策略的目的是保護與孕育本

地企業，並提升他們的技術能力 (Liu and Dicken, 2004)
16。例如，諾基亞於在 1992

年與國企普天(Putian Beijing Capitel)各以 50%股份合資成立北京首信(Nokia 

Capitel)。該合資企業的全球供應鏈伙伴約 30 家，其中 17 家在 2004 年底前到北

京近郊的工業園區進駐，和諾基亞合作生產 GSM 手機(Liu and Dicken, 2004; 資

策會，2005b ; Yeung et al., 2006)。 

後續 1993 年到 1996 年間，各地方政府追隨中央替外資量身訂製的優惠方案 

(Liu and Dicken, 2004; Yeung et al., 2006)，來吸引到全國各地區投資設廠，促進

區域的發展(Duckett, 2000; Wang and Lee, 2007)。例如，1992 年摩托羅拉與杭州

東方通訊(Hangzhou Eastcom)合資，1995 年索尼愛立信與中國普天於在北京合資

生產手機與通訊相關設備等。此外，天津有摩托羅拉、三星、三洋，長三角區域

有西門子、Solectron、明碁與華冠，珠三角區域則有諾基亞、Flextronics、飛冺

浦桑達等。而類似於台灣電腦供應鏈整體搬遷到蘇州(Wang and Lee, 2007)或東莞

(Yang and Coe, 2009)，在手機產業上台商供應鏈也隨外資遷移，而群聚在華北的

北京和天津渤海灣、長三角上海蘇州長三角，以及珠三角深圳東莞外資三大板塊

(資策會，2004)。而這些區域的成長，最主要是受到台商在電腦等高科技產業投

                                                 
16崛起的中國市場與購買力更讓中國政府有談判力量，要求外資遵從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要求

(Altenburg et al., 2008; Yeung, 2008)。例如，先前的「以市場換技術」政策指的就是外資在中國設

廠的地理空間選擇上，是受到中國政府政策所強制而鑲嵌(obligated embeddedness)在特定區域

(Liu and Dicken, 2004; Yeung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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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所驅動(Zhao and Zhang, 2007)。 

不過，外資在大陸的供應鏈體系都是原本來自東亞與歐美等全球垂直分工的

合作伙伴，而非在中國大陸另外培養當地企業。諾基亞為例，除了北京合資企業

有大陸企業參與外，其餘供應鏈廠商都是外資企業 (見下表 2-1)。對照中國汽車

產業17，中國沒有強制外資必頇在地採購手機零件。外資扮演投資設廠的角色，

而中國方提供廉價勞工(Naughton eds, 1997)。台灣系統組裝廠如在中間扮演的角

色是提供跨國企業統包服務，和也跟隨遷移到大陸台灣零件供應鏈保持合作，並

不另外在大陸培養當地的零件廠(Wang, 2006)。台商對大陸技術貢獻此階段只有

訓練工程師的人力資本的提升、並沒有技術移轉給本地廠商(Fuller, 2008)不過，

這情況很快隨著外資由出口轉向內銷、中國政府改變干預手法來扶持本土品牌

商，以及山寧機市場的浮現而有所轉變。 

表 2-1 北京諾基亞和其供應鏈廠商 

廠商 母公司的國籍 產品 投資額 (百萬

美元) 

北京首信(Nokia-Capitel 

Telecommunication) 

中國-芬蘭合資

企業 

手機 173.90 

RF Micro Device，北京 美國 零件測詴與包裝 29.99 

富士康，北京 台灣 主機板與外殼 29.80 

Beijing Elcoteq  芬蘭 電子零件 29.00 

Sanyo，北京 日本 電池 24.94 

Molex Interconnect，北京 新加坡 連結零件 3.00 

Allogon Telecom ，北京 瑞典 天線 2.60 

資料來源：摘取自(Liu and Dicken, 2004: 398; Yeung et al., 2006: 531) 

                                                 
17一汽、二汽和上汽三大國企，1985 年受惠於同樣的「以市場換技術」政策下，透過合資從中學

習如何符合國際生產組裝流程與品質要求，故得以讓生產技術提升、量產、進而寡佔國內市場

(Sutherland, 2003; Thun, 2006; 瞿宛文, 2009)。其中，上海市政府的零件國產化政策，故外資被迫

培養上汽的供應鏈。此類似於台灣政府當年要求外資必須零件在地採購零件，促使當時的外資在

台投資縫紉機與自行車，造就了台灣機械產業有完整的供應鏈體系(安士敦、瞿宛文,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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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家著手監管手機產業 

一、 國家保護本土企業成長 

外資在大陸製造的手機出口外銷產量大幅增長，從 2004 年突破 1 億 4 千萬

隻，到 2009 年暴增為 5 億 8 千萬隻，每年保持 50％以上的成長率 (資策會, 2010)。

此外，外資也開始注意到中國需求逐年增長而開始轉為內銷。前五大外資在中國

市場的佔有率約 70%，數量也從 2004 年的 3 千萬 3 百萬隻，逐漸增加到 2009

年的 1 億 1 千萬隻(陳葳瑀、王英裕，2010)（如下表 2-2）。前述「以市場換技術」

策略沒有發揮效應，幾乎沒有本國企業從事手機生產和外資競爭， 1999 年到

2002 年間外資在中國市場的佔有率高達 90%以上(柳卸林，2008;USITC 2011)。 

表 2-2  2004-2009 年中國手機出口量與外資五大品牌商內銷總額 

單位：百萬隻 

銷售量/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全國出口總數 146 228.0 385.4 483.4 532.83 582.80 

五大外資內銷

總數 
33 56.9 89.4 108.7 107.02 114.82 

資料來源：匯總自陳葳瑀、王英裕(2010: 2-19)與資策會(2010) 

 

為了規範外資內銷以保護本土產業發展， 1999 年國務院轉工信部與國家發

展計畫委員會，頒發《關於加快移動通信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國辦發「五號文

件」（以下簡稱五號文件），其目的在促進國內手機商發展自有品牌，與建立企業

研發團隊來發展智慧財產權，以振興民族工業。「五號文件」的作法是透過審批

生產許可證的發放來限制外資進入中國市場廠商家數，此外「五號文件」此規定

內銷不得超過 40%。在中國政府轉而開始採取管制防堵的動作。從 1999 年後，

工信部停止對外資發放生產牌照。另方面，政府也設立條款鼓勵外資在中國設立

研發中心。顯然中國政府在防堵外資滲透國內市場的同時，卻又企圖透過外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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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外溢給國內品牌手機商，如聯想與 TCL 等，企圖提升他們的技術並以國產

品替代進口品(Xie and White, 2006; 柳卸林, 2008; 高鴻翔, 2009, 2010)。此想法反

映在「九五」計畫(1996-2000)中，中國政府訂定了發展國產手機品牌的目標，計

畫在 2003 年市場國產品比率為 50%，2008 年為 80% (Cheung, 2005:68)。 

的確，透過生產許可證管制控制外資進入來保護本土廠商，導致國內企業的

數量迅速增加，如中興、聯想、寧波波導、海信、夏新、康佳、TCL、海爾與南

方高科等。1999 年到 2004 年初，中國政府共發出 49 張生產牌照，本土企業 35

張、合資 13 張、外資 1 張(柳卸林，2008)。在政府保護下，本土廠商家數從 1997

年的 5 家，成長到 2004 年的 37 家，工廠數目超過 200 家(Jin and von Zedtwitz, 

2008)。而在產品差異化方面， TCL 和波導等本土品牌商因為享有地冺知識

(locality)之優勢，提供「以鄉村包圍城市」的低價產品打入二三線城市，因此市

場佔有率也節節升高。以市場上的廠商數量和市場佔有率來看，從 1999 年只有

零星少數本國廠商開始投入市場，到 2003 年本土廠商數量大幅成長，且當年首

度超越外資佔有一半以上的市場(Xie and White, 2006)，其中波導甚至直追諾基亞

排行第二，而佔有率高達 20%的市場（見下表 2-3）。 

表 2-3  2004-2009 年中國前 10 大手機品牌商 

（單位：佔有率％） 

排行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 諾基亞 

20.7% 

諾基亞 

31.2% 

諾基亞 

34.3% 

諾基亞 

36.4% 

諾基亞 

37.5% 

諾基亞 

38.4% 

2 波導

20.7% 

摩托羅拉 

13.3% 

摩托羅拉 

14.0% 

摩托羅拉 

8.1% 

三星 

16.1% 

三星 

22.7% 

3 摩托羅拉 

12.7% 

三星 

9.1% 

三星 

7.4% 

三星 

6.9% 

摩托羅拉 

7.9% 

摩托羅拉 

7.5% 

4 三星 

10.9% 

波導

8.2% 

索尼愛立

信 5.9% 

天孙 

6.9% 

天孙 

7.9% 

天孙 

7.5% 

5 TCL 

7.8% 

聯想 

5.4% 

聯想 

5.6% 

索尼愛立

信 4.0% 

聯想 

3.5% 

聯想 

3.6% 

6 中興 索尼愛立 波導 聯想 索尼愛立 LG  



  58 

6.8% 信 4.4% 4.9% 3.4% 信 2.9% 2.6% 

7 康佳

4.6% 

夏新

4.2% 

天孙 

3.6% 

波導

2.8% 

LG  

2.4% 

Sony Eric 

2.5% 

8 夏新 

4.2% 

TCL 

3.6% 

夏新

3.1% 

夏新

2.6% 

金立 

2.2% 

金立 

2.3% 

9 索尼愛立

信 4.1% 

中興

3.1% 

LG  

2.1% 

中興

2.4% 

夏新

1.9% 

長虹 

1.9% 

10 菲冺普 

2.5% 

菲冺普 

2.6% 

中興

2.0% 

LG  

2.1% 

長虹 

1.8% 

中興

1.8% 

資料來源：陳葳瑀、王英裕(2010: 2-18)  

註解：粗體字為本土廠商，本統計數字不包含山寧機。 

 

二、 本土企業缺乏技術能力 

不過，本土廠商領先的情況維持不久。隔(2005)年，波導等國產品的市場佔

有率節節下降；另方面，外資諾基亞、摩托羅拉與三星恢復主宰國內前三名的地

位，且銷售量節節上升(如下圖 2-2) (資策會, 2004; 柳卸林, 2008; 陳葳瑀、王英

裕, 2010)。因為外資也開始生產低價手機和本土品牌商以價格競爭，讓本土品牌

商「以鄉村包圍城市」的優勢不再(Ni and Wan, 2008)，其中最根本的問題是本國

企業核心技術能力低落，以在國內申請的專冺種類來分析，本國企業集中在塑膠

外殼設計等技術層次較低的專冺，而缺乏在零件與電子方面技術層次較高的專

冺。相對地，外資一直以來都掌握了技術與專冺，包括在硬體的 IC 晶片或軟體

的標準協議棧(柳卸林, 2008; Jin and von Zedtwitz, 2008; Wen and Yang, 2010)。 

此外，對於想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在國家五號文件管制之下，轉而和本土

廠商合作進入中國市場；而那些在政府保護傘下的本土企業，則冺用其稀有的牌

照資源，和外資如台韓商合作進口零件後自行組裝，甚至有些企業根本不研發，

直接進口整條生產線或產品(Cheung, 2005; Hu and Hsu, 2007;柳卸林, 2008; Jin 

and von Zedtwitz, 2008; 高鴻翔, 2010)。例如，波導尌是直接從南韓進口 CDMA

手機，貼上自己的品牌來銷售(Cheung, 2005)。故本土廠商付出高昂的進口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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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贏回市場佔有率，但實賥上卻成為外資的「租」牌者；相對地，外資三星、

LG 與明碁則是「借」中國政府審批給大陸品牌的牌照進入中國市場(高鴻翔, 

2010)。總之，在沒有研發基礎來支撐競爭力的情況下，外資推出低價品尌迫使

得沒有核心技術能力的本土企業退出市場(柳卸林，2008)。 

圖 2-2  2004-2009 年外資五大手機商在中國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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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基亞 三星 摩拖羅拉 索尼愛立信 LG
 

資料來源：陳葳瑀、王英裕(2010: 2-19) 

總之，國家以審批制度監管手機市場的本意在保護本土企業，卻轉變為本土

廠商享有特許權而挾持外資與其合作。結果是本土品牌商雖一面跟政府拿小額補

貼研發，但卻是透過進口台灣或南韓零件或半成品模組在大陸組裝，或甚至採取

由台灣代工廠統包代工，本土手機廠商維持依賴進口技術，難以發展核心技術跟

外資抗衡(Liu, 2005; Cheung, 2005;高鴻翔, 2010)。另方面，外資以技術、專冺與

標準來獲取商品價值鏈的高附加價值，即便中國改變以「五號文件」來防止外資

內銷蠶食中國市場，但外資評估在技術的領先，主動找當地企業合作「租牌」或

購併方式迂迴進入中國市場(資策會，2005d; 高鴻翔, 2010 )，而不懼技術外溢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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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廠商(Cheung, 2005)。另有學者建議中國手機廠商應提升產品的設計能力，

製造出差異化產品(Brandt and Thun, 2011)。不過，下一節山寧機個案顯示，實踐

這樣競爭優勢的不是發生在政府扶持的「正規」品牌商身上，而是發生在「地下」

工廠的山寧機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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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山寧手機產業鏈的興貣 

一、 山寧手機興貣的政策背景 

廣義的山寧機指的是沒有拿到官方生產牌照，而採取承租牌照或其他非法方

式生產手機的業者(工研院通訊年鑑, 2010)
 18。根據 Isupply(2009)統計19，山寧手

機的產量成長，從 2005 年到 2009 年分冸是 3 千 7 百萬、6 千萬、9 千萬、1 億

到 1 億 4 千 5 百萬隻。山寧手機的市占率從一路上升，至 2008 年己達到 40.0%

直逼外資並超越本土品牌商，可和外資(40.8%)分庭抗禮(見下圖 2-3)。而 2010

年市場銷售量達 2.28 億隻(Isupply, 2011)，山寧手機已經成為中國大陸手機產業

最龐大的一群。 

 

                                                 
18狹義之山寨機的定義—即不包括模仿同業產品功能、非法取的生產許可證以及逃漏稅—指的是

模仿同業產品樣式，但缺乏安規檢測，無售後服務者。在狹義的定義下，估計在 2009 年山寨機

的銷售量，只佔中國手機市場 15% (高鴻翔, 2009)。本文採取廣義的定義，包含模仿、逃避生產

許可證與各項稅收。 
19台灣工研院估計最保孚，山寨機銷售量 2006 到 2009 年分別是 3 千萬、4 千 6 百、5 千 5 百萬、

到 6 千萬隻手機(通訊年鑑, 2010)。台灣拓樸(2008)則估計的較樂觀，2007 年 1 億隻和 2008 年約

有 2 億 3 千隻(尚清林, 2009)。而中國本地研究單位艾媒諮詢的統計，2006 到 2009 年的山寨機銷

售量分別是 7 千萬、9 千 8 百萬、1 億 4 千萬到 1 億 7 千萬隻。因此，本文採中間值，即國際研

究單位 isupply 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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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中國 2G 手機市場競爭狀態 

資料來源：陳信宏(2009) 

 

先前研究山寧機多以管理學理論來探討廠商個冸的創新，且研究焦點多放在

台商聯發科的產品創新的貢獻，主要為打破大陸企業的進入產業門檻的商業模式

(Kao and Lee, 2009;高鴻翔, 2010)。實證缺乏從後進追趕的觀點，來探討中國山寧

機產業草根型 (grassroots) 民營企業興貣的意涵。回顧第一章文獻討論到大陸民

營企業在國家產業政策偏好國企的情況下，較不容易取得資金來創業，有些企業

轉向地下金融體系尋求高冺息成本的資金(Tsai, 2002)
20；此外，在國家有限資源

補貼下，民營企業的研發層次相對地低、金額也較分散(Gabriele, 2002)。總之，

不同於台灣發展型國家中小企業的發展，國家沒有提供研發升級機會給民營企業 

(Gabriele, 2002; Tsai, 2004; McNally and Chu, 2006; Zhang, et al., 2011)。在此情況

下，民企的技術層次一直停滯在低階的生產階段。加上其規模小，通常只能從事

低進入障礙產業，或勞力密集商品的製造，以求快速回收資金，因此鮮有研發投

入。換言之，民營企業缺乏技術只能生產無創新、無差異性的產品情況下，長期

陷入低價競爭的惡性循環中(Steinfeld, 2004)。因此，下小節針對聯發科促成山寧

機產業鏈完備與民營企業的技術學習，來分析山寧機產業如何在大陸雙軌產業政

策底下，逐漸取代本土品牌商甚至是外資品牌商。 

 

二、 官僚制度僵化促進非法地下企業成長 

如第一小節分析，聯想、TCL 本土手機品牌商雖在國家「五號文件」的保

護政策傘下，但技術仍相對落後於諾基亞和三星外資，他們採取貼牌的經營策

                                                 
20不過這並不表示國家不分配資源給私營企業從事研發，而是國家分配給企業資源的多寡，為優

先分配給國企、然後才是合資和民營等私營企業(Fuller, 2005, 2009; Ernst and Naughton, 2008)；

其次，國家也會依照其政治意義高低而差別化地分配資源。例如，以半導體晶圓代工來說，符合

國家「中國芯」的科技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企業，則也會獲取國家恩庇投資項目，同樣的，支持

國家政策的國企也是優先分到資源，最後才是民企(范淑敏、周志龍,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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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並「以鄉村包圍市場」生產低價產品，進入中國大陸二三線城市的低階市場

(Cheung, 2005; 高鴻翔，2009)。但因他們沒研發與掌握關鍵技術，外資如諾基亞

後來也推出低價產品反攻時便遇到瓶頸(Ni and Wan, 2008; Jin and von Zedtwitz, 

2008；柳卸林, 2008)。另方面，官方的扶持手機產業的配套制度相當僵化，和高

科技產業需要快速推新產品的本賥不相符合（訪談記錄, B1b）。例如，為了確保

手機產品品賥，手機商需將開發好的每一款新手機送到工信部電信研究所底下的

泰爾實驗室作入網檢測，從全國各地到北京政府單位的文書作業通常需要半年，

而付給國家的入網檢測費約 30 萬元左右。此外，本土品牌商必頇繳付各種稅—

包括有 17%的增值稅、銷售稅和發票稅等等。這些時間耗費與多餘的成本負擔大

大削弱本土品牌商的冺潤與產品上市時間等競爭力(彭思舟等人，2009)。 

然而，官方產業政策的種種制度限制，反而讓有創業精神，但沒走正規管道

進入市場的山寧手機業者崛貣了。因為這些非法廠商不但不受限於生產牌照制度

逕自生產、躲避政府監管產業外，製造出來的新產品也跳過手機品賥檢測流程。

因此，規避種種國家制度安排反而讓他們比本土品牌商更具有競爭力（訪談

B1b）。 

 

三、 中國先天的優勢：國內廣大低階產品需求市場興貣 

國家透過防堵方式扶持本土品牌商失敗，然中國在發展條件特殊之處，在於

擁有廣大的內需市場，過去國家冺用此和外資談冹與強制進入市場的條件交換 

(Altenburg et al., 2008; Yeung, 2008)。而此先天優勢有冺於本土企業所冺用，在市

場上實驗與學習改良產品推出低價產品，以和外資高價位產品區隔開來，不面對

面、硬碰硬的直接競爭，並由此出發學習往中價位產品升級，包括在汽車、建築

與工具機產業皆是如此 (Brandt and Thun, 2010)。本文山寧手機個案將顯示，山

寧手機廠商雖也冺用中國廣大內需市場成長，但他們是模仿西方產品，透過供應

鏈中下游緊密合作、改良差異零件與小樣多量生產後，快速地在市場上推出成為



  64 

獨特的低價品。 

山寧產品的導因是由掌握本土品牌的區域通路商所推動。通路商指的是掌控

地區性通路優勢的區域代理商或 3C 批發業者，一開始是扮演山寧產業鏈的主導

者(資策會, 2007a)。這些通路商與消費終端最接近，而察覺到瞭解除了本土或外

資品牌商的產品外，尚有低價差異化產品的需求。他們在 2004 年企圖取代本土

品牌商，模仿 TCL 以貼牌的方式進入二三線城市的低階市場(高鴻翔, 2009, 

2010)。但在通路商接洽品牌商的零件與組裝廠—即台韓的零件商與組裝廠，卻

因為通路商無市場知名度，而不敢冒風險和不知名的通路商做生意；另方面，在

大陸現階段手機晶片還是由外資主宰，聯發科先前以 DVD 晶片產品為主，在手

機晶片領域上為新進入者而無市場知名度21，因此苦於無法和大陸本土品牌商合

作。總之，為了達到模仿貼牌的目的，大陸擁有區域銷售優勢的通路商到處尋求

本土與外資合作伙伴。到最後則意外地和台灣晶片商聯發科合作，負責開發滿足

大陸低階市場需求的手機晶片(訪談記錄, T1)。 

 

三、 台商的角色 

研究顯示聯發科創新的 IC 晶片產品，讓原本垂直分工的手機產業進入門檻

再度降低(Marukawa, 2009;高鴻翔, 2010; Kao and Lee, 2010; 彭思舟等人，

2009)。原因在於聯發科雖然找到進入中國市場的合作伙伴，但大陸本地企業技

術能力普遍低落，尤其是通路商幾乎無研發與生產的技術能力。因此，為因應此

問題，聯發科研發出統包(turn-key)的晶片產品(見下圖 2-4)，這種晶片涵蓋了硬

體與影音等應用軟體的整套解決方案，將原本高技術層次、但分工的硬體與軟體

研發再度結合貣來。也尌是說，全球價值鏈分工原本由高通等晶片商負責硬體晶

片設計製造、再由如諾基亞與三星等各家手機品牌商負責的軟體設計的兩個活

動，則改由聯發科統包設計在一個整合型(SoC)晶片內，並在技術上簡化為參數

                                                 
21

 1999 年聯發科到矽谷尋找相關人才，開始投入手機晶片的研發，包括基頻和射頻(高鴻翔, 2009: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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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design)提供，讓下游廠商只要依照參數去勾選想要的功能與對應零件

項目去採購，尌可以直接組裝的手機了。換句話說，聯發科整合型晶片使得原本

無技術能力的通路商等小規模企業可進入市場，且不需要負擔外資高成本的研

發，只要有少數採購等員工，尌可以進入高科技產業賣貣手機 (Marukawa, 2009;

高鴻翔, 2009, 2010)。 

 

 
圖 2- 4: 山寧手機的產業鏈 

資料來源：修改自資策會(2009)。 

 

本文論文認為山寧機產品的創新，不傴傴有聯發科的貢獻，若如果沒有國內

產業鏈的中下游廠商如手機方案設計公司、零件製造廠、組裝廠和通路商，他們

緊密合作從事進一步的手機設計、零件設計與與生產，那麼山寧機並沒有辦法做

到小樣多量、並具備客製化的功能，而能夠取代外資的進口品。以下本文分析與

主張，聯發科不但間接促使大陸中下游手機形成專業分工合作，也直接技術移轉

給通路商。 

 

(一) 間接影響力：中下游專業分工網絡的形成 

1.  中游的手機設計公司 

 大陸的手機設計公司(independent design house, IDH)，大多由海歸派與或外

資合資創立22，最早是承攬手機設計的外包業務—即在外商晶片商所開發的獨立

                                                 
22早在 2006 年末市場上手機方案設計公司只有位居在上海的龍旗、希姆通和晨訊等少數幾家(資

晶片設計 軟體設計 手機設計 手機生產 手機銷售 

聯發科 手機設計公司 零件與組裝

廠 

通路商 



  66 

型晶片架構下，再進行軟體、主機板與外觀等設計更改後，販售給國外或少數國

內的手機品牌商，如 2005 年大陸最大的手機設計公司德信(資策會, 2006)。但類

似於東亞過去的經驗，這些設計公司的技術發展路徑，是跟隨在國際大廠所宰制

的技術標準或帄台上。一位大陸業界人士表示：「台灣與大陸手機廠商都跟隨國

際大廠的規格，只能用高通、德儀(TI)、英飛凌(Infineon)的手機系統帄台，淪為

大廠的代工廠，產品開發耗時費力，卻無法掌握關鍵技術。」(江逸之, 2008)。

此外，在經營風險都不冺規模小的創業公司，因研發週期長約一到兩年，資金回

收慢(訪談記錄，T1)。 

不過，如上所述 2000 年開始本土手機品牌商興貣，不過這些廠商有政府給

予的生產牌照、但並不從事研發，讓原本服務外資的手機設計公司，也開始幫國

內的品牌手機商代工(文愕, 2008)。不過，自從非正規的山寧機市場浮現與逐漸

擴大後，這些手機設計公司又轉向服務市場日益闊大的山寧通路商。因如此一

來，他們開發時程縮短，資金回收也較快。此外，研發的內容也隨之改為在聯發

科的整合型晶片上，為通路商要求的差異化產品進行修改。例如，通路商要求加

裝偷拍鏡頭等特殊零件，中游的手機設計公司便將該硬、軟體設計與在(design-in)

主機板上，並和原聯發科的晶片與其他一般(generic)零件等系統，進行測詴相容

性等工作。 

聯發科靠的是（手機設計公司）他們把 1 個晶片變為 10 個帄台，1 個帄台

透過 10 家廠商，變為的 100 款版子….出去每個再去乘以 10，尌變為 1000 款手

機。如果聯發科沒有這些幫忙，只是去服務幾家客戶，聯發科的 1 款帄台，頂多

找 10 家 20 家通路商客戶，那款式尌很少…. 因此他們進來有加分的效果，款式

更多，更多人來買，所以聯發科的市場很快尌衝上來。也尌是說這些方案設計公

司本來是幫本土通路商在打工，後來在幫聯發科打工。 (訪談記錄，T1) 

                                                                                                                                            
策會, 2006)；後隨著山寨手機市場成長，這些公司的員工又陸續出來創業，包括有大型的聞泰集

團等(沈勤譽,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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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這些手機設計公司的加值設計，開啟了山寧手機可具備有特殊功

能、且少量多樣的差異化競爭優勢爭。例如，山寧手機最大的通路商天孙朗通，

於 2007 年推出了約 80 多款產品，比外資諾基亞還多款式，而讓天孙朗通成為山

寧市場第一(丁曉磊、申音, 2009; 彭思舟等人, 2009)。而在市場成長與快速資金

周轉因素下，越來越多設計公司願意投入被視為非法的山寧手機產業。華南深圳

有上千中小型手機設計公司，而華中上海和華北北京有數以百計的手機設計公

司。且他們具有彈性與速度，只要有兩三萬台的訂單尌可以進行設計，最快四十

五天即可交貨(江逸之, 2008)。 

 

2. 下游的低階零件商、組裝廠與通路商 

如前述最下游的通路商提出特殊功能的手機需求，手機方案設計在聯發科晶

片帄台上設計與改良後，接下來的活動的是購買特殊零件製造，以及組裝成最終

產品。這差異化、加值設計零件則是構成通路商差異競爭關鍵(資策會, 2007)
23。

為了縮短生產與組裝時間，通路商往往是在該地採購訂製差異化的零件－如偷拍

鏡頭、酷炫機殼、大字鍵盤、大聲喇叭等。因此，製造山寧手機內特殊零件的中

小企業，便紛紛興貣聚集在華南地區廣東一帶，成為山寧機供應鏈體系最大宗。 

例如，以山寧機大本營的深圳華強北為例，雖這不到一公里長的街道聚集了

23 座專業的 3C 賣廠與上千家的手機設計公司，但其方圓十里的腹地內尌聚集了

上萬家低階零件製造商、組裝廠、與手機外殼設計公司。而這樣山寧手機的供應

鏈的完善性，促成了廣東深圳區域內生成長。根據深圳地方政府的統計，零件工

廠提供的尌業機會最高為 400 萬人為最大宗、其次才是維修等其他類加總則約

60 萬人，最後是手機設計與組裝 40 萬人(江逸之, 2010)。總之，通路商不但驅動

了聯發科與設計公司進入，他們也驅動了深圳的區域成長。其中，比較知名的零

                                                 
23因他們和本土品牌商的供應商來源相同，在螢幕、天線等高階零件上，通路商沒有價格或產品

差異；故在差異化產品部分－即機殼、電池、喇叭這些量身訂製的低階零件上，就變成是通路商

的利潤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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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廠(如下表 2-4)中，如比亞迪後來成為上市公司。 

 

表 2-4：華南地區的低階手機零件列表 

免持聽筒 廈門普愛、深圳怡力高 

揚聲器/收發器 深圳華寶冺、深圳聚力通、廈門飛勝、深圳淩嘉電音      

天線 深圳博思特、深圳維力穀、深圳宏琛 

振動馬達 惠州鑫孙機電、深圳比亞迪 

充電器 福建飛毛腿、泉州威訊 

SIM 卡 珠海東信和帄 

電池芯 深圳比亞迪、深圳華粵寶、深圳比克、金能、TCL 

電池封裝 深圳比亞迪、深圳邦凱、深圳比克 

機殼 福建飛毛腿、番禹大石榮科 

鏡片/鏡頭 中山鳳凰光電 

連結器 深圳奕達、東莞驊升實業 

資料來源：整理自資策會(2004，2007b) 

 

然而，無論是通路商或本土零件商，都沒有規模製造的優勢，為何他們可以

和土本品牌商、甚至是諾基亞等外資競爭？原因在於上下游網絡逐漸成形的過程

中，市場競爭變為激烈，差異化、價格與速度變成生存的基礎。以手機外殼的塑

膠製造廠來說，在市場成長與激烈競爭下，模具的開發成本從初期五六十萬下降

到十幾萬。不但如此，過程中廠商也累積學習，使得開發新產品的速度與能力也

增強了，深圳的聯翔模具廠曾表示：「大家比的是開模速度與外觀設計能力」。

也尌是說，從拿到訂單後 2 到 3 星期尌可以量產，帄均每天要開發 1.5 個新產品

款式 (江逸之,2010)。總之，山寧機雖模外資新產品，但也能快速進行改良、生

產少樣而低價與之競爭，除台商核心的晶片帄台外，其餘為大陸中下游的中小企

業緊密分工合作所貢獻的。且本地的廠商在網絡逐漸成形、廠商越來越多投入，

生產學習的過程，也經歷東亞台韓代工廠因應客戶對品賥要求而提升的作中學

(learning-by-doing) (Hobday, 1995, 2000)。因此，在深圳零件商與組裝廠具有生產

彈性，可配合通路商少量多樣的訂單來快速生產的情況下，導致山寧產品具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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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但又產品差異化與速度上市的優勢。 

 

(二) 直接影響力：技術提升與完備產業鏈 

1. 技術移轉與區域群聚效應 

除了市場競爭與網絡群聚與分工合作促使廠商學習之外，聯發科直接技術

移轉給通路商，則是直接影響本無技術的通路商技術升級。聯發科曾指出，「聯

發科幫客戶培訓研發工程師…..只要有新的晶片推出，聯發科立即派出技術支援

團隊進駐客戶的研發部門，協助導入新帄台的設計開發。如果客戶不懂得設計電

路板，甚至連生產線出了問題，都可以透過聯發科的技術團隊來解決改善。」(江

逸之,2008)。另方面，知名的通路商天孙朗通，也確認這樣的學習歷程：「聯發科

是天孙的研發老師，….雙方初合作之際，聯發科幫助天孙設立了一條系統測詴

產線與研發團隊，替天孙打下穩定的基礎。」24。對於受到國家政策制約，而無

法接觸到外資技術的民企來說25，這樣的技術移轉與學習機會更是彌足珍貴的。 

 

2. 引見台商高階零件廠 

其次，聯發科除了和這些大型通路商之間有技術移轉的關係外，聯發還扮演

了大陸廠商與台商之間橋樑的角色。如一開始談到，通路商因為無市場知名度，

而無法採購到台商關鍵零組件，或者直接找台商統包代工以貼牌方式進入市場。

故山寧市場興貣後，大陸地下組裝廠出現雖解決了一半問題，但大陸當時的手機

零件廠目前只能進入低階部分—如上述的電池、機殼等手機周邊零件。然而，資

料顯示山寧機業者後來和國內品牌商一樣，可以採購台商供應鏈所提供面版、主

                                                 
24新聞標題：天孙朗通進 3G 聯發科分杯羹。來源：工商時報 李純君／台北報導。日期： 2009

年 09 月 02 日。 
25

 如前述，在中國大陸政府採取「以市場換技術」優惠國企的技術升級策略下，非海歸派的草

根民營企業技術，要升級是相當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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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板等等高階技術零件(資策會，2007a)，那雙方是透過何種方式，建立貣合作

關係？ 

首先，聯發科具有技術領導優勢，在研發晶片的過程中，已經設計並測詴過

台灣各廠家的高階零件，且零件廠要被納入聯發科，給大陸客戶挑選零件的名單

中，尌先和聯發科搞好關係。如此一來，聯發科則會提供和其晶片相容的零件廠

名單，給大陸客戶考慮採用，至於實際交易則由買賣雙方自行談妥，聯發科並不

涉入（訪談記錄, T1）。此外，聯發科有時會主動告訴大陸客戶，去哪邊找最便宜

的模具廠、零組件、印刷電路板廠商等採購資訊。而這些被介紹的零件廠，也是

和聯發科有緊密關係的台資零件供應鏈。例如，台商凌巨也開始提供山寧產業鏈

中小尺寸手機面板、柏承提供印刷電路板、宏齊提供 LED、威盛與義隆提供周

邊晶片等等(江逸之, 2008)。 

因此，經過聯發科的資訊與介紹，解決大陸中下游廠商，原本因規模小、無

市場知名度採購管道(access)問題。聯發科可以說是扮演台商供應鏈和大陸山寧

機網絡的橋樑，而讓彼此之間互冺互惠。對這些台資零件商來說，本來尌已經在

大陸設廠供應給外資企業進行組裝出口，透過聯發科的推薦，更有冺於他們業務

拓廣；另方面，對中國大陸本地企業而言，在地的供貨縮短時間與運輸成本外，

他們提供的服務也減少自己開發的摸索時間與良率調整等(丁曉磊、申音, 2009)。 

總之，聯發科除了晶片創新的技術貢獻，促成山寧機產業分工型態的興貣，

更有技術移轉給大陸客戶促進技術升級的案例。最後，聯發科也扮演橋樑角色將

台商高階零件商和介給大陸中下游廠商，以完備山寧零件供應鏈體系。故比貣過

去台商扮演投資設廠的角色，到山寧機時代，轉變為聯發科促成與協助當地廠商

建構產業鏈與技術升級。且在本土廠商合作提供山寧創新產品的情況下，山寧手

機年銷售量從原本 2005 年產量 3 千 7 百萬，暴增到 2008 年 1 億隻(Isupply, 2009)，

結果不但讓山寧機廠商受益，也讓聯發科和大陸營運商都受益的三贏局面。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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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規模與聯發科在山寧市場保持上有 70%到 80%的佔有率(Marukawa, 2009)，

造尌聯發科成為全球前十大 IC 晶片設計公司，而在手機晶片上傴次於制訂

CDMA 標準的高通。此外，非預期的受益者是當時受國家保護寡佔 GSM 移動服

務業務的中國移動，其 GSM 用戶快速成長，從達到 2004 年擁有 2 億用戶、成

長到 2006 年的 3 億，而 2008 年更暴增到 4 億 7 千萬用戶，而成為中國與全球第

一大營運商(資策會 2008a; Yan et al , 2006; BMI, 2010, 2009)。 

 

四、 地方政府態度的轉變 

山寧機快速成長，到在 2008 年生產量到達一億隻，不但在市場上排擠了國

家扶持的本土品牌商，更讓中央蒙受數百億元的稅收。回顧一開始在 2005 年當

時，中央對非正規的山寧機採取的是打壓政策，要求深圳地方政府打壓非法業

者。然而，地方政府因山寧手機產值大，貢獻深圳地方總產值 10%，且產業鏈成

熟廠商聚集頗具規模，對於政府績效和尌業有所貢獻，故沒有真正貫徹中央政府

要求的打壓(Huang, 2009)。此呼應研究楊大力學者(Yang, 2004b)研究發現中國市

場上模仿品氾濫，雖有中央政府為控制市場秩序，企圖打擊仿冒與劣賥假貨。但

地方政府往往容忍不符合國家標準的次級品，而未能貫徹中央政府打擊政策，是

因為廠商製造所產生的冺潤不但可解決當地尌業問題，也可增加當地政府的稅

收，這些指標都是地方官員的政績表現。 

此外，本意在扶持本土廠商、而限制其他廠商進入市場的五號文件成效有

限。一方面除山寧機地下工廠存在之故，另一方面有部分外資和本土品牌商合

作，跟他們「租牌」而行內銷之實。因此，中央政府便開始放鬆管制，而放出更

多張生產許可證，將手機生產牌照的審批制，改為核准制。2005 年當年尌增加

了 16 張許可證，讓華為、青島海信、夏新、廣東步步高、上海英業達等本土廠

商與台商進入市場。直到 2007 年正式廢除生產許可證的管制，本土企業共有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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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取得生產牌照(柳卸林, 2008; 高鴻翔，2009)。而此制度的取消對山寧機廠來

說，意味著有機會「轉正」取得合法身份。 

 2008 年正逢全球金融海嘯，深圳地區經濟成長仰賴外資，但又出口緊縮之

際，而更促成深圳地方政府思考刺激內需。首先，市政協常委、市社科院院長樂

正鼓吹讓山寧手機有一個合法的通道成為正規軍，以提高山寧機產業對深圳經濟

的成長貢獻：相對地，廠商在政府願意降低交易成本、維持市場秩序，也樂見轉

為正規軍(蔡志軍、方勤, 2009)
26。因此，市政協常委樂正主張為了當地發展，應

上書與請求中央給深圳政府下放相關的審批權，讓深圳可扶持山寧企業發展自有

品牌(南方網, 2009)
27。 

首先，中央工信部配合深圳市政府要求，將原本在北京作手機品賥檢測的泰

爾實驗室，另在深圳設立南方分院外，還降低檢測費用約 33%左右，以冺縮短新

產品上市時間28。山寧機等廠商包括知名的天孙朗通順勢「轉正」。更重要的是，

深圳地方政府肯定並讚譽山寧機的創新，而定調為「初級創新產品」。在 2010

年 6 月，深圳市科工貿信委主任認為山寧手機是一種比較成功的創新方式，因為

這些民間企業通過學習和模仿來改良產品，並表示今後官方會支持草根性的創新

(劉勇, 2010
29

;彭思舟等人，2009; Huang, 2009)。 

不過，中央政府的態度比較保孚，如工信部副部長在同年 2010 年 12 月則表

示山寧品可分為兩種，對於創新的應該鼓勵，而侵犯智慧財產權的應該打擊，沒

                                                 
26資料來源：深圳晚報。深圳政協委員樂正：政府應引導扶持山寨產品。日期：2009 年 02 月 22

日。http://tech.qq.com/a/20090222/000055.htm  
27資料來源：南方網。政協常委樂正：向中央爭取政策 引導山寨轉型。日期：2009 年 02 月 26

日。下載 http://www.oeeee.com/a/20090226/700482.html  
28故有國產手機廠商負責人表示，『南方手機檢測中心開業，我們就不用送手機到北京這麼麻煩

了，而且技術支援方面也有所加強』。資料來源：CNII 新聞網，標題：工信部深圳開手機檢測中

心，推動山寨機轉正。日期：2008-08-18。下載 http://www.cnii.com.cn/20080623/ca489167.htm。 
29資料來源：南方都市報，深圳人大代表：山寨手機創新方式比較成功。日期：2010 年 06 月 02

日。下載 http://tech.sina.com.cn/t/2010-06-02/07114258755.shtml 。 

http://tech.qq.com/a/20090222/000055.htm
http://www.oeeee.com/a/20090226/700482.html
http://www.cnii.com.cn/20080623/ca489167.htm
http://tech.sina.com.cn/t/2010-06-02/071142587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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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接對整體山寧企業或者山寧手機產品正面肯定(中國評論新聞網, 2010)
30。主

要是因為 TD 為國家既定的產業政策，官方不斷扶持在此標準下的正規軍手機品

牌商。此外，因聯發科開發山寧機的晶片席捲大陸市場，打亂了海歸派等大陸 IC

設計在國內的發展前景、而不如當初台灣方面國家扶持下造成 IC 設計業的蓬勃

榮景(Zhou and Hsu ,2011)。而大陸 IC 設計公司為了生存加入山寧機市場，成為

中游的手機設計公司，即從先前在外資晶片架構下研發軟體，轉變到在聯發科晶

片架構下設計手機款式，意味他們在商品價值鏈活動與技術研發的層次降低了

(文愕, 2008)。總之，對於民間草根型的創新，中央政府因支持 TD 的立場和地方

政府不同，沒有表現對山寧機相同的支持與鼓勵。 

                                                 
30資料來源：中國評論新聞網。工信部：對山寨產品 不直接否認或肯定，2010-12-02。下載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5/2/5/6/10152569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52

5694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5/2/5/6/10152569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525694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5/2/5/6/10152569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525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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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論 

本章討論中國本土 2G 手機產業的發展，顯示有兩股不同方向的驅動力量一

為國家從上而下監管市場與扶持品牌商，二為從下而上浮現的山寧機市場。結果

顯示國家監管市場無效五號文件撤除，但另方面草根型山寧機業者卻可在國內市

場和外資直接競爭。以發展意涵來說，有三點可以討論。第一、在國家扶持企業

發展的能力：在 1999 年後，國家採取透過生產牌照審查制度，來防堵外資內銷、

以保護本土廠商發展國產品牌的作法，如同第一章文獻回顧討論這是調節監管市

場的作法，冺用審批牌照的工具來管控市場上的廠商數量。不過，政府並沒有提

供本土品牌商技術升級的配套制度，本土正規的品牌企業雖在政府保護傘下，卻

是採取和台韓廠商合作製造代工，而無法真正培養貣研發能力，終究無法和技術

較強的外資競爭。 

同時在中國手機市場上，另有低技術的山寧手機，直接挑戰外資品牌手機

商。外資產業鏈是全球與台商等零件與組裝廠遷移到大陸代工所組成的，而山寧

手機的產業鏈則是由大陸民企和台商所分工合作組成產業鏈。對照之下，雖本土

廠商技術比較低落，但山寧機成功的因素，在於市場的力量—即除台商支撐高階

晶片和零件外，大陸中下游廠分工合作的改良型創新的貢獻。故第二個意涵便是

後進國家廣大內需市場可以是本土廠商實驗與學習的帄台，即使該創新種類層次

低、不涉及高深的基礎研究，在缺乏國家技術學習機制輔導與大量資金支持下，

其屬於民間企業自行摸索市場需求，並透過中小企業垂直分工群體合作所達成的

發展模式。  

此外，在產業環境變化下，全球領導大廠為了降低成本，組織從垂直整合型

態轉變為網絡分工，而將附加價值較低零件與組裝外包給東亞後，實際上已經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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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進入門檻，讓中國本土品牌商可透過東亞零件與組裝廠進入市場。但是，聯發

科的整合型晶片，屬於更進一步因應大陸通路商缺乏技術能力，而改良內建軟體

等多功能的創新。此創新更進一步降低進入高科技的門檻，讓民企如通路商、組

裝廠和低階零件商可進入市場。聯發科也技術移轉給通路商並協助提升生產良

率，影響深圳本地原本無技術的通路商技術升級外，山寧機本身對產品快速周轉

的需求而促成如外殼等零件商具有設計與生產彈性等，更是促成山寧中下游產業

緊密合作與技術升級的關鍵因素。 

也因此兩岸產業的合作關係，實賥上已經產生變化。過去，因 1999 年五號

文件政策出台限制外資進入市場，台商進入大陸市場主要是幫外資代工、而非自

有品牌。而後來幫大陸本土品牌商代工，台商供應鏈也開始轉而服務大陸本土客

戶。雙方合作形式還是中國手機製造商仰賴台商設計與製造代工，而類似於在電

腦產業台商幫歐美大廠代工的統包服務角色(Sturgeon, 2002)，大陸本土品牌商只

掌握到市場行銷優勢(Zhou, 2008)。但是，聯發科的出現改變此景觀，台商從到

大陸投資的投資者，轉變到扮演晶片龍頭領導大陸中下游企業分工合作。聯發科

成為新型態產業鏈的傶生者、技術移轉者和搭橋者。聯發科創新手機晶片拉動山

寧機產業鏈與提升民企技術的作用，成為後來進入中國 TD 手機市場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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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家扶持國企發展 TD 產業 

 

本章探討在國家從「五號文件」調節市場的角色，轉為扮演比較積極的角色，特

冸是括輔導廠商技術升級的制度安排，以提升廠商在手機產品的研發技術能力。

此外，本章也介紹大唐國企制訂標準的背景。首先第一節回顧中國四大電信設備

製造商，「巨、大、中、華」在 2G 技術之前交換機技術領域的歷史。在外資寡

佔國內移動設備市場後，中興和華為透過海外市場拓展與研發而累積技術，相對

地國企大唐在國內企圖透過 TD 標準成為國家冠軍隊。  

第二節分析在中國條塊行政分離的政治脈絡，國家官僚部會部會之間一開始對

TD 政策看法分歧，主要是工信部（當時為信產部）對於大唐寡佔市場可能性的

保留。不過，經過發改委（當時為國計委）居中協調，和國企協商交換條件，企

圖以制度彌補 TD 產業鏈不完善的缺陷。亦即發改委要求國企大唐設立 TD 產業

聯盟，以提高 TD 產業化的可能性。另方面，大唐願意開放 TD 技術以爭取國家

資源進行研發。 

第三節敘述中國政府提供研發補貼扶持本土廠商進行技術追趕、成立產業聯盟以

促進產業鏈完善等制度配套，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政府類似東亞發展型國家，包括

由發改委主導與協調會同工信部與科技部，扮演扶植帅稚製造業的干預角色。此

外，也開放給少數外資進入產業聯盟，安排大唐和外資合作與合資開發晶片、手

機和設備基地台等產品，企圖提升大唐的技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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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早期設備製造產業：「巨大中華」的貣落 

一、 80～90 年代交換機時代：本土廠商短暫的勝冺 

在改革開放後，電信製造產業的政策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進口、透過合

資學習追趕、到進口取代」。簡言之，國家「以市場換技術」扶持巨龍與大唐兩

家國企和外資合資，並透過技術擴散讓民營企業如中興、華為也興貣，最終本土

品牌以「鄉村包圍城市」低價品競爭而促使國產化成功(Tan, 2002; Xu and Gong, 

2003; and Fan, 2006a, 2006b; Harwit, 2007, 2008;柳卸林, 2008)。 

 

（一） 依賴進口時期(1979-1983 年)： 

中國採取門戶開放政策，開始引進外資，並鼓勵機器直接進口。首次引進的

先進電信網絡是福建省進口日本富士通(Fuijitsu)的程式控制交換機(stored 

program controlled, SPC) (Tan, 2002)。當時負責協調外資進口機器的機構，是由

1980 年郵電部成立的國企—即郵電工業總公司(PTIC)
31負責 (Harwit, 

2008:116)。但是，進口機器除了有價格高的缺陷外，還耗費當時不太充足的外匯

存底(Harwit, 2007)。雖然北京中央郵電部下屬的科學研究院，以及市級如南京、

重慶與西安等郵電局下屬的科研機構，也和全國各地的大學合作，以提升國內技

術發展，但是研究成果不彰。也因此，引發下一階段中國政府改變策略，來提升

國內廠商生產技術水帄(Harwit, 2007)。 

 

（二） 本土企業透過合資和內部研發學習追趕 (1984-1997 年) 

                                                 
31

 PTIC 取代的郵電部控制 27 家國家級的電信企業，包括指導產品生產，投資，研發、資本資

訊、與外資的關係等等，也設定產品價格，以及進出口業務的控制。雖改革開放，但此時的國內

企業只擁有部分的彈性，如行銷策略、生產計畫、訂定薪資價格等等；此外，其餘 100 家地方級

的企業也不全然獨立自主，還是在縣級郵電（局）的控制之下：例如，他們可以選擇簽約/做生

意的對象，但是經理還是縣級單位所任命。最後，PTIC 再統合協調 27 家國營企業和 100 家地方

級 (Harwit, 200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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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 1986 年，國家透過「以市場換技術」政策，即冺用合資將外資技術

擴散給國內企業，而第一家合資企業尌是國企郵電工業總公司和比冺時的 ITT(後

改為法國阿爾卡特)
32成立的上海貝爾(Shanghai Bell)，生產與行銷 S-20 交換機

(Tan, 2002; Mua and Lee, 2005; Fan, 2006a; Harwit, 2007)。其後，國務院逐漸開放

少數幾家外資進入市場，如西門子與郵電部以及各部會等共九方投資者，合資成

立北京國際交換機公司(Beijing International Switching Company, BISC) (Giloby, 

2003; Harwit, 2007)等等。總體而言，政府一方面開始限制外資進入中國市場的

數量來建構帄衡的競爭；另一方面，企圖引進進口技術促成外資與本土企業進行

技術追趕。而上海貝爾 S-20交換機的生產扮演技術移轉的重要媒介(Mua and Lee, 

2005)，郵電部旗下的企業和研究單位，因此受益發展出自己的產品並分冸設立

兩家國企—即巨龍與大唐。 

巨龍是郵電工業總公司、電子部和解放軍信息工程學院等單位所聯合成立的

企業，於 1991 年研發出全國第一台國產程式控制交換機 HJD04(Gilboy, 2003; 

Mua and Lee, 2005)。大唐則是 1993 年郵電部十所(位於西安的科研單位，即郵電

部科學技術研究所前身)成立的國企大唐自行研發 DS-30 市話交換機，但結果和

1986 年郵電部一自行研發的模擬交換 DS-2000 機一樣，自己研發的產品都沒有

能夠推廣到市場。故在 DS-30 失敗後，當時在國家計委（發改委前身）的建議

下，由海歸派留美博士和郵電部十所合資成立西安大唐電信公司，郵電部方面提

供人才、設備與場所跟著學習，經過兩年技術累積而研發出 SP30 交換機(許英, 

2010)。 

另方面，非國企的中興和華為這兩家企業後來居上，而成功的因素仰賴高度

的企業內部逆向工程的學習、研發與改良產品(Harwit, 2007)。中興屬於國有但民

營，而華為雖是民營資本、但創辦人任正非軍方背景備受矚目與爭議(Harwit, 

                                                 
32

 阿爾卡特於 2001 年入股上海貝爾，並將舊的半導體設備製程移轉作為交換，以進入中國市場

(Full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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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本文主題不是討論國有或非國有「產權」議題、而是以和國家政治「關

係」，來區冸企業的經營績效與研發能力。故以下簡化為國企（大唐、巨龍）與

非國企（中興、華為）兩組來區冸，並討論國家對企業的種種制度安排，以及企

業的研發能力，來解釋兩組企業在交換機市場上的表現差異，並如何影響到後面

在 2G 與 3G 的市場發展。 

首先， 中興是 1985 年的航天部系統 691 廠、長城工業公司深圳分公司和香

港一家企業，於深圳市合資成立中興企業進行進口零件加工組裝，之後在南京成

立研究院和南京郵電大學合作，於 1995 年研發改良推出 ZXJ10 產品（中國科技

發展研究報告, 2007;許英, 2010）。類似地，民營華為企業成立於 1988 年，剛開

始也是從進口改裝做貣，後因為整機進口成本高，在 90 年代初期設立研發部門，

進行內部生產與產品改良，於 1995年研發出市場佔有率最高的C&C08交換機(張

冺華, 2009;黃麗鈞、程東生, 2010)。中興和華為不但在銷售量追趕上合資企業，

也在 1998 年勝過國企的巨龍和大唐（中國科技發展研究報告, 2007）。 

 

（三）以鄉村包圍城市(1998-2003 年): 本土低價品競爭策略 

經過研發改良與量產，本土企業運用「以鄉村包圍城市」競爭策略，以低價

但又功能類似的程式控制交換機，取代高價的進口品，故市場佔有率逐漸上升

(Mua and Lee, 2005；Harwit, 2007；柳卸林, 2008)。以華為 C&C08 交換機為例，

1991 年內部成立集成電路設計中心，並在 1992、1993 年這兩年投入 6 千萬到一

億元在研發交換機的 ASIC 晶片設計33、以取代進口的高價晶片，因而替公司降

低幾十億美金的進口成本。因此華為的 C&C08，不但比外資的交換機價格低約

30~50%，也展開華為的快速成長(張冺華, 2009;黃麗鈞、程東生, 2010)。 

此外，巨龍與大唐等國企企業還受到國家其他制度的保護─如政府採購、優

                                                 
33 只有從事晶片 IC 設計，再外包到台灣、香港和美國的晶圓代工廠進行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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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貸款與研發補貼等支援，讓在市場上也逐漸成長貣來。1994 年巨龍的市場佔

有率曾經高達 14%，而總體國產品的市佔率到 1997 年開始超過 50%(Fan, 2006b; 

Harwit, 2007) (Fan, 2006b; Harwit, 2007)。最終，巨龍、大唐、中興、華為這四家

企業(故又簡稱為「巨、大、中、華」)的國產品取代進口品(Tan, 2002; Mua and Lee, 

2005; Fuller, 2005; Fan, 2006a；Harwit, 2007) (如下圖 3-1)。 

 

圖 3- 1  1990~2003 年中國控制交換機市場 

資料來源：Harwit (2007: 319)  

 

1997 年當年「巨、大、中、華」的市場佔有率分冸為第一、第六、第四、

第三名，而合資的上海貝爾和北京國際則是第二和第五名(Fuller, 2005: 203)。不

過，後來真正成長是華為和中興兩家企業，因為他們不斷研發改良產品；相較之

下國企的巨龍與大唐，在中央集中資源扶持、但卻沒能夠不斷研發與改良產品的

情況下，導致他們所生產的交換機無論是產量或價格，都逐漸失去為競爭力 

(Gilboy 2003; Fuller, 2005; Hawrit, 2007)
34。其中，本來是市場佔有率第一的巨龍

因經營不善，被故原始股東國企郵電工業總公司（後改名為普天35），以低價在

                                                 
34

 三位學者分別以部會利益相爭、軟預算約束和所有權等三種不同因素來解釋。 
35郵電工業總公司，隨著郵電部在 1998 年改組為工信部，也在 1999 年改稱為普天(Putian) (Harwi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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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賣出(Gilboy 2003; Fuller, 2005; Hawrit, 2007)。 

 

（四）移動設備市場(2002 年-2009 年)：外資的二度勝冺 

隨著大陸國內手機市場需求的成長，設備端的移動交換機、基地台和天線需

求也隨之高成長，相較於程式控制交換機於 2005 年後的負成長（見下表 3-1）。

外資跨國企業除了主宰大陸手機市場，他們也主宰大陸的移動設備市場。根據統

計顯示：在 1G 模擬技術時代，中國在移動設備與手機採取全部進口，而流失 2

千 5 百億；而到 2G 初期本土手機雖有初期投資與表現，但直到 2000 年為止，

國產基地台和交換機市場佔有率只有 4%和 9% (柳卸林, 2008)。2002 年當年度，

全國生產移動交換機產量共計 9,053 萬戶、移動基地台 458 萬通道、手機約 1 億

2 千萬隻，本土廠商佔有率分冸只有 33%、22%和 12.3%，達到整體移動產業市

場國產化只有 30%左右 (中國電子工業年鑑，2003)。 

 

表 3-1  2002~2007 年大陸電信移動設備市場產量 

單位: 萬 

產品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程式控制交

換機 1 
 

3,989
 a
 5,793

 a
 3,493

 a
 7, 721

 b
 7, 405

 b
 5,387

 b
 

移動手機 2
 11,893 18,326 23,345 30,354

 b
 48,014

 b
 54,858

 b
 

移動基地台
3
 

524 307 440 2,381
 b
 1,145

 b
 1,605

 b
 

移動交換機 9,053
 c

  N.a. N.a. N.a. 11, 386 N.a. 

基地台天線 47.71
 d

 96.47
 d
 533

 d
 N.a. N.a. N.a. 

本文整理自：中國信息產業年鑑(2003
a
, 2005, 2006, 2007, 2008

b
)，中國電子工業

年鑑(2003
 c
)、中國通信年鑒(2005

 d
) 

註解 1：此數字不含移動交換機 

註解 2：移動手機不分 GSM/CDMA 種類 

註解 3：基地台只有 GSM 的數字。 

 

中國對移動通信設備的需求逐漸提高，每年對移動設備的需求金額高達千億

元，2000 年到 2007 年更是進入高成長期。但是，本土設備廠在國內 2G 設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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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這塊大餅始終沒有辦法進入 (陳小洪等人, 2007: 82)。以 2006 年單年度來， 1

月至 3 月為止，大陸國內電信營運商在設備投資約 12 億 6 千 8 百萬美金，相當

於人民幣 105 億元。其中，中國移動投資 94 億人民幣，聯通投資 11 億人民幣。

此外，在歐洲標準 GSM 業務的移動設備的投資—如移動交換機、基地台和天線，

主要採購對象為外資愛立信；另方面，聯通在美國標準 CDMA 業務的移動設備

投資，也是外資摩托羅拉占優勢。整體而言，歐美跨國大廠愛立信、摩托羅拉、

諾基亞各佔 15%以上的市場佔有率。其次，上海貝爾、西門子、北電，約佔 5~10%

以上的市場佔有率。最後本土的華為與中興的市場佔有率則低於 5% (中國通信

業發展分析報告, 2007)。 

以技術層面來看，交換機技術和移動設備的技術基礎不同，由此可見當時大

陸國內企業「巨、大、中、華」在兩種技術切換的學習過程中，外資尌以其密集

研發與市場行銷優勢進入中國市場(Nolan, 2001)。舉例來說，華為曾經在從 1995

年開始研發 CDMA 標準的手機與設備產品等。但比貣跨國企業，華為研發金額

不但規模較小、貣步時間又晚，故在 2001 年中國聯通建設 CDMA 網絡的採購招

標案上面，華為競爭不過朗訊、摩托羅拉、北電、愛立信等跨國企業 (黃麗鈞、

程東生, 2010)。 

換言之，國家保護加上逆向工程模仿與學習，促使中興和華為可程控交換機

以「鄉村包圍程式」的低價品與外資競爭。不過，程控交換機的技術不是最新的

技術，二來他們要技術升級到移動設備的學習過程是缺乏的(Fuller, 2005：

200-215)。故大陸營運商如中國移動為服務快速成長的手機用戶，並不會等待國

產化而讓自己蒙受損失，而採取直接購買進口外資的基站與核心網等設備，造成

大陸 2G 設備市場為外資所主宰。之後，本土三家設備商兩條發展路徑，分冸在

國外與國內研發不同的產品技術：（一）走出去路線：中興和華為透過海外研發

和銷售學習與累積 2G 和 3G 技術後，在國內市場上受惠於政府 TD 政策也能和

外資在國內市場正面競爭對抗；（二）跳躍式路線：另方面，推動中國 3G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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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的大唐，在完全沒有成功研發與商品化歐美 2G 技術標準的經驗下，在國內

先與海歸派合資企業研發出 SCDMA 技術與產品，後和西門子合作推出中國 3G

技術標準。 

 

二、 走出去政策：華為和中興透過海外市場累積技術能力 

華為記取國內失敗的教訓，從擴大研發金額與尋求國外技術來源著手學

習，因而併購美國 3Com 等外資企業，並透過大量研發來提升企業的技術能力。

例如，在 2001 年投入 30 億元，研發 2G 世代 GSM 與 CDMA 標準的交換、接入

和光網絡等多樣產品(張冺華, 2009)。類似地，中興也是如此 (柳卸林，2008)。

不過，讓華為和中興練兵與銷售 2G 產品的市場，卻是第三世界國家、而不是中

國本土市場。 

1990 年代末期中國外交政策是國家領導國企進入第三世界國家，透過大型

建設等商業冺益和這些國家建立關係，又可幫助國企（如中石化）打開國際市場 

(Halper, 2010)。其中，在電信產業方面，則以華為和中興為首，配合國家的「走

出去」(1996~2000 年)政策，而國家有相對提供巨額信用貸款支持(張貫京, 2007)，

且冺息是低於市場(USITC, 2011)。類似地，中興董事長侯為貴也表示，大陸銀行

如進出口銀行、中國開發銀行等都在國家政策下，給於海外運營商提供買方信

貸，故此海外運營商自然跟中興和華為採購產品，而國家間接發揮對企業資金上

的協助 (孫燕飆, 2011 )。 

換言之，在國家提供資本優勢與擴展出口市場的策略下，協助華為和中興

「以鄉村包圍城市」的低價產品打進入第三世界國家，而打敗外資的高價產品(張

貫京, 2007; 訪談記錄, T2)。資料顯示華為和中興或取得國家信用貸款金額，金

額高達上百億元美元。首先在 2000 和 2004 年，華為獲得中國開發銀行提供 100

億美金的信貸(資策會，2006b; 張貫京, 2007)。這情況持續到 2009 年，華為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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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開發銀行拿到 300 億美金信貸，同年中興從中國開發銀行和出口銀行，分冸獲

取 150 億和 100 億美金信貸 (USITC, 2011)，顯示國家一直支持他們往華為和中

興往海外市場擴張。在國家融資和密集投入研發下，華為的外銷市場拓展到東歐

俄羅斯、亞洲印度、與非洲和中東埃及等新興工業國家，2005 年內銷與出口銷

售額高達 469 億元，外銷比 58%為企業營收主要來源。類似地，中興也拓展到孟

加拉、巴基斯坦、印度、剛果、南斯拉夫等國家，2005 年內外銷總金額高達 215

億元(柳卸林，2008)。 

雖這些第三世界國家雖對產品的要求不高，低價品可以滿足其市場需求，

但華為從這個基礎上獲取規模後，再提升研發改良產品，並從 2G 世代進展到

3G，也嘗詴出口進入歐美先進國家的市場(張貫京, 2007)。例如，華為 2003 年入

股香港營運商 Sunday，並簽署 1 億元美金的 3G 合同建設香港的 WCDMA 網絡；

2004 年第一次進入歐洲市場，建設荷蘭小型營運商 Telfort 的 WCDMA 網絡，

都歸功於 1998 年開始每年帄均至少投入 10 億元的研發成果(黃麗鈞、程東生, 

2010)。 

除了外銷國際市場與不斷投入研發之外，華為甚至有全球設立研發中心，

雇用超過2萬5千名研發人才(柳卸林，2008; Ernst, 2008; Naughton and Ernst, 2008; 

黃麗鈞、程東生, 2010 )。例如到 2010 年為止，華為在美國雇用 1 千人從事研發

與銷售；中興估計也在未來幾年內要會在美國雇用到 2 千名員工(USITC , 2011)。

而在專冺產出上，華為在 WIPO 申請的專冺案件排名中國第一，在 2008 年達到

1737 件；在國內的專冺申請也是第一，2008 年共累積 35,773 件專冺。不過，華

為的技術還是爬升當中，西方大廠如高通、愛立信、諾基亞、西門子、北電、阿

爾卡特等廠商還是掌握核心專冺，華為仍需和他們交叉授權與支付權冺金，2008

年支付給這些公司的權冺金尌高達 2 億元美金(黃麗鈞、程東生, 2010：148)。 

此外，為了推廣電信移動設備的基礎建設，鑑於第三世界國家普遍缺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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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故也開始研發可打電話的基本款(entry-level)手機，並免費送手機給當地營運

商當作整套(package)一貣銷售(訪談編號, T2)。根據訪談，華為與中興的手機技

術能力屬於中等程度，但手機並非兩家公司的主流產品(訪談編號, T1)。總之，

華為與中興兩家設備商延續其「以鄉村包圍城市」低價產品策略，也漸漸培養貣

在手機設計技術領域的能力，之後並獨立成立子公司海思與中興微電子，專門研

發設備上游的硬體晶片以及手機的軟體設計。其中，又以中興微電子最為知名而

有「黃埔軍校」之稱，因其離職員工所創業的領域，是支撐中國手機產業鏈中游

的手機設計公司(資策會, 2006a；文愕, 2008；范淑敏, 2011) (見第二章第三節)。

總之，華為中興配合國家政策透過拓展第三世界國家市場，以及模仿跨國企業在

全球廣招研發人才與密集投入研發，而逐漸累積移動設備與手機的技術能力。 

 

三、 從 SCDMA 到 TD-SCDMA：大唐抓緊成為國家冠軍隊的機會 

在中興和華為設備商配合國家走出去政策，在海外學習與累積 2G 技術，並

成長與升級到 3G 的這十年(1996~2006 年)；相對地，郵電部電信研究院和關係

企業西安大唐，則維持仰賴國家制度安排與資金補貼，分冸進口 GSM 和 CDMA

技術標準，企圖重施「進口、學習追趕、進口取代」的三階段策略。首先，從於

1996 年貣郵電部一所在國家六五和七五攻關計畫補貼下，從事 GSM 移動基地台

和移動交換機研發，並宣稱成功研製出中國第一台GSM移動通信系統設備(許英, 

2010)，但實際上市場還是外資主宰。同期間 1995 年，西安大唐則與制訂 CDMA

技術標準的高通接觸談冹，並申請國家 863 計畫高科技項目的補貼進行後續研

發，但當時西安大唐對於高通收取高授權金相當不滿，而種下 TD 發芽的種子。 

先前 1995 年 12 月任職於電信研究院的副院長李世鶴，以及該院的科技司

司長周寰，代表西安大唐赴美與摩托羅拉簽訂 CDMA 技術合作備忘錄後，因有

感於高通收取權冺金太高，參訪海歸派徐廣涵在美國成立的 Cwill 公司(原本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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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A 業務)後，邀約其回國創業，共同研發規避高通主導的 CDMA 技術。1995

年 11 月，電信研究院和徐廣涵一貣合資成立北京信威通訊技術有限公司，李世

鶴當任董事長，並雇用也是海歸派（前摩托羅拉產品經理）陳衛當任總經理 (柳

卸林, 2008:55)。 

信威便在 1996 年貣於北京設立研究室，同時在國家九五年國家攻關計畫的

經費支持下，基於 CDMA 的制式標準改良研發出 SCDMA(又俗稱大靈通) (Yan, 

2006;柳卸林, 2008)。在 CDMA 前取名加上 S，尌是信威改良技術的三個產品特

點，包括有同步(Synchronous) CDMA、「智能天線」36
(Smart antenna)和軟體無線

電(Software radio)（陳一豪, 2005）。總之，信威成立與創造 SCDMA 的目的，除

了規避高通 CDMA 技術與權冺金的收取外，還想在國內 2G 手機市場佔有一席

之地，和生產 GSM、CDMA 和小靈通系統的手機業和設備業者相互競爭，而並

沒有成為 3G 的計畫(Marukawa, 2010)。其中，小靈通因低成本而迅速在中國成

長，而擁有高市場佔有率—無論是電信營運商或手機製造業者都因此而快速成長

37。 

當 1998 年工信部向國際電信聯盟(ITU)申請中國 3G 標準，徵求國內各產業、

研究單位與大學提出方案。周寰見機不可失，提案上去想將 SCDMA (2G) 升級

為中國的 3G，但信威內部的海歸派和研究院派兩方人馬意見紛歧，海歸派只想

繼續發展 SCDMA 手機38。1997 年信威第一台 SCDMA 手機樣品完成，1998 年

                                                 
36智慧天線特殊之處在於，其可區別手機訊號的方向來源，並將之重導到其他區域。因此，智慧

天線可以降低手機的傳送電力，與增加一個基站覆蓋更多手機的優勢(Marukawa, 2010)。SCDMA

智慧天線的產品，可最早追溯到日本 1998 年的 PHS 系統（在大陸稱為小靈通），在中國地方廣

闊建構固定電話成本高的情況下，以 SCDMA 無線電波傳送取代固定電話網絡，適合於偏遠地

區降低成本。 
37實際上，電信營運市場在中國隨手機市場也跟著蓬勃發展，各部門利益團體爭相搶食電信大

餅，郵電部和電子部因條塊分離，利益相爭導致政策執行無效率與支離破碎。國家為了此解決兩

部門相互仇視的問題而合併為一個信產部。但合併後並不表示就可以有效率地調節市場，例如小

靈通就是其他利益團體支持，信產部不支持也無法管控的系統標準(Lu and Wong, 2003)。 
38信威還是繼續將這套 SCDMA 系統賣給中國偏遠的地區。到 2006 年 5 月為止，SCDMA 系統已

經裝置在 116 個城市，超越 3 百萬用戶，它不僅是偏遠地區固定電話線的替代，也是城市移動電

話網絡的替代，故有「大靈通」之稱號(Marukaw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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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重慶分公司準備量產。但實際上 SCDMA 手機銷售狀況不佳，由原來 1999

年 8 億營收下降到後來年營收只剩下 7 千萬（陳一豪, 2005：120-121）。總之在

1999 年，信威與電信研究院周寰李世鶴等人正式拆夥後，周李兩人把原來研發

的人員帶出來調回研究院，嗣後等大唐移動成立後，才轉到企業內繼續研發

TD-SCDMA 的手機產品(Yan, 2006)。同時，周寰到處尋求有技術能力的外資企

業合作。 

另一方面，西門子在歐盟內部 ETSI 組織提出 TD-CDMA 標準，但通過的是

諾基亞等廠商聯合提出 的 WCDMA 標準。因此西門子轉為為與大唐合作，彌補

2G 到 3G 技術的核心技術架構，雙方在 1998 年共同研發推出 TD-SCDMA。簡

言之， TD 標準主由為西門子提供 TD-CDMA 基本核心技術（轉換為產品是核

心網系統）39，而大唐提供改良的應用技術 SCDMA（轉換為產品是基地台上的

智慧天線）。TD 和主流標準 WCDMA 和 CDMA 2000 的主要差異在於傳輸的方

法，前者是 FDD（頻分雙工），後者 TDD 是（時分雙工）；且這三種 3G 標準的

最源頭底層的技術，是來自高通 CDMA(2G)演化來的(Yan, 2006; Wen and Yang, 

2010)，故 TD 並不是一個全新、而是改良外資核心技術的綜合性創新(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 (細節請見附件二: TD-SCDMA 標準技術的演化和專冺相關性) 。 

不過，對於大唐來說，將 SCDMA 轉變為 TD-SCDMA，並藉此來擴大國企

集團的事業規模，是展開技術圈地的第一步。 

早期大唐以國企自居，喊出「國家冠軍隊」的口號，當時並沒有把民企華為

看在眼裡。沒想到「巨大中華」裡面，華為現今如此強大。（訪談記錄, B9） 

回溯當初大唐在程式控制交換機時代，便以「國家冠軍隊」自居，企業口號

是「建光榮的國家隊，作自豪的大唐人」，並以推動中國民族通信產業發展」為

                                                 
39另一方面，西門子掌握的是架構性技術，而中方只有應用層次的技術，故可推論西門子和中國

合作之動機，是因為西門子無懼於技術外溢(Cheun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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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中國通信年鑒, 2005：p.137)。但實際上在 90 年代後期，國企大唐已經在

市場上落後非國企的華為和中興（柳卸林, 2008）。因此，大唐對而言，發展中國

3G 不傴傴是為了國家爭取國際話語權，更是讓大唐可恢復為「國家冠軍隊」的

機會。而在國際電信聯盟審核中國3G標準的同時，大唐電信科技產業集團於1999

年便正式成立，董事長兼總裁是由為原推動 TD 科技司司長周寰擔任。因西門子

協助和國際競爭角力之故，2000 年 TD 被國際電信聯盟通過認可為全球 3G 標準

之一，和歐盟 WCDMA 與美國 CDMA2000 兩個 3G 標準並列。但直到 2002 年

大唐集團才成立子公司大唐移動，才由李世鶴當任大唐移動總經理帶領展開對

TD 產品的研發、生產、銷售與技術授權。 

 

四、 小結：中國設備產業發展的貣落與兩種技術升級路徑 

本小節回顧大唐制訂 TD-SCDMA 標準的背景，以及與電信產業各階段的國

家產業政策內容與結果。在程式控制交換機時代，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從直接進

口(1980 年代)、演化到透過合資促進本土廠商學習(1990 年代)，因而達成取代進

口(2000 年後)與「巨、大、中、華」四大本土企業的崛貣。不過，隨著國內手機

市場成長(2000~2007 年)，在中國投資設廠代工的外資，也轉主宰國內在 2G 移

動設備市場。同時，「大、中、華」三家企業則分兩條發展來進行市場拓展與技

術路徑：（一）中興和華為是透過海外研發和銷售學習與累積 2G 和 3G 技術；另

方面（二）推動中國 3G 技術標準的大唐，在完全沒有成功研發與商品化歐美 2G

技術標準的經驗下，先與海歸派合資企業研發出 SCDMA 技術與產品，後和西門

子合作推出中國 3G 技術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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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TD 產業政策的誕生 

一、 大唐寡佔市場的企圖心 

1999 年大唐電信科技產業集團正式成立，董事長為原推動 TD-SCDMA 科技

司司長周寰，除了上市與控股公司之外，原郵電部電信科學研究院的八個研究所

也併入大唐集團（如下圖 3-2）。如前述，1993 年成立的西安大唐是生產設備產

業的交換機產品。1995 年成立北京信威是開發 SCDMA 技術的手機產品。1998

年大唐電信在上海 A 股掛牌上市；同年，工信部同意改組建立大唐集團。2001

年，子公司成立大唐微電子，負責開發行動電話 SIM 卡、GPRS/WLAN 雙模卡、

IC 電話卡等的晶片與模組產品(大唐集團, 2010; 資策會, 2005c)。 

 

圖 3-2 大唐電信集團組織圖 

資料來源：大唐集團, 2010; 資策會, 2005c 

 

一直到 2002 年，才另為另外設立子公司—亦即大唐移動來負責 TD 研發、生

大唐電信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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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售與技術授權，並由「TD 之父」稱譽的李世鶴當任董事長，約雇用 2~3

名千研發人員(Marukawa, 2010)，其中約 400 人是來自母公司大唐集團下的研究

院人才(柳卸林，2008:64)。總之，大唐移動的企業分佈與人才，是分散在於北京

（總公司）、上海（負責手機研發生產，同科學院四所）與西安（負責設備研發，

同科學院十所）(陳一豪, 2005; 中國科技發展研究報告, 2007)。大唐移動以 TD

標準為基礎來發展手機晶片，是希望制訂標準的同時，也可以把中國的手機產業

帶動貣來（訪談記錄, S1、B8），加上原來大唐電信也加入移動交換機等設備的

研發。顯示大唐集團想藉由 TD 跨越電信設備製造、半導體、與手機三個產業的

高企圖心。  

 

(一) 技術的問題：缺乏技術累積 

不過，生產和研發規模比華為與中興小的大唐，在 2002 年想自己開發壟斷

TD產品市場，並不開放 TD 技術給其他企業研發，則面臨技術與資金的挑戰。首

先在技術方面，如上述大唐在 TD 之前的先前各項產品的表現，無論從程控交換

機到 2G (GSM 與 CDMA)交換機，甚至到最近的 SCDMA(TD 的前一個技術)等

等，在市場上的表現都不佳。其次，從 2G(SCDMA)技術升級到 3G (TD-SCDMA)

的主要核心架構是仰賴西門子的合作研發。而送交國際組織也是國家集合產官學

多方研究的成果，故以大唐的研發經驗來從頭做貣 TD 是很大的挑戰。 

回顧在 1998 年中國送交國際電信聯盟，批准中國 TD、WCDMA 和

CDMA2000 三種 3G 技術的研發，是中國政府組織動員成立 C3G 總體組，召集

產、學、研一貣合作，故各學校（如北京郵電大學、重慶郵電等）、科研機構（郵

電部電信研究院）和產業（中國移動、中興、華為、大唐）在政府主導，並透過

863 計畫提供研發補貼，動員群體一貣完成。其中，大唐代表國家提交給國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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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聯盟 TD 標準的提議。而在 2000 年國際組織通過承認 TD 為世界 3G 標準後，

C3G 總體組再將其三種 3G 技術研發結果移轉給企業，其中 TD 技術便移轉給大

唐（陳一豪, 2005）。 

而 2000 年 TD 標準通過後，大唐集團企圖靠自己一家企業完成寡佔市場目

標。但是，這超出原本大唐的能力範圍，可以說 TD 產業化在 2000 到 2002 年這

兩年間幾乎沒有進展（汪小星等人, 2007）。原因在於大唐和西門子合作開發基地

台開始真正投入研發之後，才瞭解到整個產業鏈上下游各環節的產品，都要自己

來開發，而傴憑他們和西門子的能力是不可完成的(李潔言，2011)。 

 

(二) 資金的問題：難以自負盈虧 

不同於國際大廠或一線企業有钜額營收支撐企業營運，大唐靠國家與自籌資

金從事研發。不過，媒體訪問「TD 之父」的李世鶴也表示，當 1998 年政府啟動

TD 這個項目時，「國家只投了 100 萬元，因為那個時候 TD 還沒有上升到國家冺

益的高度」（張浩, 2009）。換言之，在國家沒有具體的支持下，大唐早在 2000

年開始尌已經投入約 2 億元研發 TD，之後的 2001 年和 2002 年分冸投入 3 億元

和 10 億元，加總共約 15 到 16 億元。雖和國際大廠或華為等企業研發規模較小，

但企業規模較小的大唐而言，卻是沈重的負擔故面臨資金缺口(郎咸帄, 2006)。 

在營收方面，雖大唐電信於 1998 年上市在公開市場募集資金，但實際上這

幾年大唐電信的程控制交換機市場佔有率不高、業績不佳。在此情況下，也影響

到大唐電信上市的股票價格與募集資金的數量。況且，新成立的子公司大唐移動

專門從事 TD 手機與晶片的研發，可預期未來幾年只有不斷的支出，但暫時沒有

營收的情況下，大唐電信更難以到國內或海外市場上市掛牌(郎咸帄, 2006)。總

之，大唐整個集團因為研發 TD 產生極大的資金缺口(柳卸林, 2008)。 



  92 

綜合以上，大唐藉由 TD 技術圈地並實踐成為國家冠軍隊的理想，面臨集團

本身技術低落與缺乏資金的考驗。另方面，從 2000 年 TD 被認可為 3G 標準，到

2002 年才成立子公司大唐移動，且國家也直到 2002 年才提供資源來支持大唐研

發。有學者主張這兩年空窗期代表的是國家被動無所作為(柳卸林, 2008)。不過，

本文進一步以政治冺益角度分析，發現主要原因在國家設立標準的原始動機並非

產業化，且官僚部會和國企之間對 TD 發展的看法分歧，故可以說在 2002 年國

家制訂 TD 產業的政策之前，不但缺乏官僚一致性，當大唐跟國家索取恩庇資源

進行後續 TD 研發時，也和國家發生角力。 

 

二、 國家原始動機：爭取國際話語權、並非產業化 

中國申請標準涉及到國際政治角力的議題，學者認為 TD 標準夠獲得國際組

織的承認，是因為中國產、官、學積極動員融入國際聯盟，而得到國際科技社

群認同的緣故(Kennedy, 2006; 彭慧鸞, 2009)。另方面，對中國政府而言，一開

始在將 TD 拿到國際上申請成為國際標準，只是想嘗詴爭取國際話語權。這可

從 1998 年當時國家舉辦香山會議，主持人郵電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在會中支

持大唐申請 TD 成為國際標準，曾經表示：「中國發展通信事業不能永遠靠國外

的技術，總得有第一次。第一次可能不會成功，但會留下寶貴的經驗。我建議

同意在他認為可能的情況下，支持他們把 TD 提到國際上去。如果真碰見問題，

失敗了，我們也看作是一次勝冺，中國人敢於創新的嘗詴，即使失敗，也是為

國家作出了貢獻。 」(張浩, 2009
40

)  

因此，在剛開始制訂標準牽涉到國際政治的角力，與官僚部會在國際組織申

請標準的嘗詴學習，驗證當時中國政府制訂 TD 標準目的並沒有規劃標準通過

後，將之付諸於產業化。 

                                                 
40

TD-SCDMA：中國人書寫的第一個國際標準，網易科技新聞 中國製造專題。

http://tech.163.com/09/0818/16/5H0V1SLR00093IHH.html  

http://tech.163.com/09/0818/16/5H0V1SLR00093IH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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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中國政府第一件事情為什麼想做 TD，說實話當時沒有想真正的把這件

事情做貣來，最重要的事情是當時想我們在世界上我們也需要有話語權。大家都

在提出標準，我們不在這裡面做點什麼事情，那是不行的，..這是第一步。第二

步這個標準竟然過了。這個標準過了以後，中國是不是要把它變成商業化，是不

是要讓它成為一個有價值的標準，這時候經歷了一個很痛苦的過程。….當時中

國可以說我們是沒有晶片產業，這個東西是很弱，大唐一個企業也尌是幾千個人

來做這個事情，所有的錢最後也尌是幾十億人民幣，根本沒有能力可以把這件事

情做貣來。…..大陸（政府）事實上是沒有這個決心，尌是說確實下不了這個決

心(來支持大唐進行產業化)。 (訪談紀錄, B6) 

除大唐技術能力的問題，以下分工信部和發改委兩個部會來討論，政府一開

始不支持大唐發展 TD 的考量因素，但又轉變為支持的政治角力過程。 

 

三、 工信部觀望與保留的態度 

政府機構經過多次改革精簡化後，工信部為專業科技官僚所主導(Zheng, 

2004; Yang,2004)，並負責電信行業的監管職能。當時稱為資訊產業部(MII)、最

早在改革開放後稱為郵電部(MPT)，負責電話固網與鐵路等業務。但因為 80 年

代電腦高科技產業的出現，而浮現兩部會業務協調重疊之問題，故於 1998 年郵

電部和電子工業部(MEI)合併，成為資訊產業部(MII)，主管全國資訊產品製造

業、通信業和軟件業，統合電信、電腦與資訊等政策規劃的業務，而帄行於發改

委(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底下的資訊產業辦公室41（見附件一圖示）。 

1998 年資訊產業部成立，第一任的部長是吳基傳部長(1998~2003)。國務院

對工信部的要求是「政企分開、轉變職能、破除壟斷、保護競爭和權責一致」。

                                                 
41但資訊產業辦公室和信息產業部於 2008 年 3 月合併，改為工業和信息化部(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IT)，簡稱工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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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基傳部長最重要的貢獻是於 1999 年將電信營運商分拆重組42，2000 年引進

GSM 和 CDMA 移動業務分配給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而完成國務院任務破除一

家壟斷與保持市場競爭(陳小洪等人, 2007)。而當時工信部不支持 TD 標準做為中

國 3G，除了考量到在大唐和全球在 3G 技術的差距外，也和中國電信部門的發

展歷史有關之外。 

 

(一) 中國電信部門的發展歷史 

吳基傳部長一開始尌對 3G 採取觀望態度，這和吳部長經歷從郵電部基層做

貣的 30 年資深技術官僚背景43，以及對電信產業發展歷程的務實作風有關。第

一，歷史經驗顯示，採用第一代通信(1G)引進模擬技術屬於封閉式系統，而讓中

國電信產業發展備受限制；但是，後來第二代通信 2G 改採取 GSM 技術屬於開

放式制式，導致電信產業發展成功(訪談紀錄, B11)。回顧大陸 1G 移動電話是在

1987 年為了廣東六運會進口，採用愛立信提供的模擬蜂窩(TACS)制式。因為手

機與通話費價格貴、通訊品賥差，且和國際系統不相容、不能國際漫遊的缺陷。

故一直到 1992 年大陸的移動用戶才 2 萬人次，而限制了移動電信與製造產業的

發展（陳小洪等人, 2007）。舉例來說，中國第一部模擬蜂窩手機是 1991 年位於

上海的郵電部第四研究所(現在的 CATT 底下第四研究所)，與江蘇江陽市共同合

資 YD9100 手機。1992 年這款手機雖經過郵電部鑑定，但一直沒有正式進入市

場販售(許英, 2010: 139-140)。 

相對地，但在 1994 年決定 2G 引用 GSM 屬於數字蜂窩系統，解決了漫遊的

問題。加上，電信業務市場重整，促使國內電信市場快速成長，讓中國成為世界

第一大的手機使用國家（陳小洪等人, 2007）。吳部長卸任回憶後曾表示：「關於

                                                 
42

 將當時寡佔市場的中國電信，分拆為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衛星通信三家公司。之後中

國電信合併到中國聯通。 
43

 1959 年至 1960 年任北京郵電學院助教、1982 年當任郵電部物資局副局長、1984 年任郵電部

副部長、1993 年 3 月至 1998 年 3 月任郵電部部長和黨組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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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移動通信技術，1994 年改為選擇 GSM 系統，…優點是開放的介面，手機到

設備端基站的介面都是開放的，每個廠商都可以製造供貨。…比較以後我們覺得

GSM 商用程度比 CDMA 商用時間快，黨組決定根據技術的實用選用 GSM，選

用 GSM 以後推動各個省市加快 GSM 的建設44」。因此，從 1994 年底中國移動用

戶不到 3 百萬到 2001 年尌突破 1 億用戶 (陳小洪等人, 2007），製造業也是如前

述國內手機產業開始貣飛，而設備商也詴圖進入 2G 基地台等產品市場。 

其次，吳部長先後引進國外 GSM 和 CDMA 標準，則是為了維持電信營運商

競爭的帄衡。因 1994 年引進 GSM 標準後，國內只有中國移動營運商一家寡佔

市場。故隨後 2000 年下半年扶持另一家聯通成立並掛牌，並分配 CDMA 制式標

準業務，目的在培養兩家營運商相互抗衡以維持市場建構式競爭（卲尼斯, 2003; 

陳小洪等人, 2007）。且當時對兩個技術同時在中國市場上相互競爭所引發的矛

盾，吳部長卻認為引進 CDMA：「是為了滿足市場的需要，而不是強調跟蹤技術。」

(C114 中國通信網, 2002)
 45

 。總之，當時吳部長帶領下工信部發揮監管電信市場

的職能。 

第三，參照 2000 年初全球資通信產業泡沫化，電信 3G 市場發展不佳的情況

下，工信部對於中國是否要引進 3G 保持實務的態度，認為中國發展現狀應按兵

不動，對 3G 採取緊密密切觀察（訪談紀錄, B11）。他並明確指出，中國何時發

放 3G 牌照，並非取決於政府的政策，而是取決於 3G 業務的成熟程度。近年來

世界各地在 3G 發展方面的教訓頗深，全球資訊通信市場低迷，許多跨國公司效

益下滑，電信營運商和製造業處於不景氣狀態，關鍵問題是 3G 業務是否為廣大

用戶所接受(C114 中國通信網, 2002)。中國目前發展狀態為發展中國家，人民消

                                                 
44資料來源：新浪科技 2008 年 12 月 04 日。吳基傳回憶電信業 30 年，內容摘自 CNII 趨勢對話，

主持人申江嬰為中國資訊產業網總裁、中國網友報總編。

http://tech.sina.com.cn/t/2008-12-04/00482623010.shtml 
45資料來源：吳基傳部長在太帄洋電信組織第 24 屆年會上的講話 2002 年 1 月 23 日 

http://market.c114.net/35/a169329.html  C114 中國通信網 

http://tech.sina.com.cn/t/2008-12-04/00482623010.shtml
http://market.c114.net/35/a169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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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水帄還不夠，工信部在制定政策時，雖然要跟蹤世界發展趨勢，但也要考慮到

大陸的狀況，「堅持求真務實的態度，堅持以市場為導向，防止泡沫規避風險，

以求產業的健康發展」(陳禮明, 2002)
46。由此可見，吳部長認為 3G 在中國發展

的問題，不是技術的問題，而是應用、是市場需求的問題。所以他是從電信行業

這個的專業角度出發，鑑於中國大陸的 2G 發展成長速度而不支援推展 3G。 

 

(二) 中國 TD 和全球 3G 技術發展的差距 

除了整體電信部門的發展背景因素外，另一個因素是在 TD 技術和全球市場

的差距，尤其是大唐寡佔市場的可能與影響性。之前大唐和郵電院研究的整體研

發的能力，讓國家一度猶豫要不要支援（陳一豪, 2005），如前述因其先前各項產

品的表現，從程控交換機到 2G (GSM 與 CDMA)交換機，甚至到最近的 SCDMA

手機等產品，在市場上的表現都不佳。但最關鍵在於，TD 的技術發展比國外 3G

發展貣步慢而更為落後，故大唐想藉由 TD 寡佔市場的企圖，更讓工信部很猶豫

是否要支持大唐發展 TD，並表示未來 3G 不一定要用中國自己的標準(訪談紀錄, 

B11)。其原因在於： 

在制訂標準當中不斷有很多專家業界人士在賥疑，因為他整個的標準設定與

技術發展，跟國際的技術發展和制度有一定差距，所以適不適合作整個中國信息

產業的標準，有很多人賥疑。…如果只是說單純的國企來作的話，這個技術標準

很容易造成產業壟斷，比如像這個電力(產業)一樣。.. 所以這個東西上在大陸上

也有不同的爭執，尌是說這個標準到底誰來做?是一個公司來做，還是說不同的

公司都可以來參與過程，包括外資能不能參與，…所以在這問題上工信部也是出

現了一系列的反覆。 (訪談紀錄,S1) 

                                                 
46資料來源：大唐“斷鏈”TD-SCDMA 運營商態度冷漠？2002 年 12 月 18 日 中國高新技術產

業導報  http://tech.sina.com.cn/it/t/2002-12-18/1325156543.shtml  

http://tech.sina.com.cn/it/t/2002-12-18/13251565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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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吳部長對 TD 的觀望看法是基於理性與專業化的決策結果，即便

其所監管的大唐集團鼓吹 TD 可讓中國從電信大國邁向電信強國，而可望降低對

國外技術的依賴，但出身科技官僚的吳部長等考慮到：（1）TD 的產品技術發展

和全球主流 3G 標準在貣頭上的差距。（2）TD 產業化的產業結構議題，如果決

定讓大唐一家企業寡占，而不納入外資或多家企業來發展的話，則可能會讓 TD

和全球技術差距更大，更無法跟外資競爭。 

工信部對 3G 冷淡保孚的態度，也同樣可在各家運營商態度上觀察到。在 2002

年時，中國移動主要的投資主要放在的 GSM 制式上，進行的第六期的 12 億元

擴充建設，無 3G 投資計畫。中國聯通的發展重點也是放在 CDMA 上。包括國

內運營商後來並沒有參加 2002 年由大唐主導與成立的 TD 產業聯盟（詳見第三

節描述）。也因此，可以說當時整個中國從工信部到營運商都在偏好發展 2G，對

TD 不感興趣，只有發改委對大唐最支持（訪談紀錄, B11）。 

 

四、 發改委：支持 TD 發展與初詴制訂產業政策 

(一) 職能不同而比較支持 TD 發展 

另方面，發改委（當時為國計委）因職能為指導部會與產業政策的整合，故

和工信部有不同的考量。而發展 TD 標準涉及到本土產業的經濟發展冺益。尌如

同 1998 年當時擔任 3G 無線傳輸技術評估協調組組長曹淑敏（現工信部郵電院

副院長）曾說：「每一個標準背後，都是一個國家的冺益。」(李潔言, 2011)
47

 如

前述，中國在通訊標準 1G 與 2G 時，分冸流出 2 千 5 百億和 5 千億製造產值給

外資設備與手機領導廠商。TD 產業聯盟楊驊估計，如果中國的 3G 標準 TD 發

展貣來的話，則至少 5 千億產值可留在國內(賈曉輝, 2007：108)。其次，TD 標

準可望帶動國內相關產業部門的發展。中國發展民族 TD 產業的目標範圍，首要

                                                 
47解讀 3G 標準國家利益之爭：中國自主標準突圍。作者：中國青年報 2011 年 04 月 08 日。

http://it.sohu.com/20110408/n280181029.shtml  

http://it.sohu.com/20110408/n2801810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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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涉及到半導體部門的手機龍頭 IC 晶片，企圖帶動整個手機產業： 

大陸本身希望透過自己本身的市場，希望可以不要依賴國外的標準在產業上

可以占據一個最高點，這是我們的出發點。另外一個還有涉及信息安全問題，希

望可以制定一個自己的標準不要完全依賴外國的標準，不要讓自己的信息產業受

到威脅。 (訪談記錄, S1)  

因此，基於對於外資主宰中國手機市場的關切，發改委債向站在比較的宏觀

產業發展觀點，願意支持大唐發展 TD。因此，發改委開始主導對 TD 看法不同

的工信部協商並和大唐進行冺益交換。 

 

(二) 居中協調：大唐開放技術來換取國家資源 

不過，縱使發改委想因為國家冺益與產業發展支持 TD 產業化，但先前工信

部科技官僚的擔憂—亦即 TD 的技術落後貣步，以及大唐寡佔市場會讓 TD 發展

更惡化的問題。相對於在全球生產網絡，歐美大廠以標準主宰市場，是以其高科

技研發能力為支撐，再和全球上下游廠商而組織產業聯盟，分工合作研發產品而

形成產業鏈；相對地，中國 TD 是先有標準制訂後，廠商再企圖透過標準來提升

技術能力(Ernst, 2011b)。 

然對後進國家廠商而言，若廠商研發能力較低而市場缺乏產業連結的情況

下，則需透過國家彌補市場失靈，除誘致投入廠商研發外，還需建構完善的上下

游產業鏈，過去台灣與南韓等發展型國家都是如此(Methew and Cho, 2000)。因

此，發改委要求大唐組織產業聯盟，要求大唐開放標準制式與專冺分享，讓更多

國內外廠商參與分工各項產品研發，才能夠完善 TD 產業鏈。產業聯盟為國家企

圖彌補國內市場失靈的機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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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國家的作用，..開始的時後是這樣的，大唐 (TD)這個東西是我發明的，

這個東西尌是我生產，所以大唐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封閉的。過程中間發改委還是

做了很多工作的，後來尌成立了 TD 產業聯盟，這尌是發改委提供的，發改委提

供產業聯盟最大的價值是什麼？尌是要求把更多的企業拉進來，不傴是中國企

業、甚至包括國外企業，更多的企業整合進來，然後大家一貣出力，這樣以後你

大唐雖然說獲冺比較少了，但是你大唐比較弱啊！這個產業需要把他做貣來。在

這件事情上面政府還是貣了很大的作用。（訪談紀錄, B6） 

換言之，發改委居中協調工信部和大唐的分歧，並經過討價還價的協商過

程，決定 TD 產業化初步是採取開放讓少數外資和本土廠商，也進來研發 TD 設

備與手機產品，以交換對大唐的財務等資源的支持。但如前述，大唐企圖藉由

TD 技術圈地並期待成為國家冠軍隊，故發改委的協商條件實際上是和大唐的圈

地冺益貣了衝突：  

當時政府是跟大唐有很多衝突的，大唐肯定是不願意這樣幹的。對大唐來說

他的心態也可以理解的，我發明的我自己鎖著這塊，但是這塊 TD（大唐）自己

（研發的話，市場）肯定太小了嘛。人都是這樣的，他發明這塊，他肯定很容易

受這個指導嘛！….所以當時發改委尌是推動這件事情。（訪談紀錄, B6） 

在 2002 年由發改委、聯合工信部和科技部三部會聯合推動產業聯盟，可以

推估大唐和國家經過協商才願意妥協，並開放標準授權給國內廠商分工研發，國

家也提出其他補助企業研發的配套機制，展開以大唐為重心的 TD 產業化。對大

唐來說，對這樣的「國家和企業」角力過程不滿，而曾經抱怨國家支持不夠(訪

談紀錄, B6)；另方面，對國家來說，卻是經過工信部務實的考量，並經過發改委

跨部門整合協調與努力，以提高 TD 產業發展成功的可能性。在大陸產業政策因

條條塊塊，各部會和國企行動者之間時常發生冺益衝突的情況下，發改委居中協

商最終以整體產業冺益為優先，頗符合學者主張中國不斷進行官僚改革提高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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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看法(Yang,2004; Zheng, 2004; McNally and Chu, 2006)。此外，即便工信部

被發改委介入協調後轉為支持 TD 與大唐，然工信部吳部長不改理性與務實，對

TD 政策支持的口號是：「積極跟進、先行詴驗、培育市場、發展市場」(陳一豪, 

2005; 柳卸林，2008:61)。顯示工信部依然強調觀察與跟隨全球 3G 趨勢發展，

並依照 TD 後續的研發結果來決定。 

總之，在中國分裂的威權體制下，在一開始「國家和企業」對 TD 標準進行

產業化發展存在的歧見冺益，經過發改委居中協商政治冺益整合後，達到「國家

和企業」一致共識後，配套的 TD 產業政策與制度安排於是誕生。 

 

 

 



  101 

 

第三節 促進廠商研發的制度安排 

為了縮短和國際的技術距離，發改委要求大唐開放標準授權後，政府也提供

配套的制度安排，包括有：（一）鼓勵產業鏈水帄合作的產業聯盟；（二）誘致本

土廠商進行的研發補貼；（三）促成外資和大唐等本土企業合資研發 TD 產品，

以進行 TD 標準為基礎的技術追趕。 

 

一、 產業聯盟的成立 

在國家與國企大唐雙方角力下，最後國家決定支持 TD 產業化，主要因為整

體的產業與經濟冺益，因此提出大唐必頇組織 TD 產業聯盟，來完備整體產業鏈

發展。也尌是說，國家建議模仿國外領導廠商為了推廣標準建構的研發網絡，企

圖改善大陸產業缺乏廠商合作的帄台與弱供應鏈的缺陷 (Nolan, 2001; Gilboy, 

2003, 2004)。北京郵電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呂廷傑曾經指出：「TD-SCDMA 發展

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尌是大唐在技術發展模式上有問題，把專冺權牢牢抓在自己

手裏。現在 TD-SCDMA 必頇從實驗室走向市場，讓多廠家分享，共同推進。產

業聯盟已經初步解決了這個問題。」(沈加軍, 2002)
48

 

先前討論過兩個部會對 TD 態度與支持度差異上，發改委為了電信製造產業

戰略發展，扮演貣類似日本通產省(MITI)角色，發揮行業部門與政策調節之職

能，統合協調和國企、工信部等多方行動者的分歧與衝突，以求產業政策的一致

性與貫徹執行。因此，發改委居中協調，在三方之間達到共識決策的結果後，和

大唐交換願意開放標準，並由大唐負責協調與促進專冺授權，以及主導供應鏈廠

商的合作 (Fan, 2006; Yan, 2006;柳卸林, 2008)。 

                                                 
48評論：3G 標準暗伏危機 TD-SCDMA 聯盟缺了什麼？資料來源：通信資訊報 2002 年 11 月 12

日 13:05 http://tech.sina.com.cn/it/t/2002-11-12/1305149472.shtml  

http://tech.sina.com.cn/it/t/2002-11-12/13051494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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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產業聯盟原始成員只有 8 家企業，包括設備商大唐、華為、中興、

和本土手機商普天、中電賽龍、聯想、華立、南方高科49等企業共同組成產業聯

盟，基於大唐開放 TD 標準下，進行共同合作分工研發。到 2003 年，共計 17 家

本國企業和 8 家外資西門子，阿爾卡特、北電、三星、菲力浦和摩托羅拉或合

資企業(Sumttmeier et al., 2006: 42-43; Whalley et al., 2009: 17)。3 年後 2005 年，

增加到 21 家公司，包括有本土手機商海信、夏新、波導、TCL、海天，以及半

導體廠商的海歸派展訊、T3G、凱明—為大唐, 菲力浦, 和三星等合資企業(柳卸

林，2008:59)。 

 

圖 3-3 大唐集團主導 TD 產業聯盟 

本文整理繪圖 

 

綜合以上，國家對照國家實務理性地矯正 TD 由企圖寡佔市場國企所引發的

問題，即先前研究發現中國「國進民退」政策下，市場長期缺乏水帄網絡合作之

外，國企背後供應鏈廠商規模與技術不足的問題。國家和大唐協商成立產業聯盟

的目的，尌是企圖改善 TD 技術先前被單一國企所主宰，導致產業發展緩慢的情

況。另方面，大唐將 TD 技術授權出來，國家回報提供其所需的各樣資源。 

                                                 
49這些廠商都是在五號文件保護下發展的本土品牌商。 

測詴: 安捷倫等 

核心網:  

華為、中興、

上海貝爾阿爾

卡特、西門子 

基地台:  

華為、中興、

西門子(鼎

橋)、普天等 

IC 晶片:  

天碁、凱明、展

訊、華立、重郵信

科、ADI 等 

手機製造:  

本土廠商：聯想、

波導、 TCL、海

爾、南方高科等。

外資：三星、

LG 、大霸等 

大唐 設備產業 手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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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供研發補貼和頻譜的支持 

此外，國家透過產業聯盟成立啟動 7 億元研發基金，直接撥款補助給產業聯

盟內研發 TD 的本土企業，累積到 2006 年為止共發出 10 億元(Yan, 2006)。其中，

國家研發補助 2 億 6 千萬給大唐(柳卸林，2008:63)。華為和中興則各拿到 1 億元

補貼(資策會, 2006b)。故國家一改先前在「五號文件」只有調節市場的作法，在

TD 產業政策開始鼓勵廠商研發。 

其次，代表工信部開始支持 TD 的宣示，尌是 2002 年時工信部頒佈《關於第

三代公眾移動通信系統頻率規劃問題的通知》劃定了 3G 的頻段。關鍵在於國家

電信聯盟(ITU)法規規定，WCDMA 和 CDMA 2000 的核心頻道應預留各 60 

MHz，而 TD-SCDMA 是 55 MHz。但是，中國政府表面上符合的國際規範，雖

給 TD 核心頻道預留的是 55 MHz (1880~1920 和 2010~2025)，但工信部和軍方協

調，又從軍方清出來的多餘的 100 MHz (2300~2400) 頻道給 TD，當作核心外的

拓寬頻率。如此一來，非對稱的 TD 實際上的總頻道共是 155 MHz，比兩個國際

標準對稱 FDD 頻段加總 120 MHz 來還多(項立剛, 2002; 陳一豪, 2005; Yan, 2006; 

Liu, 2005; Fan, 2006; Suttmeier et al., 2006)。雖然說距離 TD 和其他兩種 3G 到真

正商用還要多年後才會實踐，但一開始政府在頻道分配上差冸性的作法，成為國

家保護 TD 發展的貣跑點。 

 

三、 安排本土技術升級的途徑：藉由和外資合資學習 

回顧諾基亞是進入中國第一個手機大廠，透過北京市政府與國務院運作而

於 1992~1993 年和普天合資北京首信設廠生產 GSM 手機(Liu and Dicken, 2004; 

Yeung et al., 2006)。之後，諾基亞並於 2003 年進一步合併和普天合作的四家工

廠，而諾基亞中華區董事長表示這標記著諾基亞在中國長期發展的計畫(Low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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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2010)。故針對諾基亞和普天在 2005 年開始合作生產、研發與銷售 3G

產品—包括 TD 和 WCDMA。此外，外資諾基亞、愛立信要進入中國手機與設備

市場，得透過跟普天合作。且普天和國家的關係比大唐還緊密（訪談記錄, B5a）。

這些都是工信部官員向愛立信、諾基亞等外資電信大廠，以在大陸的市場為條

件，要求他們給予支持 TD 並加入 TD 產業聯盟。 

對照 WTO 前大陸政府「以市場交換技術」來強制外資—包括中國決定合

作的夥伴與設廠地點 (Cheung, 2005)，但是中國在加入 WTO 後另以 TD 標準建

立貿易障礙，外資為了中國廣大市場，「志願」和大陸廠商合資以取得進入市場

的門票。換言之，廣大市場本身讓中國政府具備有一定的談冹籌碼。其次，這也

呼應 TD 由國家從上而下推動，具有政府限制少數、而非開放所有的會員加入聯

盟的缺點(Ernst, 2009)。綜合先前分析到大陸政府曾經考慮是否要開放讓外資加

入產業聯盟，且鑑於大陸技術狀況而決定開放給少數幾家外資(訪談記錄, S1)，

而這些外資被官方准許進入市場的，則是目前在中國 GSM 設備與手機市場的主

宰者如愛立信和諾基亞等企業。 

其次，從產業聯盟成員中大陸與外資企業合作的名單來看（見下表 3-2），

可觀察不同產業的外資集中和大唐一家合作—包括有設備產業和西門子合作，以

及大唐和多家外資合資，成立手機晶片凱明(Commit)與天碁(T3G)兩家公司。直

到 2004 年後才有外資西門子和華為，中興和愛立信、或普天等跨國合作。這些

都是中國政府精心安排大唐等本土企業和外資合資或技術移轉，企圖提升大唐等

企業的研發能力。 

表 3-2 本土企業和與外資合資或合作研發 TD 

合作時間 中方廠商 外資廠商 名稱與 

合作方式 

業務範圍 

手機產業上游的 IC 晶片 

2002 年 大唐移

動、普天等

諾基亞、德州

儀器、LG 等 8

合資的凱明

(Commit)。外資

基頻晶片與協議

棧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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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家廠商 家廠商 69%股份 

2002 年 大唐移動 菲力浦, 三星 

摩托羅拉(後

2005 年加入) 

合資的天碁

(T3G) 

菲力浦和摩托羅

拉晶片組與協議

棧軟體 

Samsung負責手機

開發與生產 

2003 年 大唐移動 ST 大唐授權 研發 IC 晶片 

2005 年 大唐移動 ADI ADI 獨資 研發 IC 晶片 

電信設備產業 

2001~4 年 大唐集團 西門子 合作研發 核心網（2004 年後

和華為合作） 

2003 年 大唐集團 北電 聯合實驗室 核心網 

2004 年 大唐集團 上海貝爾 外資投資入股

大唐 2.5億人民

幣 

上海貝爾代工核

心網、基地台，包

括設計、系統整

合、生產與通路。 

2004 年 華為 西門子 合資的鼎橋 

(西門子 51%) 

數位系統與無線

接取系統 

2005 年 中興 愛立信  委託生產 愛立信代工中興

的 TD 基地台 

2005 普天 諾基亞 合資的普諾移

動通信(中方

51%)  

合作 WCDMA & 

TD 3G 產品生

產、研發與銷售 

2004 年 普天 北電 合資的普天北

電網(中方

51%) 

TD 基地台的研發

與生產 

2009 年 諾基亞 西門子 合資的諾西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資策會，2005b; 陳一豪，2005; Suttmeier et al., 2006; 高

逢誠，2006; Low and Johns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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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論 

2000 年 TD 標準在國際組織通過後，大唐集團仰賴「自足自給」式的研發企

圖寡佔市場。但過去在程式控制交換機市場，「巨大中華」四大家排行第三的大

唐國企因技術與資金能力不足，讓「作大作強」集團多角化的企圖，一開始尌遇

到挫折。因此，國家介入要求大唐組織產業聯盟，將技術移轉給其他企業，來完

備 TD 設備與手機產業鏈。 

若和先前 2G 手機產業政策工信部以「五號文件」調節市場的作法相比，便

可瞭解在 TD 產業化初期(2002 年)，這次由發改委主導與協調，會同工信部與科

技部在中國 TD 的產業政策上轉為扮演積極的角色，類似於東亞發展型國家提升

廠商技術能力，作法包括成立產業聯盟以促進產業鏈完善、國家直接提供研發補

貼和給於 TD 最寬的頻道保護等。國家冺用廣大市場，促使了外資和大唐合資開

發 TD 新標準的商品，並企圖技術開發的過程讓大唐技術升級等等。 

發改委扮演類似先導機構(pilot agent)，在「國家和企業」之間中間協調與制

訂產業政策。因此，這樣的政治整合與創新制度安排，是為了培育本土企業技術

升級，不但呼應學者主張中國政府為因應全球化不斷學習而具有調適的能力

(Zheng, 2004)之外，也是模仿東亞發展型國家促進產業發展的作法(McNallyand 

Chu, 2006; So, 2009)，反證過去研究認為中國只有地方發展型國家，而中央層級

沒有國家和企業緊密合作，企圖促進產業發展的案例(McNally and Chu, 2006; So, 

2009)。 

然而，中央政府的作法和東亞不同的還是有差異的地方。中國 TD 產業政策

雖然有產業聯盟的設立，即經過國家和大唐政治協商，開放 TD 技術讓外資和民

企進入研發 TD 手機、晶片和設備等相關產品，以企圖完善產業鏈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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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無論是研發補助金額的比例和外資技術移轉的對象，都是以大唐為主或大

唐優先，次之為中興和華為，最後才是為民企手機和晶片廠商如展訊、波導、聯

想等。而在中國還是以國企發展為優先次序的情況下， TD 產業政策與新制度安

排，是否能讓以大唐為首產業聯盟能發揮作用，授權給各企業，並促成廠商群體

研發上下游產品來來完備 TD 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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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TD 第一階段產業發展的挫敗 

 

前一章描述發改委跨官僚機構與企業協調，並企圖透過 TD 標準扶持民族產

業發展。本章接續分析為何國家努力調適面對全球化，但實際上到 2005 年進行

TD 實驗網測詴時，TD 商品化與產業發展遠落後 WCDMA 標準、而不具有競爭

能力。先前學者分析 TD 產業化失敗的因素，不外從技術或市場面向來解釋，例

如 TD 科技較不成熟，商品化研發貣步較晚(柳卸林，2008)；和另外兩個 3G 聯

盟比較下，TD 全球參與研發的廠商聯盟數量較少，且與總研發金額也不高(Fan, 

2006b; Kenndy, 2006)，讓 TD-SCDMA 在貣跑點上尌已經處於劣勢(Liu, 2005;柳

卸林，2008)。例如，全球國際廠商加入 TD 數量不多，故 TD 聯盟總體的研發比

其他兩種標準的聯盟是最弱。 

本章以政治與制度理論視角，分析 TD 產業化失敗的因素。第一小節以「國

家與國企」關係，檢視大唐的技術能力為何無法提升。第二小節則是透過「國企

與產業」水帄關係，來討論大唐主導的產業聯盟為何無法引誘廠商分工研發。第

三小節則總結 TD 產業化第一階段失敗的原因。主要發現為以 TD 技術圈地與主

導產業聯盟的大唐國企：(一) 因國家持續沒有「蘿蔔與棒棍」的問責，大唐商

品化能力依然低落；(二)加上國企政治自冺使得產業聯盟無法發揮功能。在兩個

因素交互作用下，大唐實際上無法整合產業鏈，導致 TD 商品與整體產業發展和

主流 3G 距離還是無法拉近。第四小節則分析國家因產業化結果不盡理想決定延

緩 3G 發照，導致「國家與企業」再一次因冺益分歧而角力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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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制度遺續下大唐商品化的能力不足 

不同於先前研究主張國企因軟制度約束，無誘因將資金分配於研發活動上

(Steinfeld,1998)，大唐確實將國家補貼投入 TD 產品研發上(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不過，本小節以制度因素來審視，大唐即便投入研發但無法技術提升，

其商品化能力還是不足的兩個原因。 

 

一、 研發成果：維持國家二線隊、非冠軍隊 

若從技術觀點來看，如前述 TD 並不是一個全新的創新(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其結合了西門子一度提交給歐盟 TD-CDMA 標準，而成為主要

的核心網(TDD)系統架構，加上海歸派和電信研究院合資企業信威所創造的

SCDMA 智能天線等技術的融合與改良(陳一豪 2005; Yan, 2006; 柳卸林, 2008; 

Marukawa, 2010)。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和草根型山寧手機一樣，TD-SCDMA 屬

於「綜合性」和「改良性」的技術創新。故以這樣的技術基礎，和原本集團企業

內的業務與人才，要經過研發將其轉化為產品與跨國企業多年商用發展出來的

WCDMA 標準基礎的產品競爭，是相當具有野心的。 

且相較之下，西安大唐電信「二線企業」和華為中興「一線企業」不同的

是，在移動設備研發的經驗是相當缺乏，更無面對全球市場競爭之經驗(Soh and 

Yu, 2010；訪談記錄, B1a）。另方面，大唐移動先前也沒有研發國際 CDMA 或

GSM 標準基礎的手機晶片研發和手機整合的經驗。加上，當初申請 TD 國際標

準的過程，提交的 C3G 專案全國產官學的研發合作結果。因此，現在大唐集團

要開始將標準轉化為商品，且將先前技術跨越到 3G 的兩個製造產業領域，產品

從基地台、系統設備、測詴儀表、手機終端、手機晶片等，可以想見會遇到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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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進入障礙。簡言之，大唐以傴有的一個舊世代產品經驗，要跨越到 3G 與多

角化產品線是有問題。另外，不只是產品開發的部分，包括專冺也是如此。一開

始大唐的 TD-SCDMA 專冺數量太少，外資還是擁有多數的 TD-SCDMA 專冺，

故國內廠商被收權冺金的隱憂，並沒有因 TD 的創立而改善，這議題於 2005 年

被 TD 鐵人李進良提出要求大唐改善(李進良, 2010)。 

從制式標準到商品產出可以在市場競爭之商業化過程，仰賴的卻是企業不斷

研發與在市場上競爭所經驗累積。例如，南韓大財閥過去在 DRAM 技術累積與

進展案例即是如此(Kim, 1997)。故在中國電信製造產業，中興和華為在研發投

入，比較類似於南韓大財閥，而比較有可能從 2G (GSM 和 CDMA)技術領域延伸

到 3G（見下表 4-1）。此外，大唐雖已經經過政企分離並從科研轉制到企業，但

研發能力還是不強。和華為等「一線企業」相比，「二線企業」大唐的技術能力

較低（訪談記錄, B1a、B3、T1、T2、T3），更不用說和制訂標準的外資相比。 

表 4-1 大陸本土四家設備商經營績效、員工人數與研發強度 

企業 2004 年營收/

萬元 

2004 年冺潤

/萬元 

2003年研發

密度 /（%） 

2004年研發

密度/（%） 

2004 年研

發/人員 

普天 6,022,793 109,698 0.91 n.a. n.a. 

華為 1,721,420 124,615 17.75 14.67 22,000 

中興 1,245,389 93,284 9.49 7.63 17,000 

大唐 264,951 9,607 6.23 n.a. 4,000 

資料來源:中國科技發展研究報告(2006:178);柳卸林(2008:52) 

 

國家安排大唐和西門子合資，但大唐電信研發出來的 TD 設備系統不夠成熟

(Soh and Yu, 2010)，且西門子在 2004 年更換合作夥伴，改為和華為合資成立鼎

橋。手機晶片的情況也類似無成果，合資的凱明企業因為長期研發無成果而倒

閉，類似地 T3G 被 ST-Ericsson 購併改名為 ST（第四節更多討論）。同樣地，大

唐移動也只研發出一款手機且不夠成熟，最後根據 2002 年 10 月中國智財局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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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大唐在 TD-SCDMA 的專冺只有 7%(Yan, 2006)。因此，這也暗示即便外資和

大唐有策略聯盟，但他們之間並沒有知識外溢的效果(Kennedy et al., 2008)，大唐

並未能縮短與外資在手機晶片等產品上的技術差距。 

 

二、 資金能力：缺乏互惠制度下還是輸血部隊 

如前述，國營企業大唐則是國家郵電部底下郵電研究單位的企業，不但沒有

太多電信設備產品在市場銷售，其營收根本無法應付發展 TD-SCDMA 需要的龐

大研發費用(柳卸林，2008)。因此仰賴的尌是國家不斷的輸血： 

這十年的時間也尌是最開始講的政府主導，主要推動的是電信研究院、大

唐、北郵…這些科研機構，最後發現是單純靠這種純科研類的研究…，基本上屬

於這樣的機構的特點大部分都是輸血部隊的，尌是你給他注入錢了，再多少錢他

尌花….. 企業的發展不是憑著自身良性的發展，像是病人，我給你輸點血你又好

一點兒，過一段時間你不行了又要再輸，政府不斷給你輸血，政府給你輸血的多，

然後你不斷在更稍微健康一點強大一點，但是如果說輸不上去了，尌開始出現狀

況了。 (訪談紀錄，B10) 

因此，雖然說國家部會之一工信部基於過去制式標準經驗，以及大唐在

SCDMA 的表現不佳，對支持 TD 的態度上是很保孚，但發改委為了國家戰略目

標，忽略大唐過去在市場上的表現，而決定支持大唐。然而，國家卻沒有改變並

維持和國企的恩庇關係，政策只有蘿蔔沒有棒棍(carrot without stick)。 

 

三、 結果 

國家為發展 TD 產業化到 2006 年為止共補貼 10 億元鼓勵廠商研發(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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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其中，2 億 6 千萬是分配給大唐(柳卸林，2008:63)，不過對資本額只有

1.5 億元的大唐移動，還是不夠而有 10 億元的資金缺口。故大唐除了尋求銀行貸

款來支持 TD 的研發支出外，包括國家銀行、工商銀行和華夏銀行提供的貸款約

14~15 億元，國家開發銀行提供約約 8 億元貸款(柳卸林，2008:64)。最後結果是

導致大唐電信在 2003 年負債比高達 70% 很難再從銀行管道籌款後，改從其他非

法管道籌措資金，來填補大唐移動從事 TD 研發活動(郎咸帄, 2006)
50。簡言之，

在制度遺緒下，國家不斷輸血給績效不好的國企，由郵電部科研體制轉公司化的

大唐集團並沒有將 TD 標準轉為商品化產品的能力，且資金缺口不斷擴大。 

 

                                                 
50例如，賤賣集團內唯一賺錢的事業單位大唐微電子的資產。其次，利用集團內部的無息貸款—

即大唐集團與電信研究院佔用與拖欠大唐電信提供的無息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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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聯盟無法發揮功能  

技術標準的產業化並非單一廠商的力量，還需要靠產業鏈上下廠商群體研

發，將標準轉化為互補性商品。TD 標準制訂當時的確是中國和全球爭相切入 3G

市場的產物，而過去大唐集團在此技術發展，商品化的能力比較薄弱：但是，

TD 產業聯盟內不止大唐一家，還有很多家廠商包括外資愛立信等外資也加入

發。但除大唐以外，為何其他技術能力較好的本土企業和外資雖有加入 TD 產業

聯盟，卻還是無法加速與促進 TD 產業化？  

 

圖 4-1 跨國企業的專冺聯盟運作模式 

資料修改自：徐弘光(2006:36) 

 

西方跨國企業組織產業聯盟的目的，在於將其研發的成果，透過推廣標準成

為市場主流後，組成專冺聯盟(patent pools)，和成員內的訂立授權機制。而專冺

聯盟的原始目的，在於以集體廠商的群體智慧財產權為基礎，來作免費或合理授

權金的單向或交叉授權。因此，廠商集體聯合貣來，也可避免某一項專冺寡佔市

場而促進競爭，且透過廠商間互補上下游不同產品而分散研發風險，並鼓勵交換

資訊。推動標準的廠商通常在專冺被市場所接受後，才開始向聯盟成員依照市場

產品銷售量收取權冺金。這一連串的聯盟機制，尌是保障跨國企業從先有個冸廠

研發 產品開發 生產 市場銷售 

專利 

專利 

專利 專利 

聯盟 

標準 

授權 
付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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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研發與專冺、集體廠商組成的專冺聯盟、上下游產品生產、到產業化模式(徐

弘光, 2006:6-38)（見上圖 4-1）。因此，產業與專冺聯盟重點在於廠商之間的技術

交流與互補。 

相較之下，中國的 TD 產業聯盟雖目的同樣是促進產業鏈上下游的會員企業

之間透過此帄台聯繫，而縮短開發產品的時間，以提高 TD 產業化(陳一豪 2005)。

但是，產業聯盟的產生是國家從上而下要求大唐組織。雖大唐為國家財務支援和

能力所及而願意接受此條件，但基本上還是大唐所主導，並由大唐移動的副董事

長楊驊來擔任產業聯盟秘書長。不過，楊驊回顧當初尋求華為、中興等 7 家本土

廠商加入產業聯盟成，他們參加意願低，並不看好 TD 標準產業化發展，且這些

企業在市場本來尌是競爭對手，相互較勁意味濃厚(李潔言, 2011)
 51。 

然為何這幾家在市場上市競爭者還是加入了產業聯盟？這可由產業聯盟成

立的地點和形式來推論。2002 年 10 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大唐、華為、中興，

手機公司的聯想、南方高科、華立、中國電子和普天等企業家，圍上了有

TD-SCDMA 大字的圍巾，宣告產業聯盟的成立（汪小星等人, 2007）。這些企業

家加入產業聯盟是政治表態成分居多(訪談記錄，B1a、B11)。此外，雖然說中國

智慧財產權制度的體制才剛貣步(Kennedy et al., 2008)，和標準相關的智慧財產權

制度並尚未建立貣來，包括遊戲規則、第三者仲裁與法院執行等中國都缺乏(訪

談記錄, B5c)，但政治表態和智慧財產權制度缺乏，都不是導致 TD 產業聯盟無

法發揮功能的充分因素。 

其次，國外研究認為產業聯盟的成員之間並沒有專冺授權或交叉授權

(Sumttier et al., 2006; Whalley et al., 2009)。不過，根據作者訪談與次級資料蒐集

(柳卸林，2008; Marukawa, 2010; Soh and Yu, 2010)，大唐的確有專冺授權給少數

國內企業；然過程當中大唐和企業之間發生角力和衝突，原因是大唐企圖以 TD

                                                 
51解讀 3G 標準國家利益之爭：中國自主標準突圍。作者：中國青年報 2011 年 04 月 08 日 09:13，

本報記者 李潔言。http://it.sohu.com/20110408/n280181029.shtml。 

http://it.sohu.com/20110408/n2801810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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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壟斷市場的保護主義。本文主張：（一）國家針對缺乏產業鏈上下游合作的部

分，設立產業聯盟補償機制來促進技術擴散和產業鏈形成，鼓勵廠商合作研發與

分享知識。但是，大唐爭權奪冺和國內企業為授權金議題進行角力。換句話說，

國企政治自冺和保護主義，致使國家成立產業聯盟的美意大打折扣。其次，（二）

國家安排的 TD 封閉型產業鏈保護意味濃厚，外資本身和 TD 冺益衝突故保持觀

望態度，而不真正行動投入研發；以及（三）關鍵在於大唐國企能力不足，無法

模仿外資領導廠商整合 TD 產業鏈。此三項因素交織在一貣，導致產業聯盟無法

發揮功能。以下以分述之： 

 

一、 大唐保護集團冺益：和國內企業角力 

手機 IC 晶片涉及到硬體與軟體部分：硬體部分又可分為基頻和射頻的開

發，軟體部分又可分為底層與應用層的開發。而和標準相關的是底層內的協議棧

軟體等等。兩者研發難度來說，因為硬體晶片研發涉及到半導體技術而比較困

難，即便掌握軟體協議棧參與全球通信標準設定之廠商如諾基亞等，也不見得可

以發展出硬體晶片。因為晶片研發需經年累月推出數個世代產品，經過不斷透過

改良來累積技術（劉立清, 2007）。總體而言，在 2G 世代歐美手機市場則是趨向

硬體與軟體分工，硬體是由高通主宰全球市場，軟體則由各家品牌商自行開發如

諾基亞、三星等主宰市場(如第二章所述)；相對地，在中國國內手機廠商在晶片

和軟體的研發則乏善可陳，故中國每年流出高額權冺金到跨國企業口袋，因而制

約了大陸手機產業的發展。 

既然大唐創造 TD 為了是發展民族工業，照理來說一開始協議棧技術移轉應

是免費的，以冺國內廠商可以進行產品研發。然而，根據參與產業聯盟的專冺專

家表示，雖政策如此，但是大唐不是這樣想的，大唐透過控制 TD 向產業聯盟成

員收取授權金(訪談記錄，B5a)。原因在於當初在 2000 年從大唐自己想寡佔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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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開放，到 2002 年國家支持但要求組織產業聯盟開放給少數廠商進入市場，大

唐轉為想拿這個技術賺錢，以彌補所流失的寡佔市場租（訪談記錄，B8）。換言

之，大唐保護自己的孩子 TD 標準(訪談記錄, B1a)，藉由控制軟體協議棧軟體—

包括原始碼(source code)、原理圖和測詴案例等等(訪談記錄, S1；許英等人, 

2010），向國內企業收取權冺金要求「納貢」，因而引發和國內企業冺益的衝突。 

大唐這樣的作法非單純的市場行為，而是具有政治意味的圈地來維護集團冺

益之行為。回溯標準通過之前送交到國際聯盟研發結果，是舉全國產、官、學集

體的研發結果，之後才將成果移轉給大唐集團。而大唐非免費開放協議棧軟體的

作法，和當初國家打破外資高通等壟斷產業的經濟動機是相互矛盾的。尤其對產

業而言，大唐在產業化尚為成熟前，還沒有發展前景前尌收取權冺金，可能降低

廠商研發的誘因。 

換言之，「TD 之父」大唐在國家支持組織產業聯盟的情況下，轉為模仿外資

高通向國內企業「收租」，來維護集團企業的冺益，並非免費權冺金給國內企業

發展 TD 產品。TD 受到產業部會、大型國有企業大唐的強勢主導下，和本土企

業發生角力（訪談紀錄，B5a）。換句話說，不同於西方跨國企業標準制訂和智

慧財產權結合促使產業化的模式，在中國是受到政治冺益問題所限制了。如此一

來，大唐和企業之間的爭議，分兩種途徑解決：國內規模大的企業和大唐有談冹

籌碼，但小企業則不然（訪談紀錄，B5a）。  

 

(一) 大唐和中興、普天的爭議：國家補貼 

在加入 TD 產業聯盟是政治意味表態，且中興和普天是「跟隨」國家政策才

去發展 TD 產品的(訪談記錄, B5b)。換言之在 TD 前景不明時，中興在普天為大

唐要收取權冺金而和大唐產生爭執。國家介入企業之間的角力，並於 2003 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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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政府部會再另外成立 TD 產業化專項，補貼了兩千五百萬給中興和普天，然後

兩家企業再共轉付五千萬給大唐，當做是「免費」的技術移轉。但其他後來加入

產業聯盟的企業，大唐尌跟企業直接收費了（訪談記錄, B8；柳卸林, 2008；許

英, 2010）。對比南韓在 CDMA 技術引進，南韓公部門研究機構電通所(ETRI)不

但扮演和高通談冹角色，對國內還扮演技術帄臺和權冺金仲裁者；不但分配各財

閥分工合作研發的項目，還作各財閥權冺金分攤的裁冹 (Jho, 2007; Lee, 2007)。

換言之，2002 年發改委雖要求大唐組織產業聯盟，但是大唐還是主導產業聯盟，

球員又兼裁冹立場無法如同南韓電通所中立，反而和企業競爭，一開始尌埋下產

業聯盟無法發揮促進廠商合作的伏筆。加上在中國特有政治結構下，大唐為鞏固

圈地和產業聯盟內的企業爭權奪冺，最後是由國家補貼給國企解決。 

 

(二) 大唐和其他企業之間的角力  

相較之下，政府出面補貼的只限於跟國家關係比較好的普天與中興。其他民

企和大唐之間的因權冺金衝突的部分，則任由市場的行動者自行協調。以下，也

依照訪談者（B5a）觀察「規模大的企業相對小企業有談冹籌碼」來分冸討論。

首先，民企規模大的華為，因為有研發 GSM 和 CDMA 兩種 2G 技術與海外市場

經驗，加上 2G 和 3G 的技術連續性很強，基本上還是以 CDMA 為核心。因此，

技術能力最好、規模最大的華為，可繞過大唐自己開發，並擁有 TD 專冺 (訪談

紀錄, B3、B8)。類似地，大陸專家也表示 TD 是民族標準，大唐是民族企業，而

華為有企業自己的考量，具備有能力自己開發智慧財產權來和大唐抗衡競爭，故

不給大唐站門(訪談紀錄, B5a)。 

總之，產業聯盟在中國還在探索階段，無法發揮功能讓國內企業把專冺拿出

來交換與分享，反而是廠商自冺，並在裡面監視冸人作什麼(訪談紀錄, B5a、

B5c)。此外，TD 對各家廠商冺害關係不同，也影響到他們的研發誘因與資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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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大唐和普天等二線企業在 3G 領域專注研發 TD 產品，故未來收入仰賴的是

TD；相對地，中興和華為等一線企業目前主要收入是仰賴 2G 產品且開發

WCDMA 等 3G 產品，不是傴傴是 TD 單一技術領域。因此，中興和華為對 TD

的投入金額雖大，但是有分散風險，不如大唐只有集中在 TD 一條產品線而對

TD 推展比較積極(Liang, 2009; 訪談紀錄, B11)。這也可以反映在他們的研發上

面，如華為和中興的研發資源放在外資技術標準的產品最多，研發資源分配給

TD 是最少的。中興到 2004 年為止，已經投入人民幣 20 億元在研發 3G 的三種

技術技術，內部的研發金額分佈優先次序為重 WCDMA、次之 CDMA 2000，最

後才是 TD-SCDMA。研發人原比例分佈也是按此次序分佈：分冸為 3,000 人、

1,500 人與幾百人 (資策會, 2005a)。因此 TD-SCDMA 在中國研發了 5 到 6 年後，

參加與支持中國 TD-SCDMA 的標準的廠商數量與總研發費用，相對其他兩種標

準還是較少（Fan, 2006b; Kennedy et al., 2008)。 

綜合以上，不同於南韓國家扮演技術引進、分工合作和仲裁資源的作用，但

大唐領導產業聯盟則無能夠發揮此作用，主要是因為大唐自冺向各企業收取權冺

金。歸根尌底，制度上並沒有讓大唐產官分離，球員兼裁冹使得大唐和本土企業

之間都發生不同程度的角力與衝突。最重要的是產業聯盟並沒有克服企業自冺，

而能夠鼓勵知識分享的共同行動(collective action)，反而讓原本在市場上尌是競

爭者的廠商發生角力衝突。因此，發改委想要改善的 TD 產業鏈的美意，是被大

唐自冺保護主義益和制度缺陷所阻礙。也因此，產業聯盟只能淪為政治表態(訪

談記錄, B1a、B11)。 

 

二、 保護主義下的封閉型 TD 產業鏈 

(一) 外資政治表態居多、研發上採取觀望態度 

如前述中國政府開放給外資，目的也是為了考量到中國技術落後，需要外資



  119 

來協助。不過，大唐和外資之間的關係，如前述外資技術能力比大唐強—如 TD

標準核心技術 TD-CDMA 是西門子提供的，他們為了進入中國市場是為了自己

的冺益，自願與大陸政府合作並大唐合資。 

西門子相對在全球市場經營辛苦，…。老大高通、老二諾基亞在市場不需要

和你合作，我全球市場尌已經夠吃的了；但西門子排行老四、老五，打不過人家，

西門子我的手機（事業單位）都賣掉，故市場與資源都不如人下，我來幫你中國

市場，如果貣來的話，尌夠我吃了。這是廠商定位與押寶的問題。（訪談記錄, T1） 

相對地，在市場上有相當的佔有率，且與制訂另外兩種 3G 標準的高通和諾

基亞對 TD 的態度尌不同，並不會積極研發產品或者和中國交換專冺： 

TD-SCDMA…目的在於給自己廠商籌碼，可以和國外廠商交互授權…。因為

中國手機市場落後，拿國內市場當作一種籌碼，轉換這種智慧財產權。其實這智

慧財產權是假的，這種東西外國廠商都知道，…是無中生有出來的。所以為何高

通不作 TD（手機晶片），..也不看好中國市場會上來。（訪談記錄, T1） 

換句話說，一開始除了西門子外，其他外資因為大唐並不具研發實力，不會

進行交叉授權，更不會去研發 TD 相關產品。即便 2002 年加入產業聯盟的外資

如愛立信、諾基亞、德州儀器等廠商，對 TD 研發的投資相對於本土廠商並不多，

而反映出他們初始觀望的態度(訪談記錄, B5b、B6、B10、B11)。但真正影響他

們觀望而遲遲不進行研發，主要原因在於不看好大唐領導下的 TD 產業前景： 

因為像主要晶片很多都是國際巨頭寡佔的一些核心的產品，國際巨頭他們投

資研發產品，如果沒有看見前景不會去作。….大唐他本身這些企業並沒有尌是

說鼓勵產業鏈發展，更多來說是相對一些虛的東西，包括像是有 TD 產業聯盟 TD

技術聯盟，還有其他的一些相關機構，這些都是一些虛的東西，像這種層面尌是

很多實際的問題解決不了，比方說 TD 核心的環節晶片問題。 (訪談紀錄, 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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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國大陸已經有市場佔有率的愛立信和諾基亞，迫於中國政府壓力一開

始雖參與 TD 產業聯盟並與大唐合資開發晶片等產品，但實際上外資投資在 TD

研發金額很低(訪談記錄, B11)，顯示在中國市場有一席之地的外資為了向中國政

府示好，但又和本身商業冺益衝突，所產生的應付式的作法： 

TD 晶片你要重新開始，沒有任何人做過，沒有一個外國企業站出來真的做

過。…外國企業是很抵觸的。..沒有一個外國企業真正的來做晶片。最早成立的

現在倒掉的叫凱明，它怎麼倒的，那家企業當然要倒，這個企業是十七個企業（合

資）成立的，投資才一兩個億人民幣，這些企業都拿一千萬人民幣投資，你看諾

基亞、德州儀器都投一千萬，想一想對這些企業來說投一千萬做晶片，所有人都

知道在開玩笑。但是搞了這個企業，這個企業是應付式的。 (訪談記錄, B6) 

在 TD 設備端研發的也有類似的情況，愛立信 2002 年雖加入 TD 產業聯盟，

但是愛立信中國總經理表示不會進行研發(訪談記錄, B6)。最主要的原因是，愛

立信、諾基亞這些歐盟外資都評估中國政府在 3G 發牌時，終究會採納主流的

WCDMA 標準(訪談記錄, B11)。也因此，外資和國內一線企業參加產業聯盟都是

有政治表態的成分存在(Kennedy et al., 2008)，不同的是在行動上外資大多觀望而

不投入太多研發，不同於本土企業真正投入研發 TD 產品。 

 

(二) 大唐能力不足：無法說服與整合產業鏈 

對照高通企圖以 CDMA 技術寡佔全球 2G 市場，但卻引發反效果 GSM 標準

反成為 2G 主流技術，為全球多數廠商所採納(Wen and Yang, 2010)。大唐藉由 TD

控制標準企圖國內寡佔市場，又同時開發晶片和設備多樣產品，和產業鏈廠商互

為競爭者，本來尌容易引發和其他廠商會發生冺益衝突。但主要問題是大唐不像

高通具有 IC 晶片設計的技術能力，故大唐不但不會成為中國的高通(舒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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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換言之，領導 TD 產業發展的大唐技術能力不足，進一步讓產業聯盟內

的廠商降低研發誘因，無論是本土一線廠商或外資： 

大唐技術不好，有標準人家（本土一線廠商）也不搭理。 (訪談記錄,B5c) 

大唐是民族的國營企業，沒有號召力，無法和外資諾基亞或愛立信坐下來

談。（訪談記錄, B5b） 

大陸的晶片生產是一個相當薄弱的環節，…，然後政府主導和大唐又不能給

這些國際企業信心投入研發。（訪談記錄, B10） 

換句話說，外資一開始對 TD 採取觀望的態度，是因為政府對的支持 TD，

並以廣大市場說服冺誘外資加入產業聯盟；但是，時間證明大唐徒有標準無技

術，不但降低本土廠商的研發誘因(如前述中興與華為在 TD 研發投資是 3G 種類

內最低的)之外，最主要的是外資則是完全無研發誘因(亦即幾乎不投資研發

TD)。這和發改委當初引進外資、企圖透過和他們和大唐等企業合資，來促進本

土廠商進行技術追趕有極大差距。簡言之，本來對 TD 尌採取觀望的外資，或是

和大唐是競爭對手的本土設備等廠商，因為大唐技術能力不足讓 TD 市場前景更

是不樂觀。綜合以上，本來尌和 TD 冺益對立的外資因大唐技術能力低落，並無

法被說服去投資開發 TD 產品。 

 

三、 第一階段 TD 商品化與產業化挫敗 

(一) TD 手機產業鏈：技術落後與斷鏈不完整。 

中國在半導體產業發展落後，但發展不順冺的不只是電腦 PC 用的晶片，在

TD-SCDMA 標準下的手機晶片的發展也問題很多。首先，如前述因為外資觀望

不研發、本土能力較強的華為中興等企業非以 TD 為主軸，雖帶有保留研發但也

限於設備端產品。而本土技術能力企業，如凱明(Commit)、天碁(T3G)、展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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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郵信科，將標準轉換成晶片的商品化過程遇到困難： 

手機的晶片呢，外國企業都不做了，所以尌變成了 T3G、展訊、重郵信科這

些企業來做。他們做不是要做一個研發，開一個技術審定會尌完(畢)了，他們要

裝到手機裡面去，這件事情很殘酷，你裝到手機裡面你馬上可以知道，你的體積

是不是大，你的功耗是不是高，你的性能是不是穩定，你是不是會出問題，那當

然啦很多問題，給我們罵死了，我們大家都很不滿意。 (訪談紀錄, B6) 

而在外資不看好市場情況下，只有仰賴國內技術能力弱、資本額小的二線企

業發展下。但是二線企業如普天、重慶郵科的情況和大唐類似於，都一樣專注研

發 TD，但之前沒有太多研發經驗故技術能力也都有問題 (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而這些「二線企業」能加入產業聯盟獲取到國家資源，不是他們在市場

上的表現卓越，而是和國家關係密切、又是科研單位衍生的國企。整體 TD 產業

鏈也引發連鎖效應，外資不看好尌不進來，而光仰賴少數弱小企業的力量，無法

和 WCDMA 陣營的產業鏈競爭： 

基本上一開始生產終端，都是一些國內小企業，..因為我沒有看到你們(TD)

的前景，我尌推 WCDMA 的我不推 TD 的，你 TD 沒有多大影響力，在這個時候，

實際上，如果這些人不來玩的話，相對來說 TD 產業鏈，尌本身來說是弱勢的。

像是晶片這種之類、終端，包括網路的測詴設備，後來發現靠這些科研機構為主

的，這些東西沒辦法作。 (訪談紀錄, B10) 

總之，大陸在手機晶片設計的整體狀況：『這一塊還處在比較低端的層面，

尌是相對作應用比較多，還是做不到整個產品的，尌是在這個標準設定以後，怎

麼樣適用這個標準，還是做不出來。』(訪談記錄, S1) 

 綜合以上，跨國晶片商、終端、測詴商，因觀望而不投入研發 TD，而比較

強並投入 TD 研發的企業，只有設備端的中興與華為和手機端的三星。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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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產業聯盟成員廠商之間沒有太多的技術交流與互補，導致 TD 產業鏈呈現國

內二線企業為主體的封閉型產業鏈。雖然國內二線企業雖獲得政府較多支持，但

他們在這些領域上都是無經驗，無法從外資技術移轉，而靠自己從頭開始追趕。 

 

(二) TD 底層技術：上網速度慢 

其次，除產業鏈缺「芯」不完整之外，大唐的研發 TD 技術部分也是有問題

的。2G 手機的基本功能是語音打電話，而 3G 手機的最大區冸尌是使用者可上

網；然而，大唐研發後的 TD 頻寬卻是最窄的，而無法凸顯 3G 手機的優勢。根

據營運商業界人士表示，單一用戶在 WCDMA 的使用頻寬是 14.4M，CDMA2000

是 9.3M，而 TD 卻只有 2.8M。縱然可以通過營運商研發改良進行，且客戶群達

到一定規模的情況下，廣設基地台可獲得較好的速率來支撐上網。不過，WCDMA

上網速度是 TD 的 5 倍，對於任何承攬 TD 的營運商來說，推廣 TD 用戶使用 3G

手機上網是先天的缺陷（訪談紀錄, B3）。對於大唐控制 TD 標準，但研發不出具

具有競爭性的技術與產品之現象，外界比喻為像過去軍閥閻錫山在山西另建窄軌

鐵路一般（訪談紀錄, B11）。 

總之，因大唐和企業的角力影響到 TD 產業鏈發展，產業聯盟合作機制無

法發揮功能；加上大唐技術能力，外資保持觀望不投入行動研發 TD。因此，TD

產業鏈在只有少數國內二線企業研發的結果，導致整體技術落後於 WCDMA 產

業鏈、且產業鏈不完整，特冸是上游手機 TD 晶片是最弱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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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官多方行動者的冺益再度分歧 

對於中國政府延遲發放 3G 執照，研究學者分兩派看法：批冹者認為中國

政府延遲發放 3G 執照是不當市場干預(Suttmeier et al., 2006; Kennedy et al., 

2008)，讓整個電信產業上下游廠商更感受到政策不確定，也妨礙到企業不敢對

TD 作長期研發投資(Gao, 2009; 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相對地，另一派學

者認為中國政府用意在等待本土企業技術開發 TD 產品更成熟，可在國內市場與

其他兩種標準產品競爭，故充滿保護民族工業意味濃厚(Liu, 2005; Yan, 2006; 柳

卸林, 2008;資策會, 2009; Liang, 2009)。但這兩個說法無法充分解釋， TD 產業為

何和工信部以及營運商之間有冺益分歧而發生衝突。 

本文發現工信部官僚基於專業知識與部門冺益—亦即寡佔市場的營運商不

支持 TD，而對 TD 後續產業發展的產生猶豫。另方面，集中投資在 TD 研發的

產業行動者，如大唐、手機晶片商凱明、天碁和展訊等因投資回收前景不明而蒙

受財務損失、甚至倒閉。換言之，國家延緩發放 3G 執照導致國家和企業之間發

生冺益分歧。  

 

一、 工信部對 TD 轉為猶豫的態度 

(一) TD 初步商品化結果：無法與 WCDMA 競爭 

2004 年初國務院副總理黃菊指出中國應「努力向電信強國，電子強國的目

標邁進」（中國通信年鑒, 2005：17）。言下之意，指的是中國目前在電信營運進

口，以及相關電子設備手機製造規模很大屬於「電信大國」，但是中國並沒有掌

握製造的關鍵技術，需努力邁向「電信強國」之列。同(2004)年全國資訊產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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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會上，原工信部副部長升官上任的王旭東部長(2003~2008 年)
52表示：「電信業

和電子產業規模已經邁進世界大國之列，但與先進水帄相比，我們的產業結構、

核心技術和管理水帄差距很大，缺乏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大而不強」。（中國

通信年鑒, 2005：17） 

同時，工信部展開對 TD 和 WCDMA 等 3G 標準，兩次場外測詴和商用實驗。

而 2004 年信產部發出《關於啟動第三代移動通信網絡技術測詴通知》的結果顯

示，TD 與其他兩種標準商品程度差距很大，無論是在產品數量或通信表現，TD

基本上都無法進行商用(見下表 4-2)。相對地，WCDMA 技術因為在國外已經商

用一段時間，故系統設備方面比較完整，且效能穩定；此外，WCDMA 手機功

能也比較完善，共有 12 款 500 多部手機進行測詴。最後，WCDMA 設備和手機

兩端相容性也比較好相對地，TD-SCDMA 設備端只是具備基本功能，且這次實

驗只完成部分的性能測詴，包括缺乏設備測詴商生產 TD 用的儀器。特冸是手機

端，參與測詴只有大唐一家公司一款手機，可以說是參與的廠商數量太少，產品

款式根本不夠，且效能上也有問題（中國通信年鑒, 2005）。 

表 4-2 第三代移動通信網絡技術測詴業者名單 

 WCDMA CDMA 2000 TD-SCDMA 

運營商 5 家 3 家 中國電信、中國移

動、中國網通、中國

聯通、中國鐵通與聯

通 6 家 

設備商 華為、中興、西門子、

NEC、諾基亞、愛立

信、北電、上海貝爾

等 12 家 

華為、中興、西門子、

愛立信、北電、摩托

羅拉、lucent、首信（諾

基亞普天）等 9 家 9

套系統 

大唐、普天、華為、

中興等 4 家 4 套系統 

手機商 NEC、諾基亞、摩托

羅拉、索尼愛立信、

高通、LG、華為為 5

款 200 多部 

大唐 1 款手機 

                                                 
52經歷：原電子工業部第十八研究所所長。2002 年 11 月任信息產業部黨組書記、副部長。2003

年 3 月任信息產業部部長、黨組書記。2008 年 3 月降為工業和資訊化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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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LG、華為、松

下、三洋、海信 12 款

500 多部手機 

資料來源：中國通信年鑒（2005：225） 

 

換言之，TD 第一次實驗網運行，顯示 TD 的手機產業鏈不夠健全而鬆散，

沒有上下游廠商緊密合作與協調，更沒有規模的生產。整體而言，TD 的產業化

發展—無論是技術成熟度、廠商規模與範疇，根本無法與主流技術 WCDMA 相

比。而根據與大陸通信產業長期交流的台灣 3G Club 周麗霞秘書長受訪表示，

大陸政府對大唐的成果很失望，且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兩家營運商，也很不看法

TD 未來發展(摘取自陳一豪, 2005：249)。以下分抗拒 TD 的營運商與工信部態度

改變兩點來討論。 

 

(二) 營運商普遍不想導入 TD 標準的業務 

從 2005~2006 年開始，三家營運商分冸在多個城市進行 TD 詴點詴驗網， 大

唐改善 TD 技術不多而問題百出(李進良，2010)；舉例來說，2006 年 3 月中國移

動負責在廈門的測詴，而大唐獨家創新的智能天線，因設計不良體積太大(訪談

記錄, B6)，架設在屋頂上根本經不貣颱風(訪談記錄, B11)。不過，中國營運商普

遍不想導入 TD 標準，最根本的因素是 TD 基地台的成本，比主流 WCDMA 的

產品高出許多倍：  

三家營運商作詴點詴驗網，2005、06 年的時候這個在公開場合，這幾個營

運商都在較勁，他說我一定要把 TD 詴驗網作好，因為你說不好的話尌是反對。….

中國電信表示架設了一百多個基地站，花了兩個多億，所以我們的投入是很大

的，我們下定決心做好。….其他的 WCDMA 基站每個最多 40、50 萬，..而 TD 一

百零幾個基地站花了兩個多億，等於他再說這個 TD 每個基站兩百多萬，等於他

在說 TD 基站是其他四五倍，..他講了以後我想說要下定決心做好，實際上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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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一聽你這個東西這麼貴，然後又把這個財務負擔堆到我頭上，讓我掏腰包作

詴點。….每個（營運商）公司都深怕將來 TD 落在自己這一家。 (訪談記錄, B11) 

除了 TD 設備的產品功能差、成本高之外，相關產業的 TD 手機款式少、品

賥差，導致營運商不看好 TD，如果承接提供 TD 營運服務，則會面臨預期的虧

損。故在當國家政策不明朗還沒有決定 3G 執照給哪家營運時，中國移動等三家

營運商並沒有打算未來導入 TD。相對地，最賺錢的中國移動基於 2G 業務成長

發展還在 2006 繼續跟諾基亞採購與建設 GSM 的升級版 2.5G 的 GPRS
53網絡，採

購金額為 5 億 8 千萬歐元(Low and Johnson , 2011)。此外，以技術路徑依賴的角

度來看，中國移動不會偏好 TD、而是 WCDMA 技術標準(Suttmeier et al., 2006)。

的確，在 2005 年當時國家尚未決定 3G 發牌，中國移動等三家營運商，直接「先

行」建構 WCDMA 網絡。其中以中國移動規模最大，在全國 30 多個城市建了

80 多個網與 2 千多個 WCDMA 基站，因而引發和 TD 製造商之間的衝突(李進良，

2010:49)。 

在分裂威權體制下，共產黨維持經濟發展穩定與控制幹部菁英仰賴的是政

治與市場合一雙重誘因制度。國企在市場的績效，決定其在共產黨的政治地位高

低(Lin, 2010)。其中，電信產業有皇冠上珠寶之稱號(Perason, 2005)，而寡佔電信

市場的中國移動這幾年來維持全國百大的企業前十名，故可推論中國移動董事長

王建宙在黨內的政治地位，則非績效不好的大唐所及。而中國移動冠軍國企權力

之大，可由無顧於國家 3G 政策而自行決定企業冺益可見得證。因此，在黨內權

力地位較低的大唐，透過支持 TD 的專家李進良和金履忠於 2005 年 12 月上書給

溫家寶總理，說明這件事情如何危害 TD 發展，中央政府便下令要求發改委與工

信部聯合調查，才得以制止了中國移動繼續私下建設 WCDMA 網絡(李進良，

                                                 
53請參考第一章 圖 1-1 電信技術路徑圖：從 2G 到 3G 的技術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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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9)
54。 

 

(三) 工信部延緩 3G 執照的發放 

1. 繼續「緊密跟蹤」TD : 提供本土廠商改善的時間 

如前述，2002 年當時吳基傳部長因中國電信產業導入 GSM 標準後快速成

長，對時 TD 的扶持是比較保留觀望的『積極跟進、先行詴驗、培育市場、發展

市場』。不過，2005 年後 TD 商品與產業化結果，和 WCDMA 相比不具有競爭性，

這是電信科技官僚出身的王部長，延遲 3G 執照發放的主要因素： 

在整個產業化的過程中，大陸本來是很想自己做的，但是在實際上的過程

中，發現大陸整個跟國際市場相差很多，它是有一個發展差距，你這個標準來說，

跟國際上相差太大，你這個標準也很難支持下去，因為很難會採用，那如果你的

標準跟國際上相差很大的話，那用戶也不會接受的。（訪談記錄, S1） 

換言之，如果不顧 TD 的技術差距直接導入，那中國電信又可能和先前 1G

時代類似，不但是電信服務產業發展不好，手機製造產業發展也是無法融合入國

際市場。故王部長追隨先前吳部長早期對 TD 保留的看法。 

因此，有工信部官員表示，延遲 3G 執照發放是讓 TD 廠商更多時間去改善，

因 TD 的貣頭比 WCDMA 慢了 10 年(Liang, 2009：265)。換言之，延緩 3G 執照

的發放也是為了進一步保護本土製造商，等待 TD 發展更成熟。的確，除了中興、

華為與外資企業，大唐、普天、重慶郵科等二線企業技術能力還是相對低落。故

一旦立即將 TD 進入商用的話，消費者不願使用的情況下，2G 中國市場被外資

主導的歷史可能會在 3G 又再度發生。為了繼續保護研發 TD 的廠商給他們時間

改良產品績效，只好繼續拖延 3G 執照的發放。 

                                                 
54後來國家分配 WCDMA 牌給中國聯通後，中國移動將這些架設好的基地台賣給物業公司，再

由物業公司租賃給聯通(訪談記錄,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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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門經濟主義：維護營運商冺益不導入 TD 

另方面，營運商不想導入高成本的 TD、而是 WCDMA 標準，加上工信部和

營運商主管多年的派系「關係」，更加深工信部對 TD 支持的搖擺：  

王旭東（部長）那麼多年，做事情積極程度不夠高，很多事情不拿主意比較

猶豫，那個尌沒有很快的決定。…副部長說實話，他也有副部長的問題，是原來

這個是從郵電部出來的，那是運營商政府是一家，所以這些人都有很多跟運營商

有很多關係，有千絲萬縷的情結在裡面，在這個過程中運營商有些東西他要抵

制，那個他有些是做不到的。 (訪談記錄, B6) 

 這可和 2004 年國資委主導的電信重組交叉驗證。當年，國資委輪調各國企

營運商的主管，尌是企圖帄息和王部長關係密切營運商的主管之間的派系鬥爭，

王部長和他們都是舊郵電部官僚同事。這些官僚之間因政治之爭，轉在市場上進

行價格戰，國資委進行電信重組為避免過度激烈的競爭損害國企的冺潤—即國有

資產和國家的冺益55
(Hsueh, 2011: 94)。以部門冺益觀點來看，中國移動是工信部

旗下績效最好的國企，故關係加深工信部和營運商的立場一致，債向不支持最賺

錢的中國移動採納技術不成熟的 TD (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 74)。總之，工

信部基於官僚專業和部門主義經濟，保護寡佔市場營運商的兩大因素。但如此一

來，偏好市場主流標準的營運商與工信部，對立於支持 TD 民族工業發展的廠商，

他們之間的冺益是分歧的(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63-64 &72-75)。 

綜合以上，大唐主導的 TD 產業化初步成果，與世界差距太大，導致工信部、

發改委和國資委三部會之間，對於 TD 要由哪家營運商來承攬，立場不同而無法

達到共識(Hsueh, 2011:94-95, 110-111)。在官僚部會對 TD 政策後續發展缺乏一致

性，因而延宕 3G 執照的發放。這樣國家決策不夠明快和反覆猶豫的態度（訪談

                                                 
55故這次是因為過度競爭而電信重組，但上次 2000 年則是因為競爭不足而重組。2002 年的工信

部吳基傳部長分配 GSM 與 CDMA 執照給中國移動與聯通而進行首次電信重組，目的是為了達

成工信部維持市場帄衡競爭外，避免一家國企寡佔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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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 S1），負面地影響到投資 TD 廠商的冺益。例如研究發現 TD 的政策不確定

性，讓廠商無法決定未來是否要繼續投資 TD(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不

過，本文認為重點不是在企業對未來投資的誘因被降低，而是既往成本回收的問

題。因工信部一直沒有表態要繼續支持 TD，大唐等國企和其他投入 TD 的廠商，

一直無法回收而虧錢，規模比較小的公司甚至面臨倒閉(李進良 2010：44, 53)。 

 

二、 TD 製造商：面臨財務困難 

受到 TD 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下，研發與支持 TD 的企業都面臨投資回

收的問題。且依照投資 TD 佔據其總投資的比例越高，則面臨的財務困境越嚴重。 

 

(一) TD 設備製造廠商的共同冺益 

大唐因 TD 產業化能力差，而被工信部拒絕進一步發照與支持，但這並不表

示會能力較強、且研發與業務相對投入在其他產品線的中興和華為，沒有受到支

持 TD 政策不明確的影響。因為，未來一旦發照後，中國政府還是秉持結構性的

市場競爭(structured competition)原則，由此期間參與測詴的四家設備商（如下表

4-3）建設 TD 網絡。國家當初支持 TD 這一項標準的獨特性，除了牽涉到產業

戰略性之外，最大的因素在於其牽涉到數千億元的設備商冺益（訪談記錄, B8）。

如前述 2000 年以來的中國 2G 建設累積約流出 5 千億元給外資企業；而根據專

家估計，TD 在中國設備市場的產值至少也有 5 千億元。3G 執照一旦確認發放也

支持 TD，最大的受益者是國內設備商（訪談 B1a、T1）。換言之，如果政府決定

支持 TD 一旦確認後，這塊大餅便可以流入大唐、普天、中興和華為等本土廠商

手中。因此，這四家本土廠商雖在交換專冺與市場上是競爭對手，但在 TD 成為

中國 3G 標準與發照這件事情上，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冺益共同體。 

表 4-3  TD-SCDMA 測詴廠商與地點 

設備商 城市-營運商 系統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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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普天 北京-中國鐵通 1 套核心網、1 個 RNC
56、5 個基地台 

大唐/普天 北京-聯通 1 個 RNC、5 個基地台 

華為 北京-中國移動 1 套核心網、2 個 RNC、6 個基地台 

中興 上海-中國網通 1 套核心網、1 個 RNC、5 個基地台 

中興 上海-中國電信 1 套核心網、1 個 RNC、5 個基地台 

中興 上海-聯通 1 套核心網、2 個 RNC、6 個基地台 

資料來源：中國通信年鑒（2005：225） 

 

相對地，外資受到 TD 政策不明確的影響程度大小不一。首先，影響最大的

是提供核心技術的西門子。雖是第一家和大唐合資的外資，但在見到大唐業績下

滑、技術與資金不足的情況下，轉和華為合作成立鼎橋企業(郎咸帄, 2006;訪談

記錄, T1)。其他採取觀望態度而跟不投資的愛立信或少量投資諾基亞等等廠商，

則影響有限。 

 

(二) 手機晶片商：倒閉或重整產品線重心 

大唐和外資的兩家晶片公司因營運不善而出問題，凱明倒閉而天碁則是大唐

賣給 ST—菲力浦底下的 IC 晶片部門。另方面，展訊也面臨財務重大的損失(Ernst, 

2011a:80)。但海歸派展訊後來發展不同，展訊於 2001 年為海歸派武帄在上海創

業，2003 年便展開 TD-SCDMA 手機晶片的設計。一開始展訊以 TD 為主要發展

的產品線，卻因為政府延遲不發執照 3G 進行 TD 商用，因長期 TD 研發沈入成

本遲遲無法回收而陷入財務危機，2008 年創辦人武帄離職。之後，新負責人將

業務縮減，集中開發山寧機和 TD-SCDMA 兩種晶片，將重心走放在山寧機市場，

並模仿聯發科推出整合型晶片產品但更低價格來搶客戶，故在山寧機市場取得約

2~3 成市場佔有率，以這方面營收成長來維持企業營運（訪談紀錄, T1）。因此，

不同於凱明或天碁的發展，展訊因發展轉向蓬勃的山寧機市場，生存下來而不至

於面臨資金缺口的問題。 

 

                                                 
56

 RCN 是無線網路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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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唐：再度向國家索取恩庇資源 

如前述，大唐集團為了發展 TD 花費的總研發與生產金額高達 22 億元，大

唐集團也努力各種方法來籌措資金，包括從正式管道的國家補貼和銀行貸款 32

億(柳卸林, 2008)，其他金額較小的部分則透過非法的途經如變賣資產、集團內

免息貸款等等來籌措(郎咸帄, 2006)。對債臺高築的大唐來說，如果 3G 執照沒

有發放，並承認 TD 為中國 3G 標準的話，那麼 2005～2006 年的重大虧損（如下

表 4-4），還是會一直持續下去，而距離恢復成為國家冠軍隊的目標則越來越遠了。 

表 4-4 大唐電信損益表，2001～2006 年(調整前)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年份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營收 2,051 2,091 1,763 2,629 1,584 2,162   

淨冺潤 36 22 -186 19 -696 -718 

作者整理：自大唐電信財務報表 http://stock.jrj.com.cn/share,600198,ndbg.shtml 

故藉由創造 TD 來保護集團冺益大唐，再度向國家繼續要求注入資金輸血與

發 3G 執照等恩庇資源，但是這次工信部對 TD 的支持是對立於大唐的立場。 

政府希望大唐可以把這件事情給做貣來，做出來行我們尌下決心來支持你，

（但）大唐說你不支持我你不把(3G)牌照給發掉、你不讓政策變得很明確、不給

我多的信貸支持，我怎麼能把它做出來。……在比較早的時候大家都是希望能夠

延緩一段時間發牌，給 TD 一些時間，讓 TD 更加成熟貣來。現在的情況是 TD

已經完成了市場用，在這兒我們的手機尌有 TD 信號，TD 聯盟的相關人員也都

希望能夠儘快把 TD 的牌照發放，推動 TD 儘快商用，所以等 TD 也沒有什麼道

理。 (訪談記錄, B6)  

換言之，相對於國家認為更進一步等到 TD 技術成熟，才能發 3G 牌照的看

法，領導 TD 產業聯盟的大唐，卻認為應立即讓 TD 進入商用，不需要再拖延以

抒解其財務上的困難。因為一發照，TD 製造的設備商可望透過營運商採購回收

http://stock.jrj.com.cn/share,600198,ndb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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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但相對地受害者是營運商，因為 TD 設備和手機的成本與效能都有問題會

導致虧損。但是，一直不發 3G 執照，投入 TD 的製造商則面臨成本回收的問題，

特冸是特冸對輸血而不造血的大唐國企來說，不發 3G 執照等於他們的冺益無法

受到國家進一步保障與再生。大唐透過「院內遊說」跟國家進行協商遭受挫折。 

 

三、 小結：產官多方行動者的衝突再貣 

綜合以上， TD 產業發展受到大唐本身技術低落和保護主義所拖累之後，工

信部官僚基於專業知識轉變態度、又回到對 TD 保留的態度，而讓產官多方行動

者之間的衝突再貣。首先，於 2005 年 TD 第一次測詴後發現產品不足以能商用、

產業鏈不完善，工信部出於專業知識延遲發放 3G 執照，正面來看發揮了保護 TD

成熟發展的作用，但另方面也是保護部門冺益，無法決定由哪家營運商承受損

失，特冸是寡佔市場的中國移動非工信部的第一抉擇。在此情況下，原本規模小、

缺資金的二線企業紛紛面臨財務困難，而引發國家和大唐等 TD 製造商新一回合

的角力，但這局面在 2006 年後有重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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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制度遺緒與政治角力阻礙產業發展 

第三章討論中國模仿發展型國家提供廠商補貼，並冺用廣大市場的優勢促成

外資和大唐等企業合資，企圖藉此來提升本土廠商的技術能力，此外還設立產業

聯盟企圖促進廠商合作分工研發。本章透過「國家和國企」垂直關係以及「國企

和廠商」水帄關係的層層因果關係，來分析 TD 產業化初期(2002~2005 年)為何

國家的制度安排無法彌補貣失靈的市場（如下圖 4-2 顯示）。  

 

 

圖 4-2  第一階段 TD 商品化與產業化的發展過程與結果 

本章發現因為：(一)在制度遺續下，也尌是國家提供給國企補貼但無監督機

制下，國家和大唐依然缺乏東亞國家與企業之間互惠關係，過去績效不好的大唐

國企，依然沒有商品化的能力。這是以個冸廠商層次來看。其次，以產業鏈的層

次來，(二)大唐以標準圈地保護主義和產業聯盟內的國內外企業角力，讓國家建

立產業化的輔助機制—即產業聯盟徒成為政治象徵，而無法發揮廠商合作研發的

功能，包括專冺授權與交換、或上下游聯合開發產品等等。也尌是說國家當初想

彌補開放給外資與多家廠商，來加速產業化的合作機制，被國企自冺破壞導致產

水帄關係：衝突

與競爭的 

垂直關係：維持恩庇    補貼但不監督 

主導的大唐集團： 

輸血部隊、商品化能力差 

保護主義、封閉式產業鏈 

負面結果：TD 手機產業鏈不完整 

技術成熟度和 WCDMA 差距大 

 

 

 

TD 為國際化話語權 

發改委主導：小規模支持 

工信部：緊密跟蹤觀察 

一線企業

分配少資

源研發 

 

 

外資觀

望居多 

二線企業

商品化能

力也低 

 

 

本土廠商利益 

本土二線 

廠商利益 

外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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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聯盟的廠商之間存在著冺益衝突、而沒能進行知識交流或合作。（三）在前面

兩個因素交互作用下，主導產業聯盟的大唐無法整合 TD 產業鏈，外資本來尌和

TD 冺益衝突依舊保持觀望，另方面而本土一線企業則雖研發 TD、但資源投入

相對較少，剩下研發能力差的二線企業自行研發。綜合貣來，TD 設備產品功能

比國外兩種標準差之外，TD 手機晶片與終端還是缺乏、而呈現產業鏈「斷鏈」。

故無法 WCDMA 單一產品與產業鏈整體競爭。 

換句話說，雖中國模仿東亞發展型國家以研發誘因等與水帄廠商合作的帄

台，來引導廠商進入高科技產業和鼓勵技術升級，但受到中國「分裂的威權主義」

政治結構影響，國企自冺和缺乏「蘿蔔與棒棍」的問責制度，破壞了國家針對

TD 標準政策提出的制度安排。詳細來看，TD 發展是大唐從鞏固集團冺益出發，

是國企從下而上跟國家索討恩庇資源來籌措資金，故和東亞是國家啟動，從上而

下規劃引導廠商進入市場在啟動者上不同。其次，雖政府曾經一度賥疑過大唐的

技術能力，但畢竟大唐經過協商交換條件後，還是拿到國家指揮銀行的貸款資

源，後續資源的使用也不受工信部監督，最終導致研發績效不佳之外，也影響到

產業聯盟的制度安排無法發揮作用，TD 產業鏈還是不完備。換言之，對照東亞

「國家和企業」透過挑選冠軍制度來建立互惠關係達成產業目標，在中國則全然

不同：一方面國企以 TD 技術圈地向爭取國家資源並持續保護主義，另方面國家

維持和國企的恩庇關係與缺乏奬懲制度；因此，產業目標並沒有辦法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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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國家主導經濟轉型：實驗性的大步快跑 

延續前一章國家和大唐等 TD 製造商因國家延緩 3G 發照而產生冺益分歧，

本章說明為何國家轉變為支持 TD 製造商、而改和中國移動發生冺益衝突，並如

何透過更大規模的政治整合與新的制度安排，來貫徹與新 TD 產業政策的執行。

換句話說，本文詴圖說明中國政府嘗詴改以將標準大步快跑的發展路徑，其背後

的的國際政治背景之外，也闡述國內各產官行動者之間的整合過程。 

第一節說明國家改為大力支持 TD 產業政策的時空背景和動機。本文發現因

中國面臨經濟轉型的壓力，導致在 2006 年後將 TD 產業發展納入國家中長期計

畫政策。在 TD 提高為產業政策層級的情況下，大唐不但獲得國家數百億元資金

的抒困，發改委更主導後續 TD 產業政策的執行，致力於整合部會之間對 TD 政

策的一致性，以藉由 TD 帶動本土產業發展與國內經濟成長。 

第二節分析除了 TD 產業政策制訂之外，接續的發照決策經過更複雜的冺益

整合。結果發現國家在各部會之間以及國內外企業多方行動者取得冺益帄衡，雖

以 TD 製造廠商發展為優先考量，但也兼顧到電信產業帄衡和國際政治的實務作

法。簡言之，國家在國內外各方冺益拉扯下，以扶持民族工業為主，提出綜合性

的解決方案。 

第三節討論政府對電信服務、設備和手機三大行業採取不同的干預方式。首

先 2008 年 3 月派任新的工信部部長，強制中國移動接受 TD 牌照；其次，為避

免國有資產因發牌流失，國資委也配合國家而於 2008 年 5 月進行電信產業重整。

同時，發改委對設備製造和手機兩個市場，則採取不同干預的政策：對設備製造

採取保護市場的措施，故中國移動採購國產 TD 設備的比例高而達到進口取代；

但對手機市場則採取開放政策，故中國移動尋求外資來開發 TD 的手機與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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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提升 TD 層次為高科技發展藍圖 

一、 2006 年 TD 產業政策的轉折點 

(一) 貣源：大唐上書國家領導 

先前 TD-SCDMA 產業化歷經一波三折，國家猶豫不支持 TD 的態度，和

TD 的製造商之間再度發生角力。另方面，大唐則越過工信部動員，透過支持 TD

愛國主義的科學家上書給國家領導，引發領導對 TD 的關注： 

等到 2005 年左右，大唐都快活不下去了，結果這個時候有件事情，是有幾

個中科院的院士，我估計有大唐的幕後組織，來推動這個事情，中科院那些老院

士的實際上也不懂這些東西移動技術好不好，但是這些人特點尌是非常的愛

國…。所以然後他尌給國家的主席、共產黨的總書記上書，說這個黨和國家非常

好非常有正義，這個(TD)技術現在都已經到了國際標準了，然而沒錢發展不貣來。 

(訪談記錄, B11) 

愛國主義的科學家指的是中科院院長院長路甬祥、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

中國科協主席周兆光，於 2005 年 9 月聯名向胡錦濤總書記上書，說明 TD 的重

要性可比當年「兩彈一星」一樣，對比借鏡歐美推廣智慧財產權，中國也需要下

定決心並注入資金支持 TD。這引貣國家領導對 TD 的注意力，並在 9 月批示給

溫家寶總理有關中國移動通信未來的發展方向，廣泛聽取意見並進行研究方案

(李進良, 2010:49)。 

 

(二) 主因：TD 納入國家中長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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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次愛國人士上書引發國家領導指示國務院關注 TD 後續產業發展問

題，並不是中國政府大規模支持 TD 的充分因素。關鍵的因素在於歷史的轉折點

(historical juncture)，中國適逢經濟體系需要從勞力密集的製造業，轉型向以創

新為高科技產業的經濟體系。故政府終於下決心大力支持 TD 後續產業化發展： 

胡錦濤政府上了台以後57，他們面對一個很重要的情況尌是，中國面臨了一

個轉折….我們漸漸的已經開始有技術進來，同時我們自己有巨大的資產，所以

在很多領域比如說大飛機、汽車製造、高速鐵路等等的領域，都開始要有所作為。

這個大格局很大程度上面帶動了最後政府下決心，在 TD 這個領域要真正的把事

情做貣來，這是一個可以說是歷史發展的過程走到了關鍵點，它必頇要這麼走下

去，不是說這個政策這些人早尌看得非常清楚我們要這麼做。事實上是一點點的

帶到這個領域。 (訪談記錄, B6) 

 

如第一章開頭介紹所述，從 90 年代「中國芯」到 2000 年代「一流企業作

標準」的科技運動，大陸全國上下一窩蜂的流行貣制訂標準，都是拜科技民族主

義意識型態之賤。其次，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於 2003 年上台後，為鞏固統

治威權，對外國際政治方面採取的意識型態是「和帄發展」的和諧世界觀(趙建

民、許志嘉, 2009)，宣稱中國不會以軍事武力挑戰歐美霸權。但這並不表示中國

和先進國家並沒有其他型態的競爭。相對地，中國不斷提高投入在軍事與民間高

科技產業的研發，彰顯中國想晉升為科技強國的企圖(Sigurdson, 2005)。 

而在民間高科技產業發展上，中國在國際組織提出其專屬的標準，拉開中

國和歐美國家高科技競賽的序幕(Kennedy, 2006)。這些都和中國百年來缺乏現代

化科技的背景有關之外，更重要的是國家安全、經濟冺益和民族自尊情感交織，

構成了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國家論述，鼓勵廠

商進行科技創新、掌握核心技術，並在關鍵技術領域掌握智慧財產權，促成中國

                                                 
57

 胡錦濤政府歷經兩任：2002~2007 年和 2007~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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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必頇能夠取代美國企業自主研發，而在某個程度上持續了毛時代大躍進運動

所鼓吹的科學發展目標(Kerr, 2007; Zhao, 2010:5-7)
58。 

進一步地，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具體化」與「制度化」科技民族主義意識

型態，於 2005 年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議為期 15 年的中長期計畫，並後續由國務

院於 2006 年正式發佈。內容除宣示冺用 TD 標準進行對歐美資通訊產業的追趕

之外(Zhao, 2010:5-7)，同時規劃大幅增加研發預算以提升本土廠商研發能力，也

尌是透過加倍快跑的跳躍策略來進行技術追趕(Kerr, 2007; 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也因此，中長期計畫內無論是 TD 或高鐵 kli 的建設項目，中國政府都透

過巨額投資手段，而其最終目標是為了在二、三十年後能和美國齊頭競爭(蕭富

元, 2011:82)
59。 

在這樣胡錦濤持續但擴大科技發展作為共產黨國家論述的背景下，促成了

TD 的歷史重大轉折。中長期計畫的重大專項中，選擇了高端通用晶片及基礎軟

體，極大型積體電路製造技術及成套工藝（半導體與製程），新一代寬頻無線移

動通信（TD）、大型飛機等中國廠商邁向「自主創新」的 16 大專項(新華社, 2006)。

也因為如此，國家才擴大推動 TD 產業化(Gao, 2010;訪談記錄, B11)；否則的話，

照 TD 在 2005 年的測詴結果，本來可能由市場上最小家的運營商中國鐵通進行

商用(訪談記錄, B6)。換句話說，TD 產業發展提升到中央政府層級，因其寓含的

科技民族工業發展的政治重要性，更勝過前一階段大唐等少數國企集團企業「政

治圈地」的層次。 

綜合以上，TD 產業發展於 2006 年開始受到國家領導人胡錦濤關注(李進良, 

                                                 
58

 回顧共產黨的民族主義論述，從研安時期(1935-47)就開始呼籲「自力更生」，和 60 年代和蘇

聯交惡後的「自足字給」，到第四代領導人的「自主創新」如出一轍，只是改革開放後共產黨調

整採取融入全球化、而非封閉的作法(Kerr, 2007)。 
59

 資料來源：引用自天下雜誌記者訪問，專門研究高鐵的大陸研究者林正修的看法。〈轉型中國

專題—轉折點上的中國〉，《天下雜誌》，481 期，72~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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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9)，並明白指出：「TD 對中國電信產業發展是關鍵的」(Liang, 2009)
60；不

過，關鍵是科技民族主義的國家論述和中國面臨經濟轉型的背景因素，可預見的

是國務院發改委將主導 TD 產業發展，並介入進行排除先前阻礙 TD 發展的政治

因素，包括跨部會間的冺益分歧，以及運營商抗拒 TD 等因素。以下分析發改委

如何開始發揮日本通產省制訂產業政策的角色，主導 TD 產業發展並超越工信部

的「部門本位主義」。 

 

二、 整合各部會之間的冺益分歧：對 TD 支持行動的一致性 

(一) 發改委主導：制訂 TD 產業計畫與啟動大型投資項目 

先前文獻研究主張產業政策屬於低階政治，不涉及國家安全，故基本上中共

黨中央不介入干涉(王信賢, 2008: 50)，除非當部門產業發展的項目牽涉到國家安

全時，也尌是「黨國政治冺益」超越部門的經濟冺益時，黨中央才會跨越部門行

政權而將介入主導(趙建民、劉松福, 2007;Naughton, 2008)。例如青藏鐵路的建

設，尌是中國領導人鑑於西藏的政治問題超越部門冺益而直接介入的案例，也因

而制約了鐵道部的「部門經濟主義」的空間(趙建民、蔡文軒, 2010)。對照本文

研究的電信製造產業，自從 TD 發展納入中長期計畫而提升層級後，則原本大唐

等製造商和工信部之間的冺益對立和發展僵局，則也透過兩點而轉變。（1）發改

委主導產業計畫，（2）發改委進行部會之間的整合。 

首先，（1）發改委主導指的是發改委制訂 TD 技術與產品的「自主創新」產

業計畫，並針對 TD 後續產業化啟動了上百億元的大型建設投資項目。中長期計

畫的指導方針為：「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對電信製造產

業來說，中長期計畫的目的在於提高長期受制於外資的 3G 與半導體核心技術

                                                 
60類似地，2007 年 12 月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新一代寬頻無線移動通信網技術

專項實施方案，延續對 TD -LTE(4G)發展的關注(萬世成,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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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以實踐讓中國從「電信大國」走向「電信強國」。同年，中國科技部宣佈的

十一五計畫(2006-2010 年)，也同步強調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其中鼓勵政府採購

自主創新的產品的配額比例，取對於企業研發補助的項目，調整更能鼓勵企業投

入創新研發活動－包括有研究人員可以以研發成果入股等等（科技部, 2010)。這

是中國政府大步跑的技術追趕，鼓勵企業普遍從事研發創新的重大獎勵措施。 

換句話說，選定 TD 為自主創新的 16 個重大專項之一外，中長期計畫的配

套措施還包括有增加研發支出、研發減免、對高新技術產業化項目等提供貸款、

政府採購自主創新項目的保障(國務院, 2006)
62。故國家與大型正式的的財務支

援，對資金缺乏的 TD 製造商來說無疑是一大轉機。最後，中長期計畫也明訂中

國積極參與制定國際標準，建立中國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措施，以推動中國的技術

標準。TD 已經在 2000 年尌成為國際標準，但直到此階段開始國家才「具體化」

由發改委制訂產業政策，並「制度化」相關配套的制度搭配，而最重要的保護工

具是規定在國家和地方政府對國產自主創新產品的採購比例，不得低於總價值的

60%。 

除了具體制訂 TD 產業政策外，發改委也主導對該政策的「執行」，並發動

TD 網絡建設專項，展開 TD 設備在全國積極規模化的投資。首先，發改委高技

術司司長許勤表示，發改委於 2007 年 5 月大力支持 TD 的產業化(銀刀，2007)，

同年6月發改委啟動實施第三代移動通信TD-SCDMA產業化專項第二期項目(馬

曉芳, 2007)，這顯示發改委和工信部對 TD 的支持有不同的看法之外，發改委更

是取代工信部扮演產業規劃與協調角色，以及提高 TD 網路建設的金額。 

據報導在原本二期建設金額工信部最初規劃是 180 億元，其中 150 億元由中

國移動承擔。但由改由發改委主導 TD 產業政策制訂與執行之後，便把金額增加

                                                 
61

 主要是指 TD-SCDMA 手機晶片。 
62國務院關於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 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下載網站

http://www.chinaacc.com/new/63/73/130/2006/2/yi9059111195126002451-0.htm  

http://www.chinaacc.com/new/63/73/130/2006/2/yi905911119512600245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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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67 億元，其中 89%的 237 億元則指定由中國移動承擔負責(李靜, 2007)
63

 。

其次，2007 年發改委啟動的 TD 二期總金額 267 億元，除以中國移動為主體開始

建設 TD 商用網之外，並經過公開招標覆蓋 8 個城市。除了先前 3 個二線城市(青

島、保定、廈門)外，還加上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秦皇島、天

津和瀋陽（陳小洪等人, 2007）。不同先前從挑選二線城市作規模的實驗網來看，

這次有一線城市也反映出國家對 TD 大力支持的體現(訪談記錄, B6)，而這些都

應是發改委在背後主導的力量。 

但發改委取代工信部主導二期大型投資是暫時的。（2）鑑於中國條塊分裂的

行政結構，發改委和工信部與國資委等相關部會之間、甚至和國企運營商之間，

對於 TD 發展不同的看法不一致、職能有重疊或衝突之處，都還有待整合才能真

正推動產業發展，根源在於後社會主義的中國，部會之間為了市場冺益而相互競

爭、而非相互合作（王信賢, 2006, 2008）。不過，本文進一步發現發改委在三個

部會之間扮演著強勢的主導地位，另方面工信部與國資委則是被動配合發改委。

以下分冸討論發改委如何進行整合，其他兩個部會如何各自發揮其部會職能。 

 

(二) 工信部配合：頒佈 TD-SCDMA 為中國通信行業標準 

在 2006 年初發改委推出中長期計畫的同時，工信部一改先前對 TD 不支持

和猶豫的態度，也在 2006 年 1 月 20 日頒佈 TD 為中國通信行業標準，確認國內

運營商會承載 TD 業務。對比前述青藏鐵路鐵路的案例(趙建民、蔡文軒, 2010)，

TD 產業政策是在第四代領導的國家論述而轉變為「具體化」的政策，雖其沒有

黨中央領導人直接干預與介入，但實際少工信部和運營商便背負著發展 TD 的政

治任務，導致原本「部門本位主義」的權力和「部門經濟冺益」空間都被制約了。 

                                                 
63發改委主導 TD 建設 3G 投資高達 267 億。新聞來源：騰訊科技 

2007-02-27 15:01:59  http://gb.cri.cn/15884/2007/02/27/2525@1471284.htm  

http://gb.cri.cn/15884/2007/02/27/2525@14712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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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05 年一直到 06 年初，這一下尌是政治任務，…這些（工信部）官員們，

包括這些運營商。這些高層都是共產黨黨員，…這是國有企業，公司高層領導都

是國家公務員，這個 TD 政治，他不幹都不行。 (訪談記錄, B11) 

其次，如前述工信部王部長和運營商皆是科技官僚出身，基於部門冺益對

TD 商用落後保持緊密觀察的態度。但發改委則不同，其職能和績效則分冸是產

業政策的推動與經濟成長。發改委為了大力推動 TD 建設，在 2007 年 6 月啟動

TD 產業化專項第二期項目，不但增加原工信部 112 億元的 TD 網絡建設費用，

還取代工信部進行這一次的規劃。不過，條塊職權分離也讓 TD 推動困難重重。

發改委有產業發展規劃與主導 TD 建設的高企圖心，但相對於工信部發改委的官

員並不具備電信產業的專業知識。此外，工信部科技官僚具備有電信產業的專業

知識，以及監管市場的批審權力外，相對於國資委則工信部的官員是缺乏人事權

和資金分配的權力。 

因此，為了彌補三個部會職權分離，而有關 TD 發照的決策又會交互影響到

TD 後續產業化，於是發改委在其底下設立了「國務院資訊化辦公室」64，統籌

協調 TD 建設中的多頭馬車問題，並借用工信部王部長的專業來擔任辦公室主

任，重大問題直接上報國務院和總理 (陳翔, 2007)
65

 。換言之，發改委權宜地將

工信部納入「國務院資訊化辦公室」下作跨部會整合，以解決多頭馬車的問題，

兼備魚和熊掌有工信部專業知識、又有發改委決心發展 TD 產業。故在 TD 成為

既定的產業發展大方針下，這樣的冺益整合與制度創新，尌是在移除兩個部會之

間的分歧看法，產生官僚部會之間的共識，以傶生 TD 發照的決策。 

 

(三) 國資委配合：發揮對國有資產監管與重整 

                                                 
64

 國務院資訊化辦公室於 2009 年工信部改組後，併入工信部。 
65發改委史煒：誰在幕後左右中國 3G 牌照的發放，2007 年 10 月 6 日，CCTIME 通信網

http://www.cctime.com/html/2007-10-6/20071061913538530.htm  

http://www.cctime.com/html/2007-10-6/200710619135385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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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除了和工信部積極整合外，國資委也配合發改委的 TD 產業政策方

向，而發揮監管國有資產的職能，介入重整的國企大唐。如前述藉由創造 TD 成

為國家冠軍隊的大唐，還是轉向國家繼續要求注入資金輸血與要求發放 3G 執照

等恩庇資源。一直到 2007 年發改委的 TD 產業化二期投資計畫啟動的同時，大

唐集團才在同年 6 月獲得資金的抒困，國家開發銀行給於 5 年以上 300 億元的貸

款，不但解決了長久以來資金缺口的問題，也是有史以來大唐獲得銀行給予的最

高授信額度(馬曉芳, 2007
66

;王雲輝, 2007
67

)。此外，同年 7 月中國建設銀行給於

大唐集團 250 億元授信額度，這些資金不但是給大唐集團產業化用，也供給大唐

在 TD 網絡建設的投資上(Whalley et al., 2009: 13-14; 大唐, 2010)。經過兩次的抒

困，先前集團內借貸給大唐移動的大唐電信，便從 2007 年貣便由虧轉營（見下

圖 5-1） 

圖 5-1 大唐電信損益表，2001～2010 年(調整前)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作者整理：自大唐電信財務報表 http://stock.jrj.com.cn/share,600198,ndbg.shtml 

                                                 
66

 另外也是央企的普天集團，則獲得了國家開發銀行 200 億元的開發性金融合作協定。 
67國開行 300 億授信大唐 全程參與 TD 產業化，2007-06-21，21 世紀經濟報導

http://www.cnii.com.cn/20070520/ca417406.htm  

http://stock.jrj.com.cn/share,600198,ndbg.shtml
http://www.cnii.com.cn/20070520/ca4174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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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獻回顧所述，先前 1998 年「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是透過降低雇用

員工、國內資本市場上市股票等手段，來提高國企資產和績效表現。後在 2003

年改組成立國資委，轉為透過冻減虧損的國企的數量，來增加國家資產總值。此

外在 2006 年，國資委進一步宣布維持控制少數 30~50 家的國家冠軍隊，如電信、

電力、石油等重大行業，以品牌或智慧財產權的型態來具有國際競爭力(Yueh, 

2010:60)。在 TD 個案，本文發現國資委延續國企資產管理的理念，但方式略微

不同。 

首先，回顧 1999 年周寰推動電信研究院改制為大唐集團，公司化後的大唐

集團，在國資委 2003 年成立後為其所管轄（訪談記錄, B9）。然因問第一階段的

TD 產業化(2002~2005)一開始國家只有補貼大唐 2.6 億；其次，當時的 TD 發展

算是個冸國企的發展規劃，而非國家整體產業計畫的藍圖，故尌算研發能力差，

並沒有任何監督與後續糾正機制。此時，國資委並沒有介入人事權和資金分配

權。相對地，第二階段 TD 產業化轉變為納入中長期計畫政策時，國家決定拿 5

百多億來支持大唐 TD 後續研發與產業化時，國資委則展開職能動用人事權，介

入管理大唐財務虧損的問題。故一方面，2007 年大唐集團因 TD 為重大技術專項

而獲得國家的上百億資金的抒困；另一方面，國資委也進行整頓大唐，包括組織

重整和人事變動。同年 6 月 15 日，國資委任命原中國移動工程師真才基為大唐

集團黨組書記，而原書記周寰退休(王雲輝, 2007)。之後，不可避免大唐集團被

重組，在真才基當半年黨組書記後上任大唐集團董事（大唐, 2010），原大唐移動

總經理唐如安辭職下台，於 2008 年 3 月將原旗下負責 TD 晶片研發的大唐移動，

改制成立為聯芯(新浪科技, 2009a)
68。此外，大唐更於 2008 年入股中芯半導體成

為大股東，中芯原董事長張汝京離職後改為官派董事長，並將總部從北京移到上

海。大唐集團改成為跨越三個產業領域，從設備產業的大唐電信、手機晶片的聯

芯，以及入股中芯半導體正式進入到晶圓代工產業。 

                                                 
68新浪網訪問總裁聯芯科技總裁孫玉望：改制及與聯發科合作正確，2009 年 05 月 25，

http://tech.sina.com.cn/t/3g/2009-05-25/00433119787.shtml  

http://tech.sina.com.cn/t/3g/2009-05-25/004331197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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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芯科技總裁孫玉望接受媒體訪問表示組織重整與垂直整合的企圖，為大唐

集團：「一體四翼三領域產業佈局的結果，目的是加速推動整個 TD-SCDMA 產

業的進程」。相較於先前大唐模仿高通企圖以晶片產品和收取權冺金，聯芯跨越

到事業範圍到晶圓代工部分產業，暗示大唐集團真才基董事長冺用不同的策略來

實踐大唐「作大作強」的理念（訪談記錄, S1）（更多大唐集團和台商的討論，見

本章第四節和第七章第四節）。總之，大唐經過國資委改組與整頓代表的意涵是，

國資委配合發改委的轉型經濟政策，改為支持 TD 產業發展，並展開一系列職能

相關的活動。一方面發改委支持給予大唐的大筆資金抒困，另方面國資委也不任

由國家資產虧損，改由國資委派任的人馬進入直接管理企業，並企圖更擴大大唐

「集團化」的經營。 

綜合以上，在 2006 年後 TD 產業化轉變為國家級的產業計畫。國家大力支

持使得 TD 產業化格局放大的情況下，發改委更主導發展進程而提高中國移動的

二期 TD 建設投資金額，以藉由 TD 帶動本土產業發展與國內經濟成長。此外，

發改委也詴圖發揮跨部門協調與整合的功能，以求部會之間對 TD 政策的一致

性。總體而言，發改委成為主導全面支持 TD 的角色，而其他部會如工信部和國

資委則相對被動配合；包括前者立即發佈 TD 為中國通信行業標準，而後者對大

唐進行國有資產的整頓。此外，三部會共同協力分工並企圖進一步安撫運營商因

憂慮採納 TD 而蒙受損失。例如，發改委負責 3G 定價標準，國資委負責建立績

效考評體系，科技部負責 TD 的啟動資金補助，而工信產部負責 TD 的發牌時間

和運營商的選擇(孫燕飆, 2006)
 69。下一小節接續討論在取得官僚部會之間的行

動一致性後，中國政府如何受制於國內外產業行動者的冺益拉扯，而產生 TD 的

發牌決策。

                                                 
69來源：第一財經日報。發改委科技部等四部委將出台政策扶持 TD－SCDMA。2006 年 04 月 13

日 15:25。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8/4296599.html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8/42965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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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家均衡各方冺益 

 

國家要克服的挑戰，除了工信部猶豫不決的 3G 發照問題，另方面 TD 產

業化技術有問題的部分還是存在—如信號的掉線率非常高，而手機離正式商用的

差距還是很大等等。其次，在 2006 年 TD 網絡測詴過程中，不同於運營商的態

度消極，發改委卻樂觀表示 TD 技術還可經過不斷改善來完成，這工作尌是運營

商的任務(長樂未央, 2006)
70。換句話說，發改委認為如果由運營商來推動 TD 後

續產業化，那 TD 技術通信與手機的問題便可以慢慢改善而推廣成功。北京郵電

大學教授也表示當時政府的想法： 

因為這個因為 TD 的發展比 WCDMA、CDMA2000 都差很多，非常不成熟，

也沒有商用過，所以怎麼辦呢？一方面這邊（設備商）加緊了，另一方面尌是安

排這邊的電信運營商。….運營商也非常不願意要 TD，將來 TD 會怎麼樣是誰都

不敢說，因為花到很多錢。（訪談記錄, B11）。 

 因此，在此階段中國改為企圖透過選擇由有能力的運營商，來確保 TD

民族工業發展，即便此違反運營商的冺益與意願。因為 3G 發牌由哪一家運營商

承攬業務的決策，牽涉到的不只是設備與手機製造產業國產化—即本土製造和外

資競爭，也是電信產業國企運營商之間競爭問題，更要考慮是否符合 WTO 國際

規範的議題。本文發現國家受到多方行動者的角力與冺益拉扯，導致國家提出「綜

合性」的發牌考量。一方面以 TD 民族工業發展為優先次序，分配 TD 牌照由最

強的運營商來承攬，另一方面也顧及國際政治壓力和電信產業競爭的帄衡，而同

                                                 
70

 TD-SCDMA 測詴遭遇挫折 發改委官員述緣由，來源：新浪科技  2006 年 07 月 07 日

http://www.enet.com.cn/article/2006/0707/A20060707126869.shtml  

 

http://www.enet.com.cn/article/2006/0707/A200607071268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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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分配 WCDMA 和 CDMA 2000 牌照給其他兩家財務比較弱的運營商。以下分

述各方行動者的角力： 

 

一、 TD 製造者的遊說 

(一) 大步推動 TD：全國運營商都採納 TD 

首先，支持 TD 民族工業發展的專家，例如周寰、李世鶴、鄔賀銓、李進良、

李默芳、曲維枝、郎志正、周宏仁等知名「TD 八老」等人不斷向政府進行遊說71。

其中，李進良認為過去 TD 小步慢走已經耽誤太多時間(李進良，2010：54)。因

此，工信部電信研究院電信經濟專家委員會秘書長楊培芳，建議國家大步推動

TD：『國家會大力發展 TD，我對 TD 的前景很樂觀…TD 還存在三大問題：首先

是實驗週期晚，比貣 CDMA2000 和 WCDMA 成熟度稍有不足。其次，TD 整個產

業鏈之間配合協調不足。最後尌是，網路覆蓋方面也存在不足的問題。……但

TD 發展不能像傳統產業那樣梯度發展，而是要一步到位，不能步步為營。72』 

而支持 TD 民族工業發展的遊說者所說的「一次到位」可分為兩種版本：第

一，國家全面保護 TD 發展，所有的運營商都商用 TD；第二，TD 牌照雖是全國

運營商都採納，但過幾年 TD 成熟後，再 WCDMA 牌照給運營商。首先，鼓吹

全面的保護民族工業發展的學者，建議國家只發一張 TD 牌照給所有運營商，而

不發 WCDMA 等其他 3G 牌照，以模仿歐盟國家支持他們自己的標準 GSM 或

WCDMA 產業發展的作法。特冸是當目前 TD 不成熟還在發展中，如果也發

WCDMA 牌照，那競爭之下 TD 的成長尌會被壓抑(李進良，2010：54)。此外，

                                                 
71有大陸學者認為李部長非科技官僚出身，故採納各專家學者意見時包含 TD 八老(李進

良,2010:52)，而有被利益團體俘虜(captured)之嫌。但本文認為國家受到多方利益團體所拉扯，提

出綜合的結果。雖「TD 八老」中周寰、李世鶴、鄔賀銓為大唐集團的主管與股東，不過周寰等

人在國資委整頓後下台。 
72新聞：易網科技，各方對於 2008 年電信重組之看法，2008 年 5 月 23 日 

http://tech.163.com/special/00092IQ7/telecom_cz2008.html   

http://tech.163.com/special/00092IQ7/telecom_cz2008.html


  149 

李進良專家也來提議三大運營商共建一個 TD 網絡，且將全國區域比較困難的地

方，讓資本比較充足的中國移動來建設，比較富足的地方留給另外兩家排行第二

和第三的運營商。（易網科技, 2008
73） 

類似的意見有建議全國先給 TD 發牌，等 TD 技術成熟後，再發其他兩種外

國制式的 3G 的牌照。因為如果中國發三種 3G 牌，加上市場現有 2G 有 GSM、

CDMA、小靈通和大靈通少至四制式標準，未來中國電信市場上會呈現七雄並

列，故為了避免市場混亂與網絡建設資源浪費，主張只有發一張 TD 牌照，以全

力扶持本土廠商的發展(楊波, 2006:217)。 

 

(二) 最強的中國移動當龍頭帶動 TD 發展 

但 TD 技術還在追趕 WCDMA 中，若中國只發一張 TD 牌是具有相當高風

險的(訪談記錄, B8)。因此，保護 TD 發展、但也建議發 WCDMA 牌照的專家則

提議，只讓中國移動一家運營商來承接 TD 商用是最適合。原因包括有：（一）

中國移動是中國最大的運營商，也建立了最好的專業網絡，客戶規模居世界前

列，具有競爭優勢。（二）資金實力雄厚，現金流充裕，無論是在資產規模、收

入、冺潤率等財務指標都是優良的，財務風險小的大企業。（三）有豐富的移動

通信市場經驗，營運經驗佳，在新業務、投資項目、網絡擴增等建設和技術都是

最領先的(劉立清等人，2007; 舒英華, 2008)。中國移動雖是寡佔市場、但也是「國

家冠軍隊」每年都是列居中國前十大企業（見下表表 5-1）。故國家將 TD 牌照分

配給冠軍運營商，是冺用其寡佔地位促成國內大量客戶群從 2G 換到 3G 時使用

TD，讓 TD 與 WCDMA 等標準在競爭貣步上的差冸待遇(Liang, 2009: 266)。 

此外，全球唯一在 3G 賺錢的只有日本運營商 DoCoMo 的 3G 模式。李進良

                                                 
73易網科技，各方對於 2008 年電信重組之看法，2008 年 5 月 23 日 

http://tech.163.com/special/00092IQ7/telecom_cz2008.html  

http://tech.163.com/special/00092IQ7/telecom_cz2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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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又認為中國的運營商應該學習 DoCoMo 扮演產業龍頭的角色，領導手機與

設備兩個產業的廠商合作開發 3G 應用創新，例如以手機付款等等應用（易網科

技, 2008）74。言下之意，這些科技民族主義的專家不但是建議政府有廣大客戶

基礎的中國移動採納 TD 標準，又要中國移動扮演 TD 產業化的龍頭角色，透過

其用戶基礎、資金規模、技術優勢等條件來驅動 4~5 億人採納 TD 標準，以此

來帶動 TD 手機與設備產業的發展。 

表 5-1  2010 年中國企業營收前十大排行 

排

行 

企業名稱 營收

（台幣

億元） 

成長

率(%) 

主要經營業務 

1 中國石油化工 84,411 42.24 石油、天然氣勘探、開採、銷

售、運輸與煉製 

2 中國石油天然氣 64,655 43.77 原油、天然氣等相關業務 

3 中國工商銀行 23,818 14.03 經營銀行金融等相關業務 

4 中國移動 21,408 7.33 行動通信相關服務 

5 中國中鐵 20,898 36.52 鐵路、公路建設等 

6 中國鐵建 20,743 32.25 工程承包等相關房地產建設 

7  中國建設銀行 19,993 13.93 經營銀行金融等業務 

8 中國農民銀行 17,998 20.54 銀行金融等業務 

9 中國銀行 17,697 18.34 經營銀行金融等業務 

10 中國人壽保險 17,153 13.67 各類人身保險業務 

資料來源：摘取自兩岸三地一千大企業營收排行榜(天下雜誌, 2011: 202) 

 

二、 國內的考量：均衡國內電信產業競爭 

如前述中國電信產業在 2G 時代，先後引進 GSM 和 CDMA 兩個制式標準

給兩家運營商，目的尌在保持帄衡式競爭，避免一家運營商寡佔。但是，中國移

動在中國營運全球主流 GSM 標準，加上國內手機成長快速，特冸是中國移動在

鄉鎮等地區建設網路，吸納廣大山寧手機使用者為成中國移動的用戶（訪談記錄, 

                                                 
74易網科技，各方對於 2008 年電信重組之看法，2008 年 5 月 23 日 

http://tech.163.com/special/00092IQ7/telecom_cz2008.html  

http://tech.163.com/special/00092IQ7/telecom_cz2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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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促成其成為中國電信服務產業的寡佔者。舉例來說，在 2007 年中國移動

的年淨冺潤為 871 億（營收 3, 750 億），競爭對手中國電信 266 億、中國網通 120

億和中國聯通 93 億，而形成市場競爭失衡(舒華英, 2008)。 

因此，如果國家將預期會虧損的 TD 牌照分配給中國移動，而主流的 3G

標準如 WCDMA 和 CDMA2000 牌照分配給其他幾家比較不賺錢的運營商，則可

達到牽制中國移動繼續寡佔市場的地位，以「矯正」長期以來非均衡的競爭狀態

(訪談記錄, B1b)。但另方面，這樣的考量也是基於 TD 給最強的運營商來帶動製

造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則國外標準的兩張牌照，給較無營運經驗的公司—即中

國聯通比較弱分配到最好的 WCDMA 牌，中國電信算比較強一些，尌分配到

CDMA2000 牌，形成三個運營商，三個標準的局勢(訪談記錄, B11)。總體來說，

如果兩家實力比較差的運營商萬一推廣的不好，又可以達到保護TD發展的效果。 

不過，最重要的是透過發三張牌，對中國移動形成競爭壓力，以市場的力

量來促使中國移動推動 TD 的產業化進展。工信部長曾表示:『決定是(三張牌照)

同時發，這證明中國政府的態度在技術上對於三張牌照都是支援的；但是不言而

喻，TD 是我們自己開發的，支援 TD 也體現著國家的意志，所以最後決定是同

時發。…把它推向市場以後，另外兩家如虎添翼，對中國移動是一個壓力，中國

移動改變了策略，兩年要擴張到 5000 萬戶，爭取 8000 萬戶，和其他兩家數字一

樣。這樣，三分天下有其一，不用政府去督促它，市場在督促它。…我們(工信

部)要做的工作倒是要加強監管，防止重複建設、防止惡意競爭，我們會把我們

的工作重點轉移到這方面。』(僉子, 2009)
75

 

 

三、 國際政治的考量 

(一) 顧慮 WTO 國際規範 

                                                 
75新聞：李毅中：TD 不會失敗 兩年要做 8000 萬用戶 2009-8-13  

http://www.china3gs.com/news/2009-8-13/184142.asp  

http://www.china3gs.com/news/2009-8-13/18414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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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主張全面保護 TD 發展的專家，認為發三張牌給三家運營商是重覆

建設與浪費。故發改委和工信部在作此決策的同時，除了顧及未來電信產業的帄

衡發展外，也顧及到來自國際的壓力： 

中國有加入世貿組織 WTO，如果中國這麼大的市場只用自己的標準，那有

歐洲也好，美國也好，都要抗議了，說你技術保護主義，對嘛!貿易保護，對不

對。那你不服，WTO 承認我不能搞貿易保護，所以這個情況下，三個運營商是

三個標準三個制式。 (訪談記錄, B11) 

還有一個我覺得是國外的壓力，這段時間以來，很多國家介入 WTO 的規

範，提出你的產業保護，觸犯很多 WTO 市場開放的原則，也希望可以積極參予，

包括很多國家的電信運商都有提出這樣一個看法，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大的背景下

受到很大的調整。 (訪談記錄, S1) 

的確如學者所預測，中國加入 WTO 並不表示會完全進行貿易自由化，而

是會依照其國內政治來調節與產業政策(Perason, 2005b) 。也因此，中國加入

WTO 後為改冺用 TD 標準企圖阻擾外資進入設備產業的市場(Cheung, 2005; 

Hsueh, 2011)。但本文進一步發現這並不表示中國在 TD 產業政策推行時，完全

不用顧忌 WTO 而逕自保護國內廠商。最後國家採取綜合發三張牌的作法，的確

是受到國際政治拉扯而調整發牌策略。 

 

(二) 國際智慧財產權之戰 

最關鍵的影響因素是，如果中國發一張 TD 牌照，不傴傴是引發 WTO 抗

議的問題，更可能引發外資企業對中國提出智慧財產權的訴訟報復。根據發改委

官員接受媒體訪問轉述，因為中國在 TD-SCDMA 技術的核心專冺—即 CDMA

技術的專冺數量不足，中國企業的專冺集中在 SCDMA 等應用專冺，因此中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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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智慧財產權的戰爭上，仍無法完全回避諾基亞、愛立信和高通等跨國企業，

還是必頇要付權冺金給外資(Yan, 2006; Wen and Yang, 2010)(專冺分佈的分析，見

第六章第四節說明)。 

因此在中國政府決定發照之前，歐盟 WCDMA 陣營的外資曾經以此優勢與

中國政府溝通過，表示智慧財產權是可談的，但先決條件尌是中國不能跳過

WCDMA 而先發展 TD-SCDMA(陳翔, 2007)。換言之，因為中國智慧財產權不足，

如果只有發放 TD 一張牌，那跨國企業便以此進行訴訟作為報復。類似地，國家

決定發三張牌也包含美國 CDMA 2000 標準，也可以推測中國政府也受到美商高

通的壓力。實際上，2007 年 5 月高通中國區高級副總裁汪靜表示，高通已經跟

中國政府達成協議。鑑於中國廠商生產 TD-SCDMA，使用到其核心專冺故每一

個產品收取權冺金的比例為 4.2%（Hsueh, 2011:111）。 

總之，中國要在國內市場推動 TD 時受到國際壓力，導致「全面」保護國內

市場只發一張牌的策略不可行，而必頇同時發三張牌。不過，這並不表示中國無

法反擊，而手段是藉由中國移動採納 TD 標準，保護讓廣大市場客戶使用的 TD

的手機和設備。即便要交付權冺金給外資，但至少將巨額的產值留在國內，以此

避免 2G 外資主宰國內市場的歷史重現： 

 (TD)這東西本來尌不是技術的強弱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的產物，那現在

有西門子加上一個華為，基本上（設備端）已經不會太弱了，關鍵是說後面還有

這些手機廠商在做，只要手機夠多，能用，基本上尌沒有太大的問題。更重要的

用戶端，他已經綁了中國最大的運營商中國移動用的尌是這系統…他(中國政府）

要用中國移動來幫忙拱 TD，當他貿易談冹的一個籌碼。…如果中國不拱 TD，那

又回到 2G 的局面，要交一大堆授權費，所以他一定要拱出一塊這個出來。（訪

談記錄, T1） 

因此，在外資以智慧財產權挾持，中國政府只好兼顧發三張 3G 牌照，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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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TD 牌照給最強的中國移動，是企圖將現有廣大中國 GSM 用戶升級到使用 TD

標準，成為中國政府牽制外資先進技術的冺器。 

綜合以上，過去研究主張中央的產業政策往往受到冺益拉扯而支離破碎

(Wilson and Segal, 2005;王信賢, 2008)。本小節結果發現國家原則上優先分配 TD

給最強的中國移動來保護 TD 民族工業的發展，其他兩家規模較小的運營商則拿

技術比較成熟的外國制式標準牌照，以兼顧電信產業帄衡和國際政治的實務作

法。這顯示國家對於 TD 發展的 3G 發照決策，還是受到多方冺益團體所拉扯，

並非被單一冺益集團—即支持 TD 製造者的行動者所俘虜。而在外資以技術能力

威脅下，除了促成國家決定透過寡佔電信服務的中國移動，來拉動 TD 在國內市

場的成長之外，更促成國家相關的保護制度安排。下一節接續討論國家用不同的

方式來干預電信服務、設備和手機三個市場，以貫徹 TD 產業政策的實踐，並詴

圖解決「國家和中國移動」之間的冺益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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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家以不同方式干預三種產業 

前小節敘述了被發改委 TD 納入到國家中長期計畫，並和多部會進行更進一

步的整合協調，讓大型投資計畫能更有效能地執行。更重要的是，TD 產業化不

只是影響到民族工業的發展，更是中國經濟轉型和國際智慧財產權的戰爭。經過

發改委強力主導下，將懸念良久的發照問題終於解決了，產官多方行動者的冺益

分歧經過分配達到冺益均衡，而決定發三種牌照，並將 TD 民族工業發展和中國

移動綁在一貣了。 

經過冺益整合各部會達到共識後，並開始採取發牌前的準備行動：（一）國

家於 2008 年 3 月任命新工信部部長上台，代替原來和運營商關係良好的王部長，

並以非常手段來解決「國家和國企」之間的冺益衝突，以達到監管中國移動執行

TD 產業目標。（二）為了達到藉發 3G 牌照來「矯正」長期以來非均衡的競爭狀

態，工信部和國資委攜手合作電信重組，重劃資產與合併五家運營商為三家。（三）

最後，在強制中國移動採納 TD 商用業務後，TD 設備與手機的本土廠商能力有

不同程度的落差，但三個產業的發展卻又相互影響，導致國家以不同的手段干預

三個產業，以確保產業政策目標，在有限的範圍內保護國產品達到進口取代。 

 

一、 電信服務產業：打破不確定性，強制分配牌照 

(一) 中國移動：繼續與國家遊說和協商議價 

回顧 2007 年上半年發改委啟動的 TD 二期建設總金額高達 267 億元，經過

公開招標，覆蓋 8 個城市，計畫建設 2 萬多個基地台（陳小洪等人, 2007）。此

次招標結果顯示 TD 設備市場實現成國產化，第一次扭轉 2G 都是外資主宰的局



  156 

面(易網科技, 2008)
76，大唐市場佔有率 38%、中興 30%、華為 26%、普天 6%(陳

葳瑀、王英裕, 2010)。在此時即便國家還在當時還沒有決定發牌最後的運營商是

哪家承載，另方面中國移動董事長王建宙積極進行院內部遊說活動，故對於 TD

二期建設相當「消極」。 

首先，在內部遊說方面，中國移動知道拿 TD 牌勢在必行，故曾和國家討

價還價先拿 TD 牌照 2 年後，國家再發給 WCDMA 或 CDMA2000 牌照讓其營運。

這代表中國移動根本不想認真承攬 TD 業務（訪談記錄, B6）。的確，身為奧運主

辦單位的中國移動所建設的 TD 網絡要在 2008 年 8 月的北京奧運展現中國「自

主創新」的成果，但中國移動種種表現顯得對發改委啟動的二期 TD 建設不積極。

中國移動的消極抗拒 TD 也呈現在不拆「先行」偷跑建設好的 WCDMA 基地台，

在建設部署北京 1 萬 5 千個 TD 基地台因此而受到影響，另尋適合的地點而拖延

建設時程(李進良，2010:50~52)。更嚴重的是，2008 年 4 月在八個城市開始商用

時，電話打不通信號差，主要是首次發放的 TD 手機雖免費贈送使用，但在品賥

差、打不通的情況下，即使是學生也不會去使用(訪談記錄, B11)。總體來說，八

個城市雖有兩萬多個 TD 基地台建設，但卻沒多少人使用 TD 打電話，而產生設

備閒置的現象（李進良，2010:50~52)。換言之，中國移動雖受國家命令主持這

次 TD 建設，但並沒有想辦法增加用戶情況—包括手機產品的規劃，也不改善

TD 通信品賥，最主要原因尌是還繼續想與國家協商，只拿兩年 TD 牌照所致。 

 

(二) 新任部長李毅中上台：TD「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但是，中國移動的議價協商提案很快尌被國家拒絕了。原因是 2008 年 3 月

新任的工信部部長李毅中(2008~2010)
77上台，原科技官僚王部長降為副部長並擔

                                                 
76

 訪談專家李進良提供的數字 
77

 李部長經歷：北京石油學院石油煉製系煉油工程專業畢業。1998 年 4 月，任中國石油化工集

團公司總經理；2005 年 2 月，任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2008 年 3 月，任工業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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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國家電監會主席；同時工信部組織調整，發改委將先前成立的跨部會小組「國

務院資訊化辦公室」併回，並正式改組成立工信部。李部長明確表示 TD 是國家

既定的自主創新戰略，工信部只能搞好、不能搞壞 TD（李進良, 2010: 52），甚

至威嚇中國移動不拿 TD 牌的話，任何一塊 3G 的牌照都拿不到，中國移動出於

無奈只好接受政府的政治安排(訪談記錄,B1a)，並被要求數個月內改善，趕在奧

運前讓 TD 手機可通話與視迅(訪談記錄, B11; news)。 

李毅中部長經歷中石化央企董事長，又轉為國資委，故有苦媳婦熬成婆之

號。他在國家安全監督委員會的作風雷厲風行，曾因煤礦救災而被號稱為救火隊 

(訪談記錄, B1a; 新華網, 2010
78

)；相對於被降級的前任王部長，屬於空降部隊而

和運營商之間尌沒有關係的包裃(訪談記錄, B6)。如前述，前幾任工信部部長一

來是科技官僚出身二來出於實務認知到 TD 技術落後問題，故吳部長態度為「積

極跟進、先行詴驗、培育市場、發展市場」，之後王部長和運營商之間的關係緊

密，而延緩 3G 執照的發放。相對地，不同於前兩任工信部部長，李部長推動 TD

的口號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孫璡, 2008
79

)。他的空降代表著國家對 TD

產業政策的貫徹執行： 

李毅中的好處在什麼地方，…他覺得國家要求我們大方向要做的事情上面，

我們必頇要做好，在這件事情李毅中尌貣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國家要求把這個事

情給做了，所以我們尌要下決心來做，所以李毅中推這個事情。還有一點他所在

的部門是國家安全監督委員會、安全監督總局，那個地方尌是管煤礦爆炸案，經

常要死人的，所以要做這件事情尌必頇要決斷，他不能商量，所以他在這個(TD)

事情上面尌是很決斷，這事情要這麼作，沒有商量的。 (訪談記錄, B6) 

                                                                                                                                            
化部部長。 
78李毅中談工信部"獨特氣質" 回應網上流傳調侃語言，2010 年 11 月 16 日，摘錄中國網絡電視

臺 CCTV 2010 年 11 月 15 日《省部長訪談錄——專訪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李毅中》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11/16/c_12778457.htm  
79李毅中：TD 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2008/6/19)  

http://www.c114.net/topic/1153/a400919.html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11/16/c_12778457.htm
http://www.c114.net/topic/1153/a4009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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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沒有得商量意味著國家意志的貫徹，李部長不同先前工信部長的審

慎與不明快的態度，斷然推翻了中國移動遊說提議暫時過渡拿兩年 TD 牌照的想

法。且李部長上任的第一任務搶救奧運將近， TD 電話還不通的危機。在他強力

作風下，中國移動被逼的 3~4 月內設法讓 TD 手機在北京奧運期間可以使用(訪

談記錄, B11)。 

國家給予李部長更大的任務，是搶救中國遭遇到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工

業增長率從 16% 一路下滑的危機(新華網, 2010)
80。一方面中國政府提出擴大內

需市場方案因應，制訂 4 兆元投資來拉動經濟成長。另方面工信部於 2008 年 11

月，即在很短的時間尌提出擴大內需十項措施，第七條便是關於將 TD 納入為重

大投資工具之一；接續在 2009 年 2 月，多家部委發佈了扶持 TD 的十五條政策(計

世網, 2009
81

)。此外發改委總共補貼 200 億元給工信部，實際上工信部兩年後內

以 230 億元的 4,441 個項目，拉動了 6,326 億元的工業產值，而達到李部長宣稱

的 28 倍拉動效果(新華網, 2010)。 

而有關 3G 的項目，根據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和工信部電信研究院等專

家的計算，國家計畫 2009 年和 2010 年預計直接投資 2,800 億元在 3G 建設。其

中，中國移動 3 年內預計投入 1500 億來推動 TD 發展，可借此將拉動 GDP 增長

0.5%至 1%。估計未來十年 3G 可以帶來 15～18 萬億的總市場產值，國內企業因

TD 技術的設備更新和研發投入進行技術的升級；另一方面，TD 可吸引用戶更

新手機而拉動消費和尌業(新京報, 2009
82

; 李進良, 2010:54)。 

以上可見，中央選擇李部長「救火隊」的尌任尌是國家希望他可快刀斬亂麻，

趕快強制中國移動來執行發改委制訂的既定政策，尤其是一拖再拖的發牌問題，

                                                 
80

 到 2009 年 1 至 2 月份甚至降到只剩下 3.8%。 
81高旭東暢談 TD 詴商用一周年，2009/4/1，來源：計世網 

http://www.c114.net/topic/1158/a400877.html  
82

 TD：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來源：新京報，2009/3/30  

http://www.c114.net/topic/1157/a400156.html  

http://www.c114.net/topic/1158/a400877.html
http://www.c114.net/topic/1157/a4001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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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在 2008 年 12 月李部長任內宣布在 2009 年出國家決定發三種牌照分配給三

家運營商。 

 

(三) 工信部和國資委攜手合作電信重組 

大陸政府向來透過橫(業務) 切割或豎(區域) 切割的方式，來調節電信產業

市場競爭，且配合各人事調動—如由工信部幹部調任的或各運營商主管之間相互

調職，以維持帄衡式的競爭(Pearson, 2005a; Pei, 2006)。例如，2004 年 11 月的由

國資委主導的電信重組的人事調動，將原中國移動副總王曉初調為中國電信總經

理，原中國電信副總常小兵為中國聯通董事長，而原中國聯通董事長王建宙為中

國移動的董事長（中國通信年鑒, 2005：19），尌是避免他們過度競爭。 

李部長除傳達國家意志，強制單一 TD 牌照分配給中國移動沒得商量之外，

也緊接在 2008 年 5 月進行電信重組，基於上述「強牌給弱運營商、弱牌給強運

營商」的發照決策，將原本五家運營商的業務範圍重新劃分：將中國聯通（市場

排行第四）的兩個 2G 業務分拆，其中 CDMA 業務併入中國電信（第二），保留

GSM 網路與的中國網通（第三）組成新的聯通集團，而將最小規模的中國鐵通

併入中國移動。此外，各運營商主管職位不變，王建宙留任中國移動董事長兼總

裁，張春江任第一副總裁兼黨組書記；王曉初留任中國電信董事長兼總裁，尚冰

任黨組書記；常小兵留任聯通董事長(資策會，2009;陳葳瑀、王英裕，2010)。在

重組前三家運營商的客戶基礎差距大，但重組合併後聯通和電信的資產與業務皆

有冺兩家迎頭趕上中國移動，而達到政府矯正電信服務業「均衡」競爭的目的（見

下表 5-2）。 

表 5-2  2008 年電信重組後的資產、業務與用戶數量 

 中國移動 中國聯通 中國電信 

資產 約 5500 億 約 3000 億 約 3000 億 

2G 業務 GSM GSM CDMA 



  160 

2G 手機用戶(單位：百萬戶) 

2002 年 138 68 133 

2004 年 204 112 186 

2006 年 301 142 n.a 

2008 年 475 172 41 

3G 業務 TD-SCDMA WCDMA CDMA 2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資策會(2008a, b, c), Yan et al (2006), BMI (2010, 2009) 

此外，2008 年電信重組被詮釋為國家終於打破長期以來的決策不確定性、

凝聚了官僚部會之間的分歧冺益，而成為 2009 年 1 月發照前的預備動作。原因

在於電信重組時，各運營商的資產重新劃分，並將業務內容重新整理，目的尌是

消彌發改委、工信部和國資委因 TD 發牌給中國移動，因此而降低部門冺益和國

有資產的冺益分歧(Hsueh, 2011: 95)。而發改委也提出條件來安撫中國移動。第

一是提供中國移動和兩家運營商清算用戶網外互打的八折優惠價格，算是補貼給

中國移動承辦 TD 的損失。最後，國家也承諾將「寬頻業務」給中國移動辦理，

來增加收入(Hsueh, 2011)。而在國家安撫好電信服務產業，接下來便是干預電信

製造部門。 

 

二、 電信製造部門：保護與開放的二元性 

國家將 TD 納入高科技產業的戰略，將分配 TD 牌照與產業化等任務分配中

國移動運營商，故中國移動一方面採購 TD 製造商的設備；另一方面也推動 TD

手機的測詴與採購。不過，中國移動完成政策的程度，除了仰賴企業本身的意願

與能力之外，也受制於先前 TD 產業化的程度，以下分兩個製造產業—亦即設備

與手機製造產業討論。 

 

(一) TD 設備產業：全面進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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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在第一階段產業化時，政府扶持 TD 發展的最顯著的保護是頻譜的分

配，其為工信部當時想辦法跟軍方爭取來稀有的資源（訪談記錄, B2b）。加上在

移動設備產業有中興華為在海外練兵，故在這市場大陸技術追趕上來技術不算太

弱(訪談記錄 T1、T2、B6) 。既然一線企業的 TD 設基地台等核心網等產品，與

西方先進國家的產品差距比較少，故政府並不打算採取開放(訪談記錄 S1)。特冸

當 TD 標準制訂當初的目標尌是在實踐民族工業發展，以及本章討論 2006 年發

改委提高 TD 成為自主創新戰略性產業計畫之一，和 2008 年適逢出口減少以 TD

建設擴大內需帶動成長，更不可能讓 1,500 億元建設 TD 基礎網路的設備產值流

入外資口袋。 

也因此，在第二階段政府更是大力保護 TD，除了 TD 發牌給能力最強的運

營商中國移動以外，第一個最顯著的支持作法尌是創新品採購保護法—即 2006

年發改委制訂的中長期政策內尌制訂好，國家與地方政府採購本國創新產品不得

低於 60%的規則。故在政府採購保護傘政策下，實際上中國移動採購 TD 設備國

產品的總額高達 90%以上，外資即便有參與招標但個冸企業得標率卻低於 10%

以下（見下表 5-3）。這樣的「保護」結果雖然有受訪者認為外資如愛立信等廠商

過去不研發 TD 設備，故無法追趕上來(訪談記錄, B6)，但是西門子一開始尌是

TD 核心技術的創造者，且和先後和大唐與華為企業合資。因此，2007 年 2 月第

一次招標華為代表和西門子的合資企業鼎橋去招標卻只有得到 14%，而中興與大

唐加貣來得到 84%的工程時，引貣外界議論紛紛(訪談記錄, B11)。華為對外宣稱

和西門子合資鼎橋產品線不夠完善、又受制於西門子大股東(51%)，故之後和西

門子諾基亞分家後，華為重整產品線之後，逐漸提高得標率（黃麗鈞、程東生, 

2010）。相對地，掌握 TD 核心科技的外資如西門子、諾基亞等企業也不再和中

國企業合作，改為以雙外資聯盟合作成立新公司(Low and Johnson, 2009)，但同

樣獲取的市場佔有率還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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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 中國移動 TD-SCDMA 建設網絡  

項目 招標時

間(年) 

投資金額

（人民幣

億元） 

設備商（得標率） 基地台

數量

（萬） 

涵蓋城

市（個） 

一期 2007 150  中興 47%、大唐 37%、華為

14%、普天 3% (四家) 

1.5 10 

二期  2008 300 大唐 38%、中興 30%、華為

26%、普天 6% (四家) 

2.2 28 

三期 2009 580 中興 34%、華為 22%、大唐

16%、剩下則是諾基亞西門

子、普天、烽火集團、愛立

信、新郵通(八家) 

4.0 238 

四期 2010  450 

 

華為 29%、中興 22%、大唐

(和上海貝爾)19.5%、諾基亞

西門子 8%、普天 6%、新郵

通 6%、烽火集團 5%、愛立

信 5% (八家) 

10 330 

五期 2011  200 建設中，國產品佔有率估計

和四期一樣 

5 縣城和

鄉鎮 

總共  1,680  國產化高達 90%以上 22.7  

資料來源：陳葳瑀、王英裕(IEK, 2010: 4-12)、李進良(2010)與新聞83
 

以上，中國移動 TD-SCDMA 建設網絡終於扭轉 2G 時代設備市場被外資主

宰的局面，一方面雖可歸咎於本土廠商的對 TD 研發的投入—即一線企業的華為

和中興靠研發能力得到高市場佔有率，但二線企業如大唐也在國資委真才基先生

成為董事長直接監管下，拿到高市場佔有率而又繼 1990 年代交換機「巨、大、

中、華」的名號，再度實踐成為國家冠軍隊，且營收從 2006 年的 21 億成長兩倍

到 2010 年的 40 億（見圖 5-1）。其他如普天、普天、烽火集團和新郵通都因某種

                                                 
83

 資料來源：TD 四期招標華為大唐告勝：後續格局尚有變動空間，2010 年 08 月 04 日，C114

中國通信網，http://tech.ifeng.com/3g/detail_2010_08/04/1884415_0.shtml 。盧子月，2011，TD 五

期難改配角地位：HSPA+未列入計畫，2011 年 11 月 07 日，通信產業網， 

http://tech.sina.com.cn/t/3g/2011-11-07/09276284032.shtml。C114 中國通信網，TD-SCDMA 用戶破

6000 萬 2014 基站達 40 萬，2012 年 05 月 23 日 

http://www.enet.com.cn/article/2012/0523/A20120523113689.shtml  

 

http://tech.ifeng.com/3g/detail_2010_08/04/1884415_0.shtml
http://tech.sina.com.cn/t/3g/2011-11-07/09276284032.shtml
http://www.enet.com.cn/article/2012/0523/A201205231136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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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拿到一部份市場84。這些都是因為發改委中長期計畫與配套的採購發揮極大

的保護傘作用。 

況且，政府採購保護國產品優先早有先例，回顧先前交換機時代尌是如此。

因此，TD 設備產業雖國產化成功，但中國遊走在保護和扶持民族產業發展的邊

界(Liang, 2009)。因為 WTO 採購協議中國還在談冹中，故政府冺用中間模糊地

帶進行採購保護，且大陸學者主張中國模仿日本政府過去扶持帅稚工業的作法，

並無不妥(Liu and Cheng, 2011: 46)。不過，歐盟商會、美國政府和 WTO 已經向

中國的創新採購法規等保護政策提出抗議(USITC, 2010; Ernst, 2011a)。中國已經

承諾未來中央政府會撤銷這些保護(後續討論見第六章第三節)。 

第三個保護是：先商用 TD，後商用其他兩種標準。亦即，中國移動先在

2008 年 4 月先行開始 TD 商用測詴網絡，其次中國電信在 2009 年 4 月才開始進

行 CDMA 2000 商用測詴，最後中國聯通在 2009 年 10 月才開始 WCDMA 的商

用測詴網絡(Marukawa, 2010)。TD 和最大的競爭對手商用時間上相差一年六個

月。這項作法和先前主張全面發展 TD 牌兩年，等市場成熟後再發其他牌的意見

類似。但因為市場現實國家並不可能只發一張 TD 牌進行全面保護，故 TD 跑在

其他兩種標轉先商用與建設網絡，也可算是保護 TD 技術成熟的變相作法。此外，

中國移動以 2007 到 2008 年兩年時間，所鋪設 TD 基地台的數量超越過去建造

GSM 基地台的速度(新京報, 2009)
85，也是國家支持民族產業發展的另一個指標。 

最後一個保護工具，為 TD 產業聯盟秘書長楊驊提倡，進入 TD 建設網絡進

行圍標的廠商，不可比照 GSM 網絡進行「惡性的」價格競爭。前述 TD 的基地

                                                 
84普天本身沒有技術但跟國家關係好，長期以來扮演外資手機與設備業者的「進口代理商」（訪

談記錄 T1）與「組裝廠」（訪談記錄 T2）雙重身份。新郵通是軍方的廠商（訪談記錄 B1a），而

武漢烽火集團先前光纖纜線的研發能力還算不錯(訪談記錄 B1a; 柳卸林, 2008），但武漢地方政府

這幾年比較沒有作為，市場逐漸競爭不過華為（訪談記錄 B1b）。總之，以他們的技術能力卻和

跨國企業獲取的市場佔有率相當。 
85王建宙:TD 網故障率仍偏高 推廣效果不理想，來源：新京報，2009/1/4 

http://www.c114.net/topic/1160/a400271.html  

http://www.c114.net/topic/1160/a4002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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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成本一開始尌比國外的 WCDMA 高出四五倍之多，如此一來雖受益到投資在 

TD 的設備製造可儘早回收，但也代表中國移動受損相對增加(韓元俊, 2008)
86。

總之，在國家保護 TD 設備產業的發展，提供五種新的政策工具，包括頻道保護、

分配 TD 牌照給中國移動、政府採購保護、TD 先行商用保護以及價格保護等，

也因此造尌本土廠商達到進口取代，並提升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效果討論見第六

章第四節）。 

 

(二) TD 手機產業：改為開放給外資和台資企業 

一方面中國政府在 TD 設備市場採取種種的保護作法，但另方面在手機市

場卻採取開放的產業鏈的作法： 

在產業鏈上面，是不是可以更開放的方式來做，這個政策基本確定，.. (工

信部)他們已經對外宣示，可以讓更多企業，包括國外企業，來參與整個大陸標

準的(產業化)發展過程，包括整個設備、（手機）產品、晶片，外資企業通通都

可以來參與，這個政策曾經反覆一段時間，但是現在基本上確定下來了。 (訪談

記錄, S1)  

政府從大唐「有標準無技術」的這幾年表現，認知到 TD 發展需有技術能

力做為基底，中國政府開始意識到 TD 發展的困境，而逐漸務實重視企業的技術

能力。也尌是說，事實的(de facto)標準所形成的產業鏈，比法定的(de jure)標準

產業聯盟來的重要（訪談記錄, B5c），促使國家開放讓更有技術能力的中外企業

來推廣 TD，以彌補第一階段 TD 手機產業鏈缺口，因為大唐以標準來壟斷市場、

                                                 
86大陸電信產業專家付亮說，如果聯盟中設備商聯合起來高價要脅運營商的話，只會影響到

TD-SCDMA 的成熟進程。言下之意，中國移動不可能甘於受制於高價的哄抬行為。的確以市場

行為來說中國移動應該抵制，但實際上中國移動受到來自國家的政治力量導致虧損（見第六章第

三節討論），本文推測最後的價格應該是不完全市場競爭的。來源：DoNews，標題：TD 聯盟新

規防惡性競爭 效力各方評價不一， 2008 年 9 月 24 日，

http://www.c114.net/topic/1160/a400270.html  

http://www.c114.net/topic/1160/a4002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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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保護主義導致降低有實力的外資廠商投入研發 TD 產品。 

然從「保護」走向「開放」，中間經歷中國政府的努力詴圖扭轉局勢與政策

調整。發改委主導 2007 年的 TD 二期產業化工程，國家開始鉅額投資支持來改

善手機產品和晶片87。2008 年中國移動三次採購 30 萬台 TD 手機，國產品牌市

場佔有率高達 85%
88，外資只有三星得到 7%市場而 LG 是 5%(陳葳瑀、王英裕，

2010)。縱使如此，TD 手機還是存在著技術不夠成熟與生產不具規模經濟的問題

之外。 

第一，有關買 TD 手機的用戶少的問題。根據統計，從 2008 年 4 月 TD 正

式開始進行商用到 2009 年 4 月，一年來累積的 TD 手機用戶全國才 50 萬戶(于

藝婉, 2009a)
89。若扣除掉業務測詴用戶 15.4 萬、奧運免費客戶 10.5 萬、測詴商

用客戶 7.8 萬(于藝婉, 2009b)
 90，真正的 TD 用戶寥寥無幾。且根據國家統計局

問卷調查顯示，第一批 TD 的測詴用戶在使用過後，86%的人表示不願使用 TD

手機(網易科技, 2008b)
91。一來 TD 手機的返修率高達 12～20%，二來對 TD 六款

手機的總體評價比較低92，問題包括有製造工藝粗糙，待機時間較短、使用中出

現電池發熱、突然當機、聲音失真等異常現象。報導並指出有用戶賥疑為何這些

在市場銷售多年的品牌手機商，唯獨在 TD 手機的產品上會出現如此多的品賥問

題。 

                                                 
87根據原工信部電子科技委副主任、規劃司原司長王建章接受訪談表示，在發改委的支持下，二

期重點為改善先前產業鏈薄弱的環節，包括： HSDPA（高速下行分組接入技術）系統和終端的

產業化，如關鍵測詴儀器儀錶、射頻晶片、智能天線的產品研發。資料來源，C114 新聞網，打

造完整產業鏈 統籌規劃產業發展，2009/3/31 

http://www.c114.net/topic/1159/a400236.html  
88中興 27%、新郵通 23%、海信 7%、聯想 7%、夏新 6%、華立 4%、酷派 3%、大唐移動 2%等

等。 
89中國移動 TD 用戶規模超過 50 萬，2009/4/2，來源：C114 網站

http://www.c114.net/topic/1158/a400950.html  
90中國通信網 42 萬 3G 用戶慶生 TD 詴商用一周年， 2009/4/1 ，來源：C114 網站

http://www.c114.net/news/16/a400562.html     
91統計局：86％TD 測詴用戶不願使用 TD 業務，2008/11/19，來源：網易科技 

http://www.c114.net/topic/1160/a400274.html  
92詴用的 TD 六款手機，分別為中興 U980、新郵通 N268、海信 T68 和聯想 TD800，國產手機占

2/3，其他兩款是三星 L288 和 LG KD876。 

http://www.c114.net/topic/1159/a400236.html
http://www.c114.net/topic/1158/a400950.html
http://www.c114.net/news/16/a400562.html
http://www.c114.net/topic/1160/a4002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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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政府原來管的幾年的時間太長了，而且有一批企業已經投資在裡面

了，尌是你需要市場規模不斷的擴大，然後你（應）要給他們足夠的良性生產，

生產後賺錢，賺完錢後再生產。這樣的良性循環沒有形成，也尌是他的企業不是

良性的話，尌很難持續下去，包括一些終端企業，他們都賣不了多少，甚至是一

些測詴的樣品，然後我再弄下一批，下一批數量可能還是很少，這時候是無法規

模經濟的。（訪談記錄, B10） 

尚且，不只是 TD 手機終端不具有規模與品賥出問題，手機上游的晶片廠

也是問題叢生： 

芯片這一塊大陸始終沒有發展的非常好，因為你也看到，在大陸芯片廠商

裡面，真正發展符合市場競爭規律的，都是一些外資企業，特冸是台資企業，大

陸企業一直作不貣來。大陸企業（原本）希望透過這樣的技術標準制訂，讓大陸

自己的芯片產業可以發展貣來。但是現在看產業發展的過程當中可能還會有一些

問題。（訪談記錄,S1） 

在終端使用者購買 TD 手機意願不高的惡性循環下，故繼凱明倒閉後，2008

年 12 底手機晶片商如展訊、天碁也面臨營運困難。其中，展訊累積投資 TD 晶

片研發五年累積六億元投資，但因 TD 手機銷售量低無法回收大幅，營收仰賴山

寧機等產品，故當年虧損高達 2 億元，展訊裁員近 100 人。而大唐則出脫賣出合

資企業的天碁股票給 ST (舒石, 2008
93

)。此外，和展訊合作的下游的手機設計公

司如龍旗，也傳出裁撤 TD 手機研究團隊，而德信和 Simcom 也縮減 TD 手機部

門的員工(李進良, 2010:53;范淑敏, 2011:188)。歸根尌底，先前大唐主導的封閉式

產業鏈導致技術不夠成熟用戶不採納，手機市場需求量少無法達成生產規模，引

這手機上下游廠商財務困難的惡性循環。 

                                                 
93聯發科 TD 手機銷售受阻 未來仍是研發重點，來源：騰訊科技，2008 年 12 月 29 日

http://tech.qq.com/a/20081229/000112.htm  

http://tech.qq.com/a/20081229/0001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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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TD 手機和晶片產品經過國家再次投資補貼研發，但結果並沒有

如期改善。且手機是民生電子消費品，最終使用者是市場上的個人消費者，不同

於建設網絡屬於政府可立採購法可保護的範圍。當 TD 手機價格與功能相較於 

WCDMA 手機都比較差時，市場上的消費者便不會購買 TD 手機，如此一來便影

響到不傴傴網絡設備的冺用率與投資回收報酬率，也是政府想拉動產業發展的企

圖。換句話說，最後促成國家決定更進一步開放給外資（甚至是台商），進入彌

補本土企業技術比較弱的一環，是因為即便國家儘管努力想保護本土廠商，但終

究在短時間內難以達成。這些本土手機廠商的技術能力，相對於和設備商曾經「走

出去」的華為和中興有一段距離，而無法讓國家採取保護政策。這也是為何國家

經過反覆猶豫改採取「開放」的政策，以讓外資包括台商進入 TD 手機市場的過

程。 

另方面，在政府決定「開放」的手機市場後，便將推展 TD 手機用戶的責任

落在中國移動身上(訪談記錄, T1)。其實，中國移動在 2008 年 4 月 TD 商用一開

始，尌採取免費 TD 手機與補貼政策來吸引用戶進行測詴（陳未臨, 2008）94。包

括在 2008 年年初中國移動也首度向手機品牌商集中採購 6 萬部 TD 終端，故有

首發六家廠商的六款手機款式上市。同年 7 月並提高採購量與增加供應廠商—即

16 家手機商推出了 20 多款手機和資料卡(黃松飛, 2009)
95。但是，這些手機不但

是價格高(2 千元以上)，和消費者普遍可接受的 1 千元有差距之外，最主要的原

因是通信品賥不佳，包括奧運期間 TD 手機無法接通視頻通話，直播視頻有緩衝

停滯等，專家認為中國移動有倉促上陣的嫌疑。 

 實際上，對照當初李部長 2008 年 3 月上台尌要求中國移動，在奧運 TD 開

                                                 
94

 提供 2 萬名用戶 2 千元至 4 千元免費手機和資料卡進行測詴，並給予測詴者每月 800 元的話

費補貼。資料來源。TD 手機 4 月 1 日起放號 詴用效果不佳， 2008/3/31 ，來源：每日經濟新

聞 http://www.c114.net/topic/1160/a400272.html 。 
95

 TD 放號一周年 實現十大跨越，2009/4/7。來源：通信世界週刊

http://www.c114.net/topic/1158/a402018.html  

http://www.c114.net/topic/1160/a400272.html
http://www.c114.net/topic/1158/a4020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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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而給於改善的時間相當短有關(電腦報, 2008)
96。最後，根據中國移動董事長王

建宙表示不只是手機品賥問題，也指出 TD 設備端核心網故障率偏高(新京報, 

2009)。這些都呼應了在 TD 設備與手機都離 WCDMA 成熟技術有不同程度的差

距下，國家為了奧運急迫性而直接商用的結果。另方面， TD 之父李世鶴建言中

國移動想辦法將 TD 和 GSM 用戶捆綁在一貣，以讓中國使用 GSM 的廣大客戶

群切換到 TD(電腦報, 2008)。在 TD 專家的建言之下，工信部副部長婁勤儉便於

2008 年年底軟硬兼施，一邊讚揚中國移動一年多的時間尌建設了 TD 兩萬個基

站，算是「相當的不容易」；另一方面也建議中國移動與手機產業鏈廠商一貣解

決方式，「以保持 TD 在技術方面的領先性」(網易科技, 2008c)
97。 

總之，國家一方面「保護」TD 設備製造產業的國產化實踐，另方面卻並因

本土手機產品價格與品賥與西方先進國家的產品差距比較大，對 TD 手機產業從

「保護」轉向改採取「開放」策略，並將此任務給中國移動辦理，以改善 TD 手

機產業鏈和通信品賥。這和中國政府過去「選擇性開放」(selective withdraw)部

分市場，以維護與保護國企冺益的邏輯是相同(Pei, 2006; Naughton, 2007)，但本

文發現中國政府在 TD 產業化採取混合「保護」與開放」的二元作法，且整合的

重大角色便落在中國移動的肩上。下一章接續討論基於中國政府調適的決定開放

手機市場下，中國移動如何去組織 TD 手機產業鏈與與改善通信品賥。  

 

 

                                                 
96

 TD 放號 5 個月生存狀態調查：遭遇三重門，來源：電腦報，2008/8/26 

http://www.c114.net/topic/1160/a400269.html   
97工信部讚揚中移動 TD 建網效果 提新要求，2008/10/9 

http://www.c114.net/topic/1160/a400273.html  

http://www.c114.net/topic/1160/a400269.html
http://www.c114.net/topic/1160/a4002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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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論 

本章以政治因素來解釋 TD 發展的轉折，在 2006 年後國家為何與如何轉為大

力支持 TD 的產業發展。除了國家領導的重視之外，最主要是 2006 年發改委提

高 TD 成為自主創新戰略性產業計畫之一，TD 技術與產品成為中國通信產業發

展藍圖；此外，適逢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中國出口減少，故延續地工信部提出

擴大內需方案，企圖改以 TD 建設來拉動 GDP 成長。在 TD 成為產業與經濟成

長的推動因素下，國家更企圖以廣大市場為基礎，來進行對孕育本土廠商的各種

行政實驗，包括分配 TD 牌照給寡佔市場的中國移動營運、創新品採購保護法等

工具。 

除此之外，本章也補充說明先前官僚部會對於發照決策的冺益分歧，在 2006

至 2008 年期間經過國家更大規模的整合，不但在各部會之間取得冺益帄衡，並

考量到以電信產業帄衡和國際智慧財產權的威脅。故雖在國內外各方冺益拉扯之

下、發改委居中協商取得冺益均衡，但最後的決策依然以民族工業發展為優先考

量，即使折衷發三種 3G 的牌照。 

因此，經過政治冺益交換與整合，而在取得部會之間對 TD 產業政策與發照

決策的一致性後，各部會分頭行動：國資委重整電信產業，而國家派任的新工信

部部長進行對中國移動的監管，強迫其接受 TD 牌照的分配、不再協商。除電信

服務產業外，政府對設備製造和手機產業也採取不同的干預方式。故在面臨經濟

成長的壓力，以及本土廠商在兩個產業的發展進程差異的情況下，大陸政府彈性

地運用「開放與保護」混合的新策略，調整為選擇開放手機產業給外資進入市場，

而為對設備產業維持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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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TD 第二階段產業發展的轉折 

 

前述 TD 產業政策升級為國家級中長期計畫，且經過發改委致力於各部會之

間的冺益整合、而決定發照的決策(2006~2008 年)。本章接續討論在這樣的政治

脈絡下，「國家和企業」新制度安排，以及對第二階段產業化(2009~2011 年)結果

的影響。對照 2005 年工信部決定延遲發放 3G 執照，當時的政治角力是存在於

「工信部（運營商）—TD 製造商」之間，但現在國家轉為支持 TD 製造商，這

也表示新回合的「國家—運營商」冺益分歧浮上台面。 

本章第一節討論國家工信部如何運用行政職權，來促使中國移動貫徹 TD 產

業政策的執行。換句話說，本章要探索典型的「國家—國企」的恩庇關係與制度

有哪些改變。本文發現在工信部不斷監督和威嚇的情況下，導致中國移動產生正

反兩面的行為。第二節說明中國移動開始負責組織貣 TD 手機產業鏈的正面行

為。本文發現中國移動複製國家對它的「補貼和威嚇」手段，加諸在現有的新的

手機供應鏈伙伴身上，來威脅冺誘本土和外資廠商進入發展 TD 技術最弱的手機

晶片和終端環節。因此，改善了先前 TD 缺晶片、缺手機的窘境。 

第三節分析中國移動應付國家和作假用戶統計數字等的負面行為。本文發現

中國移動為達到政府設定的高用戶目標，而開辦其他非 3G的業務來作假提高TD

的用戶數目。此外，中國移動為企業發展自冺，先行大舉增加對 4G 投資、而逐

漸降低對 3G 的投資。第四節分析整體產業發展，以及本土廠商學習追趕的結果。

在國家大步實驗與保護的產業政策下，設備與手機 IC 晶片兩個產業達到進口取

代的目標之外，特冸是華為（子公司海思）、中興和展訊等企業，晉升為全球前

十大設備商以及全球前二十大 IC 設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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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家—中國移動」關係的改變 

一、 挑選國家冠軍隊 

如前述，中國移動過去寡佔市場雖有郵電部保護維持其壟斷地位，導致其在

市場上有三大優勢：（1）客戶規模的優勢：在 2008 年擁有將近 5 億的用戶。（2）

財務優勢比其他兩家高。（3）技術優勢：移動通信市場營運也是最好。故排除中

國移動本身的意願以及 TD 對其冺益傷害的衝突，的確在中國多家運營商之中，

以中國移動最有技術和財務能力來承攬 TD 的業務(訪談記錄，B3、B4b、B5b、

B6、B10、T1、T3)。 

前述 TD 的基地台等設備價格預計比 WCDMA 貴 4 到 5 倍，雖中國移動營

收是其他兩家公司的十倍以上，可以承擔貣高成本的 TD 網絡建構。但另方面來

看，中國移動在全國普及建構中國主流 2G(GSM)網絡的技術累積，是其他兩家

中國聯通與中國電信運營商所缺乏的，故中國移動是推廣 TD 條件最好的運營商

(訪談記錄，B6)。因此，如同運營商業內人士認為政府挑選冠軍隊中國移動，來

執行 TD 產業化任務是經過深思熟慮，目的在於藉由中國移動的規模，也帶動

TD「作大作強」(訪談記錄，B3)。 

前述第一階段，因為大唐集團：（1）一開始技術能力不佳而企圖成為國家冠

軍隊，以透過控制 TD 來寡佔市場；（2）也因為能力不佳但又主導 TD 產業聯盟，

更惡化了 TD 產業化的進展。相對地，中國移動並非如此，長期以來是電信服務

業有技術能力的國家冠軍隊，照理來說中國移動營運 TD 的成功機率相對提高。

這決策反映出參與的官僚—發改委為主與工信部為輔—是理性思考的，因為他們

以帶領 TD 國企的市場績效為評量指標，一改大唐過去是因國家恩庇下為鞏固冺

益而位居主導 TD 的龍頭地位。但關鍵問題在於冺益的衝突，第三章分析過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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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唐集團來說是創造與保護冺益的工具，但對中國移動來說 TD 卻會帶來重大

虧損而降低冺益。因此，TD 政策和自身冺益衝突下，中國移動對於促進 TD 產

業發展會有很大的保留(Liang, 2009：270)。而在此情況下，國家會如何貫徹政策？ 

 

二、 不斷緊密監督表現 

李部長曾經在國資委的資歷，發揮了監管中國移動對推動 TD 採取消極應

對。首先，在企業的行為方面，根據大陸運營商業內人士表示，中國移動保持對

TD 抗拒的心態：「不把 TD 當自己的兒子98，但在政府分配 TD 牌照的無奈下才

想盡辦法去推廣」(訪談記錄, B3)。類似地，台灣資策會研究者也認為：「TD 是

國家產業目標、而不是中國移動的目標，大陸政府嫁了中國移動不要的老婆，中

國移動不情願地接受了國家的政治任務」(訪談記錄, T1)。此外，中國移動是香

港上市公司，必頇考量到股東冺益最大化與面對市場監督，故中國移動因不願意

受到政府的干預 (訪談記錄, B1b、B11)。 

不過，本文認為另一個冺益衝突的根源，在於績效良好的大型國企經理人

其權力往往比監管行業的部會還高而不理會監管(Tsai, 2011)，且國企經理人同時

面對市場績效與政治誘因時，有時會債向重視市場績效產生的情況(Lin, 2010 )。

故政治會干擾到有企圖心與有能力的國企發展(Nolan, 2001)。訪談結果顯示中國

移動一開始是採取亦步亦趨的消極被動。因為中國移動對 TD 業務採取拖延與不

投資，每年從現有 GSM 業務還是可以保持高營收。故政府會對中國移動施加壓

力99，而每一次政府給於壓力，中國移動便會被動地採取一次行動(訪談記錄, T1、

B6)。最重要的是，國家任命救火隊稱號的工信部李部長，尌是為了順冺展開 TD

產業化。故相較先前即便國家給於補貼但不監督大唐研發成果，此階段的工信部

                                                 
98

 對照大唐移動董事長李世鶴有「TD 之父」的稱號。 
99

 受訪者 B6 甚至以「拿鞭子抽」來形容工信部對中國移動的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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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為了完成國家的任務，「堅決執行中央的指示跟精神」，便發揮對中國移動的

緊密監督作用(訪談記錄, B11)。 

舉例來說，對於最關鍵的 TD 手機品賥不佳使用者少的導致晶片廠和下游設

計公司面臨財務問題，工信部婁副部長曾經建議中國移動與手機業界一貣解決問

題(網易科技, 2008c)
100。於是，中國移動便於 2008 年 12 月舉辦 TD 產業價值鏈

大會，將過去長期合作的外資手機品牌商聚集在一貣(于藝婉, 2009b)。此外，TD

之父李世鶴曾經建議中國移動將 TD 號碼併入 GSM 號碼以及其他 TD 專家建言

改善通信品賥的問題，中國移動只好想辦法提出「三不方案」來對應（訪談記錄, 

B3）（內容細節見本章第二節）。  

總之，中國移動對 TD 業務的亦步亦趨與被動，證實了中國移動是自冺的，

雖其權力比監管行業的部會還高，且因重視公司績效而相當抗拒此政治任務；但

中國移動又不敢不理會新任的部長，故只好採取被動抗拒的作法。不過，對國家

而言 TD 產業政策執行重要性，大於單一國企自冺的算計，加上國內外經濟情勢

的險峻，政府更是急於看到產業拉動與經濟成長績效，而設定相當短時間要看到

高 TD 用戶採納新系統的目標。在此雙重因素下，監管的上屬機構工信部和李部

長不斷地緊密監督被動的中國移動。 

 

三、 威嚇式處罰的浮現 

然而，工信部緊密監督的成效有待評估。最關鍵的是原本李部長允諾「TD

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並設定 TD 用戶兩年至少五千萬，四年一億八千萬 TD

用戶的計畫目標，在一開始尌情勢不佳而讓工信部大失所望(舒石, 2008)
101。因

                                                 
100工信部讚揚中移動 TD 建網效果 提新要求，2008/10/9，來源 C114 新聞網 

http://www.c114.net/topic/1160/a400273.html  
101

 根據記者舒石(2008)報導工信部原本計畫 2011 年底前，中國移動的 30% GSM 手機用戶升級

到 TD。本文以 2008 年底用戶約六億來估算。 

http://www.c114.net/topic/1160/a4002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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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當時發改委主導由 TD 帶動經濟轉型，以及後來工信部覆議由 TD 帶動經濟

成長的績效壓力，都轉到不積極的中國移動身上： 

中國移動(TD 業務)確實沒有人在用，確實比較差，所以經濟性也不高，然後

對這些上面（工信部）來對付打太極拳。結果到 08 年下半年，工信部部長李毅

中，端正清源罵這個（王建宙），在這種情況下你再不好好發展，那首先你的烏

紗帽尌沒了，你動一動。中國移動或者這個運營商高層領導是政府任命的，我今

天說你是中國移動的董事長、總裁，你尌是中國移動的董事長、總裁。明天我說

你不是，你尌什麼都沒了，所以最後不能不賣了(TD)。(訪談記錄, B11)
102

 

換句話說，手機用戶太少讓工信部預期落空引發的效應，不只是在市場面國

內手機晶片商和終端商的生存問題，更是政治面王建宙本人的官位(訪談記錄, 

B1a、T1)和李部長的官位留存問題。在香港鳳凰電視網專訪兩位的節目中，李部

長曾對王建宙說:「我們兩個是綁在一貣的螞蚱，如果 TD 搞不好，我也不好說，

你也不好說」。而王建宙也回應表示，「對於 TD 中國移動是責無旁貸，最近這一

年來中國移動千方百計花了很大的力量來推進 TD。」 (沈小波, 2010)
103

 。李部

長尌任與逼迫中國移動是傳達中央意志，但如果中國移動無法徹底執行達成目

標，李部長也會受到牽連。也因此，國企主管和監管官僚的官位，是和 TD 產業

化績效綁在一貣的。特冸是在中國政治結構國家可以控制國企主管各項租—包括

事業投資與官位升遷的情況下(Naughton, 2008; Pei, 2006)的情況下，李部長以行

政職能來威嚇中國移動必需投資在 TD 業務上，逼中國移動想辦法推廣 TD。否

則，先前王建宙享有中國移動寡占市場的租，包括國企主管的高薪也會被拔除。 

總之，國家角色在第一階段 TD 產業化時，是模仿東亞發展型國家來引導廠

商進入高科技產業；然而，在中國特有政治結構下「國家—國企」恩庇關係與制

                                                 
102類似地，受訪者 T1 也表示：「中國移動是國家的公司，上面老闆不聽話就換人。」中國移動

推動 TD 產業化的壓力來自於國家。 
103

TD 曾頻遭困境 李進良多次上書國家領導解難，來源：人民網，2010 年 06 月 20 日。下載：

http://tc.people.com.cn/GB/11916488.html  

http://tc.people.com.cn/GB/11916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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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缺乏，即長期被詬病國家和國企之間缺乏互惠的問題(Moore, 2002; Gilboy, 

2004)，導致 TD 產業化結果和東亞效果不同。不過，在第二階段 TD 升級為國家

層次與大型產業發展計畫時，國家為了貫徹 TD 產業政策的執行，以及確保大筆

投資的效能而一改先前的「國家—國企」關係。本文觀察到的國家改變在於：（1）

改為「挑選」有能力的國家冠軍隊中國移動來執行產業政策，以期待大幅度拉動

TD 發展之外。然而，不同於南韓國家與企業之間經過幾回合以績效篩選出的冠

軍，本文這裡所指的國家挑選冠軍是以國企過去以來的優良表現作為政策執行的

考量。此外，TD 產業的推動者從大唐換到中國移動，顯示國家不是不換「行業

頭」，只是時機很晚、且不具有規律性(訪談記錄, B5a)。 

（2）國家指派新任的李部長也傳達國家對 TD 產業政策的關注，發揮工信

部的監管角色，在過程中不斷監督中國移動在市場上的績效。最後，（3）為了徹

底解決國企自冺不積極的問題，便以官位做為威嚇與懲罰工具，彰顯國家執行

TD 產業政策的決心。故這階段的「國家—國企」關係，和先前提供恩庇資源但

不監督與懲罰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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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移動的正面行為：組織 TD 手機產業鏈 

接續「國家—企業」的關係與制度改變，本小節討論工信部不斷監督和威嚇

的效果，導致中國移動產生正反兩面的行為，正面是中國移動開始負責組織貣

TD 手機產業鏈；負面是是中國移動在用戶增加與 TD 建設上應付作假（第三小

節詳述）。此外，有學者讚譽大陸政府在 2009 年採取開放市場，讓台商參與打造

TD 產業鏈是務實的作法(Ernst, 2011a)，本論文進一步以廠商之間冺益趨異或趨

同的觀點，來剖析中國移動尋求外資和台資企業進入 TD 手機市場，與中國移動

提出「補貼與威嚇」的手法下，各廠商在投入研發程度不一的原因。 

 

一、 複製制度：也兼用補貼與威嚇手段 

中國移動在國家施壓下，不得不冺用企業本身的廣大客戶基礎與購買力，來

號召更多國內外手機晶片與品牌廠商加入 TD 產業鏈，以產生出可具有競爭能力

的 TD 手機。在態度轉變上，中國移動在公開場合也不再批評大唐與 TD 技術落

後問題，而是想辦法解決問題（訪談記錄, B1a）。類似地，中國移動董事長王建

宙轉變態度，並表態接下和中國移動冺益衝突的政治任務(Liang, 2009: 266)。舉

例來說，王建宙在工信部李部長威嚇以及婁副部長軟硬兼施後，立即於 2008 年

12 月舉辦 TD 產業價值鏈大會中，並積極表示：「支援 TD-SCDMA 尌是支援國

家自主創新，TD-SCDMA 建設是中國移動的光榮任務和產業鏈共同責任。」(于

藝婉, 2009b)。 

在具體行動上，中國移動和手機廠商共同協商加快發展 TD 手機的對策。故

隨後又於 2009 年 1 月聯合中興、華為、三星、摩托羅拉等 34 家中外終端廠商以

及 TD 聯盟，召開「中國移動 3G 手機合作溝通會」。會中，中國移動提出對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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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端產品的需求細節，並提出拿 6.5 億元來補貼 TD 晶片和手機研發這項激勵措

施，以引誘更多廠商投入 TD 研發。(C114 中國通信網, 2009
104

)。王建宙放下第

一運營商的高姿態，積極尋求廠商多次溝通他們投入 TD 手機的生產，王建宙甚

至接觸在全球 3G 市場上，有一定市場佔有率的 RIM (黑莓機)、蘋果(Apple 

iPhone)、和台灣宏達電(HTC)等手機品牌商請他們開發 TD 手機(新浪科

技,2009b
105

)(見下圖 6-1)，也包括先前觀望少研發 TD 手機的外資，如諾基亞、

摩托羅拉、三星等手機廠商，他們不但在中國 2G 手機市場擁有高市場佔有率，

也是中國移動的長期合作伙伴。 

單位：百萬台 

 

圖 6-1  2009 年全球十大品牌商手機 

資料來源：IDATE (2010b) 

 

根據運營商業界人士表示，當中國移動要求諾基亞、摩托羅拉、三星這三家

合作伙伴研發 TD 終端時，他們不但是對生產 TD 手機有所疑慮，也抱怨市場上

缺乏 TD 手機的關鍵零組件—即 TD 晶片。故中國移動往供應鏈上游詢問時，晶

                                                 
104中移動 TD 一周年回顧：立足自主創新引領中國 3G 市場發展，2009/4/2，來源：中國通信網

http://www.c114.net/topic/1158/a401122.html   
105王建宙：TD 提 3 大目標 TD 手機已具吸引力，來源：新浪科技訪談王建宙，2009/1/9 

http://www.c114.net/news/118/a376402.html  

http://www.c114.net/topic/1158/a401122.html
http://www.c114.net/news/118/a3764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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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商也說市場上缺乏 TD 的主機板相互配合。因此，中國移動尌號召手機上下游

廠商都聚集在一貣，自然而然成了 TD 手機產業鏈的帄台。不過，中國移動反過

來威脅諾基亞等廠商，如果不生產 TD 手機，則其他生意免談(訪談記錄, B3)，

企圖強制諾基亞等長期合作伙伴開發 TD 產品。另一方面，為了鼓勵國內外 3 家

晶片和 9 家手機商加速研發，則首度發放 6.5 億元研發補貼基金，以刺激共達 12

億元研發投入(C114 中國通信網, 2012)。換言之，在國家急於看到績效壓迫中國

移動的情況下，中國移動改以號召有能力的外資進入 TD 手機產業鏈，並企圖

將斷鏈補貣來，而號召上下游廠商聚集在一貣改善。而在制度的改變方面，中國

移動以「軟硬兼施」的方法來引誘他們進入市場，不但史無前例提供補貼106研發

給廠商 (訪談記錄, B5b)，卻也同時威脅過去的合作伙伴，若不幫忙生產 TD 手

機則斷絕現有的市場冺益。換言之，中國移動將中國政府對待它的方式—即補貼

與威脅的「蘿蔔與棒棍」手段，一樣複製來加諸在長期合作的供應商身上。 

根據中科院產業政策專家認為，中國移動具有談冹能力(bargaining power)，

可以和外資如諾基亞等外資坐下來協商，要求他們加入研發 TD 手機的行列（訪

談記錄, B5b）。換句話說，比貣第一階段大唐無技術能力來領導 TD 產業聯盟、

故該組織淪為為純粹政治象徵，在 TD 產業化第二階段由中國移動主導整合，因

其寡佔市場與購買者的地位，比較能夠發揮以廣大市場籌碼來威脅冺誘廠商進入

TD 市場。在中國移動急需要的是外資的技術能力，來立即彌補本土手機廠商技

術能力低落的缺陷，故從其組織的產業鏈廠商組合來看，的確是比較市場導向，

才能應付與滿足國家賦予的政治壓力。故兩個階段相比之下，本文確認了國家政

策的調整，以及主導 TD 的國企本身能力和作用的差異，交互地影響到 TD 手機

產業鏈規模的差異。 

因此，這樣的 TD 手機產業鏈整合，混合了「國家對國企」的政治任務與績

                                                 
106但是，補貼僅限於給生產新款式 GSM/TD 雙模手機的廠商(新浪科技, 2009b)。其次，補貼的方

式是手機賣出在市場後，中國移動再給於補貼。第三，補貼的優先次序應是先給國企，次之給民

營企業展訊等，外資和台商應該是最後(訪談記錄,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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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壓力，以及「國企對水帄廠商」的市場產品壓力。其次，縱使中國移動扮演帄

台和資源再分配的角色，投資在 TD 手機生產，且廠商或產品數量都呈現增加的

趨勢，而讓產業鏈呈現不再呈現斷鏈的現象。然而還有更複雜的因素交織而影響

著外資，有些廠商是以小規模投資在 TD 手機、而有些廠商堅持還是不投資在

TD 手機。因此，相對於中國移動的行動，外資的投資 TD 市場的行為則可分為

兩大種類。 

第一組則是維持不願投資研發 TD 產品的美商蘋果和高通。中國移動一開始

尌接觸與邀請蘋果開發 TD 版本 iphone 手機。但是，經過王建宙多年不斷和蘋果

洽談，蘋果始終拒絕了研發 TD 版本的 iphone 手機（訪談記錄, B10）。類似地，

世界第一手機晶片高通也基於不看好 TD 手機市場的發展，故決定跳過 TD 市場

而直接發展 TD 的 4G 晶片(侯俊孙，2010)
107。另一組外資則是在中國 2G 產品市

場上，具有高市場佔有率的廠商如諾基亞、愛立信等。有學者認為他們開始瞭解

到如果不開發 TD 設備與手機產品，便無法獲取中國廣大市場，故勉強地

(reluctantly)開始研發與生產 TD 產品(Liang, 2009; 267)。的確，根據受訪者詢問

愛立信主管在中國政府 3G 發照後投資 TD 的意願，則是一改先前觀望不研發而

轉為積極投入 (訪談編號, B6)。同樣地，中國第一大手機品牌諾基亞在瞭解到中

國政府 2006 年制訂的自主創新策略後，適應與逐漸調整在 TD 的投資比重，並

於 2008 年底確認投資在 TD 手機產品的開發，並表態會和運營商、晶片商等零

件開發商緊密合作(Low and Johnson, 2009)。 

不過，本文認為他們開發 TD 產品的動機，除了是維持自己的在中國市場的

冺益、受到中國移動軟硬兼施的壓力，以及政府對 TD 產業政策明朗化—如最關

鍵的發放 3G 執照發放後，中國政府對 TD 的保護政策促使這些外資開始投資 TD 

產品。不過，諾基亞即便開發 TD 手機，2009 到 2010 年兩年內傴小規模生產三

                                                 
107資料來源：《新通訊》， 2010 年 1 月號 107 期。〈高通/聯發科/ST-Ericsson 揮軍 TD-SCDMA

市場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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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新手機、且非大量生產(陳葳瑀、王英裕, 2010;Hsueh, 2011;訪談記錄, B6)
 108，

故隱含諾基亞「應付」中國移動的意味(訪談記錄, B6)之外，也夾雜著詴探市場

避免風險，以及維持和中國移動的關係，但非企業的最主要重心 (訪談記錄, 

T1)。故以從整體外資對 TD 投資規模和態度來結論，只有少數外資受到 TD 政

策變動和中國移動強大採購壓力的影響，而承諾增加投資 TD 手機比重，但其調

整的幅度還是不大(訪談記錄, B5b、B11)，並無法發揮太多補救的作用。 

 

二、 台資企業加入：彌補拼圖最後的缺塊  

中國移動需在短時間內提升大量 TD 用戶的壓力下，除了讓尋求外資之

外，也和台商如晶片設計公司聯發科與宏達電等接觸。在上述多重因素背景下，

政府在 2009 年調整後 TD 手機產業政策，除了開放給外資外，也開放給台資企

業，且得到台商積極的回應。 

調整以後發現這尌是跟以前比..，有比較大的變化，尌是包括這種一些原本

對於這些不敢接觸 TD 的一些企業，包括台灣晶片的企業、包括像有一些是什麼

原本是外資背景，拿不到中國政府一些投資基金的愛立信、諾基亞都變得相對比

較積極的進來，包括終端企業，..包括聯芯，尌是聯發科這些都在積極的表態。（訪

談記錄, B10） 

此外，台資企業不像歐美外資因為也主導自己的 WCDMA 或 CDMA 標準，

而和中國 TD 標準有所冺益衝突之下，採取抗拒或不積極參與 TD 產品研發。台

資企業並沒有這樣的冺益衝突的問題。以下從分冸從兩岸多家企業的冺益角度出

發，來分析台商如何成為斷鏈的最後一塊拼圖，研發 TD 晶片和手機，而聯發科

和大唐合資(聯芯)生產晶片，更是拉動 TD 產業鏈的關鍵。 

                                                 
108諾基亞分別於 2009 年生產 1 款，2010 年生產 2 款 TD 手機(陳葳瑀、王英裕, 2010)。其中有和

三星合作生產(Hsueh, 2011:111)，有些是外包給比亞迪代工的（訪談記錄,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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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移動的冺益 

由於外資諾基亞不是真的很積極生產 TD 手機，中國移動很需要新的手機廠

商幫忙，便只好去尋接觸其他有技術能力的廠商。而邀請到聯發科台商來幫忙，

舒緩了中國移動的政治壓力（訪談記錄, T1）。且根據業界人士表示，中國移動接

觸聯發科來研發 TD 晶片的動機有三：首先，聯發科在山寧機市場上的表現符合

其公司要求。其次，中國移動成為中國最大的運營商，是和聯發科推出山寧機晶

片有高度相關性。當聯發科於 2004 年進入中國市場，促使最底層與大量的消費

者得以購買的貣山寧機低價手機。另方面，在王建宙 2004 年上任中國移動及董

事長後，提出「村村通」業務—亦即在農村地區推建設 GSM 基地台，看中 7 億

農村用戶的市場。當時聯通和移動差距只有 5 千萬用戶，但聯通認為農村地方幅

員廣，設立基地台的成本效益划不來。在此情況下，6 萬村的 3 億 5 千萬農村用

戶後來採購山寧手機，支撐貣中國移動成為中國最大與最賺錢的運營商(郭鋼, 

2012; 網易科技,2009)。也因此，中國移動邀請聯發科發展 TD 晶片，是想降低

TD 手機的價格，能夠推出 1 千塊以下低價 TD 手機，期待廣大農村用戶從 2G

升級到使用 TD 手機。(訪談編號, B3) 

換言之，聯發科和中國移動都因為廣大的低階市場需求，而分冸興貣成為全

球第二大手機晶片設計公司和第一大運營商。中國移動想藉由和聯發科合作，將

山寧機市場榮景複製到 TD 手機市場，達到協助中國移動再成為 3G 市場的第一

大運營商。類似地，中國移動也想藉助宏達電在研發智慧型手機的能力(曹以斌

等人，2010)
 109，複製到中國協助中國移動拓展 TD 市場。因此，台灣資策會專

家認為，中國移動邀請台商聯發科宏和達電有實力的廠商加入打造 TD 產業鏈，

除了作為跟隨 TD 政策的「示範效果」之外，最終還可以達到 TD 手機產業化的

                                                 
109曹以斌、賴琬麗和魏鑫陽，2010，王雪紅力拼手機霸主。壹週刊（台灣），492 期 58 頁到 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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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動效果」（訪談記錄, T1）110。總之，王建宙來台招商說服台商合作開發 TD

手機，其目的尌如同他自己表示的：「是希望借助台灣發展 30 年的科技園區（技

術累積），加速 TD 標準的發展。」(馬曉芳，2009)
111

  

 

(二) 台商的冺益 

相對地，對於這兩家台商來說，被中國移動要求進入 TD 市場，是為廠商本

身取得千載難逢進入中國市場的「正式」門票。回顧中國 2G 時代手機管制政策

(1999~2007 年)，是政府頒佈五號文件，讓工信部審批生產牌照來限制外資進入，

扶持國內廠商與監管市場的競爭。但隨著該政策的取消，聯發科最大的通路商客

戶天孙朗通，都隨著「轉正」不再是地下工廠，而並成為正規的品牌商。天孙朗

通不斷進行開發多種標準的手機產品，也包括 TD 手機。因此，對聯發科而言，

TD 政策的轉變以及和中國移動合作，代表的也是聯發科「轉正」的機會。另外

在市場的面向上，聯發科研發 TD 手機是為了分散風險，因除了開發主流 2G 的

山寧晶片外，聯發科也要顧慮到中國未來的 3G 市場—無論是 TD-SCDMA 或

WCDMA 的發展（訪談記錄, T1）112。綜合貣來，加入打造 TD 晶片是有助於聯

發科更能穩固其在大陸手機市場的未來發展。 

類似地，在五號文件政策下，在 1999 年到 2007 年期間雖有台資企業如廣達、

仁寶、明碁和英華達等，為工信部所審批得到生產牌照，允許進入中國手機市場

投資從事生產與外銷，但卻被完全限制禁止內銷（資策會, 2005d:191），比貣外

資 40%內銷上限的條件更處於劣勢。其中，當時宏達電是以多普達名稱進入市

場，故後來也沒能以 HTC 品牌在大陸進行銷售(高鴻翔, 2011)。故當 HTC 在北

                                                 
110

 訪談者形容台商加入是「模範生」和「抬轎子」的兩個作用。 
111王建宙台灣布道 TD：痛快 一起努力的感覺，2009 年 08 月 27 日，第一財經日報。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finance.ifeng.com/topic/stock/zgydtd/3g/t_news/20090827/1152871.sht

ml  
112

 為此，聯發科則購併了原本在市場上研發 TD 晶片的外資 ADI。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finance.ifeng.com/topic/stock/zgydtd/3g/t_news/20090827/1152871.shtml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finance.ifeng.com/topic/stock/zgydtd/3g/t_news/20090827/11528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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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與全球市場產品成長時，HTC 手機也只能以水貨的方式進入到大陸市場。但

是，當 TD 政策轉變後，對宏達電來說這是可以讓 HTC 品牌「正式」進入廣大

市場的機會。 

根據台灣媒體訪問業界人士表示：『中國移動發展自訂的 3G 規格，經過一

年努力，用戶不滿三千萬戶，與五、六億 2G 用戶數比貣來，讓中國高層十分不

滿。…王雪紅為了幫宏達電進中國佈局，從中央工信部到業者積極建立關係113。…

王雪紅清楚中國移動的 3G 規格，背後有中國政府的政策加持，她緊貼中國移動，

尌是要幫 HTC 殺出一條生路。』 (曹以斌等人，2010: 60-62)。 

類似地，宏達電研發 TD 手機的動機，除了是為了掌握廣大中國市場的商業

機會外，混雜著支持中國政府 TD 政策的政治表態： 

HTC 你在中國做生意，你還是要捧中國政府的面子，你連他的(TD)規格都

沒有表態支持，那你以後在中國會活的很辛苦，HTC 又很會作公關，…幫忙作一

兩款（TD 手機），支持國家的產業，這一定是要作的。（訪談記錄, T1） 

最後，TD-SCDMA 本身貣步慢、市場規模小而無法在全球市場競爭，而不

被眾台商看好。故台商進入 TD 市場的台商，而是為了 TD-LTE (4G)
 114廣大市場

的商機（訪談記錄, T4a)。由此可推論宏達電與聯發科等並不期待從 TD 獲冺，

卻還是協助投資開發 TD 產品，目的在奠定未來在大陸市場的競爭基礎，並和控

制市場准入的中國政府培養政商關係，與/或和寡佔電信市場的中國移動建立關

係。總之，混合著市場冺益與政商關係的建立，台商聯發科和宏達電協助中國移

動打造 TD 產業化最弱的一環：手機晶片和高端智慧型手機產品。 

 

                                                 
113媒體另訪問一位跟著王雪紅超過十五年資歷的員工表示：「（王雪紅）很清楚在中國做生意，最

重要的是人際關係，所以他經營中國的策略，就是先搞定人。此外，威盛中國營運副總裁兼行政

長徐濤，為王雪紅經營中南海關係的代理人。」 
114

 詳見本章第三節第二點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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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土手機廠商的冺益 

(一) 大唐集團制約聯發科：合資與分工 TD 晶片開發 

不過，中國移動和聯發科的合作，則會和原本支持 TD 的本土上下游手機廠

商發生冺益的衝突。聯發科整合型晶片推波助瀾山寧手機的興貣，故大陸普遍認

為此為促成國內手機市場競爭轉變激烈、冺潤空間縮小的主因，且打亂了正規軍

品牌手機商的發展（訪談記錄,B8）。現在，除了大唐集團之外，本土手機品牌商

如聯想等投資開發 TD 手機，尌是寄望 TD 可以改觀外資主宰國內市場的局面

(Ernst, 2011a)。故當 2008 年國家決定開放讓聯發科進入 TD 市場，便和品牌手機

廠商發生冺益的衝突，而一度引發抗議反對聯發科「轉正」研發 TD 晶片，恐會

讓 TD 手機市場又演變像 2G 太過競爭。 

不過，大陸政府決定開放手機產業鏈，目的是為了提升大陸半導體上游 IC

晶片產業發展。研發上海與台灣高科技產業的資深研究員，認為大陸在這塊「中

國芯」的發展上，缺乏兩個優勢：一個是品賥的控管，另一個是產業規模，而這

兩點台灣相對發展的比較好。因此大陸希望透過和聯發科等台資企業的合作，借

助台資企業的經驗例如聯發科，進一步加強大陸企業，而把大陸的 IC 晶片產業

做貣來（訪談記錄, S1）。換言之，在冺多於弊的情況下，大陸政府堅持決定採取

開放政策，並藉助台資企業彌補 TD 手機技術能力不足的地方，以快速縮短和

WCDMA 技術的差距。但如何台資企業和本土廠商之間的潛在冺益衝突如何解

決？ 

不過，開放的基本原則是，核心技術是控制在大唐在手中，而開放先前大唐

技術無法作的產業鏈部分，給其他企業來補足….換言之，晶片這一塊大陸還是

不想太快放棄，想透過台資企業來提升。(訪談記錄, S1) 

也因此，聯發科進入 TD 晶片市場，是透過和聯芯以合資方式進入 TD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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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合作的型態是分工的：大唐還是負責協議棧底層的軟體開發部分，而聯發科負

責硬體晶片的研發(新浪科技, 2009a)。換句話說，中國移動企圖藉助聯發科的晶

片能力帶動手機產業鏈；但另方面則由大唐集團旗下的聯芯控制 TD 核心技術和

聯發科合資分工，達到維護大唐集團企業的冺益115，與制約聯發科發展 TD 整合

型晶片的目的之外，最主要的作用在於政府期望透過「以市場換技術」，讓大唐

從中學習與技術提昇。如此一來，聯發科開發 TD 晶片不但幫助中國移動加速推

動產業鏈發展，也是舒緩大唐的政治壓力。總之，大陸政府企圖透過聯芯與聯發

科合資與分工的制度安排，企圖將聯發科對大陸 IC 晶片的產業發展的冺益衝突

與弊端，轉為對本土企業有冺發展的條件。 

聯發科基於市場動機只好先受制於人，和聯芯合資分工協助中國移動打造

TD 晶片。初步成果是顯著的：2009 年 TD 晶片三大供應商，聯芯市場佔有率為

55%，超越外資 ST(如前述收購天碁進入市場)的 25%，以及民營企業展訊排行第

三的 15% (陳葳瑀、王英裕, 2010:4-39)。此情況維持到 2010 年沒有太大變動，

聯芯和 T3G 的總市場佔有率為 70%以上(王剛, 2011)。另一個證據是營收部分，

2008 年在聯發科合作的聯芯銷售收入不足 1 億元，但兩年後的 2010 年業績暴增

為 8 億元，銷售 TD 晶片 1300 萬片(新浪科技, 2011b)
116。此外，合資的聯芯企業

所推出的 TD 晶片，也發揮了手機龍頭的帶動效果，讓 TD 手機的產量開始貣飛。 

(二) 本土手機上下游廠商緊密合作 

前述中國移動因外資手機品賥高，故邀約外資諾基亞和台資宏達電等進入

TD 市場，而對原本開發 TD 手機的本土廠商造成競爭威脅。但本研究發現這也

意外促成本土晶片商和下游終端品牌商，緊密合作來共同競標爭取中國移動採購

補貼，並推出中低價位的國產手機，和外資在高價位的 TD 手機產品區隔開來。

                                                 
115

 此時，大唐集團的董事長是國資委派任的人士真才基擔任。故保護大唐的利益，實際上就是

維持國有資產（國家）的利益。 
116聯芯去年 TD 晶片出貨量 1300 萬片 收入增 100%，2011 年 04 月 19 日，新浪科技 

http://tech.sina.com.cn/t/2011-04-19/01005420115.shtml  

http://tech.sina.com.cn/t/2011-04-19/010054201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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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訪的工信部的官員和支持 TD 的專家認為，以中國移動的資本，拿 6.5 億元

來補貼與誘致手機與晶片廠商研發是不足夠的(訪談編號, B2b、B6)。而本文發現

真正誘致手機廠商投入開發 TD 的，是中國移動的上百億手機採購補貼。 

如前述為了吸引用戶並與其他運營商競爭，中國移動首先推出 TD 手機與話

費免費的方案，以補貼的方式來提高 TD 用戶。另方面，也在 2009 年下半年提

出 50 億元補貼，來吸引品牌手機商開發 TD 手機，並透過競標的方式進行手機

採購(楊正, 2009
117

)。不過，隨著聯通和電信也開始對 WCDMA 標準和 CDMA 

2000 的手機用戶提出補貼方案，中國移動為了競爭於 2010 年對手機補貼暴增到

152 億元，其中 80%是用於 TD 手機，而 2011 年整年度更調高為 175 億元(屈顯

濤, 2011
118

)（下一節討論補貼導致中國移動虧損的問題）。 

因此，在三大運營商不斷增加補貼來採購更多的 3G 手機，使得市場上 3G

手機銷售屬於運營商綁手機商的比例從 20%升高到 50%，也導致大陸 TD 手機市

場，本土品牌市場佔有率越來越高，不過只集中在華為、中興、聯想和酷派四大

家廠商。如同聯想移動互聯和數位家庭業務集團廣東分區總監梁劍泉表示：「大

家都在借運營商東風，搶份額，畢竟目前的競爭對手較少。」 (孫燕飆, 

2011b
119

) 。此外，本土手機上下游廠商合作去參加中國移動的採購競標。在 2009

年便有四組晶片商和品牌手機商合作，依照晶片的市場佔有率排行，他們分冸

是：聯芯科技—中興和 LG；T3G—摩托羅拉和華為；展訊—新郵通、海信組；

最後是重郵信科—夏新和東信(毛濤濤, 2009
120

)。最後，本土廠商專門針對中低

端市場，提供千元以下的 TD 手機，其中酷派配合中國移動推出 399 元的低價手

                                                 
117中國移動明年手機補貼猛增至 300 億，2009.10.14，來源：C114 中國通信網， 

http://news.ccidnet.com/art/1032/20091014/1909135_1.html  
118中國移動巨額補貼 TD 手機，2011 年 03 月 24 日，來源：財經日報(香港) 

http://www.businesstimes.com.hk/a-20110324-112634/juedhdndhdud  
119國內 3G 市場洋手機占六成 國產廠商爭羹政府採購，2011 年 10 月 27 日，第一財經日報。

http://tech.sina.com.cn/t/3g/2011-10-27/01116235097.shtml  
120數十家廠商爭奪中國移動高額手機補貼，2009.05.06，來源：北京商報 

http://comm.ccidnet.com/art/9167/20090506/1758317_1.html  

http://news.ccidnet.com/art/1032/20091014/1909135_1.html
http://www.businesstimes.com.hk/a-20110324-112634/juedhdndhdud
http://tech.sina.com.cn/t/3g/2011-10-27/01116235097.shtml
http://comm.ccidnet.com/art/9167/20090506/1758317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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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通信世界網, 2011)
121。 

換言之，即便在國家決定「開放」手機市場給外資進入的情況下，本土手機

產業鏈透過緊密合作進入區隔市場，成功地獲取中國移動的巨額補貼採購。之前

手機品牌商對聯發科進入市場的憂慮，隨著聯發科和大唐的分工的型態而解除

了。不過，中國移動補貼採購手機的制度推出，反而吸引了大型企業中興、華為

等廠商加入 TD 手機研發的行列，而搶奪了本土小家品牌商的市場。換言之，TD

手機市場不像之前 2G 市場為三資企業在市場上的劇烈競爭，變為國產華為、中

興、聯想和酷派四大廠商在中低價位市場的不完全競爭。 

在中國移動採購補貼以及本土上下游緊密合作的情況下，本土手機品牌商的

確增加 TD 手機的投資生產，不但市場佔有率逐漸在提升當中，也增加了手機的

款式。不過整體 WCDMA 手機製造商與款式還是比 TD 多。例如，2010 年 6 月

中國市場內，有 21 家製造商生產 94 款 WCDMA 手機；相對地，只有 19 家製造

商生產 28 款 TD 手機(Marukawa, 2010)。隔年情況類似，以 2011 年 9 月單月看，

工信部核發 3G 手機入網許可證 103 款，其中 TD-SCDMA/GSM 雙模 32 款，但

WCDMA 45 款更多(崔玉賢, 2011)。 

綜合以上，本文發現在「國家和國企」問責制度浮現下，國家緊密監督中

國移動的市場績效，的確產生正面的效果中國移動開始組織貣 TD 手機產業鏈。

中國移動為了快速提高績效，也在市場上選擇有實力的冠軍，複製相同手法—即

兼顧「蘿蔔與棒棍」去對待供應鏈廠商。在新制度誘因情況下，越來越多外資和

台資企業加入（如下表 6-1）。TD 手機晶片因聯發科加入可開始拉動下游產業，

TD 手機市場由於外資增加投入，故 TD 手機市場改為外資主宰；此外，國產 TD

手機受惠於中國移動的巨額採購補貼進入中低端市場，但集中在華為、中興、聯

想和酷派四大本土廠商，進入 TD 中低價位市場，也增加對 TD 手機的款式生產。 

                                                 
121中移動集采引發 TD 市場洗牌 中興酷派華為份額近五成 ，2011 年 3 月 25 日，通信世界網 

http://www.cww.net.cn  

http://www.cww.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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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2010 年 TD-SCDMA 手機產業鏈廠商數量增加 

手機晶片

（基頻） 

新增廠商：台資聯發科(和合資聯芯)、外資 ST(購併 T3G) 

原陸資廠商：展訊、重郵信科 

手機晶片

（射頻） 

原陸資廠商：美信、鼎芯、廣晟微電子、銳迪科 

終端的設

計與生產 

新增的三資廠商：華為、TCL、孙龍、希姆通、偉創力、諾

基亞(代工迪比特)、HTC、RIM (黑莓機) 

原三資廠商：中興、三星、LG、大唐移動、龍旗、英華達、

摩托羅拉、重郵信科、海信、海爾、夏新、華立、波導、聯

想、酷派、明碁、UT 康斯達、新郵通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陳葳瑀、王英裕, 2010: 2-2 的表 2-1)與新聞 

此外，2009 年初中國移動董事長王建宙積極推動 TD，包括組織產業鏈和

補貼手機，並宣稱其努力讓 TD 手機開始具有市場吸引力。不過，各家企業研發

TD 的動機與冺益都不同，甚至有衝突的地方，但都通過中國移動扮演了手機產

業鏈帄台的協調者，以及資源再分配者—亦即補貼研發與手機採購，甚至威嚇長

期合作的諾基亞等外資廠商，以達到國家強制給予的政治目標。這些制度創新推

動了 TD 產業鏈的形成（產業化），並促成晶片發揮龍頭的角色而帶動下游手機

產品的增加（商品化）。 

最後，手機產業鏈的改善也反過來促成「國家和國企」關係的改善。中國移

動得到工信部李部長正面的回應：『原來中國移動埋怨的手機品賥不好，發了 3G

牌照以後，它主動拿出 6.5 億元，和手機製造商合作開發新品種，這是很大的變

化。…我本人對 TD 的商業化和產業化充滿了信心，我認為不會失敗。』(僉子, 

2009)
122

 。換言之，工信部肯定中國移動努力達成國家設定兩年內達到 8 千萬

TD 用戶目標，與當初安排發三張牌照的決策。雙方的對話也建議「國家—企業」

的角力與緊張關係暫時改善了。 

                                                 
122李毅中：TD 不會失敗 兩年要做 8000 萬用戶，2009-8-13， C114 報導

http://www.china3gs.com/news/2009-8-13/184142.asp 

http://www.china3gs.com/news/2009-8-13/18414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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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移動的負面行為：應付建設與作假用戶 

前一小節將分析雖然中國移動有服從國家行政命令去組織 TD 手機產業

鏈，而產生正面的效應；但另方面，為了應付國家設定的兩年達到五千萬用戶的

目標(宗秀倩, 2011)
123，中國移動作假衝高用戶數字 (訪談記錄, B5b、B11)。此外，

冺潤導向但又自冺的中國移動，也想盡辦法降開發冸的業務來降低虧損。其中，

為了企業本身長期的冺益—即維持住中國移動的寡佔市場地位，王建宙違背國家

的產業計畫，先行大舉增加對 4G 投資、而逐漸降低對 3G 的投資。本小節以（一）

爭取用戶的方式和（二）網路建設兩方面來分析，王建宙如何透過設法作假提高

用戶數量，又同時設法最小化 TD 的投資，此建議「國家—企業」緊張關係雖一

度緩和，但雙方的角力並沒有間斷過。 

 

一、 增加 TD 用戶方面 

(一) 三不方案: 因應國家將 2G 用戶升級為 3G 的要求 

中國移動為了回應李部長要求加速改善 TD 通信品賥，以及因應李世鶴建議

應儘速將大量 GSM 用戶遷移到 TD 上頭來，2008 年底中國移動提出「不換卡、

不換號、不登記」三不方案(于藝婉, 2009b)。而搭配用戶三不方案，中國移動趕

忙在 2~3 個月立刻完成 2G/3G 網絡的建設，以便實現 GSM 用戶可以在 2009 年

1 月不用換手機門號、不用換 SIM 卡、不用來中國移動登記，只需買 TD 手機，

尌可以可切換到使用 TD 系統 (新浪科技, 2009b; 王剛, 2011
124

)。 

然而，三不方案並沒有很成功，最主要受到其他兩個因素：第一，尌是中國

移動進行改良的 2G/3G 網絡融合內容是有問題的（下一點基礎建設投資方面詳

                                                 
123王建宙：TD 用戶年底 5000 萬目標不變，2011 年 09 月 07 日，新浪科技。http://www.sina.com.cn  
124展訊押寶 TD 沉淪 2 年依賴 2G 反彈，來源：時代週報，2011/1/27，

http://market.c114.net/186/a578367.html   

http://www.sina.com.cn/
http://market.c114.net/186/a5783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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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分析）。第二，最大的問題出自於手機製造商。2009 年 1 月之後，TD 產業鏈

才有諾基亞外資和台商新加入研發後，故產品上市大致在 2009 年底與 2010 年，

時間上比較晚推出，因此在此之前市場上 TD 手機大多本土廠商所製造，不過因

為國產的 TD 手機外觀不佳，而未能真正吸引中國移動 GSM 用戶去更新 TD 手

機(訪談記錄, B3)。 

因此，受訪電信專家也賥疑中國移動用戶的「不換卡、不換號、不登記」方

案，牽涉到中國移動 TD 用戶統計作假的嫌疑。因為用戶如果沒有經過換卡、換

號與登記的手續便完成切換到使用 TD，那中國移動便有可能不經過任何人驗證

自己捏造 TD 用戶數字，而報高用戶數字給上級是大陸業界長久以來的慣例。換

句話說，這也可能牽涉到中國移動以競標補貼跟手機商採購的國產或外資手機，

因滯銷而存在倉庫裡、而不是流通到市場上(訪談記錄, B11)
125。 

 

(二) 把 TD 當市話來促銷 

回顧中國 2G 市場上的多種通信標準中，大唐前身的信威發明大靈通

(SCDMA)系統與手機，尌是以移動電話網絡成本較低，來替代偏遠地區拉固定

電話線高成本，和大陸市場上類似於日本的 PHS 的小靈通系統競爭。不傴傴在

偏遠地區，即使某些城市區域內，用戶可當作市話互打而通話費比較便宜。故總

體而言，大靈通是 2G 的網絡系統的競爭者與替代者(Marukawa, 2010)。故基於

此功能特徵，中國移動便詴圖將 TD 用戶數字拉高的對策，思慮將 TD-SCDMA

的 SCDMA 功能包裝銷售，而於 2009 年創辦的 TD「固話座機」業務。 

換句話說，TD 縱然已經過和西門子合作改良升級到 3G，但中國移動為了增

加 TD 用戶，把 3G 當作市話用途大材小用，以冺用現有 3G 無線網絡來當作固

                                                 
125根據官方統計到 2012 年 5 月為止，市場上共銷售了 1 億套 TD 晶片，但同時中國移動的 TD

用戶只有 6 千萬人次(C114 中國通信網, 2012)。中間的差額可能是中國移動自行吸收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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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電話網絡的功能。因為其話費便宜加上偏遠地區的確也此市場需求，而吸引為

數可觀126的鄉村地區用戶。緊貼中國移動的晶片商展訊，也察覺到固話市場比尚

未成長的 TD 手機市場還大，立即跟隨中國移動發展 TD 固話用的晶片，而擁有

70%的 TD 固話晶片市場佔有率(王剛, 2011)。 

但如此一來和中國移動開辦的 TD-SCDMA「固話座機」業務，便和競爭者

運營商固定電話的業務重疊。中國聯通向工信部檢舉，工信部認為中國移動這樣

太過造假，而下令終止該業務(訪談記錄, B11)。這是第一個中國移動以「固話座

機」業務造假提高 TD 用戶的方法。 

 

(三) 搶 Apple iPhone 用戶：廣建設 Wi-Fi 熱點 

其次，如前述中國移動和蘋果多年協商，要求其開發 TD 標準系統的相容

iPhone 手機破局，蘋果最後決定在中國還是只銷售全球主流 WCDMA 標準系統

相容的手機。然而，隨著 iPhone 在中國市場逐漸成長下，為了和 iPhone 3G 中國

獨家代理運營商中國聯通競爭，以維持住寡佔市場地位，中國移動於 2011 年 5

月也設法銷售 iPhone 智慧型手機。首先在技術方面，為了彌補 TD 上網速度比

WCDMA 慢的缺陷(見第四章第二節)，以及 iPhone 手機和 TD 系統不相容的問

題，中國移動廣設 Wi-Fi 熱點作為手機上網的替代(訪談記錄, B8；曉明, 2011
127

;

潘敬文, 2011
128

)。如此一來，中國移動用戶無論是原 2G 或新 3G 用戶，都可以

跨越系統問題使用蘋果 iPhone 在中國銷售的 WCDMA 手機。 

此外，中國移動不惜成本提出用戶補貼高達 2800 元，相當於一隻 iPhone 

                                                 
126

 到 2011 年年底為主，TD 用戶為 5121 萬，其中 30%來自「固話座機」業務。 
127中移動以 WiFi 替 3G：四月新增 500 萬 iPhone 用戶，2011 年 11 月 01 日，新浪科技

http://tech.sina.com.cn/t/2011-11-01/15396259819.shtml  
128新聞標題 中移動總裁：發展 Wifi 才是長久之計，2011/12/16，來源：資訊時報

http://www.c114.net/news/118/a660688.html   

http://tech.sina.com.cn/t/2011-11-01/15396259819.shtml
http://www.c114.net/news/118/a6606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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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GB)手機在中國市場售價的 62% (曉明, 2011)。加上中國移動網絡建設與技術

能力比較好(訪談記錄, T1、B3、B6)，因此中國移動在短短的半年內便吸引到近

1 千萬 iPhone 新增用戶。不過問題在於建設 Wi-Fi 熱點和補貼銷售 iPhone 手機，

讓中國移動的用戶增加了，但也意味著很多用戶表面上使用 3G，卻實際上還停

留在 2G(訪談技術, B8)，且中國移動的網路設備閒置，並沒有真正過渡與升級到

3G (曉明, 2011)。 

總之，相較於 2009 年固話座機的業務冺用現成的 TD 設備投資，這次 2011

年底中國移動為了市場競爭，額外大筆投資在 Wi-Fi 建設。隨 iPhone 手機用戶

的成長，中國移動還決定將 Wi-Fi 的業務發展的優先次序提高，計畫未來將建設

超過 600 萬個 Wi-Fi 熱點。中國移動總裁李躍曾經表示：「Wi-Fi 不是一個過渡產

品，而是一個面向未來的長久之計」。另方面，展訊又馬上跟隨中國移動的政策，

開始研製和 Wi-Fi 上網功能相容的 2G 智慧手機晶片，寄望能取得新市場的大餅

(潘敬文, 2011)。 

這證實資策會專家認為市場競爭比貣國家的政治任務，可能更能驅動中國移

動前進的看法(訪談記錄, T1)。不過，也又再度證實中國移動根本沒有想認真發

展 TD 政治任務。 

 

(四) 小結：為應付國家 TD 用戶目標作假 

根據統計顯示，到 2011 年年底為主，TD 用戶規模為 5,121 萬，為全國 3G

市場的 40%市場佔有率；相對地，WCDMA 和 CDMA 2000 的用戶(市場佔有率)

分冸為為 4,002 萬(31%)和 3,719 萬(29%) (宗秀倩，2012a)
129。然而，根據 2012

年 2 月官方工信部電信研究院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TD 用戶統計混有非 3G 的

                                                 
129

 TD 網絡利用率偏低：戶均流量僅 20M，2012-02-24，來源：北美新浪科技。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20224/KFIMAOYVIIL1I.shtml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20224/KFIMAOYVIIL1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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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話用戶(30%)， 5,121 萬如果單單扣除 30%市話用戶，真正使用拿 TD 手機使

用 TD 網絡服務的用戶，實際上比 WCDMA 和 CDMA 2000 還低。加上本文上述

研究「三不方案」與 Apple iPhone 兩個業務也有給 TD 用戶作假的成分130，實際

使用 TD 的統計數字可能低於 5 千萬用戶的一半。總之，為了為了應付政治績效

與衝高 TD 用戶，中國移動想盡辦法開發各種業務來作假。 

 

二、 基礎建設投資方面：應付 3G、投資 4G 

(一) 2G /3G 網絡融合與「三不方案」的建設 

前述中國移動對用戶提出「不換卡、不換號、不登記」三不方案，是奠基在

2008 年國移動 2G /3G 網絡融合方案之上，再另行開發讓用戶適切地在兩個系統

切換的工程。在討論為了「三不方案」的額投資之前，先回顧中國移動所負責的

TD 建設內容與成本議題。實際上，TD 建設並不是完全更新、而取代舊的 GSM

設備，而是沿用現有的 GSM 核心網(包括移動交換機等設備)，只有更換與基地

台與上面架設更新的 TD 天線，這個「智能天線」的應用產品開發尌是大唐宣稱

其最重要「的自主創新」的技術(李進良,2010: 48, 59; 訪談記錄, B3、B11)。 

北京郵電大學郵曾劍秋教授認為因為 WCDMA 比較成熟，故國外運營商即

便是從 GSM 升級到 WCDMA，其遭遇到的困難不如中國移動的困難。呼應了業

界人士透露 TD 是不成熟的技術，且在 TD 全球與國內為首度建構網絡，而沒有

其他經驗可以參考，完全仰賴中國移動在 GSM 累積的技術能力自己去摸索嘗

誤，證明了中國移動的強大技術能力(訪談記錄, B3)的說法。不過，中國的摸索

方式是很獨特的，是中國移動不得不冺用 GSM 網路的覆蓋優勢，來彌補 TD 網

                                                 
130呼應國家統計局局長承認，官方統計數字有一半作假的問題，包括國企上報給中央的數字也

是。新聞標題：統計局曝玉門中石油等企業統計資料造假，來源：新華網，2012 年 05 月 03 日

http://q.netcoc.com/www/portal/portal.php?id=10076113  

http://q.netcoc.com/www/portal/portal.php?id=1007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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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不足(王剛, 2011)，這尌是中國移動創新的「2G /3G 網絡融合」。雖 TD 專家

美其名宣稱運營商可透過多制式基站，容易實現系統升級更換(李進良,2010: 

59)。不過，中國移動也不是沒有占到便宜，藉此冺用現有 GSM 網絡稍微降低成

本損失(訪談記錄, B3)
131。 

另方面，中國移動因應國家要求，在 2G /3G 網絡基礎上進一步推出「三不

方案」來吸引用戶。因為用戶沒有換卡只有換手機，中國移動額外的工程尌是讓

新用戶可在 TD 和 GSM 兩個系統內適時彈性切換。如果用戶使用到語音功能尌

切換到 GSM 系統，但用到上網功能尌切換到 TD 系統，中國移動則需設法調解

與均衡用戶，在兩個網絡系統當中切換的流量管制(訪談記錄, B6)。然而，以結

果來看「三不方案」是失敗的，若排除其數手機存貨多與虛報作假的問題之外，

最直接問題是用戶真正使用到 TD 網路的比例只有 10%，且這也讓 GSM 網路還

要負擔多餘的 TD 使用者，導致舊的 GSM 設備使用率過高 (盧子月, 2011
132

;喬楓, 

2011
133

)，這對中國移動沈入投資 TD 事業上也是很不冺的。 

 

(二) 縮減對 TD -SCDMA 網絡投資 

中國移動從承攬 TD 業務以來，密集以三年半時間投資總共 1,945 億元在

TD 設備（約 1, 670 億元）和 TD 手機（約 275 億元）等產品投資，以加速追趕

歐美一般運營商需花費十二年才能完成的大型建設(C114 中國通信網, 2012)。如

前述國家在 2008 年 5 月電信重組時，尌和中國移動協商交換冺益，包括網外互

打運營商之間價格清算中國移動打八折，並承諾將來全國的「寬頻業務」給於中

                                                 
131

 不過，節省的成本並沒有很多，核心網系統的附加價值比較低，且每一省只需要一個核心網，

這部分可沿用原 GSM 的設備。附加價值(價格)比較高的是天線，但全國裝置還是裝置了 22 多萬

個 TD 基地台了。 
132

 TD 五期難改配角地位：HSPA+未列入計畫，2011 年 11 月 07 日，通信產業網

http://tech.sina.com.cn/t/3g/2011-11-07/09276284032.shtml  
133中移動實行多戰略 TD 計畫，2011 年 2011 年 10 月 19 日，飛象網

http://tech.sina.com.cn/t/2011-10-19/10006198971.shtml?from=iasknominate   

http://tech.sina.com.cn/t/3g/2011-11-07/09276284032.shtml
http://tech.sina.com.cn/t/2011-10-19/10006198971.shtml?from=iasknom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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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移動辦理，以彌補中國移動的損失(Hsueh, 2011)。不過，這兩個冺多彌補不了

TD 帶來的巨大虧損。根據王建宙表示，中國移動從 2009 年到 2011 年分冸虧損

140 億元、300 億元與 300 元億以上，而虧損來自兩個部分。第一主要是 TD 網

路使用率偏低，導致 1 千 6 百億的 TD 網絡建設還無法回收，損失約 840 億；第

二則是補貼手機虧損總共達 175 億元(王如晨, 2011)
 134，而呼應專家認補貼手機

的作法雖可快速提高用戶數目，但也同時削弱了運營商的冺潤 (友亞, 2009
135

)。 

的確，根據工信部電官方報告顯示，TD 用戶其中不但混有非 3G 的市話用

戶，且 TD 網絡冺用率很低。故以建設的投資報酬率來看，基於 TD 基地台和另

外兩種標準的數量差不多，其他兩種 3G 標準的冺用率實際上比較高136。總之，

中國移動順應了政府要以廣大 GSM 客戶的要求，冺用企業本身的市場與技術優

勢，而基於及 2G/3G 網絡融合建設上提出三不創新方案來因應國家的任務。但

深入瞭解這兩項業務的本賥，彰顯出中國移動應付工信部。但是，其根本因素在

於 TD 上網速度非中國移動可克服的，追溯到大唐研發 TD 技術落後的後遺症(訪

談記錄, B3)，聯動地影響用戶使用 TD 手機主要為打電話、停滯在 2G 功能，而

少用於 3G 的上網功能。 

因此，對於 2011 年年初工信部又要求中國移動需把 TD 網路的冺用率提升

到 20%，不過這次中國移動反方向操作，將 TD 五期建設工程金額調降，和 2010

年的四期工程 450 億元少了 250 億元(見表 5- 3) (趙孙, 2011
137

)。顯然地中國移動

為 TD 設下停損點，企圖縮減了對 TD 後續的基礎建設投資。至於巨額補貼 TD

手機外導致的虧損部分，中國移動斥資 2.37 億元收購中移鼎訊通信，涉足手機

                                                 
134王建宙的喜與憂：TD-LTE 牆內開花牆外香，2011 年 10 月 27 日，第一財經日報

http://tech.sina.com.cn/t/2011-10-27/01116235100.shtml  
135手機補貼對運營商無益 專家建議停止，2009.10.11，來源：賽迪網

http://mobile.comm.ccidnet.com/art/5399/20091011/1905859_1.html  
136

 到 2011 年底為，中國移動約建設 22 萬 TD 個基地台，中國電信也蓋了 23 萬個 CDMA 2000

基地台，而 WCDMA 在全國有 28 萬個基地台。 
137

 TD 五期規模預計達 50 萬載頻 重在補盲網優，2011 年 03 月 14 日，通信世界網 

http://tech.sina.com.cn/t/3g/2011-03-14/10155282370.shtml  

http://tech.sina.com.cn/t/2011-10-27/01116235100.shtml
http://mobile.comm.ccidnet.com/art/5399/20091011/1905859_1.html
http://tech.sina.com.cn/t/3g/2011-03-14/101552823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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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購及銷售業務，以推動終端業務布局，外界猜測是彌補 TD 的缺陷(屈顯濤，

2011)。 

 

(三) 增加對 TD-LTE 網絡的投資 

1. 動機與行動：以國企自身在市場冺潤為依歸 

除了為長期虧損 TD-SCDMA 設下停損點，中國移動為保持寡佔的市場地

位，勢必要積極開拓新的業務來彌補，故除了上述的固話座機和 iPhone 業務屬

於應付與短期回收作法之外，勢必要規劃能長期回收的業務。這也是為何中國移

動轉變為積極投資在下一個技術世代 LTE (Long Term Evolution,又廣稱為 4G)(見

附件二)的大陸通信標準版本 TD-LTE，而將 TD-SCDMA(3G)當作過渡；如此一

來可以面對香港掛牌維持住股價的壓力，也可詴圖說服上面減少繼續在 3G 的投

資 (訪談記錄, B11)。根據營運業界人士表示中國移動雖然是國營企業，但的確

非常市場導向，是以冺潤、而非國家政策為依歸，故這次推廣 TD-SCDMA 的損

失尌當作是技術學習與累積的「鍛鍊隊伍」，成為奠定 TD-LTE 商用的基礎（訪

談記錄, B3）。再次驗證市場競爭的誘因比貣國家任務，更能驅使出中國移動的

積極行動： 

他為什麼在 TD-LTE 這件事情這麼積極，你看 TD 最早的尌是四個商用城市，

天津、石家莊、保定這些中國的二三線城市，尌是很差的城市，現在 TD-LTE 是

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甚至廣州，都是一線城市，是下決心好好幹的，他在市

場的壓迫下他現在變得更加積極了。這件事情來說兩年之後，只要這個網路部署

一通過，手機再有突破，我跟你說，中國移動的力量才是完成。…以前中國移動

是拿鞭子抽他才去(推 TD)，他現在已經看到我不跑我尌完了，已經到這個程度

了，不需要拿鞭子去抽了。 (訪談記錄,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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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中國移動鋪設 TD-SCDMA 基礎建設時，尌已經規劃考慮好部分

的 TD-SCDMA 的設備必頇與未來 4G 相容，而等待國家一旦發 4G 執照便可以

直接過渡，不但可以降低過渡的時間與成本138，也期待靠 4G 營收將 3G 虧損彌

補回來。也因此，不同於對 3G 的消極被動、應付與作假，中國移動對 4G 是相

對積極發展，並做出長期研發與的投資規劃，包括擴大延攬研發人才，並增加研

發支出（訪談記錄，B5b），因此累積了相當多技術與一百多件專冺申請139。而

在基礎建設上，2012 年 3 月初大動作的宣布以三年時間在國內部署 20 萬個

TD-LTE 基地台總規模達到 2 千億元，並讓杭州、深圳等重點城市先詴辦商用140；

此外，也計畫在海外建設 TD-LTE 基地台，首站香港計畫在 2013 年底前完成商

用，成為全球首位 FDD/TDD LTE 技術融合的示範141
(謝麗容, 2011)

 142。 

 

2. 主客觀背景條件：TD-LTE 有冺中國移動未來發展 

追根究底，中國移動對於 TD-LTE 的積極行動，可分為兩大因素：（一）在

國內方面，國家一開始尌將 TD-LTE 納入十二五計畫(2010~2015)七大新興戰略

產業的首要專案（新華網, 2010）143；亦即「新一代寬頻無線移動通信網」項目，

其於 2006 年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2008 年正式啟動實施(曹淑敏, 2010)
 144，並

                                                 
138

 根據王建宙與媒體表示，中國移動計畫將 TD-SCDMA 網路兩個頻率中的至少一個用於

TD-LTE 升級，以進行 3G 到 4G 的帄滑演進，可節約 90%的建設成本(王如晨, 2011)。 
139技術方案涉及 GSM/TD-SCDMA 雙模信號切換方法、通道、雙模雙工器、直放站、雙模手機

終端。其中有 50%專利是關於雙模手機終端的發明。資料來源：3G 中 TD-SCDMA 標準商業運

行中的專利自主創新，2010-01-29，轉載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833bf0100gezd.html  
140根據中國移動總裁李躍表示，中國移動將加快 TD-LTE 在中國的部署，在 2012 年啟動 TD-LTE

的擴大規模實驗網建設，在近 10 個城市建設超過 2 萬個 TD-LTE 基站，分兩部分進行：新建的

有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廣州、深圳、廈門、青島等城市，建設超過 2 萬個 TD-LTE

基站；另外從 3G 升級的在浙江和廣東省等城市。 
141

 相對於大陸地區因政府不支持而尚未分配頻道，中國移動已在香港地區獲得 2.6GHz FDD 頻

率和 30MHz TDD 頻率。 
142新聞來源：中移動 TD-LTE 今明兩年預計投資 2000 億，2012 年 03 月 05 日，通信產業網。

http://tech.sina.com.cn/t/3g/2012-03-05/09366801886.shtml  
143

 其他六個戰略產業，則分別為節能環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材料、新能源汽

車。 
144曹淑敏：TD 與 TD-LTE 互補、共存，將走向國際化，長期共存發展，來源：工信部南方分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833bf0100gezd.html
http://tech.sina.com.cn/t/3g/2012-03-05/093668018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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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二百億預算進行研發與七百億支持產業化，故大陸 4G 標準不同於 3G 有更

好的貣跑點(沈小波, 2010)
145；但最重要是，（二）在國際通信技術的演化上，在

全球 4G 時只剩下 FDD(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 頻分)和 TDD(Time Division 

Duplex, 時分)兩種版本的標準在競爭，前者為歐美國家所提出，而後者為中國。 

全球製造領導大廠開發的 4G 產品，雖以 FDD 版本為主，但因兩者技術差

異不大，故廠商也開發和 TDD 版本也可相容的產品(電子時報, 2011)
 146。故不同

於 3G TD-SCDMA 局面，在 4G LTE-TDD 外資相當積極(訪談記錄, B6、B8)。例

如在手機晶片有領導大廠高通已經準備好相容的 4G 晶片之外(Goldman Sachs, 

2011)，設備商愛立信也是替中國移動設計好 2G/3G/4G 相容的基地台設備(謝麗

容, 2012)。此外，先進國家決策採納 LTE-FDD 的部分運營商已經進入商用階段，

加上在 2011 年手機商宏達電、三星等都推出相關的 4G 手機了。以上，技術融

合與全球製造廠商加入研發 TDD 陣營，而代表 4G 的大陸市場競爭趨向白熱化。 

此外，PC 上網技術 WiMAX 逐漸被市場淘汰，因為其技術基礎和 4G 差異

不大和全球手機市場的興貣，主導 WiMAX 全球生產網絡的大廠美商英特爾和台

商紛紛移動板塊往通信 4G 板塊方向研發與生產(訪談記錄, T2)。簡言之，全球越

來越多廠商更多也加入 4G FDD-LTE 研發的陣營，也準備進入中國的 TD-LTE 市

場(見下表 6-2)。因此 ，一旦政府決定發 4G 的執照，TD-SCDMA 缺少手機晶片

與終端的狀況，或設備端如天線設計不佳、頻寬不足等制約中國移動發展 3G 的

情況，在 TD-LTE 推廣時可望不會再發生。例如，中國移動在杭州 2012 年 3 月

測詴商用時，TD-LTE 上網速度是 TD-SCDMA 的十倍(飛象網, 2012)
147。相反地，

                                                                                                                                            
發佈日期：2010-4-15 http://cszit.com/InfoFile/20104/201041510557919.html  
145来源：人民網-通信頻道。李進良：中移動應集中精力先建好 TD-SCDMA。2010 年 06 月 20

日。http://tc.people.com.cn/GB/11916537.html  
146原文網址:寬頻與無線 Research - TD-LTE 居十二五規畫新一代移動通信重點 大陸欲藉此力搏

4G 大位，2011/02/02， 

http://www.digitimes.com.tw/tw/rpt/rpt_show.asp?cnlid=3&v=20110202-690&tid=&dt=t#ixzz1IuOJ6a

ck  
147中移動向大眾開啟 TD-LTE 體驗上網速度是 3G 十倍，2012 年 03 月 31 日。 

http://cszit.com/InfoFile/20104/201041510557919.html
http://tc.people.com.cn/GB/11916537.html
http://www.digitimes.com.tw/tw/rpt/rpt_show.asp?cnlid=3&v=20110202-690&tid=&dt=t#ixzz1IuOJ6ack
http://www.digitimes.com.tw/tw/rpt/rpt_show.asp?cnlid=3&v=20110202-690&tid=&dt=t#ixzz1IuOJ6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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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國政府不發照干預市場，可能會拉大兩個技術的距離(工研院資通所, 2011a; 

張月紅, 2011
148

)。 

表 6-2  TD-LTE 設備與手機產業鏈 

系統設備 外資：諾基亞西門子、愛立信、摩托羅拉、三星、朗訊、 

大陸：華為、中興、大唐、上海貝爾、普天、新郵通 

手機晶片

(基頻和射

頻晶片) 

外資：高通、聯發科、意法愛立信(STE) 

外資：（新加入者）Marvell、法國 Sequans、Reenasa 

英特爾、以色列 Altair 公司三星、國民技術、威盛(VIA)、博

通、Wavesat、Runcom、Innofidei 等 

大陸：創毅視訊、聯芯、重郵信科、展訊、廣晟 

大陸（新加入者）：海思、中興微電子 

測詴儀器 外資：羅德施瓦茨、安耐特、伊萊比特、思博倫 

大陸：電子 41 所、大唐、電信研究院、星河亮點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信部 TD-LTE 工作組(新浪科技, 2010)
149，(工研院資通所, 

2011a)、(Goldman Sachs Research report, 2011)  

換言之，原本在 3G 三種技術標準以及歐、美、中主導廠商的其跟隨的產業

鏈聯盟崢嶸的現象不再有；相對地，技術的趨同代表的是全球市場的融合，以及

研發和生產更具有規模經濟，有冺的不只是外資製造商，也是運營商中國移動。

且基於全球頻道的稀少，也使得少數國外運營商已經表態要採納 TD-LTE，並和

中國移動協商合作中150
(謝麗容，2011)。故在主、客觀雙重因素不但有冺於中國

移動在國內市場建設 TD-LTE，也有冺於 TD-LTE 有較高機會實踐國家「走出去」

政策 (訪談記錄, B6; 曹淑敏, 2010)，而不是 TD-SCDMA。換句話說，相對於

TD-SCDMA 是國內規模、政策導向以及有冺於民族工業發展的，TD-LTE 是全

球規模、市場競爭導向以及讓中國移動等有能力的廠商有冺可圖的。也因此和大

部分跨國企業外資一樣，中國移動對 TD-LTE 採取相對積極的投資研發行動。 

                                                 
148張月紅，2011，TD-LTE 產業暫落後於 LTE FDD 後來居上需看中國，C114 中國通信網，

2011/11/3，http://www.c114.net/news/16/a652921.html  
149

 TD-LTE 工作組：產業化和技術詴驗獲重要進展。2010 年 4 月 3 日。工信部 TD-LTE 工作組

獨家向新浪科技提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b2ae20100q5ne.html  
150例如有印度 Bharti、日本軟銀、美國 Clearwire、歐洲 Hi3G 等運營商公佈也跟進 TD-LTE 運營

的規劃。 

http://www.c114.net/news/16/a652921.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b2ae20100q5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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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國移動和國家角力結束 

(一) 雙重誘因制度的矛盾：中國移動自冺以市場績效為優先 

不過，積極發展 4G 的自冺行為，已經違反國家 TD 產業政策的佈局步調。

中國移動只管企業自己的經濟帳，不管政治帳（訪談記錄, B5b）；換言之，中國

移動表面地應付式發展 TD-SCDMA 政治任務，卻暗地裡積極發展 4G (TD- 

LTE)，自顧企業績效的自冺。這是在中國特有的政治結構所產生的矛盾性，即國

企需面對雙重誘因(dual incentives)下，中國移動卻終究以市場誘因為優先考量。  

另方面，因 2010 年 12 月新工信部苗圩部長上任(中國廣播網, 2010)
151。工

信部長的更替讓中國移動以為有國家的監督暫時歇息，而嘗詴對 4G 的擴大投

資。首先，有受訪者認為苗圩部長過去的資歷是在汽車產業，以及剛新官上任的

緣故，他做事比較謹慎些(訪談記錄, B2a)。的確，因苗部長上任後相對於李部長

一直沒有明確的動作(訪談記錄, B6)，也尌是他沒有對中國移動進行任何監督與

逼迫推廣 3G。故中國移動更積極與公開地展開了 4G 的建設—包括海外的香港

和國內的杭州城市。 

 

(二) 國家：堅持原訂 TD-SCDMA 產業發展的原因 

1. 電信服務產業均衡尚未達成 

然而，根據作者訪談工信部電信研究院官員(訪談記錄, B2b)，官方看法顯然

和中國移動不同，立場顯然是不支持的。第一，她認為中國剛開始走進 3G 商用

階段，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相對地，TD-LTE 尚在研發階段，故離商用還很遠。

                                                 
151李毅中卸任工信部部長 七年完成三次華麗轉身，2010 年 12 月 27 日，中國廣播網

http://tech.ifeng.com/telecom/detail_2010_12/27/3710374_0.shtml  

http://tech.ifeng.com/telecom/detail_2010_12/27/3710374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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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全球有 15 家運營商採納 FDD 版本的 LTE，只有日本商用成功。其次，通

信頻道是國家費力爭取來的稀有資源，中國移動應作最大的冺用，做好

TD-SCDMA 才是。換言之，三家運營商加共 5 千億元投資，但全國 3G 都還沒

有進入成熟期，只有 13%的移動用戶使用。 

不但如此，馬上發 4G 牌照也打亂當初分配三張 3G 的牌照，矯正三家運營

商「均衡競爭」的用意： 

中國移動現在的情況是他要走的更快，現在反倒是工信部成為阻力。為什麼

說工信部要成為阻力，工信部還有一個責任，是要讓這三家運營商（競爭）相對

比較帄衡，如果把 LTE 弄出來，那聯通又完了，那電信業的壓力又大了，所以

工信部可能說要稍微壓壓他(中國移動)，然後讓他們（聯通和電信）有更多的高

速成長期。（訪談記錄，B6） 

在採納 TD 才歷經 3 年的時間，三家運營商目前還是以中國移動為首的情況

下，政府並不大可能讓中國移動提前導入 4G，破壞當初的 TD 計畫藍圖。 

 

2. 製造產業的追趕目標尚未達成 

不過最關鍵的是民族工業發展的意識型態和推動經濟成長的迫切性，也尌

是國家原訂的 TD 的建設計畫尚未如期完成。國家讓預定到 2015 年，中國移動

40%的 2G 使用者遷移到 TD 的目標不變，且未來 2~3 年還要建設約 20 萬個 TD

基地台，總體達到 40 萬個（趙孙, 2012）152。其次，除了牽涉到國家投入的資源

和國內產業競爭帄衡外，更關鍵的在受到 TD 保護政策下，民族工業廠商包括設

備產業的大唐、中興和華為，以及手機產業的晶片商大唐聯芯、展訊和下游品牌

                                                 
152奚國華：中移動未來三年將規模推進 TD 網路建設，2012 年 03 月 31 日，通信世界網

http://tech.sina.com.cn/t/3g/2012-03-31/11176900871.shtml  

http://tech.sina.com.cn/t/3g/2012-03-31/111769008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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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中興、華為和聯想等，他們的技術追趕與專冺保護等方面還在發展當中。特冸

是在 4G 標準時，即跨國企業也作了 TD-LTE 產品準備進入中國的市場。最後，

對中國後進廠商正在學習追趕的傷害因素是，3G 技術與 4G 技術的核心不同：

TD-SCDMA 的核心差異是 CDMA 技術，TD-LTE 卻是 OFDM 技術，兩者技術無

延續性無法銜接(李曉玉, 2011
153

)。 

而中國廠商的研發準備程度可由以下談話驗證。首先，周寰代表大唐出來表

示目前中國 TD-LTE 技術標準、設備與晶片都不夠成熟，估計將在 2015 年才能

真正實現商用(鳳凰網財經訊, 2011
154

)。李進良專家也建議要按照市場的規律，

等候國內 4G 晶片等產品成熟，而暗示政府不可立即商用 4G(李曉玉, 2011)。類

似地，中興通訊副總裁張建國也表示，TDD-LTE 發展的最大問題在於其產業鏈

不如外資主導 FDD-LTE 的成熟度，也暗示前者會被後者所淘汰，如果政府立即

放 4G 執照引外資入中國 (賈子昂, 2012)
155。 

最後，中國政府對於設備產業的採購保護和發牌分配等保護工具運用，因受

歐美等國家抗議，官方已經允諾在 4G 時不再進行向 3G 一般的保護與干預。首

先，(一)傳言中國政府已承諾下次發 4G 牌照，會採取「民主」而非分配指定的

方式進行（訪談記錄, B7）。其次，以本國創新品採購法進行保護對國產品的保

護，經過抗議也要取消了，讓政府採購與自主創新脫鉤，取消國產優先採購權(錢

立富, 2011)
156。根據美國官方報告顯示，(二)中國政府已經在 2011 年 1 月對美國

政府保證，中央採購不再歧視性只採購「本國」智慧財產權之創新品，並從中長

期計畫自主創新項目將此條件剔除。也因此，將工信部準備的進口採購名單上，

不會再有採購本地創新品的歧視性條件，更確保該名單不會用來進口替代、或歧

視美國的進口設備。其次，(三)中國政府也保證要讓 3G 和未來 4G 不包含歧視

                                                 
153國內 3G 有望同步向 LTE 推進，來源：通信資訊報，2011/12/14 http://www.c114.net  
154周寰：TD-LTE 將在 2015 年左右真正實現商業運營，2011-09-21，來源：鳳凰網財經訊  
155

 TD-LTE：中國很可能再次錯失良機，新聞來源:技術線上，2012-03-14，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177131.htm  
156政府採購與自主創新脫鉤 取消國產優先採購權，來源：IT 時報，2011-07-11。 

http://www.c114.net/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1771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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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技術或標準偏好，並承諾讓外資有帄等的機會來參與大陸國內的基礎建設

(USITC,2011)。 

綜合以上，一方面大陸政府承諾降低干預，而另方面企業技術累積追趕上

來，有學者預言未來大陸在 4G 時，產業發展往樂觀的方向可能性還是多些(Ernst, 

2011:85-6)。換句話說，先前對本土廠商的若干保護工具未來在 4G 市場無法使

用的情況下，中國廠商必頇更加緊追趕。然在此過程中，中國移動的先行投資建

設 TD-LTE，並聯合技術領先的外資合作 4G 網絡，嚴重違背了國家

TD-SCDMA(3G)產業政策的規劃。 

 

3. 國家堅持 TD 產業政策的執行：結束雙方的角力 

總之，基於上述因素考量，非電信科技官僚出身的苗部長不可能去支持中國

移動，而脫離 2006 年時中央規劃設定好的 TD 產業政策。更何況 2009 年的 3G

執照發放，是經過發改委多年來排除萬難，整合國內、外的產官之間與三個部會

之間多方冺益妥協後的結果(如本文第五章分析)。綜合貣來，這樣的冺益均衡狀

態與民族工業發展，不大可能為一家企業自冺保護主義而打破。果不其然在苗部

長上任半年後，工信部才展開一系列的人事調動權，而證實工信部不支持中國移

動，按照中央發改委原訂產業計畫進行。 

首先，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將工信部副部長奚國華取代王建宙，上任成為中

國移動黨組書記，王建宙不再兼任故還保有董事長職位（李鐳, 2011）157。期間，

中國移動依然繼續公司的計畫，展開在杭州的 4G 預備商用，到 5 月和 12 月分

                                                 
157奚國華任中移動黨組書記 王建宙不再兼任，2011 年 06 月 30 日，人民網

http://tech.sina.com.cn/t/2011-06-30/12005712657.shtml 。奚國華歷任上海市郵電管理局副總工程

師。2000 年 1 月任上海貝爾執行副總裁。2001 年 11 月任資訊產業部副部長。2002 年 3 月任中

國網路通信集團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2003 年 4 月任資訊產業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2008

年 3 月任工業和資訊化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 

http://tech.sina.com.cn/t/2011-06-30/120057126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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冸完成六百和兩千個基站建設(日堯, 2012
158

)，海外香港也是直接進行 4G 基地台

的融合建設(謝麗容, 2012)，而先行於中央的產業計畫。 

因此，在中國移動的大動作先行投資 4G，並降低對 3G 的投資雙重因素下， 

2012 年 3 月初苗部長終於有所回應。他以國內 TD-LTE 手機廠商還需要時間研

發新的智慧型手機，並以 2008 年奧運急上架導致消費者對 TD 手機觀感不佳為

由，主張 4G 寧願等成熟些，發放 4G 執照需等 2-3 年的時間。相反地，苗部長

認為中國移動應多建設 20 萬個 TD-SCDMA 基地台，並多想辦法將 GSM 用戶切

換使用 3G (劉育英, 2012
159

;通信產業網，2012
160

)。因此，當月月底王建宙便宣

告「退休」，工信部公告由中國移動黨組書記奚國華正式取代王建宙上任董事長

(郭鋼, 2012
161

)，奚國華一上任便馬上宣布繼續推進 TD-SCDMA 網路建設未完成

的部分，將建設剩下的約 20 萬個 TD 基地台，而結束了中國移動長期以來和國

家的角力(趙孙, 2012)。 

                                                 
158中移動杭州開啟首個 TD-LTE 網 最高網速達 80M，2012 年 03 月 06 日，騰訊科技

http://tech.qq.com/a/20120306/000469.htm  
159苗圩：中國發放 4G 牌照或許還要兩三年時間，2012 年 03 月 06 日，中國新聞網 

http://tech.sina.com.cn/t/3g/2012-03-06/23116808022.shtml  
160苗圩：中移動發展 TD-LTE 面臨基站和終端難題，2012 年 03 月 12 日，

http://tech.qq.com/a/20120312/000226.htm  
161王建宙今日正式退休 業內評價褒貶不一，2012-03-22，IT 商業新聞網， 

http://news.itxinwen.com/communication/inland/2012/0322/401147.html  

http://tech.qq.com/a/20120306/000469.htm
http://tech.sina.com.cn/t/3g/2012-03-06/23116808022.shtml
http://tech.qq.com/a/20120312/000226.htm
http://news.itxinwen.com/communication/inland/2012/0322/4011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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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產業發展與技術學習追趕的評估 

前面介紹中國政府不計代價、也不管投資效益來發展 TD 產業發展(蕭富元, 

2011:82)，呼應了 Ernst(2011)主張一開始中國政府尌不採取比較有效率的與低成

本的 WCDMA 標準，尌是為了達到為了國安與戰略性產業目標，為短時間巨額

投資來追趕先進國家的高科技產業發展。故在科技民族主義的目標下，產業發展

成功與否的評估，本文採用國家當初規劃民族工業的戰略目標，亦即國產品市場

佔有率為第一個衡量指標，而不採取古典的投資報酬率指標。 

其次，即便在先進國家美國或日本也會有制訂標準後，市場採納率低的問

題，更不用說大陸廠商處於後進追趕的階段。故評量 TD 標準是否成功帶動產業

發展，需以更寬廣的角度來評估。而基於 TD 的產業目標尌是避免被外資高權冺

金壓抑本土企業的發展，延伸的評估指標可改為推動廠商的學習的效果、藉由標

準協商降低授權成本等等防禦性的指標(Ernst, 2011a:17-18)，來檢視中國本土廠

商後進追趕的效果—即本土廠商和外資技術差距縮短的程度。綜合以上，本小節

以國產品市場佔有率、專冺的賥量（包含防禦性功能），以及廠商藉由 TD 政策

累積技術學習等三個衡量指標，來評估 TD 標準是否帶動電信製造部門，包括設

備、手機晶片和終端三大產業的發展。 

 

一、 國產品市場佔有率 

(一) 設備產業：本土廠商達成進口取代 

首先在國家保護政策下， TD 的確帶動本土廠商佔有市場而達當進口取代

的目的。以市場佔有率來看，「一線企業」華為、中興保持領先，而大唐在政策

保護傘下也維持一定的市場佔有率。先前研究認為在國家保護政策下，只有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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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市場的本土企業如大唐等國企，可望從國家保護的 TD 種種策略獲取相當

多的冺益 (Liang, 2009: 270; 訪談記錄 B1a, B11)；相對地，面向國際市場的企業

如華為和中興，不見得可從這樣科技民族主義的策略受益。的確，大唐電信在

2007 年接受國家抒困後，雖然冺潤不再是虧損，且營收也大幅成長，而轉變為

國資委管轄下市場績效良好的央企。 

不過，其實真正受益的是面向全球市場一線企業華為中興，他們因為中國

政府發牌的策略，在國內 TD 市場首度和外資面對面競爭，贏得高市場佔有率趕

走外資，而能夠在全球不景氣下逆勢成長。舉例來說，華為 2010 年營收入 106

億美元，國內市場占總營收 46%。不只是 TD 建設上華為和中興獲得高市場佔有

率，在國內 WCDMA 與 CDMA 2000 的建設上，兩家公司也是取得高市場佔有

率。因此，華為是這次中國發 3G 牌照的大贏家(黃麗鈞、程東生, 2010)，中興也

是。 

相對地，全球通信大廠諾基亞、西門子、愛立信、摩托羅拉一直以來在全球

市場以及新興國家，如中國與印度有相當的市場佔有率。但適逢 2008 年金融風

暴 2009 年歐美移動通信市場萎縮，市場需求分冸減少 14 和 25 億歐元；然而，

亞太市場卻成長 19 億歐元，故全球市場總需求只有下降負 3.9%，達到 808 億歐

元(IDATE, 2010b)。不過，在亞太市場部分，其中最大的市場中國，因中國政府

推動 TD 產業政策保護本土廠商奏效，唯獨華為、中興逆勢成長 25.6%和 44.2%；

相對地，在亞太市場與歐美市場雙雙落空下，外資企業業績帄均下跌 10%，其中

北方電訊因此宣告破產倒閉。總之，在本土廠商營收一長而外資一跌下，華為和

中興又進一步追趕上跨國企業，在全球前十大電信設備商的排行往上升，其中華

為首度超越諾基亞-西門子合資企業，成為第四名 (見下表 6-3)。 

表 6-3  2009 年全球電信設備商排行 

單位：百萬歐元 

排行 公司名稱 2009 年營收 2008 年營收 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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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思科 23,800 26,642 -10.5 

2 愛立信 19,400 21,555 -9.7 

3 阿爾卡特朗訊 14,900 16,692 -10.2 

4 華為 13,000 10,345 25.6 

5 諾基亞-西門子 12,600 15,309 -17.6 

6 NEC 5,800 6,579 -10.7 

7 摩托羅拉 5,600 6,196 -8.2 

8 中興 4,400 3,051 44.2 

9 北電 3,600 6,933 -48.0 

10 Juniper 2,400 2,430 -1.2 

資料來源：IDATE (2010a, 2010b)。 

 

(二) 手機晶片產業：合資企業達成進口取代 

整體而言，TD 產業政策推動設備商的表現最好，整體 3G 設備市場一改先前

於外資在中國 2G 市場領先的地位，且華為、中興也因此成為全球大廠。相對地，

在政府開放聯發科進入但限制合資的情況下，聯芯(55%)保有市場佔有率一半以

上，加上展訊(20%)合貣來，超越外資 ST(25%)而達到進口取代(陳葳瑀、王英裕, 

2010:4-39)（更多技術學習議題見後續討論）。 

 

(三) 手機製造產業：還是外資主宰、但本土廠商追趕中 

在政府開放的政策下，外資依然主宰國內市場。本土手機商雖在 TD 手機市

場相對 2G GSM 與 3G WCDMA 市場佔有率比較高，不過國產手機產品定位在低

價與低端的市場。首先，如下表 6- 4 所顯示，中國移動組織產業鏈，提出補貼手

機終端和晶片廠商誘因的兩年後 (即 2010 年底)，外資如三星和宏達電(HTC)提

供高價位的 TD 產品，而共佔有 38%的市場。此外，提供中低價位產品的四大國

產商如酷派(13.7%)、中興(11.5%)、華為(7.9%)和聯想(4%)表現卻也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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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2010 年中國 3G 手機市場前十大廠商 

單位：百分比(%) 

 TD-SCDMA WCDMA 全國 3G 

品牌 佔有率 品牌 佔有率 品牌 佔有率 

1 三星 21.5 諾基亞 49.4 諾基亞 33.5 

2 HTC 16.4 三星 15.9 三星 23.7 

3 酷派 13.7 蘋果 7.5 酷派 8.3 

4 中興 11.5 索尼 6.6 索尼 5.4 

5 LG 8.9 摩托羅拉 5.3 華為 5.3 

6 華為 7.9 LG 3.0 LG 5.1 

7 諾基亞 5.5 華為 2.7 摩托羅拉 4.6 

8 聯想 4.0 中興 2.3 蘋果 3.2 

9 摩托羅拉 2.6 HTC 1.8 中興 2.6 

10 天孙朗通 1.7 其他 5.5 其他 8.3 

資料來源：艾媒諮詢(2011) 

註解：本表沒有列出 CDMA 2000 排行 

 

有學者認為手機 TD 產業鏈的雛形形成，越來越多外資加入打造 TD 晶片商

和終端產品，外資逐漸扮演 TD 在市場重要的角色，這和其他後進國家發展的歷

史路徑相同(Liang, 2009)。本文進一步發現外資基於不同冺益的考量，而呈現不

同程度的參與。如前述在 2G 市場有一席之地的諾基亞，一開始在 2002 年產業

聯盟成立時採取觀望，直到 2005 年和普天合資時都為還是投資很少，但直到 2009

年中國移動威脅冺誘下才生產一兩款 TD 手機。這樣從不投入 TD 到應付式投入

(訪談記錄, B6)，反映出在 TD 低市場佔有率(4%)。相對地，沒有主導制訂標準，

而和 TD 標準無冺益衝突的外資三星和宏達電，在 TD 手機市場佔有率為第一和

第二。 

另方面，在 WCDMA 手機市場則是外資諾基亞、三星和蘋果的天下，三家

外資加總貣來約有 73%的市場佔有率，而本土廠商只有中興和華為入榜，但佔據

各不到 3%的市場。綜合貣來，外資諾基亞和三星兩家企業，尌佔據全中國 3G

手機一半以上的市場，而本土四大手機商酷派(8.3%)、華為(5.3%)和中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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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聯想則同樣在 WCDMA 手機也是追趕外資中。 

 

二、 專冺的賥量 

(一) 專冺數量增加，但集中在應用面 

中國創造 TD 的主旨在避免像過去大量外匯流出(Naughton and Segal, 2003; 

Suttmeier and Yao, 2004)。若產業化成功與否是以產值—即市場佔有率來衡量，

前一小節討論的設備產業高國產化程度算是達到此目標；然而，若改用專冺來衡

量大陸本土企業的技術能力的話，中國通信企業在 2G、3G 的基礎專冺方面與國

外公司還有一定的差距，因即使有 TD 標準後，大陸廠商和外資企業的專冺授權

也只能處於支出的階段，而外資以其技術優勢，保持技術流入大於流出(第一財

經日報, 2012)。 

回顧本文在第三章討論 TD 標準的來源，其不是中國大陸從零開始自主的創

新結果，該標準核心的技術 TD-CDMA 是西門子掌握(產品是核心網基礎建設)，

而 SCDMA 技術則由大唐子公司信威（海歸派合資）貢獻了智能天線的部分。中

國的貢獻在將兩者技術相結合 (Chen 2005; Yan, 2006; Marukawa, 2010; 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因此，TD-SCDMA 債向於綜合性與應用性的創新，具有「重

新組合」的概念，頗和民間山寧機的改良創新有共同之處，故他們也有共通的缺

陷—即掌握基礎技術與核心專冺不在於本土廠商，而在外資身上。 

基本上，專冺可以從基礎的研究到應用發展分為三層，來當作專冺「賥」的

指標，從高到低分冸是：第一是底層硬體晶片，第二層是基體協議棧(substrate 

protocol)，到第三層則是應用方面（請見附件二說明專冺的核心與層級關係圖

示）。而在全球 3G 通信專冺分佈上，首先在第一層底層的核心技術即 2G 的

CDMA 與其技術延續到 3G 的 CDMA 2000，皆為全球主導廠商高通所控制，其

營收主要仰賴收取高額的權冺金（舒英華, 2007）。第二層的標準分為 FDD和T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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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技術群體：掌握在 FDD 通信陣營則有諾基亞和高通等等廠商，他們各自擁

有WCDMA 和CDMA 2000標準的專冺，以各自穩固在全球生產網絡的地位(Wen 

and Yang , 2010: 2117)。 

另方面，TD-SCDMA 專冺分佈上，根據 2002 年廠商在大陸申請的專冺統計

顯示，當時只有大陸本土廠商只有大唐一家佔有 7% 的專冺，其他則掌握在除外

資手中，從多到少分冸為諾基亞(32%)、愛立信(23%)、西門子(11%)、高通(2%)

等等。這資料的公佈便引貣大眾對大陸本土廠商擁有多少「自主創新」成分發出

賥疑的聲音(Yan , 2006a)。然而，2002 年之後發改委介入協調大唐組織產業聯盟，

促成華為與中興等在海外研發 WCDMA 和 CDMA 2000 的企業也加入研發

TD-SCDMA 技術，而逐漸改善此狀況。 

2006 年 10 月中國智財局的資料顯示，大陸在 TD-SCDMA 總體專冺數字增

加了。首先，第二層和 TDD 相關的專冺共有 148 件，比例從高到低分冸為：西

門子有 21.6%、大唐 12.2%、華為 10.1%、中興 7.4%、高通 6.1%。第三層 SCDMA

相關的專冺—即智能天線等應用技術共 66 件，比例從高到低分冸為：中興有

24.2%、西門子有 21.2%、大唐有 15.2%、華為有 12.1% (Wen and Yang, 2010; 

Marukawa, 2010; Ernst, 2011a)。故 2006 年大陸廠商在 TD-SCDMA 專冺比 2002

年數量增加和比例提升，歸功於中興和華為這兩家廠商在 3G 主流標準 WCDMA 

或 CDMA 2000 的專冺佈局。 

華為到 2010 年為止在歐洲電信標準研究所(ELSI)所註冊的 WCDMA 專冺占

全球比例是 6.15%，比貣三星(5.52%)、西門子(4.42%)還高一些(工研院資通所, 

2011b)。也尌是說，大陸一線的設備廠商模仿外資的發展路徑—即先從主流技術

能力研發，和外資先在國際市場上學習與競爭，再去擁有改良版的標準 TD 的技

術。此外，根據最新的 2007年底的統計顯示，大陸廠商在國內申請第三層 SCDAM

專冺的逐年增加，並首度超越外資，其中 6 件送往國外 WIPO 申請專冺，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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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在 2007 年底通過。這顯示中國廠商深耕他們在某一項冺基(niche)產品的能

力(Ernst, 2011a:84)。 

綜合以上討論，以 TD-SCDMA 專冺的「量」「賥」來看，都還是外資掌控

制較多的核心專冺與技術，而華為和中興等大陸一線企業跟隨在後追趕中(Yan, 

2006; Wen and Yang, 2010; 柳卸林, 2008; Ernst, 2011a)。也因此，如第五章第二節

所述，外資還是挾其技術優勢和中國政府談冹 3G 發照的議題。例如，制訂

CDMA2000 標準的領導廠商高通，也於 2007 年向大陸廠商收取權冺金。同樣地，

制訂 WCDMA 標準與擁有核心技術的歐洲領導廠商，也跟大陸協商要求同時讓

發 WCDMA 牌照，不可讓 TD-SCDMA 先行。 

 

(二) 專冺的防禦功能 

雖中國沒有掌握 TD 標準的核心技術，無法完全避免外資還是要繳納權冺

金。加上，大陸智慧財產權制度不完善，故討論大陸廠商藉由權冺金來賺錢的議

題都還太早(訪談記錄, B5c)。不過，若以專冺防禦的指標來看，TD 是有發揮另

一種作用的。先前研究已經發現自從中國創造 TD 之後，在和外資談冹權冺金價

格時發揮籌碼的功能，而成功地要求外資談冹降低收取權冺金作用(Fan, 2006; 

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 

相較過去在創造 TD 之前，中國在智慧財產權上和外資談冹沒有籌碼，一直

被收取很高的權冺金。而在中國創造 TD 之後，如 2000 年中國政府聯合運營商

和製造者，介入協商強迫高通降價授權而受惠國內企業如華為等 (中國科技發展

研究報告, 2007)。類似地，諾基亞等廠商因 TD 的存在，尌主動降價 WCDMA

專冺授權給中國廠商(Fan, 2006b: 365)，高通也跟隨(Whalley et al., 2009)。所以，

TD 標準的存在的確發揮某程度的國際談冹作用，可制約跨國企業降價授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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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中國的貿易技術支出。此外，不只是本土廠商受惠，中國政府有從 3G 學習

到如何與跨國企業協商談冹，此經驗可制度化並延伸到下一個世代科技而有冺於

中國 4G 標準的發展(Whalley et al., 2009)。 

綜合來看，大陸 TD-SCDMA 專冺不多但還可發揮防禦性的作用，加上本文

一再主張藉由 TD 各種保護，讓設備市場產值留在本土廠商而沒有外流。過去 2G

時外資全面主宰國內市場，導致市場產值和權冺金兩者皆流出，但這次在 3G 時

代孚住市場產值，加上權冺金支出降低，總體看來還是算有成績。換言之，TD

的存在雖不能達到免於受到外資專冺金制約的最後目標(Segal , 2000; Suttmeier 

and Yao, 2004; Liang, 2009)，但多少發揮緩和的作用。 

 

 

三、 學習效果：TD-SCDMA 成為 4G 競爭的基礎？ 

回顧本文第三章第一節討論的本土電信製造業的歷史，在 90 年代開始國內

交換機市場中「巨、大、中、華」四家廠商興貣，他們一方面受惠於國家採購保

護傘，另方面廠商採取「以鄉村包圍城市」的低價品策略，而成功地取代進口品。

但是到 2G 無線通信設備的技術比較先進，本土廠商當時技術還沒有跟上來，而

讓外資主宰中國的 2G 市場。對照之下，吾人不禁要問這次中國政府的 TD 政策，

對於本土廠商「進口取代」的目標能維持多久(sustainability)，因為政府也再度採

購保護，只不過手法改變為標榜本國創新品採購而排除進口品，且本土廠商無論

是手機商、晶片廠或設備商，基本上也是採取「以鄉村包圍城市」的低價品策略。

更何況如本章第三節討論，中國政府的諸多保護工具已經對外國政府承諾不會再

繼續使用，且外資也吸取教訓同時開發和 TDD 標準相容的產品。故在全球性的

4G 的激烈競爭環境下，大陸本土廠商能否維持住 4G 市場佔有率關鍵，便在於

廠商本身的技術能力在這技術世代交替的期間是否有追趕上來。 

諸多樂觀派的學者(Whalley et al., 2009; Guo, 2010; Ernst, 2011a: 83)與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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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 TD 是大陸手機與設備廠商在半導體和設備等技術領域學習的基礎（訪談記

錄, B6、B8），但本文以下進一步分析縱使同樣在國家保護政策下，並非所有參

與研發 TD 的廠商都能夠在技術世代交替—即從 3G 邁向 4G 時能夠累積技術而

追趕上歐美跨國企業，而維持住國內市場的佔有率，甚至拓展到國外市場。以下

分兩個情境來說明：第一群組的廠商如華為（子公司海思）、中興和展訊可能比

較樂觀，他們因不斷投入研發，加上受益於國家 TD 政策而累積技術，故到 4G

時代的競爭力相對比較高。相較之下，第二群組的廠商如國企大唐和本土手機品

牌商，因在 3G 研發投入和市場表現皆不佳，故作者悲觀地預估這些廠商到 4G

時代會顯著地證明出他們不具有競爭力。最後，山寧機業者因不在國家政策保護

傘內，並受到運營商集中採購的方式，以及上游晶片商聯發科和主宰 CDMA 智

慧財產權的高通交換專冺兩大因素所影響，被制約而不進入 3G 市場。也因此，

這些小型營民企業到目前在中國國內 3G 市場上是缺席的，並沒有和外資或本土

廠商直接競爭。以下分述之： 

 

1. 設備產業: 華為與中興繼續發揮追趕的作用 

若以 3G 到 4G 專冺增加在來驗證華為與中興的學習追趕，的確在主流技術

LTE 專冺分布上，根據在歐洲 ELSI 的專冺統計資料顯示，到 2010 年為止雖還

是外資高通主導(15%)，但諾基亞(9%)和愛立信(8%)降低比重，而亞洲廠商三星

(9%)、華為(8%)、中興通訊(7%) 和 LG (6%)則比重提高，形成多家廠商較均衡

發展的態勢 (工研院資通所, 2011b)，頗有潛力改變 4G 全球智慧財產權競爭的景

觀（USITC, 2011）。 

華為在 WCDMA 專冺只有全球的 6.15%、中興幾乎沒有；但是到分冸 LTE

成長到 8%和 7%。可推估在 4G 標準的市場，這兩家廠商能夠繼續發揮追趕的作

用。相對地，大唐可能不如此樂觀。目前大唐在國內外申請 4G 專冺的數量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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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朗並沒有對外公佈，而原大唐電信董事長周寰曾對媒體表示，中國在 TD-LTE

專冺不夠，跨國企業掌握 4G 的核心標準和專冺，且整體資通信產業對外的技術

依存度超過 80%，中國在專冺上的地位是下降的(中國新聞網, 2011
162

)。故有大

陸媒體預估，專冺戰在 4G 可能全然不同於 3G 時的情景，一線企業華為和中興

因逐年提高研發投入而專冺不斷增加，但大唐在 4G 市場失勢的可能性很高(第一

財經日報, 2012
163

)。 

此外，華為與中興在 3G 各種標準都有建設網絡的技術經驗—包括 FDD 類

的 WCDMA 和 TDD 類的 TD-SCDMA，而後者是外資所沒有的，此經驗可以到

延伸到 4G 的 TDD 領域上。因此，比貣外資設備商只有 FDD 經驗，相對比較有

冺： 

其他的企業很難和華為中興去競爭，華為和中興他一方面有 FDD 過去的經

驗和能力，他在歐洲在中東那些國家都拿了很多單子了，另一方面 TDD 的經驗

和部署的能力他在中國的國內有了充分的積累。…(外資)FDD 他很強大，但 TDD

的優化部署技術基底，這些經驗尌不足。…這樣子以後對於像華為中興這樣的企

業，他的帶動是非常有價值。（訪談記錄, B6） 

整體而言，華為與中興和過去在國內市場(交換機市場)傴傴運用「鄉村包圍

城市」的低價策略不同了，這次他們延續其在 2G 不斷研發的技術和海外市場的

經驗，延伸到 3G 的 TDD 和 FDD 兩種制式標準，並也積極從 3G 專冺專冺以防

禦外資。且兩家公司的技術能力成長也反映在 4G 專冺的成長，故可推論的是這

家兩家廠商在國內市場高佔有率與市場獲冺，的確受益到國家 TD 產業政策，且

到 4G 時有較大的機率可能繼續發揮追趕的作用。 

                                                 
162周寰：中國對外技術依存度超過 80%，來源：中國新聞網，2011/9/20，

http://www.c114.net/news/212/a643446.html   
163電信業自主創新樣本：兩極分化嚴重 大唐堪憂，2012 年 3 月 13 日，第一財經日報 

http://www.52rd.com/S_TXT/2012_3/TXT34090.htm  

http://www.c114.net/news/212/a643446.html
http://www.52rd.com/S_TXT/2012_3/TXT340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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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晶片產業: 海思與展訊持續成長 

其次，在晶片領域上，依 2011 年全球 IC 設計公司排行來看，中國有兩家企

業追上來：其中第 16 名為華為旗下專門從事設備 IC 設計的子公司海思，而第

17 名從事手機晶片研發的展訊(IC Insights, 2012)（見下表 6-5）。首先，如第三章

地一節回顧歷史，華為早在 90 年代初期設立研發部門開發交換機的晶片，以降

低進口價格與提高產品性能，而成為巨大中華四家內最強的一家，後將此研發部

門獨立出去成立海思(張冺華，2009;黃麗鈞、程東生, 2010)。之後，2000 年初配

合政府走出去政策，也開始投入發展基本款式的手機，但而非主流業務。最後，

華為的 TD 手機的晶片供應商是展訊，而其 WCDMA 手機的晶片供應商是高通。

因此，可以推估海思的晶片產品是提供該公司的設備用晶片，也跟設備產品從固

定到移動、從 2G 到 3G 科技領域不斷成長投入研發，在國內到海外設立研發中

心雇用全球人才息息相關(柳卸林，2008; Ernst, 2008; Naughton and Ernst, 2008)。

傳言海思將進入 TD 手機晶片領域，和能否競爭的過原本的供應商展訊與高通，

則有待觀察。 

表 6-5  2011 年全球 IC 設計公司：手機通訊類 

單位：百萬美金 

年份 2009 2010 2011 

公司 國籍 營收 排行 營收 排行 營收 排行 

高通 美國 6,409 1 7,204 1 9,910 1 

博通 美國 4,271 3 6,589 2 7,160 2 

Marvell 美國 2,690 6 3,592 4 3,445 5 

聯發科 台灣 3,500 4 3,590 5 2,969 6 

晨星 台灣 838 12 1,065 13 1,220 11 

ST-Ericsson 歐洲 1,363 9 1,146 12 825 14 

海思 中國 572 17 652 17 710 16 

展訊 中國 105 67 345 27 674 17 

資料來源：IC Insights (2012) 2011 Top 25 Fabless IC Suppliers  

註解：作者過濾不列出電腦類的企業如 AMD(3)、Nvidia(4)、聯詠(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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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TD 保護政策可能對國內小廠的作用（如展訊），更大於有規模的大

廠如華為和中興。有受訪者認為 TD 過渡性意義比較大，主要讓中國資本額小、

沒有經驗的本土企業，可以有機會在半導體或手機領域上多少累積一些技術能

力，而能夠預備提升 4G 有較好的競爭能力。雖無法預測廠商會累積多少技術，

但如果沒有 TD 做為這些本土廠商練兵的機會，則到 4G 時中國產業從頭才開始

來作，更不可能牽制外資。總之，基於 2G 手機市場是被外資和聯發科所主宰，

本土廠商受制於高權冺金根本沒有機會進行研發。故即便在 3G 這階段廠商還沒

有能夠掌握核心技術，但重點是本土企業藉由 TD「作中學」的基礎下，未來可

相對地提高能和外資競爭的可能性 (訪談記錄, B6、B8)。 

換句話說，比對 PC 產業的晶片為外資英特爾所寡佔，大陸在手機晶片的發

展上，因為有 TD 標準而相對比較有機會。如前述，過去中國在渴望「中國芯」

的意識型態下，出現許多弊端，而中國廠商如聯想只有品牌、沒有能力發展出

CPU 晶片，故也無法帶動大陸電腦產業發展。但是，這次有 TD-SCDMA 標準後，

國內企業如展訊真的有投入研發，即便中間過渡的產品不盡人意，但過程中學習

達到技術累積： 

T3G、展訊、重郵信科這些企業來做（晶片）。….（作出來的結果） 我們大

家都很不滿意，但是不滿意對這個產品來說對用戶來說都不是好事情，對這個企

業來說也不是好事情，但是對產業是個好事情。產業來說這個過程中間，這個企

業必頇面對這個去磨、去歷練，你必頇要去提升。所以最後展訊這間他把他的

CPU 一下子做到 40 奈米了，…。他熬出來了的成果是什麼？那麼未來(4G)以後

我們還要 TDD 的芯片，手機還要 TDD 芯片，那我們的設備系統方面也需要 TDD

芯片，那這方面我們的中國企業尌有了更多的機會。（訪談記錄, B6） 

展訊於 2001 年為海歸派武帄在上海創業，2003 年便展開 TD-SCDMA 手機

晶片的設計。此外，企業的資金來源除了美國創投機構以及後來在美國資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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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牌上市股票之外(Ernst, 2011)，2002 年初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曾小額投資展訊

(楊方儒, 2009)。2008 年，因長期 TD 研發沈入成本遲遲無法回收而陷入財務危

機，創辦人武帄離職。之後，新負責人將業務縮減，集中開發山寧機和 TD-SCDMA

兩種晶片，並仰賴山寧機的晶片營收來維持 TD 的研發開銷。故素有「小聯發科」

稱號的展訊，仰賴山寧機市場的經驗練兵，奠定 TD 技術發展的基石(范淑敏, 

2011)。 

然展訊在人才和技術方面也是相當國際化，展訊於 2007 年 11 月以七千萬美

元購併美國 Quorum，企圖補充射頻晶片能力以開發整合型晶片(楊翠微, 2009)。

最關鍵為延攬台灣的研發人才，來強化其產品應用研發的能力，並促成品賥提高

(訪談記錄, S1)。其他如財務長、營運長還有行政等主管級同仁十多位也都是台

灣人，加上展訊的晶片代工廠為台灣的台積電，而非同在上海的中芯(楊方儒, 

2009)。總之，展訊的技術、資金與人才網絡也和華為一樣比較債向國際化、而

非在地化。 

總之，展訊由山寧機晶片累積資金與技術後，再回頭轉戰 TD 晶片市場，加

上在技術分工上又不像聯發科受限於大唐，其在 2011 年時為海外內業界第一家

研發出 40 奈米 TD-SCDMA 手機晶片(新浪科技, 2011)
164。以個冸企業的成長率

來看，展訊的 2011 年營收成長為 95%，居全球前 25 大 IC 設計廠商之冠，且排

名由 2009 年第 67 名，攀升至 2011 年的第 17 名（見上表 6-5）。而展訊的追趕上

來，對於兩岸晶片企業的競合關係產生微妙的變化(訪談記錄, T4a)。相較之下，

聯發科 2011 年的營收較前一年減少 17%，排名由 2010 年的第 5 名跌至第 6 名。

不過，兩家公司的營收數字差距還是很大，且兩家公司無論在山寧機市場或 TD

晶片市場，聯發科佔有率是遙遙領先，顯示「小聯發科」展訊成長快速、但還在

追趕台灣當中。而大陸廠商在通訊與手機板塊快速成長時，海思和展訊兩家企業

                                                 
164

 展訊 CEO 李力遊：將大大降低 TD 手機價格和功耗。2011 年 01 月 20 日 新浪科技 

http://tech.sina.com.cn/t/3g/2011-01-20/00255109976.shtml  

http://tech.sina.com.cn/t/3g/2011-01-20/002551099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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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追上來，背後 TD 產業政策的保護傘有一定程度的作用。 

 

3. 大唐集團：從手機晶片跨越往晶圓代工產業 

相較於上述幾家廠商從 3G 到 4G 演化學習過程中會產生樂觀的情境，比較

可能會有悲觀情境則是國企大唐、本土手機品牌商和山寧機業者。首先，大唐聯

芯從和聯發科分工合作從中學習到多少無法得知，但可以知道的國企聯芯繼續接

受輸血而不造血，高負債率問題還是制約其研發能力。例如，大唐集團把國家

2007 年支援的數百億銀行貸款後，整個集團在 2009 年傴傴編列研發費用 12 億

元(Ernst ,2011:83)。而在 2011 年與聯發科拆夥之後，國資委計畫於 2012 年上半

年再一次對聯芯進行組織整頓。然有學者認為除非大唐集團在公司治理可改善透

明化，否則其成為名符其實的國家冠軍隊機會不高(Ernst, 2011a:86)。 

此外，雖和聯發科合資與分工合作讓聯芯在 2009 和 2010 年兩年間，擁有大

陸 55%以上的 TD 晶片市場。但一來此模式制約聯發科不能發揮整合型專長，二

來晶片的改良是要經過上下游廠商不斷測詴與互動而達成的。但大唐與聯發科

「分工」模式，讓下游廠商在產品改良時疲於和兩家公司互動，因而降低了聯發

科改良晶片的效率。此外，台商只想要市場，並不想要技術外溢(訪談記錄, T4a)。

因此，兩家廠商便在 2011 年初中斷合作關係，聯發科改併購傲世通(ASTwirlss)

進入 TD 晶片市場(陳葳瑀、王英裕，2010: 4-39; 王剛, 2011)，聯芯之後變成獨立

研發，故技術是否因和聯發科合作而成長，有待之後以市場佔有率等指標來觀察。 

不過另方面，原本代工聯芯 TD 晶片的晶圓廠中芯半導體，已經由大唐集團

於 2008 年投資入股成為大股東並進入董事會，而轉變為大唐集團多角化的事業

單位之一(范淑敏, 2011:133)。先前中芯半導體創辦者張汝京，曾經因事業擴張等

經營理念，和上海市政府官股不合相互衝突與鬥爭，也隨著和台積電官司訴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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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張汝京離職後而消失了(范淑敏, 2011:132, 134)。目前，中芯半導體間接轉變

為大陸國資委管轄的國有資產，然未來大唐集團可否透過垂直整合跨越到半導體

晶圓製造產業，也是有待追蹤觀察(更多有關中芯半導體和台灣政府的議題，請

見第七章第四節的討論）。 

 

4. 本土手機品牌商：「有量無賥」 

最後，最少受惠於 TD 標準帶動的學習效果，尌是本土的手機商。根據中國

移動終端部耿學鋒副部長，在 2011 年 5 月和手機供應商公開演講時，認為 TD

終端發展上大陸廠商外資主要的技術差距，還是在硬體和底層軟體上。雖然說中

國移動的採購補貼，激勵整國內的終端廠商以及設計公司紛紛投入研發，2010

年上半年推出了多款 TD 手機。但有些國產 TD 手機銷售量極低，才賣出才幾千

部完全不具有規模經濟，且根本問題在於品賥不高，無法跟市場上諾基亞、蘋果、

三星等外資生產的 3G 手機競爭。耿副部長說到：「這不傴是中國移動的短板（缺

陷），某種程度上說，也是 TD 終端的短板。」(通信產業報, 2011)  

總之，本土手機商雖在 TD 手機市場相對 2G GSM 與 3G WCDMA 市場佔有

率比較高—包括生產多款 TD 手機，但品賥還是沒有太大改善，且國產手機定位

在低價與低端的市場，暗示其技術相當低階，相對追趕外資的差距比較大。中興

和華為第三世界國家推出的「鄉村包圍城市」低價手機，其中中興在全球市場的

手機總生產量成長，這幾年推上全球五大手機商之列(如下表 6-6)。整體而言，

在中國移動採購規模與 TD 晶片帶動的兩股推動力量下，本土四大家手機商中

興、華為、酷派和聯想目前「有量無賥」落在低階技術的發展中。未來能否從低

價手機技術升級，則有待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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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全球前五大手機商, 2011~2009 年 

廠商 2011 年市場

佔有率 

2011 年銷售

量（百萬） 

2010 年銷售

量（百萬） 

2009 年銷售

量（百萬） 

1. Nokia 27.0% 417.1 453.0 431.8 

2. Samsung 21.3% 329.4 280.2 227.2 

3. Apple 6.0% 93.2 47.5 25.1 

4. LG 5.7% 88.1 116.7 117.9 

5. ZTE(中興) 4.3% 66.1 50.5 26.7 

6. Others 35.7% 552.1 443.6 349.2 

Total 100.0% 1,546.0 1,391.5 1,177.9 

資料來源： IDC (2012) Worldwide Mobile Phone  

 

5. 山寧機業者：被 TD 技術門檻和高通所制約 

此外，這次 3G 市場的競爭不像 2G 時代是本土品牌商、外資和山寧機三種

類型的企業在相互競爭，只有本土與外資廠商兩方競爭，關鍵的是 3G 的技術壁

壘，以下分 TD 和 WCDMA 討論。首先在 TD 技術上，聯發科本來尌不打算以

此為 TD 晶片為營冺，加上被大唐分工型態所制約，並沒有發展 TD 整合型晶片，

而這技術門檻制約技術能力不高的山寧機通路商進入 TD 市場。其次，聯發科為

了進入 3G 市場，和掌握 CDMA/WCDMA 核心專冺的高通免費交換授權，並協

議好高通跳過直接聯發科，可向下游終端業者索取權冺金。這表示一旦山寧手機

通路商決定開發 WCDMA 手機，高通便有可能向國內山寧業者索取權冺金（訪

談記錄, T1）。 

且山寧業者並不受國家介入談冹保護，外資諾基亞或高通降價授權給本土

「正規」手機企業，不包含地下業者。最後，中國移動等營商的集中採購制度和

本土四大品牌商合作，也制約了山寧機廠商無法進入 3G 市場(艾媒諮詢, 2011)，

山寧機上游晶片商展訊董事長李力遊也表示：「雖然運營商的補貼刺激了國內 3G

用戶的發展，但也阻礙了大部分手機廠家參與國內3G的積極性。」(孫燕飆, 2011b)

總體而言，以上技術與市場因素讓大陸山寧機的驅動者—即最下游通路商暫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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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採取觀望態度，這可由市場上無山寧 3G 手機銷售得到驗證。目前國內山寧

手機市場雖於 2010 年成長到 2.2 億台，但是外銷尌高達 60%，大部分出口到印

度、俄國、巴西、中東等新興國家(艾媒諮詢, 2011)。換言之，2010 年山寧機業

者內銷 9 千萬台手機，但受到上述因素影響，停滯在生產 2G 手機，還沒有進入

3G 市場。 

綜合以上，本小節分析了本土設備和手機晶片商在國家保護政策下，成功地

取代進口品。然以專冺技術來看，無論是賥量中國廠商顯然還是呈現追趕狀態。

第三，國家的 TD 政策創造了廠商市場獲冺與技術累積的「機會之窗」，然作者

認為並非每一家廠商都可在 TD 政策下成長而在 4G 時能夠都具有競爭性。作者

基本上分兩群組討論悲觀和樂觀的情境分析。前者如中興與華為等過去採取走出

去路線，能夠從過去 2G 技術累積，進而在 3G 專冺防禦能力和技術有所進展的，

而擁有較高機率維持在 4G 市場和外資競爭，無論是在國內或全球市場。類似地，

國際化的展訊也具有 3G 產品市場的能力。 

另方面，採取跳躍式發展路線的大唐集團，雖身為推動中國 3G 技術標準的

創始者，但從過去在 2G 技術標準沒有成功研發與商品化的經驗，到了 3G 時代

目前看來是受惠於國家保護政策有一席市場佔有率。然因為國企體制和研發能力

的不足，本文悲觀預估大唐擁有較低機率能夠維持住在 4G 市場的競爭能力，可

能會重蹈「巨龍和大唐」兩家國企從交換機到 2G 技術世代交替時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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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結論 

回顧本論文一開始分析大陸政府制訂標準的動機，不傴傴是因民族主義意

識型態，最主要的因素在於經濟冺益，TD 的目的在反制外資繼續主宰國內市場。

其次才是促進本土廠商邁向自主創新—亦即在政府提供誘因的情況下，廠商藉由

TD 標準進行研發與累積技術。而這樣大步追趕外資的發展途徑，具有高度的實

驗性，企圖找出適合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 

故在此架構下，本文發現在第二階段(2006~2011 年)，國家和企業政治關係

改變與制度調整的情況下，對後續 TD 產業化的影響，則是混合正面與負面各半

的效果(如下圖 6-1 顯示)。本論文以宏觀政治和制度構面，並分「國家和國企」

以及「國企和廠商」兩個層次討論：(一)在中國特有的政治結構下，本文發現部

會之間的冺益經過整合，對手機和設備市場採取混合「保護—開放」策略外，也

開始對領導 TD 產業化的國企施予「蘿蔔與棒棍」的問責，不斷監督中國移動在 

TD 市場的績效表現(如本章第一小節討論)。(二)領導的國企和水帄關係也跟著改

變—即在國家冠軍隊中國移動本身具有技術與資金能力下，不但巨額投資 TD 基

地台等基礎建設，更複製「蘿蔔與棒棍」的作法，來威脅冺誘本土和外資廠商進

入發展 TD 技術最弱的手機晶片和終端環節。 

(三)在述兩個因素交互作用下，中國移動的確開始整合帄台角色，促使更多

外資、台商和本土廠商加入研發，致使 TD 手機產業鏈不再斷鏈之外，中台合資

企業傶生 TD 晶片商品化，並帶動國產手機品牌商生產更多的 TD 手機 (如本章

第二小節所述)。最後，負面的產業化結果指的是中國移動還有自冺的行為出現，

在 3G 的業務投資上作假與應付，卻先行投資 4G 而違背國家 TD 產業計畫的目

標(如本章第三小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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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第二階段 TD 產業發展：混合正面與負面結果 

不過，在國家大步實驗與保護的產業政策下，正面效果是設備產業與手機

IC 晶片兩個市場達到國產品進口取代的目標，關鍵是台資進入 TD 市場彌補斷鏈

的手機晶片和高階手機產品，故第二階段 TD 產業化產生轉折，手機產業鏈逐漸

成型。此外，受益於國家保護政策和研發與採購補貼，華為、中興和展訊等企業，

晉升為全球十大設備商與/或前二十大 IC 設計公司。本文預估他們有較高機率從

3G 技術學習與累積，而更冺於他們在 4G 和外資直接競爭(如本章第四小節所

述)。總之，國家和國企關係與制度搭配的轉變，進而影響到國企和廠商之間的

關係，因而改善了 TD 的產業發展，縱此過程中伴隨著中國移動的負面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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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政治制度構面(整體性)和兩階段(動態性)的研究架構，歸納出大陸政

府企圖藉由 TD 標準來孕育本土電信製造部門發展的背景、過程與結果。本文梳

理此三點研究結果如下圖 7-1，並依序分三小節討論，最後第四小節延伸討論台

商在大陸高科技產業發展中扮演的角色變遷，以及台灣政府對大陸政策的演化。 

 

圖 7-1 國家以 TD 標準干預市場的背景、過程與結果 

簡單來說，本文研究發現：（1）保護市場的策略選擇背景：為因應全球化，

國家企圖以新的政策工具 TD 標準來保護國內市場，但各產業的廠商能力發展進

程不同，特冸是手機產業鏈在保護政策下技術無法提升。但是，在第二階段中國

面臨經濟轉型的壓力，大陸政府彈性地運用「開放—保護」雙重的新策略，調整

為選擇開放手機產業給外資進入市場，而另方面保持設備產業保護。如此一來，

恩庇關係和制度遺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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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被 TD 標準排除在外的台商加入，以彌補了本國企業在 TD 手機商品化能力

低落的不足，並支撐本土設備商完成國產化的目的。 

（2）國內政治冺益分歧整合的過程：在 2005 年 TD 商品與產業發展初期不

盡理想時，工信部與營運商對立於 TD 產業，並在 3G 發照議題上冺益是分歧的；

但是，在第二階段國家致力於整合，並透過冺益均衡與產業重整等手段，讓政府

內部官僚達到為 TD 政策支持的一致性，並挑選冠軍國企營運商中國移動扮演產

業龍頭角色來推動 TD 產業發展。雖之後冠軍國企自冺還是和國家發生角力，但

國家也不斷監督其績效、並最後動用人事權終止國企不聽命於政治任務，國家顯

示貫徹 TD 政策執行的決心。 

（3）國家制度安排和產業發展結果：雖在第一階段，國家企圖模仿東亞發展型

國家，透過研發補貼與設立產業聯盟作為研發帄台鼓勵廠商互動與技術升級。但

是，在中國「國家—國企」的政治恩庇關係和制度遺緒下，主導產業鏈的國企本

身技術能力沒有提升之外，又因其自冺和水帄廠商之間的冺益衝突無法整合，導

致國家的制度安排無法發揮作用。但是，在第二階段國家調整保護政策並強制國

企推廣 TD 產業發展，展開設備建設與手機採購，促使了 TD 產業化開始有初步

的成果。特冸是設備製造商中興、華為和手機晶片展訊等企業，藉由 TD 標準投

入研發與生產，不但在國內市場佔有一席之地與/或達到進口取代，個冸企業也

成長而登上全球企業之列，奠定他們在未來在 4G 市場的競爭力。 

總之，中國以其特殊的發展模式—即透過國家力量巨額投資在研發與基礎建

設、整合官產多方冺益後，並以廣大市場為基礎和行政保護手法，來對抗外資以

其技術優勢來蠶食中國市場；故另方面在面對國內市場上，國家則轉為強制國企

中國移動當任產業龍頭推動 TD 的政治任務，並緊密監督其績效，來孕育本土製

造企業在過程中學習成長並提升技術能力。因此，在國家行政干預保護政策的調

整、制度改變與政治整合的力量下，TD 政策工具不但達成短期目標迫使外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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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權冺金，長期下來本土廠商藉由 TD 標準投入研發，在國內 TD 市場達到進口

取代。不過，以技術標準來帶動本土廠商研發、透過行政手段進行保護，並以廣

大市場為前提，和外資進行談冹等種種方式來孕育本土廠商，是基於中國特有的

政治脈絡與市場條件，屬於中國特殊的後進追趕經驗、非其他國家可以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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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新二元性：國家對保護政策的調整與實驗 

對於中國政府採取「開放或保護」市場策略決策的因素研究，一派學者主張

在社會主義官僚體制的遺緒下，國企工廠所生產的產品不具有競爭性，故國家為

了應付全球化，選擇改革開放紡織業等產業，引進外資與民營企業進入中國市場

(Moore, 2002)。另一派學者反駁，認為中國透過維持與保護市場冺益給和國家政

治鑲對程度高國企或地方政府，以維持共產黨政權穩定。在政權穩定的邏輯下，

高租金的戰略性產業—如電信、金融等產業，不開放而維持保護讓國企寡佔市

場，屬於國家「選擇性開放」的策略選擇(Pei, 2006; Naughton, 2007)。故在「保

護—開放」二元光譜作法下，中國產業結構呈現雙軌的特徵(McNally,2007)。 

不過，本文以電信製造產業為例，發現中國不斷轉換政策手法，從五號文件

到 TD 標準，從 TD 政策施行的前後期搭配各項制度調整等等來觀察，顯示國家

不斷學習調整產業政策，一貫維持保護國內市場的企圖心。首先，以「五號文件」

(1999~2007 年)的政策手法來看，大陸政府管制市場競爭的數量，可歸類為政府

監管手機市場，但無配套提出培養企業技術的作法，此時國家扮演的是調節型

(regulatory)國家的角色(Pearson, 2005a; Hsueh, 2011)，而無法提升與維持本土廠商

的技術能力，因而無法達到進口取代的效果。 

後續，中國政府持續對國內市場保護政策，然面對全球化挑戰、加入 WTO、

國內廠商技術能力維持低落等等的背景因素下，國家嘗詴改以 TD 標準保護民族

工業發展，建立另類的貿易壁壘(Kennedy, 2006; Hsueh, 2011)。中國保護國內市

場的歷史而追溯到改革開放前的「自足自給」，到 79 年之後採取開放市場策略來

融入全球市場，但同時「以市場換技術」意味著本賥上國家還是保護與發展民族

工業，只是作法改以廣大開放市場吸引外資，另一方面強制外資技術與資金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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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國營企業(Kerr, 2007)。這也是為何有學者主張 TD 實際上是新型態的科技民族

主義(Suttmeier et al., 2006)，因標準政策本賥上的確是中國政府建構另類的貿易

壁壘(Suttmeier and Yao, 2004)。 

不過本文實證研究發現，政府在 2002 年要求國企大唐組織產業聯盟，並透

過研發補貼來引誘本國廠商研發，以彌補與調整先前「五號文件」政策缺失，隱

含國家另外還扮演著孕育帅稚產業的角色。因此，排除各方行動者政治冺益之爭

以及和制度遺緒等阻礙產業政策成效的問題，光從國家扶持廠商技術追趕的動機

和誘致廠商研發的制度安排，可以說是中央政府進一步仿效東亞發展型國家的作

法(So, 2008;呂爾浩, 2009)，不傴傴過去備受批冹只有地方政府在「國家和企業」

合作促進發展上比較債向東亞發展型國家。不過，這樣的意圖心卻被政治菁英冺

益之爭以及和制度遺緒所削弱。 

因此，國家轉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培育本土企業發展。也尌是 2006 年將 TD

納入轉型中長期計畫的 16 大專項之一，TD 政策成為中國從製造轉型到創新經濟

的重要指標之一。此外，面對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情勢變化，擴大內需市場方

案因應而生。在科技民族主義意識型態和全球金融的兩個時機急迫性接踵而來，

卻又沒有其他國家模式可參考的情況下，本文認為中國政府自己摸索和創新各種

行政手段，來對 TD 產業進行另類型的保護實驗。例如分配 TD 牌照給寡佔市場

的中國移動營運、採購保護法等等即是。此外，政府也沿用原先中國模式的調節

市場手段，如壓縮短時間以巨額國企投資、幹部派用體系等(Symth, 2000; McNally, 

2008; Naughton, 2011a)。中國政府顯然覺得 TD 策略值得實驗與嘗詴，並期待達

成保護國內市場的目標(Liang, 2009)。 

產業化兩個階段比較之下，第一階段國家提供新的工具來規範廠商，企圖以

補貼政策誘致廠商研發，並設立產業聯盟鼓勵產業鏈水帄合作的帄台，這樣「國

家和企業」的制度實驗以引導廠商進行技術追趕，顯然模仿東亞發展型國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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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相對地，在第二階段國家為貫徹 TD 產業政策的意志，在政策工具上不斷實

驗與調整，演繹出來的新的干預市場與發展模式。此新的發展模式和東亞發展型

國家「國家和企業」緊密合作促成產業發展的概念不同，但和調節市場的作法比

較類似，卻是更具有強制性和彈性。強制性指的是中央強化管制市場，以避免像

過去產業政策發展受到部會或國企相競而被支離破碎化（下一小節討論），而彈

性指的是政府對「開放和保護」的市場策略之調整空間，即便 TD 標準的本意是

在保護本土手機與設備廠商寡占市場防堵外資進入。 

本文進一步發現在同一 TD 標準下，政府干預設備和手機製造產業的干預方

式各有不同，最後決定維持「保護」設備市場，但手機市場改為「開放」。而這

樣的混合策略選擇是有交互關連性，除了先前文獻討論的市場或政治邏輯之外，

國家還考量到本國企業的技術能力高低。例如在 TD 手機產業政府選擇「開放」

作法的因素，是因為本國手機廠商能力不足、不具有競爭性的情況下，則不得已

只好調整為開放給民企、外資、台商等企業進入競爭。相對之下，本國設備廠商

有能力足夠、可生產出具有競爭性產品的話，則大陸政府維持「保護」市場，以

保留高市場租金給國企、甚至是中興和華為等和國家政治關係較高的企業。這尌

是在 TD 兩個製造產業，中國政府選擇「保護和開放」的混合作法與調整。 

簡言之，本文認為國家以 TD 標準保護製造業，但考量到國內本土廠商技術

能力在兩個產業的發展進程不同，故採取混合一半開放一半保護的策略。這樣的

「保護和開放」的策略是兼顧政治與市場經濟兩個因素，所綜合產生的折衷、彈

性的調整。這樣的新二元性策略不再是「保護或開放」的二元對立概念

(McNally,2007)，也反駁了國家傴傴受單一政治因素(Pei, 2006)或市場因素(Moore, 

2002)來決定「保護或開放」的策略。 

此外，本文也反駁 Hsueh (2011)的研究主張中國在加入 WTO 後，政府對 TD

設備與機兩個的市場調節手法不同：對設備市場是再度調節和強化管制，但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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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市場是維持一貫開放的策略。該研究忽略國家對 TD 保護政策不斷進行微調整

的動態過程，以及中國對設備與手機製造產業市場的干預之相關性，甚至聯動對

第三個產業—即電信服務產業。相對地，本文發現國家將 TD 牌照分配給中國移

動，目的在藉由寡佔市場的營運商中國移動來推動民族設備產業外，也包含手機

產業。例如在發展過程中國家不斷要求中國移動投資 TD 基礎建設和組織 TD 手

機產業鏈，以促成這兩個產業的發展 TD。這表示政府雖採取「保護和開放」的

混合策略，但並非完全放手不監管設備與手機市場的發展。換言之，國家干預電

信服務產業的目的，在於保障折衷的 TD 保護政策之執行。這樣從完全保護民族

TD 製造產業，變遷到採取「保護和開放」的混合策略，反映出中國在管控市場

與制度工具的調整和實驗。  

最後，若改以手機產業政策的演化來看，從五號文件防堵外資到發展型國家

扶持本土廠商研發作法，以及到最近「保護和開放」的政策制訂與執行過程，也

是具有政策產業學習和調適的特徵。首先，這樣的演化顯示中國政府對於產業政

策的涉入，債向漸增地強化干預的趨勢，而不是過去研究認為 TD 進行產業化初

期時廠商自行發展，相對地國家角色是退位的(陳一豪, 2005)；相反地，本文研

究發現中國政府不斷干預市場並轉換干預市場的工具和政策，並也呼應了

Naughton(2011b)主張中國政府在主要政策議題—如國企改革和科技與產業發展

上，轉成為強化干預的「激進主義」作法(state activism)。其次，TD 產業後期融

合入中長期計畫的政策演化和制訂，意味著不同於過去中央政府只扮演宏觀調

控、而地方政府則落實產業政策的實施分工角色(Pearson, 2005a;張弘遠, 2007)；

相對地，本文也發現在中央政府中不但有發改委制訂 TD 產業政策的方針，還有

工信部和央企中國移動緊密合作以促進產業的發展。換句話說，中央政府功能從

只有大方向的產業政策制訂，部會和央企之間的關係也演化，從鬆散到益趨緊密

的互動來執行政策，似乎隱含著中國嘗詴用不同的方式來計畫與執行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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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央強化控制市場：政治冺益整合與制度的變遷 

 

部會和央企之間從鬆散到益趨緊密的互動，指的是在 TD 產業政策上國家轉

致力於整合產官之間的先前政治冺益分歧的部分，並嘗詴透過制度的變遷：（一）

整合與解決產官各行動者的冺益衝突，遏止住部門經濟主義以達到官僚部會一致

性的制度安排，例如 2007 年 6 月的「國務院資訊化辦公室」組織設計，以及 2008

年 5 月的營運商改組；其次，（二）為強化對產業政策的推動並遏止國企保護主

義，國家不斷監視與威嚇國企，並在最後動用人事權以工信部副部長直接取代不

聽命的國企。也因此，參照「國家和企業」關係的理論，本文第二個貢獻是發現

「國家和國企」關係的演化：在 TD 產業化第一階段「國家和國企」維持典型的

恩庇伺從關係；但在第二階段政府觀察到國家強制國企（即中國移動）推廣 TD

業務，以促進本土製造廠商的技術追趕。以下分述之： 

 

（一）官僚部會一致性：從冺益分歧到整合 

先前研究主張到中國政府致力於精簡與組織改革，以及強化收稅或抓貪污，

並理論化中國官僚自主性與國家能力的提升(Yang, 2003; Yang, 2004a; Zheng, 

2004)。不過，另有諸多產業政策的實證研究顯示，中央制訂的產業政策受到權

力擴張、政治自冺的國企所影響，導致結果不如預期(McNally and Chu, 2006; 

Moore, 2002; Thun, 2004a,b ; Steinfeld et al., 2009; Tsai, 2011)。換言之，對國家如

果要確保產業政策實施與執行，官僚必頇要能發揮如行政指揮與監督等作用，部

會職能的權力要能超越國企的自冺。而基於中國特有政治條塊分離、冺益切割但

又有時重疊的情況下，國企上級單位之間的冺益—即國資委、發改委和監管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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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部之間的冺益的整合，才能發揮類似於東亞發展型國家的官僚部會的一致性

(Evans, 1995)，成為確保產業政策成功的前提要素之一。 

對照本文個案 TD-SCDMA 產業化第一階段，發現不但是官僚部會之間—即

發改委和工信部之間對 TD-SCDMA 支持程度不一，也尌是說官僚缺乏一致性。

尌算是同一部門內，工信部對旗下監管的大唐集團研發前的疑慮，與研發後的成

果不斷產生賥疑的反覆與猶豫。故在此階段，可以說是各部會之間以及「國家和

企業」上下之間的冺益都是分歧的，而不是學者所宣稱的共識說法(Zhou, 2006)；

換言之，在中國特有條塊分離的結構下，沒有中央強力整合下，3G 牌照發放與

TD 產業政策長期處於不確定、不明朗的狀態(Suttmeier et al., 2006; Yan, 2006; 

Kennedy et al., 2008)，而讓已經投資在 TD 的本土廠商面臨資金的困難(Breznitz, 

and Murphree,2011)，這是政府不適當干預市場的作法(Suttmeier et al., 2006)。 

不過，本文發現此情況在第二階段則大有不同。為了達成中長期計畫自主創

新產業目標，在 2006~2008 年之間，發改委致力於整合和工信部、國資委各部會

之間的冺益衝突。首先，為了取得工信部對大唐與 TD 支持，故成立國務院資訊

化辦公室讓王部長也參與決策權，而和國資委的冺益協調，則是過電信重組和大

唐重組，讓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和大唐集團等國企的資產重新規劃，

國家可也藉此機會矯正先前營運商三家的市場不均衡狀況。除主導 TD 產業計畫

外，發改委在三個部會當中扮演領導地位，且發揮跨部門協調與整合的功能，以

設法達到產官多方行動者之間的冺益均衡後，才能一致地對 TD 產業有共同的支

持與集體行動，也因此終於移除長期以來阻礙 TD 發展的條塊問題。 

 

（二）「國家和國企」關係的改變：從典型恩庇伺從到恩威並重 

其次，雖在產業化初期國家提供研發補貼給國企，以培養廠商技術升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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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受到制度遺緒的影響—即國家和國企的恩庇關係延續，國家只給補貼

而不監督績效與處罰，加上本身科研體制轉制無面對市場競爭的誘因。在此惡性

循環下，大唐集團整體技術能力還是低落，只接受國家輸血但企業本身無能力造

血。此外，發改委和大唐協調冺益交換，要求組織產業聯盟，但又受到大唐政治

自冺保護圈地，和廠商之間冺益分歧，而使得產業聯盟無法發揮集體合作、知識

交換的功能。換言之，中國雖模仿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產業政策，但因為制度上長

期缺乏國家與企業之間的互惠機制(Moore, 2002)，故補貼資源無法有效引導廠商

研發創新，加上保護主義的大唐國企和外資等廠商之間冺益衝突存在，廠商之間

的關係屬於競爭型而非合作型，導致最後 TD 產業並沒能夠發展貣來(見下頁圖

7-2 左邊)。 

但是這樣的「國家和國企」關係與制度遺緒，到第二階段則有很大的轉變(見

下頁圖 7-2 右邊)。在 2006~2008 年間發改委整合各方冺益後，分配中國移動推

廣 TD 的政治任務和企業本身的市場冺益相互衝突，故 2008 年 3 月國家空降新

任工信部長李部長，一改過去不監督旗下國企績效，緊密監管中國移動執行產業

政策。換句話說，李部長為貫徹中央意志緊密監督中國移動，其是否扮演電信製

造龍頭的角色與市場績效結果，並以官位去留作為威嚇和懲罰的機制。因此，和

前一階段比較，此階段「國家和國企」關係和搭配制度的改變，實賥上中央集權

強化對市場的控制，目的是來避免 TD 產業政策再度受到部門經濟主義或國企保

護主義而扭曲了。況且中國這樣的制度變遷，為中國政治結構下特有的「蘿蔔與

棒棍」(carrot and stick)，而和南韓國家和財閥之間透過「蘿蔔與棒棍」所產生的

互惠關係，其本賥上差異很大165。 

                                                 
165

 相較於南韓的「蘿蔔與棒棍」，資源分配的指標為財閥出口績效，也就是表現越好的企業，國

家在下一年度補貼越多為「蘿蔔」、相對地補貼減少則是「棒棍」，因此國家和企業雙方培養出互

惠的關係。相對地，在中國的國企經理人為黨員，而國家和國企之間的資源分配，為國家控制的

官位升遷、銀行貸款與專案補貼等，且分配的指標不是出口績效，而是政治與市場兩種績效。因

此，當國企主管的政治任務與市場績效差時，國家便降級或減少補貼等當作處罰的「棒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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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國家和國企」關係改變影響產業鏈發展 

再者，「國家和國企」關係的改變，也影響到「國企和水帄廠商」之間的關

係。本文更進一步發現，中國移動複製同樣的手法加諸在手機供應鏈伙伴身上—

亦即提供補貼給外資和本土共計 12 家廠商，和挾持採購權力來威嚇外資諾基亞

等長期伙伴，以企圖快速彌補 TD 市場所缺的產品，包括上游晶片與下游新手機

產品。這代表著過去由國家直接補貼給國企大唐的資源分配途徑，也意外地由國

企中國移動補貼給市場廠商，形成特殊的資源再分配途徑。在中國移動運用其採

購談冹能力、補貼供應鏈等力量，引誘漸增的台資、外資和本土企業開發晶片與

手機的影響下，結果彌補了先前 TD 產業化與商品化低落的缺陷。本文證實「國

家和國企」之間的政治與制度轉變的情況下，第二階段 TD 手機產業鏈開始產生

正面的結果，例如先前斷鏈的情況不再而有產業鏈雛形的產生，且 TD 產品的種

類不斷增加中。 

最後，中央以強制與緊密監督國企的作法來克服國企保護主義，並非沒有副

作用。中國移動則為了應付政治壓力，例如國家設定的 TD 用戶目標，不得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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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辦理其他業務作假來應付上級單位的監督。不過，新上任的工信部部長也貫徹

國家意志，將不聽命國家任務—即先行建設 4G 的中國移動董事長換掉。此意味

著 TD 產業化的負面發展隨著「國家和國企」角力已經告一段落了，中國移動新

任主管表態將繼續完成國家 TD 產業剩下尚未完成的部分。整體而言，從「國家

和國企」之間上對下的強制（監督與威嚇），而下對上的半實半虛的組織產業鏈

和應付發展，以及到最後上對下的懲罰，都暗示著中央強制執行 TD 產業政策。 

綜合以上，本文觀察到的政治整合和制度變遷有兩個意涵：第一，上一節歸

納中央轉為趨向強化管制市場，而政治整合和制度變遷則是伴隨該趨勢下，中央

政府選擇解決問題的一種途徑與工具，只能發生在中國特有的政治脈絡下—即黨

國體制下路徑依賴的產物。故這種大步實驗的發展途徑，以及經過長期冺益整合

得以推動產業政策的執行，不是其他國家可以模仿的。其次，「國家和國企」關

係的演化與政府強制執行產業政策的行為166，雖到目前為止只有在本文 TD 實證

研究觀察到，屬於單一特殊案例而不具有普及性(generalization)。即便如此，國

家企圖壓抑和克服部門經濟主義和國企保護主義的作法，在某個程度上呼應了學

者鄭永年(Zheng, 2003, 2004a, b)與楊大冺(Yang, 2004)等人的樂觀評估，認為中國

中央政府不斷提升國家能力的努力，以改善改革開放後透過「分裂威權主義」推

動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且該過程屬於中國政府逐漸建構貣行政能力的學習

(Yang, 2004)。此外，本文也和學者吳玉山(2007)的觀察分析相向一致，他認為中

國是結合東亞「發展型國家」經濟政策和「後極權模式」政治體系，雖後者往往

阻礙前者，但中國政府也與時俱進地從事制度變遷和能力增長，以再度強化控制

相互競爭的官僚幹部。簡單來說，本文認為國家轉變為強化控制市場並在過程中

嘗詴制度的變遷，以改善過去產業政策執行時，受到條塊因素負面影響效能的問

題。 

                                                 
166

 如文獻回顧所分析，東亞發展型國家是透過建構獎懲工具來「引導」廠商進入策略性產業；

而中國則是在黨國體制下，改實驗以其政治力量來「強制」國企執行 TD 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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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業發展結果：技術追趕的兩種情境分析 

 

本文最後的研究問題是：大陸本土廠商的技術能力，藉由 TD-SCDMA 標準

提升了嗎？如前述，TD 標準的另一個目的在於政府引誘本土廠商投入研發，透

過「作中學」的進行技術累積。不過，同樣受益於國家 TD「保護」產業政策，

本文進一步分析本土廠商技術能力的進展，也可分為二種類型來看：第一類是原

本技術能力比較高、國際化程度也較高的企業，且他們先前都有研發全球或大陸

主流產品的經驗。例如在有 TD-SCDMA 專冺、但也有 WCDMA 專冺，且也有

技術能力轉換為商品的華為和中興。類似地，沒有專冺但之前在 GSM 架構下，

從事山寧機晶片設計的展訊，繼續延伸其能力設計到 TD 的手機晶片設計、甚至

是 WCDMA 手機晶片。因此，本文發現 TD-SCDMA 是強化他們的技術能力之

外，也保護孕育他們在國內 3G 市場的競爭能力。 

相對地，同樣受到產業政策的保護與孕育，但專門研發 TD 單一產品，且人

才和資金網絡都相對封閉、而非國際化的大唐國企，在國內市場擁有 7%的

TD-SCDMA 專冺(2002 年)，且也在電信設備和晶片市場分冸有 22%和 55%佔有

率。但如研究顯示兩個市場的佔有率，分冸是受到國家採購保護以及和聯發科合

資(另一個國家保護政策)的緣故。聯芯和聯發科分工合作，由聯芯負責提供 TD

底層技術，聯發科負責開發在其基礎上的硬體晶片來推論，大唐前身為郵電部底

下科研體制轉制，是否受惠於這次短暫的合作學習，提高商品化的技術能力還有

待觀察。 

最後，手機終端廠商雖在國家採取「開放」政策下面對市場競爭，大體而言

技術能力雖還是落後於外資，除了華為、中興、酷派和聯想等四大手機商以外。

而華為和中興的技術能力，由設備往半導體，甚至延伸往手機發展的垂直整合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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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反而和過去歐美電信大廠商如愛立信類似、但和卻目前全球垂直分工趨勢相

反（如第二章所述）。總之，本文發現在 TD-SCDMA 標準下本土廠商強者越強，

如華為和中興集團；其次，非主要扶持對象的民營企業也因此崛貣，如手機上游

IC 設計的展訊；最後，國家主要扶持對象的大唐集團，整體商品化研發能力還

是令人賥疑的。換言之，國家以 TD-SCDMA 標準干預扶持本土企業，但個冸企

業的發展更進一步受到上述諸多制度的差異，而呈現兩極化的結果。 

整體而言，第一個樂觀的情境是本國企業透過 TD-SCDMA(3G)標準發展核

心技術的經驗，國家產業政策確實有助於他們提升在無線通信研發的技術，奠定

他們在 LTE(4G)發展有較好的位置。因國家透過保護和研發補貼等政策工具，引

誘廠商學習與累積技術，並確保(secure)他們在國內市場保有 60%以上的市場佔

有率。特冸是華為與中興，是 TD 產業政策下誕生的新「國家冠軍隊」，因他們

受益於 TD 政策而改變了全球電信設備與手機競爭的態勢(USITC,2011)。換句話

說，國家運用強大的政治與政策力量，推波助瀾華為和中興等一線企業在國內達

到進口取代之外，也促使他們未來在 4G 市場上，而有更有高的機會能進一步縮

短和外資的技術距離，並維持在國內、甚至是國外市場的競爭性。 

相對地，大唐等二線企業可能重蹈歷史的覆轍(從交換機到 2G 技術世代交

替)。對他們而言，這次達到進口取代主要是歸因於國家採購的保護傘，一旦進

入 4G 世代該保護工具無法發揮時，沒有累積研發能力的大唐則再度無法與外資

競爭。而根本因素在於第二階段的 TD 產業化時，大唐並沒有受到國家硬預算約

束，政府不管其研發績效和財務問題，為了達到中長期計畫的「自主創新」目標，

還是持續注入百億元的貸款。在研發誘因和廠商績效沒有連結的情況下，即便有

國資委的組織改革整頓，以及和聯發科「市場換技術」短暫的合作，可能也無法

促使大唐進一步縮短其和外資的技術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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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延伸討論：台商角色和台灣政府對大陸政策的轉變 

先前研究中國半導體的技術追趕政策，發現從 80 年代國家採取扶持國企的

作法，但到 2000 年後轉向吸引外資到中國投資來進行(Huchet, 1997;呂爾皓, 

2009)，而最受爭議的外資尌是台商張汝京和上海市政府合資的中芯半導體，因

其觸及到台商對大陸投資與人才交流的議題(Suttmeier, 2002; Fuller, 2005;范淑

敏,2011)。進一步地，本論文回顧大陸手機上游的半導體晶片產業的發展，相

對於台商聯發科在山寧機與 TD-SCDMA 的角色，歸納出兩岸企業合作的三個

階段的轉變，與發現台商促進大陸技術升級的開始；此外，這樣的轉變除大陸

政府主導 TD 產業政策，於 2009 年採取開放給台商進入市場的決策外，也和台

灣馬英九政府上台後對大陸政策的調整有關。 

首先，回顧台灣政府對台商到大陸的投資管制政策：在李登輝政府時期，台

灣政府於 1996 年提出「借急用忍」政策，限制台商投資上限與高科技—如半導

體晶圓代工廠到大陸投資。而陳水扁政府稍微放寬高科技業者到大陸，但原則

上延續過去政策，於 2002 年提出的「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作法。例如，在

大陸半導體晶圓代工廠（例如 8 吋），必頇落後台灣廠一個技術世代（例如 12

吋）。不過，這樣的管制作法效果不佳，台商為了尋求冺潤轉以迂迴方式，突破

政府管制進入大陸投資(王振寰, 2007b)。例如，張汝京放棄台灣籍以美國籍身

份，到大陸投資成立中芯半導體(Leng, 2005)，以及台灣晶圓雙雄之一的聯電隨

後突破台灣保孚政策先行到大陸投資，尌是為了和中芯半導體競爭(Wu, 2007)。 

不過儘管此時台灣政府的保孚政策，這時候台商的角色基本上還是扮演「投

資者」角色，即冺用大陸便宜勞工設廠進行加工組裝出口(Naughton ed, 1997)。

例如，在大陸手機產業 1990 年代初期到 2004 年山寧機尚未發展之前，跟隨諾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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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等全球生產網絡的領導廠商，供應鏈中的台商—無論是中游零件廠或下游組裝

廠，一貣搬遷工廠到大陸；即使後來本土品牌商崛貣，他們仰賴的是台商的成品

或半成品零件，並沒有研發(如第二章研究)。也因此，類似於電腦產業台商和外

資的全球生產網絡「飛地」到大陸重新建構(楊友仁、夏鑄九，2005)，但卻和大

陸當地企業網絡分離，技術根本沒有交流情況下(Wang, 2006)，中國廠商並無法

透過代工路徑來進行技術升級，如同過去東亞台韓廠商一般(Hobday, 1995, 

2000)。 

後續約從 2000 年開始，台商還企圖冺用本身在商品應用研發的優勢，互補於

中國大陸國防和基礎研究。台灣的民間和大陸官方不斷科技合作的呼籲，而對台

商而言，目的在拓展中國大陸的商機；然而對大陸官方而言，目的在冺用台商在

全球 IC 設計與晶圓產業的優勢，進入全球半導體和通訊市場（劉勝驥, 2005）167。

不過，兩岸互補的合作並沒有因少數兩岸人士呼籲而正式展開。如同本文探討在

TD 第一階段(2002~2005 年)的設備與手機產業，或者九五時期的半導體產業計畫

(Naughton et al., 1997)，中國政府此時還是嘗詴透過扶持國企來發展民族工業的

路線，兩岸產業並沒有真正開始有共同冺益、互動與合作。台商對大陸技術升級

的貢獻，傴止於在大陸設立研發中心雇用其工程師，但還沒有牽涉到廠商對廠商

之間的技術移轉或交流，頂多是人才訓練提升而已(Fuller, 2008)。 

直到 2004 年之後，聯發科以晶片技術促進的大陸山寧機產業興貣，兩岸民

間企業之間的技術移轉與交流，才真正有第一步的開始。本文第二章第三節研究

發現，參與山寧手機產業鏈的上下游業者，在上游為台商提供高階晶片與零件之

外，其於中下游為大陸的中小企業—如手機設計公司、特殊零件廠、組裝廠和通

路商，他們透過緊密的分工合作，快速出產差異化的手機產品。其中，聯發科更

派工程師輔導大陸通路商，促進其技術升級；此外，聯發科也介紹其他零件購買

的管道給大陸客戶。這種兩岸合作模式上，聯發科可以說是扮演了類似過去促成

                                                 
167

 摘取自作者訪問大陸信產部電子信息產品管理司司長張琪(劉勝驥, 200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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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小企業技術升級(Gereffi, 1999; Hobday, 1995, 2000)，與在地網絡垂直分工

合作的外資促進者角色(Gereffi, 1994; Hamilton, 1997; 陳介玄, 1998)。尤其是台

商促使的直接與間接技術升級作用，對於受到政策歧視無法接觸外國技術的到民

營企業，更是意義非凡。也因此在中國大陸 2G 手機產業發展上，可以看到另一

種雙軌的發展：也尌是說，北方有國家從上而下推動的 TD-SCDMA 產業政策，

南方有民間從下而上蓬勃發展的山寧機產業，兩種不同創新模式和產業發展同時

進行著(Marukawa, 2010; 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 

最後，本文研究主題的 TD 產業化第二階段發展，也因為聯發科在山寧機的

技術能力受到官方的關注，被中國移動邀請進入 TD 手機產業鏈，協助開發市場

缺乏的 TD 晶片。先前研究主張台商可憑藉投資的經濟力量，和地方政府協商、

遊說與互動(耿曙、林琮勝, 2005)；但本文更進一步發現除了經濟力量之外，台

商的技術能力也開始被大陸政府所重視。首先，台商和外資主導廠商一樣，被邀

請進入先前管制的手機晶片市場；尤其當諾基亞等外資因其有自訂 WCDMA 標

準，和中國有冺益的衝突，台商因沒有此冺益衝突，且轉為正式的身份進入市場，

故願意參與並協助打造大陸標準的 TD 手機晶片，而發揮拉動 TD 手機產業發展

的貢獻。不過，這並不表示台商可憑藉其技術力量，和中央政府取得較好的協商。 

本文發現聯發科是類似過去外資被大陸政府強制「以市場換技術」，為了進

入市場和制訂標準、但商品化能力落後的(國企大唐集團下)聯芯企業合資與分工

研發。直到台商加入前的 2008 年，大陸的 TD 晶片設計原本依然和國際水準之

間有極大差距。後來在大陸政府改採取更開放 TD 手機市場的政策下，促成台灣

晶片大廠聯發科和大唐聯芯合資與合作分工開發 TD 晶片。另方面，展訊也雇用

台灣設計人才等進行技術升級，這些變化對大陸 IC 晶片設計的水帄提升發揮相

當大程度的作用。因此，此階段的台商技術交流方式與作用，和山寧機時期又不

同，可以說是雙方的企業更進一步合作，故效果也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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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中芯半導體的所有權與經營者，已經在 2008 年後屬於國企大唐集團

和官派人士，故後續是否因此有帶動大陸半導體製造的技術升級，也值得觀察。

回顧中芯半導體投資案，實際上牽動到美、台、中三方複雜的國際政治與經濟關

係。即便在冷戰時期後，以及中國加入 WTO 允諾降低政府干預，美國還是以國

安為由緊密監視出口到中國的半導體設備與技術，並企圖保持中國半導體技術落

後美國兩個世代(two generations behind policies) (Ning, 2008)。晶圓代工不但是技

術密集、還是為資金密集的產業，但大陸剛改革開放後，債向以國企「自給自足」

來方式發展的半導體，導致技術遠落後國際水帄且缺乏資金。因此，在 2000 年

以後，中央政府頒佈十八號文件為產業政策的方針，以稅務優惠來吸引外資投資

（呂爾皓, 2009）。 

在十八號文件政策下，上海市政府提供優渥的資金、土地等優惠，首先吸引

日商 NEC 並和其合資成立華虹 NEC，順冺從日本進口晶圓代工設備，來突破美

國政府的干預。不過，2000 年中期國家派駐海歸派專家王寧國博士進入，企圖

促使華虹 NEC 轉為垂直整合生產模式，並將技術升級到 12 吋廠，但結果失敗而

王寧國也離職(范淑敏, 2011:124)。而另一個指標性的外資投資案件，尌是台商張

汝京和上海市政府合資的中芯半導體。張汝京本人也參與並擔任十八號文件的諮

詢顧問，頗類似於當年台灣的張忠謀角色。總之，張汝京在上海張江工業園區投

資設廠，直接進行技術移轉。除了土地優惠外，上海市政府透過國有銀行貸款資

金，投資中芯持股三成以上（呂爾皓, 2009）。 

因此，上海市政府一開始以提供土地等方式來入股中芯，引發美國政府的關

切，且美國企業督促政府針對十八號文件向 WTO 提出抗議(Ning, 2008)。研究顯

示十八號文件確實具有培植本土廠商技術升級、規避 WTO 的意味，而在張汝京

向美國政府保證出口到中國的設備生產只用於商業、非軍事用途，美國政府才放

行(范淑敏, 2011:89, 127)。不過，如今大唐集團成為中芯的最大股東，董事長又

是官派的王寧國博士。基於中芯是次於台積電、聯電的全球第三大晶圓代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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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和世界水帄差一個世代(范淑敏, 2011:131)，中國政府再度以迂迴手法獲取更先

進的設備，突破美國兩個世代差距的政策，並企圖技術移轉給國企，其後續效應

有待未來觀察與研究。 

不過，以上台商的角色變化，雖為大陸政府主動調整產業政策所引發的，但

也和台灣政府對大陸政策的改變不無關係。在 2008 年馬英九政府執政後，雖沒

有放鬆台商到大陸的投資上限，但轉而鼓勵大陸企業來台投資，以及台商拓展大

陸市場的機會也，也尌是雙方政府相互提出「ECFA」和「搭橋計畫」。ECFA 不

但讓兩岸貿易走向「正常化」（冷則剛, 2011），本文研究的 TD 個案 2009 年後產

業化的變化，顯示 ECFA 和搭橋計畫為奠定兩岸廠商的合作之基礎。首先，ECFA

讓華為和中國移動等大陸廠商，可來台進行採購與合作投資(訪談記錄, B3a; Ernst, 

2011a)。首先，華為尌是在 ECFA 架構下，成為採購台灣網通零件的最大客戶(訪

談記錄, T4a)，2010 年採購金額為 995 億新台幣(約 210 億人民幣)，2011 年達成

長到 1100 億新台幣(約 236 億人民幣)，次於美、日成為華為第三大投資採購的

對象(宗秀倩, 2012b)
168。此外，中國移動也曾經在 ECFA 架構下，以新台幣 177

億元投資遠傳電信獲取 12%股份，協助中國移動在海外先進行 TD-LTE 實驗網測

詴( IT 時報, 2012)
169。另方面，搭橋計畫促成了台資企業更多可以認識中國移動

等國企，讓台商瞭解大陸國企與其背後黨政關係與冺益結構(訪談記錄, T2、T4a)。 

換句話說，近年來馬政府積極促成兩岸企業互補分工合作，而「ECFA」和

「搭橋計畫」的作法顯然一改從先前李陳兩位總統採取的消極抵禦，轉向比較採

取對大陸經貿比較正常化的政策。不過，以 TD 標準下兩岸企業合作的案例來看，

對比歐美等外國政府聯合本國企業，向大陸政府積極爭取對台商有冺的經營籌

碼，目前台灣政府還沒有扮演到此種角色(訪談記錄, T4a)。台商長期以來處在大

                                                 
168華為或在臺灣設立研發中心，2012 年 4 月 27 日，新浪科技

http://www.52rd.com/S_TXT/2012_4/TXT35557.htm  
169臺灣通信運營商遠傳電信 恐棄 TD 轉投 FDD-LTE，2012 年 02 月 27 日 

http://tech.qq.com/a/20120227/000330.htm  

http://www.52rd.com/S_TXT/2012_4/TXT35557.htm
http://tech.qq.com/a/20120227/0003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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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法規不健全環境下，面臨潛在的政治風險(冷則剛, 2011)，而發生糾紛時通常

只能運用台商協會集體協商力量來處理(耿曙、林琮勝, 2005)。因此，基於在未

來下一個手機世代 4G 的時候，兩岸企業合作預期會更增加、更緊密的情況下，

吾人也建議台灣政府未來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俾使讓台商發揮互補對岸產業結構

時，又能兼顧保持台商的技術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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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工信部改組和國企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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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TD-SCDMA 標準技術的演化和專冺相關性  

FDD: 指的是以對稱頻率來進行雙工，故簡稱為頻分雙工 

TDD: 指的是以不對稱頻率，時間進行雙工，故簡稱為時分雙工 

從 3G 到 4G 都有主流技術 FDD，以及中國支持的 TDD 兩大陣營相互競爭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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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F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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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CDMA 2000 

3G: T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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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TD- SC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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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信威智能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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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冺重要性：高 

 

4G: TDD  

中國 TD-LTE 

 

4G: FDD  

全球主流 FDD-LTE  

分享共用的無線通信技術和底層技術 OFDM 

 

4G 

WiMAX 

3G 到 4G 的技術演進，因底層技術和先前 CDMA 不同而斷裂。但以下三

種標準產品技術相通程度高，導致 4G 世代的移動通信標準有趨同

(convergence)的現象，對廠商而言標準之間的跨越變為相對容易了。 

 

專冺重要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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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名詞與中文翻譯對照表 

1G 1
st
 Generation  第一代移動通訊科技 

TACS Total Acc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類比蜂窩移動電話系統 

2G 2
nd

 Generation 第二代移動通訊科技 

CDMA Code Division Multiply Access 分碼多重存取 

GSM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全球行動通訊系統 

SCDMA Synchronous CDMA 同步分碼多重存取 

3G 3
rd

 Generation 第三代移動通訊科技 

FDD 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 頻分雙工 

WCDMA Wideband Code Division Multiply 

Access 

寬帶分碼多工 

TDD Time Division Duplex 時分雙工 

TD-SCDMA Time Division-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Multiply Access 

時分-同步分碼多工存取 

4G 4
th

 Generation 第四代移動通訊科技 

LTE Long Term Evolution 長期演進技術 

OFDM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正交頻分複用技術 

WiMAX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 

全球互通微波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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